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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类学评论》（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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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学离不开“田野研究”（代序）

徐勇

作者简介：

徐勇（1955—），男，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恰逢其时。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与现实更迫切地呼唤“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就我本人而言，如果要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可阅读。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

20多年来的田野研究，使我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我认为，这一研究思路应该上升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首先，实证研究的理论预设问题。应该说，实证研究在中国政治学学界长期未得到重视。即使是运用实证研究最多的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恢复不久，也在实证研究方面较为欠缺。因此，实证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就如我前面谈到的，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运用的。研究者只是知道应该做实地调查，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更不知道怎样做。在做调查之前，普遍缺乏应有的理论预设，即对调查的主题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缺乏足够明晰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为了调查而调查，学术增量不够。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做实证研究，不是“理论先行”，先入为主，但是要有理论预设。经过实证研究之后，可能证实预设，也可能证明当初的判断不对。有了理论预设之后，可以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调查更加集中，不至于造成漫无边际的陈述。

其次，科学规范问题。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有着严格的逻辑、准则和程序。但是中国的实证研究者们普遍缺乏严格的科学规范训练、缺乏实证研究的基本知识，更不知实证研究的基本准则，不少人对实证研究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以为只要下乡就是进入田野，以为实地调查就是实证研究，误认为田野日记与调查报告就是实证研究成果。这种理解、这种方式大大降低了实证研究的质量：其一，实证研究变为证实研究。有人做调查并不是从事实中出结论，而是为自己的观点找根据。最典型的是南街村调查，同样一个村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实际上是“乌托邦”研究的变种。其二，狭隘的经验主义。到一个地方看了看，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再次，价值中立原则被抛弃。我不反对学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但是科学研究应该避免价值问题干扰，学术研究应该做到价值中立。现在不少政治学研究者怀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要为民代言、为民请命，而且将自己的这种道德关怀注入实证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与现实大相径庭。科学规范的不够大大损害了研究的科学性，更不能保证结论的科学性。

最后，调查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实证研究在中国主要与一些课题联系在一起，大多为某些应用性的政策研究。所以，课题一结束，调查也结束了，原有的调查点也放弃了。而一项研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才能获得准确真实的事实或者掌握其变化情况，一劳永逸式的实证难以有真正的发现。科学研究的展开有两个层面：其一，横向层面的共性考察，即通过几个个案、几千个样本进行横向归纳，发现样本之间的共性。这种研究的特点就是能较快地得到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其二，纵向层面的历时考察，即通过长时间的历史考察，发现变化之间的因果性或者相关性。这种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时段长，对个案的变化可有一个深度的挖掘。在政治学中，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横向层面的调查做得比较多，但是纵向的调查做得比较少。其实，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一方面，需要放在长时段的实践中去观察才能够得到；另一方面，需要从尽可能多的案例中去寻找。

政治学科学化也是政治学由“洛克时代”进入到“托克维尔时代”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发展。所谓“洛克时代”就是理性政治学的时代。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洛克等先贤从人类理性出发，构造未来政治社会的架构，指出人类政治社会的方向，提供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但当人类政治社会进入大变革之时，所展示的图景远非理想状态，甚至充满着非理性成分。这是理性政治学所始料未及，也难以解释的。托克维尔因此出场，他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从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源和影响因子的角度思考着现实为何不如理性政治学所展示的那样。历史政治学并不提供答案，但它的解释已为如何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

当今世界政治学处在大迷茫时期。20世纪末，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位政治学者匆忙宣布“历史的终结”，人类政治社会似乎按照某一条道路走下去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但仅仅是20多年，同样是这位政治学者也深感人类政治社会发展远远不如他所预想的那么惬意，于是他自己又匆忙地去寻求原因。

当下的中国政治学也显得有些沉寂和落寞。我们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某种东西是“好东西”，但这种“好东西”的实现似乎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么简单，甚至广为人所怀疑，只是这种怀疑也并没有提供多少令人信服的依据。政治愿景究竟如何，政治现实又如何这般？学界没有提供太多有价值的论述。而一位美国学术大家在数十年前对中国历史的观察，能够为我们提供许多方法论启示。在美国学者费正清看来：要从复线而不是单线的角度理解传统中国，一类是“持久性的变革”，指“不可逆转的趋势”；一类是“周期式的变动”，指“钟摆式的变动”。这一基于历史事实的认识对于理解当下中国也不无启迪。

政治学本来是一门需要足够定力的学科。但当下的政治学因为入世太深，急于表达而显得根基不牢。无论是对未来世界的构想，还是对现实世界的剖析，政治学都未能达到洛克和托克维尔等先贤的高度和深度，也许当下世界政治的碎片化和学术体制的碎片化都无法造就出个别学术大家，而只能依靠由众多学者组合成的“大家”。而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大家”需要相互讨论的平台。

就我本人长期以来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而言，犹为如此。坦率地讲，我的政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方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探讨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现成的思路。

我经历了五年“下乡”，当了三年工人后，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留校工作，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的不幸的话，我们开始学术研究则刚好乘上了“改革”的东风。同当时的大多数学人一样，我也曾为改革开放后理论的活跃和思想的奔放而兴奋不已。但是，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的心中逐渐生出些许遗憾。一是人们较多地沉浸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用，而对我们自己脚下的大地关注较少；二是在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提法中夹杂着浓厚的浮躁之气，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的事实依据。

特别是就政治学学科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新中国政治学的真正建立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即使这样，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对于中国政治学却也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政治学陷入低谷之时，也促使着一些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以往的“殿堂”政治和注解性的政治学研究，并试图寻求政治学研究的新进路。在1991年，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上层，而对于社会基层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80年代正处于传统与未来的交汇处，对历史的轻率否定和对未来的超前追求常常将人们的思维定位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层面。这种“应该怎样”的理想主义倾向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却也容易滑向大而不当、脱离客观实际的思维误区。进入9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应该更多地自上而下延伸，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性。我于1992年出版的著作《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就试图提出并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上层政治不断地变动，而社会并没有发生结构上的变革？为解决此问题，在书中我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即将政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上层政治；一是与基层社会相关的基层政治，并认为后者更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由此也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调整到基层社会，特别是长期以来与城市发展有巨大差距的农村社会。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农村出现的村民自治就为我的“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了直接契机。

真正的学术创新不是一件易事，需要有原创性，减少重复性。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事实为基础，强调实践理性，避免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根据多年的乡村调查、实验和研究，我认为：一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行为和首创精神，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教训，更是基本原则。

如果要对我历经的和正在从事的政治学研究作一总结的话，这一路线图大致为：在中国政治学陷入低谷的困境时，提出了“政治体系”一分为二的研究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深入田野调查，将实证分析方法带入了政治学研究；在“三农”问题纷杂的争论中，自己“脱身而出”，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化小农”两个理论分析视角，解释“田野”与“殿堂”的互动；在理论与方法的统合中，试图实现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通过“百村十年观察”和“中国农村数据库”两大工程的建设实现学术资源的整合，为学术研究的历史跨越奠定基础。

中国实践正在不断产生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也将不断丰富中国理论。要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必须根据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做政治学的学问，要有问题意识，还要有学术想象力。科学研究需要发现并提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开放性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然后，要脚踏实地、充分掌握事实材料，根据事实逻辑展开严谨的陈述和论证；最后，试图得出一个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结论。

当然，政治科学研究中的“田野研究”仍存在一个理论提升的问题。

一方面，现实问题作为“问题”导向的研究，我们要不断回归学术本位。也许某一现实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就不存在了，但是作为学术研究要常新常青。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有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其实，中国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但是目前的概括、总结和提升还远远不够充分。实证研究不仅重视“是什么”，还要解释“为什么”。因为任何事实背后都有一定的逻辑根源。“发现事实”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弄清楚“事实为何如此”，并建立起相应的解释模型。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训练和不注重学术积累，整体而言，实证研究目前还处于最原始的阶段，即采集“矿石”的阶段。实地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调查前缺乏必要的理论预设，调查后缺乏应有的学术分析，以至于实证研究的学理知识含量较低，出现所谓的“只见描述，不见解释”的状况。更有甚者，出现了不少“出口转内销”现象，即外国学者借用在中国所取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精加工”，产生理论观点，转而影响中国学者。如“过密化”“有增长无发展”“经纪人”“内卷化”“蜂窝状”“依法抗争”“共同体”理论等。所以，尽管中国的实证研究在政治学的运用已有十多年时间，但我们还没有产生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有自身的“限度”，需要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于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的研究方法有所转变，注重理论概括和提升。这一思路的转变源于学术自觉；近5年，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现代国家理论，研究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国家是如何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法律下乡”“政策下乡”“服务下乡”等方式进入并整合、塑造乡土社会的；二是提出“社会化小农”的观点，试图运用这一理论从生产、生活、交往等方面把握和解释当今的农民和农村。其实，这两个分析视角的提出，也试图说明一点：政治学研究在实现了由“殿堂”到“田野”的同时，也需要从“田野”走向“殿堂”，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

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田野研究”，这更是中国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自然是恰逢其时，也必将为政治人类学的进步作出贡献。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既非常古老，又十分年轻。说其古老，是作为一种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追根溯源研究的学科方法很早就为人运用；说其年轻，是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且活跃于当下。政治人类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为中国政治学界所关注，一些学者也自觉不自觉运用其方法来研究问题，但总体上一直进展不大。重要原因之一，是学界长期处于向前赶路的状态，而缺乏对政治发展复杂过程的历史反省。当匆匆赶路面临着不少“陷阱”时，人们也许就会回头来追根溯源问“为什么”，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回答“怎么样”的问题。政治人类学因此应运而生，也将大行其道。

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学建设需要伸出我们的双手，来拥抱广袤的世界；更需要迈出我们的双腿，去投身希望的“田野”。

是为序。



徐勇

2015年8月7日



前言

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的学科思想远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家，中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酝酿形成较为成形的学科体系，并在20世纪40年代终成一门规范的学科，迄今才七十多年历史。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近代以来，包括人类学和政治学在内的诸多领域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研究人类的权力与权利互动关系，以及各类政治组织与繁杂政治活动，形成了门派迥异、学科多元、涉猎广泛的著述文章。这些学者或许并没有直接标榜自己的作品属于政治人类学范畴，但他们实际上从各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角度推动了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生长与发展，因而，都属于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奠基人。

政治人类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20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伊斯顿科恩之问”的悖论。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早期着迷于讨论无国家社会、无政府政治的简单社会，沉浸于人类学的“浪漫”意境之中。正因为此，“政治系统论”创立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科学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59年撰文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价值与学科体系表示了怀疑，甚至否认了人类学的“政治学”抱负。1969年，伦敦亚非学院（SOAS）的人类学家阿伯勒·科恩（Abner Cohen）从学术上对伊斯顿的学术怀疑作出了合理的回应。他认为政治人类学不仅存在，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使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领域和学科显得有所不同。阿伯勒·科恩对于戴维·伊斯顿的回应重新确立了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学术地位，但政治学界似乎仍然保持着伊斯顿的怀疑立场。从那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对于政治人类学这个学术话题，政治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都相互敬而远之，态度谨慎，双方持有“井水不犯河水”般的“雅度”。

随着学术交流与学科交融的不断增多，国内外学界正在逐步形成学术共识：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交叉而成的一门新兴学科。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从西方学术界引介政治人类学，西方学术界在学科划分上没有过于固化的学科分类传统，相反倒是趋于学科边界模糊化、学科交叉边缘化、学科融合多元化；但迄今为止，政治人类学在我国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尚未定位，它游离于我国学科代码表之外，缺乏正式学科“身份”。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政治学与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各自为阵，开设讲授政治人类学课程，研究著述政治人类学成果；但学科之间少有学术对话与知识连结，难以产生学术共同体。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实际存在的这种“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的窘境，是学界前辈一直诟病的现象。长期以来，学界前辈与当今同仁试图突破政治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学科壁垒，付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今天我们能够继续探索的宝贵智识，奠定了今天我们能够持久前行的坚实基础。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一方面，试图破解中国学界实际存在的政治学与人类学之间在某些共同研究领域里实际存在着的自说自话、互不买账等“两张皮”现象；另一方面，试图融合跨学科诸要素，探索源于政治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内涵，最终超越这两个学科并形成新型交叉学科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政治人类学不应该是“政治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简单“合并”或“相加”，更不是哪一个单独学科内涵的单向度外延。或许，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政治人类学，按照亚里士多德有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钱学森有关“非加和性”的系统论原理，可以成为以政治学学科的权利与权力、以人类学学科的文化象征、民族志的文化书写为一般要素，专门从田野研究的角度和象征符号的层面，来研究一切社会共同体（包括家庭、宗族、社会组织、政党组织、国家、国际组织等）在网状联系形态下所产生一切类型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及其文化符号的综合性交叉新型学科？或许，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正期待着更多的学人在实践中给予回应。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系统是有组织的和被组织化的给定集合，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具有学科建设与学科整合的旨趣，即通过分析政治人类学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诸元素之间结构性关系，以及研究政治人类学各要素并通过融合各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等尝试，来探讨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结构功能与发展路径。

新世纪以来，政治人类学有了新发展，并拓展到诸多复杂社会，涵盖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党机构、国家政权和国际组织等一切“权力场”；政治人类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其有别于其他相关领域和相关学科。如今，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着眼于分析人类活动的政治性和象征性，认为权力通过象征符号手段来表现；所有象征符号都具有政治含义，政治行为与文化象征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时空限制被彻底打破，并延伸到分析全球化对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政治人类学研究致力于理解权力和权威在人类社会中怎样产生出来和如何运作，力求认识与处理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利之间良性互动的内在本质关系。它既研究正式的国家组织与政治权威，也研究包括“非国家权力”“非政府权力”“非合法律性”在内的社会组织和人类行为；既研究政治学与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融合现象，也研究中国与海外的微观实证政治现象。特别重要的是，“一般系统论”泛起，突破了“政治系统论”囿于单一学科的思维模式；政治人类学作为学科整体，远远大于政治学与人类学的简单“相加”，政治人类学已经越来越增强了整体性系统性的学科生命力。

就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范畴而言，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它更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的田野工作（fieldwork study）、“深描”为手法的民族志（Ethnography）与政治学“扎根理论”（earthbounded theory）三位一体，由此，构成政治人类学学科内容；强调通过对特定地域时空，即“他我”的参与观察，形成有关“他我”政治文化的“民族志”书写文本，“深描”权力的发生、运行、异化、解构与重构等社会事实，揭示文化因素在权力领域中的普遍性作用，建构解决“本我”社会问题的“扎根理论”。

就政治人类学的适用范围而言，它适用于集权体制与非集权体制、制度性政治参与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族群政治与国家治理、边缘群体与国际社会等一切社会形态和一切社会组织的“权力场”。

就政治人类学的学科特征而言，政治人类学表现为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三位一体的学科特点，它是多种学科交互影响，彼此融合的交叉、新兴、整体性学科。一方面，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科学化，即政治科学的两大范式之一，其基础是长时段的田野研究与“深描”为手法的民族志书写文本。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别来自于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区别，也即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的区别。政治科学经历15世纪至19世纪历史—比较主义发展阶段、法律—制度主义阶段和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行为主义发展阶段，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成为共识。行为主义研究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科学的学科分类，使政治科学真正地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政治学学科史中所包括的政治人类学理论内涵；特别是从中外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学术分野和学术融合的学科发展史中，揭示政治人类学从“哲学”迈向“科学”，又从“科学”回归“哲学”，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文化社会人类学正在扬弃传统片面的“科学性”，向着政治哲学的公平、正义与道德之维转身，凸显了张扬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权力场”之合法性的本质内在性。19世纪末之前，人类学仍是以研究人类生物特征为主流的自然科学，直到1901年美国提出“文化人类学”范畴，特别是1922年英国形成“社会人类学”范畴（现在统称为“文化社会人类学”），它才逐步演变成为以研究人类文化特征为主流的综合性学科。文化社会人类学最初崇尚“文化的科学”，形成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20世纪60年代始，转而追求“文化的解释”，形成了象征人类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成为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形成了以文化多元与政治多样性为主流的后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人类学学科中所包括的理论内涵；特别是从文化社会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中，揭示政治人类学从“政治文化的科学”迈向“政治文化的解释”，最终又上升到“政治文化的多元”的学科发展路径。再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唯一载体即民族志的书写文体，如何能够通过“多声道”“对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构民主政治的平等、多元与合作的制度框架。民族志是研究者通过长时段田野调查方法，对某一认识客体（文化他者）的生活经历进行“深描”的书写文本，目的是认识他者的社会和文化；同时，民族志具有跨学科特征，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所不在，成为贯穿多学科发展的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民族志已不同于最初的“文化的科学”之定位，已经发展成为“文化的解释”并向“文化的多元”模式即“写文化”方向演进。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政治人类学“扎根理论”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本质；揭示政治人类学“扎根理论”从单向度的科学实证维度，向多元参与多维共建的发展路径，以及从简单事实罗列向文化象征符号演绎的发展逻辑。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还将着手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框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即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范畴。据悉，复旦大学高研院近年来持续举办过“政策人类学”（The Applied Anthropology）为主题的研讨会，“政策人类学”一说，大大拓展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范畴，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它的创新就在于把过度沉浸于象征符号等文化研究的政治人类学更近地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特别拉回到了政治生活与社会政策中，使政治人类学从“出世”的意气风发回到了“入世”的济世安邦中，从单向度地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视野回到了解决中国自己现实政治政策等困境的“本土化”立场。在这一点上，政治人类学“接地气”的学术范式与中国共产党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即“群众路线”，在政治科学的实践性、政治哲学的人文性、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扎根性等几个方面具有内在同一性。在政治人类学学术框架下，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炼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所蕴含的政治人类学学理成分，并通过政治人类学学科理论建设，推进“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与创新发展，或许是“政策人类学”在当下中国政治实践与文化再造的重要内涵之一，亦不失为中国特色政治人类学的一个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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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的“政治学”关怀

高丙中

作者简介：

高丙中（1962—），男，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主要内容分别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和《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等刊物。


摘　要：
 我从文化人类学的“政治学”关怀来定位自己的研究主线，这就是关于民主的实现方式的政治文化。这些年来，我在合法律性与合法性、国家意识与公民情怀、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文化的国家道统与草根“传统”等几个方面做了一些这样的尝试，其目的就在于从文化人类学的本位出发，来探讨中国民主的实现方式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对于中国来说，作为国家学术的基本工作，人类学学者主要是用事实让一系列概念如中国社会、中国宗教、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乃至不断细分的概念如中国民间组织、中国政治领导等成为可以辨识的实体，从而保证“中国”这个大概念能够成立。这个概念能够成立，这个实体才能够被承认。


人类学所倡导的表述事实是一项基础性的学术活动，这一自身拥有的方法论特长，对于研究态度鲜明、立场迥异的诸多政治话题甚至是政治派别具有一种调和与融合的功效。对于规模上超过熟人圈子的社会，表述事实是一项让共同体存续的知识保障：因为有关于社会的事实被呈现，社会本身才能够被感知、被认同、被维护、被传承。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要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用事实把“中国”呈现出来，是大家一直孜孜以求却困难重重的志业；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及文化识别功能，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表达学人的政治关怀。

今天，我们在文化自觉、学术反思的大环境中从事专业活动，可以从人类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不断走向融合与整合的学术心态和专业创意中得到启发和鼓舞。

中国人做自己的社会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资源面前，正从无可奈何的“削足适履”转向发挥才情的“量体裁衣”，而这正是政治人类学这一跨学科交叉领域的优势与使命所在。

从理论上说，社会现象由于具有合法性而得到承认，可是，从社会学研究来看，社会现象由于得到了承认，才见证它具有合法性。这种以承认为指标的研究方式，对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合法性概念无论在广义还是在狭义的用法中都包含着同一要旨：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合法的统治体现的是公民对政府或群众对政党的承认，是一种“下”对“上”的承认。合法性概念在一定条件下也适用于平行的承认和“上”对“下”的承认。

人类学者谈及国家意识与公民情怀，往往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理念；因此，我们暂不去谈论宏大的国家范畴，而是要特别讨论“人民”范畴和“公民”范畴的社会史内涵。在人类学的学术视界里，政治学是一种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社会性资源如何分配如何实现的一门科学。政治则是一种自主领域，表现为政党的竞争与主导，落实在权力的占有与行使；经济也是一种自主领域，表现为公司的竞争与扩展，落实在利润的谋取与分配。在政治和经济都成为领域的条件下，社会则也必须成为另一个自主的领域。社会领域不讲服从，讲尊重；不流通商品，流通礼品；无涉交换，只有奉献，奉献的是礼物，是关爱和温情。三个不同的领域，奉行的是三个不同的逻辑。我们每个人都必然生活在社会之中，但是，社会并不必然以某一个领域形式而单独存在。

国家与民间互相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机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推崇。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新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不同，治理模式在过程中体现为上下左右好说好商量，在结果上则达到互惠或双赢。

现实的中国文化，也就是生活中的中国文化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主体的是公认的没有意识形态偏向和民族归属的（现代）文化，其他部分可以再分为社会主义新传统、外来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它们都是一部分人热衷而另一部分人不欣赏、不接受或者不认同的文化，分别有不同的代表性群体。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文化内部，主文化在以政权做基础的主导文化、经社会发展长期造就的主体文化以及反映当前的思想潮流和社会生活风尚的主流文化这三个方面发生错位。相对于主文化而言，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亚文化广泛崛起，冲击着既定文化的一元格局。以某种亚文化为代表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站到了主文化对立面的反文化，已经演化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从价值系统和权力关系来看，今日中国社会文化处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状态，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在不同的层次呈现为不同的格局。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与社会分化具有什么关系？它们与社会文化转型是什么关系？如何发挥它们对于形成中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性，并减少其冲突和对社会的震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的重大问题。我们相信，政治人类学学科的丰富与发展，将会有利于更好更快地突破这些重大问题；这正是《政治人类学评论》创刊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合法律性与合法性　国家意识与公民情怀　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　文化的国家道统与草根“传统”






引子：民主的政治文化与文化人类学

我在20世纪80年代从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开始我的学术生涯，后来90年代转向文化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一直都是做草根社会与文化的观察、描述，尤其是追踪民间社会在过去三十多年对日常生活传统的复兴与合法化努力。这样跟着时代走，很自然地跟着民间组织走，就走到了公民社会；跟着民间文化走，就走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民社会意味着平民百姓的自愿结论能够被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味着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能够被承认。这可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巨大进步的标志，因为中国发展到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

在我自己看来，如果不事先说这个人是我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老师是做什么的：他一会儿人类学，一会儿公民社会，一会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会儿民俗学。这个“他”就是我自己本人，也是我从文化人类学的“政治学”关怀来定位自己的研究主线，这就是关于民主的实现方式的政治文化。

其实，我直到博士念完都是在中文系，中文系是一个想得很空灵、说得很逍遥的专业。然后，到北大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又开始作一些很实际的调查，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念中文系的，接受的都是精英意识：念庄子、唐诗宋词，总的来说比较超脱，比较精英主义。民俗学的训练也有，但都是书本阅读，都是从书本上去看老百姓的生活的表现形式。等到自己真正走到社会中去看，受到的冲击还是挺大的。中国要有那种现代民主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很难的事。因为精英跟老百姓平等，就是说你的价值观我是承认的，换过来我的价值观你是尊重的，这样的关系不具备，社会就不可能有大家心悦诚服的、一人一票的民主。那你说大家怎么可能在各方面（像投票，公职的选任），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均值与平权呢？这总是被认为不现实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是在文化上让大家有一个优劣（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观念。“社会”本来所指涉的就是有差别的领域，正是因为如此，共同体要在文化上建立一个大家可以相互尊敬，让人感觉大家都是一样的人的共识：大家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有道德、可以被信任、值得尊敬的同类。一个现代社会在基本价值上要有一个平台，我们相互之间都承认的平台，但我们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文化状态。这也就是说，中国很多不尊重人，尤其是不尊重普通人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比如，总是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很愚昧。说他愚昧，一个原因是他的宗教信仰或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表现是精英看不起的。说他落后，他被定位在历史的过去，就是说他的思想是过去的，在价值和文化上，他与拥有先进文化的人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些在文化上不尊重人的问题在现有的框架里是解决不了的，在今天的中国，你要为中国的迷信和民间信仰辩护，说这个东西是对的，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是好的，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这种辩护，当然也就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这样说话。近代以来，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做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一些东西归类在迷信的范畴里面，让老百姓在思想上不得超度、不得超生。所以在中国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换一种语言说话。那么换一种语言的话，这个语言从哪里来？如何建立起来？这样就回到根子上。这个话语的建立，就是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从民间的草根的田野的路径来建立知识生产体系的这样一个格局，反映在学科方面，它就是一个人类学学科对于政治学学科的文化关怀。这是一个可能的路子，但仍然不是一个容易的路子，这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大家做很多事情。这些年来，我在合法律性与合法性、国家意识与公民情怀、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文化的国家道统与草根地气等几个方面做了一些这样的尝试，其目的就在于从文化人类学的本位出发，来探讨中国民主的实现方式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现代学术是围绕民族国家而建立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单位，以民族国家的知识需求为服务的对象，当然也得到国家的各种支持和资助。纠结着国家对象、国家使命、国家资源，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学术实际上是国家的学术。对于中国来说，作为国家学术的基本工作，人类学学者主要是用事实让一系列概念如中国社会、中国宗教、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乃至不断细分的概念如中国民间组织、中国政治领导等成为可以辨识的实体，从而保证“中国”这个大概念能够成立。这个概念能够成立，这个实体才能够被承认。

人类学所倡导的表述事实是一项基础性的学术活动，这一自身拥有的方法论特长，对于研究态度鲜明、立场迥异的诸多政治话题甚至是政治派别具有一种调和与融合的功效。对于规模上超过熟人圈子的社会，表述事实是一项让共同体存续的知识保障：因为有关于社会的事实被呈现，社会本身才能够被感知、被认同、被维护、被传承。学术活动中的事实不是现成的，对事实的表述不是现成之物的随意累积；事实需要有专门修养的人借助概念工具去发现，对事实的表述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借助事实的表述而让特定的概念得到充实，在大众心中成立，完成名与实在公共意识中的统一，这是国家社会科学的社会意义之所在。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要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用事实把“中国”呈现出来，是大家一直孜孜以求却困难重重的志业；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及文化识别功能，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表达学人的政治关怀。

当前的问题是：当对事实的表述指涉“中国”的时候，如何避免对于“中国”的碎片化、片面化的解读；在表述事实的时候，让“中国”被有效地呈现出来；在表述文献事实的时候，让“中国”作为中国社会的连续性被有效地凸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在近几年明确起来的集体使命。人类学所擅长的故事类型的建立，一方面，要在故事与故事之间作出区隔（类型间）；另一方面，要在故事与故事之间建立联系（类型内）。大同小异、大异小同的庞杂故事就被理出井然的秩序，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也理顺了相互的联系，形成共同体的连续性，结果就在民间故事这个专门的领域用专业方式表述的事实呈现了“中国”的内涵和“中国性”的一种表现方式。

中国现代以来的学科是西方学术的移植。西方学术是在西方的立场、以西方的眼光审视世界的知识产物，它在发生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却采用世界、人类的名义和普遍主义的形式。我们的移植让我们接受了它的双重属性，这既方便我们快步走上学术之路，也在框架上使我们难以取得长足的发展。当我们通过事实的表述来言说“中国”的时候，怎样不委屈“中国”，就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思想性和方法论的优先问题。今天，我们在文化自觉、学术反思的大环境中从事专业活动，可以从人类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不断走向融合与整合的学术心态和专业创意中得到启发和鼓舞。

在中国学术界曾经很普遍而现在仍然流行的是从西方的理论和视角来利用中国的材料，完成很“规范”的学术成果。现在我们很期待也很难得的研究却是以我为主，利用西方的学术资源来完整地呈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成果，这里面孕育着新的范式。中国人做自己的社会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资源面前，正从无可奈何的“削足适履”转向发挥才情的“量体裁衣”，而这正是政治人类学这一跨学科交叉领域的优势与使命所在。

平民百姓在组织上和文化上得到体制性的承认，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中国要有那种现代民主的话，我感觉如果尚未解决好这个文化政治的问题，将（一直）是一个很难的事。因为现代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必须是精英跟老百姓的平等，就是说你的价值观我是承认的，换过来我的价值观你是尊重的，这样的关系不具备，社会就不可能有大家心悦诚服的、一人一票的民主。

承蒙陶庆博士热心组织，我才有机会回顾多年以来关于民间社会的文化政治的经验研究。陶庆在博士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做了前后两期博士后，现在又得到上海师范大学的支持来推动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算是找到了一个把政治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的路径。非常感谢他和他的团队帮助我把这些年的相关研究安置在他拟定的框架里，借助这个框架显示出一些新意。这也算是对他的学术努力的一种声援吧。

一、合法律性与合法性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复杂的概念
(1)

 它的形容词legitimate（合法的或具有合法性的）有七条基本的义项：（1）根据法律的，符合法律的；（2）合法婚姻所生的；（3）以继承权的原则为依据的；（4）与既定的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5）符合推理规则的，有逻辑的，并因而有效力的；（6）正当的（justified）；（7）正常的或通常类型的。概括地说，“合法性”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至于具体的基础是什么（如某种习惯、某条法律、某种主张、某一权威），则要看实际情境而定。“合法性”概念在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中的使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讨论社会的秩序、规范（韦伯，1998：5—11；Rhoads，1991：167）或规范系统（哈贝马斯，1989：211）。狭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Weber，1968：212—216）或政治秩序（哈贝马斯，1989：184）。

广义的合法性概念涉及比法律、政治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并且潜含着广泛的社会适用性。韦伯所谓的合法秩序（a legitimate order）是由道德、宗教、习惯（custom）、惯例（convention）和法律（law）等构成的（莱因斯坦，1998：38；Rhoads，1991：168）。合法性是指符合某些规则，而法律只是其中一种比较特殊的规则。因此，合法性的基础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一定的社会价值或共同体所沿袭的各种先例。一个组织是否具有合法性，那就取决于它能否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则的检验。关于狭义的合法性概念，20世纪初，韦伯曾提出了合法统治的三个类型（合理型、传统型、魅力型）的经典理论，此后，哈贝马斯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对狭义的合法性曾有一个简明的解释：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哈贝马斯，1989：184）。统治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是因为统治得以建立的规则或基础是被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乃至认可、同意的（Beetham，1991：14；Saward，1992：34）。

由此可见，合法性概念无论在广义还是在狭义的用法中都包含着同一要旨：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合法的统治体现的是公民对政府或群众对政党的承认，是一种“下”对“上”的承认。合法性概念在一定条件下也适用于平行的承认和“上”对“下”的承认。从圣奥古斯丁同意世俗公民身份的合法性来看（基恩，1999：288），当“合法性”概念在古罗马初次出现时就可以用于“上”对“下”的承认。政治共同体特别是民族国家（或其政府）之间相互承认合法性在近几百年里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平行的承认而具有合法性的例证（Buchanan，1999）。近几年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讨论已经把表征合法性的承认的多向度引申到群体与群体的关系（平行的承认）、当权者与被统治群体的关系（“上”对“下”的承认），这种关系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内异质文化群体的“承认的政治”：特定的文化或者具有特定文化的群体通过这种过程获得自己的合法性
(2)

 （泰勒，1998）。此外，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也注重共同体内多向度的协商机制，以此达成相互妥协、承认、一致，作为社会行动的基础（斯托克，1999）。这些理论倾向都支持我们从多向度的承认来看待社团的合法性。

从理论上说，社会现象由于具有合法性而得到承认，可是，从社会学研究来看，社会现象由于得到了承认，才见证它具有合法性。这种以承认为指标的研究方式，对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以这一指标来分析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时，可以把表达承认的主体界定为国家、政府部门及其代表人物、各种单位、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上的个人。
(3)

 国家、政府部门的承认是与同意、授权社会组织开展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承认是与合作、提供资源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承认则是与个人的参与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的组织性活动是一种群体的或组织的公共活动，这三种主体赋予它的合法性是它开展公共活动的基础。

合法性相伴生的一个概念是“合法化”（legitimation）。它的最基本的意思是：显示、证明或宣称是合法的、适当的或正当的，以获得承认或授权。韦伯的合法性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方对合法性的宣称和另一方对合法性的相信（Merquior，1980：4，133），因此，“合法化”本身就可以从“合法性”引申出来。“合法性”表示的是与特定规范一致的属性，似乎在表明一种客观性。“合法化”表示的是主动建立与特定规范的联系的过程，明显在强调一种主观性。合法化可以理解为在合法性可能被否定的情况下对合法性的维护（哈贝马斯，1989：184，186），也即指合法性的客观基础被质疑的时候为达成关于合法性的某种共识的努力。

合法化概念对于分析一个变动中的并且不断分化的社会的新兴事物与规范、秩序的关系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只有在不自动具备合法性的条件下才需要合法化，而合法化是要表明“我们的行为符合你的或共同的规范”，尽管看起来（或者实际上）恰恰相反。合法化的运作机制在于：第一，社会价值分化达到的结果是已经不存在单一的、普遍的规范，有关各方只能在异中求同；第二，社会过程同时是一个对话过程（Rhoads，1991：180），在复杂的行为之上必须有一种表述，以便在各方之间达成某种共识；第三，创新行为实际上是在突破既存秩序的情况下却能够得到秩序的认可。因此，合法化是一个引申秩序、重构秩序的过程。

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的合法秩序是复合的，是多样性和多元性并存的。（1）从时序来看，新生的、存在已久的规范并行于世，更为复杂的是，一些过去完全被否定并且在社会中一度消失的规范现在又复兴起来，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之有效。例如，民间走会，只要组织者按照老规矩举行仪式，老百姓就会承认其活动的正当性。这种时序上的复合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突出特性。（2）从空间分布来看，以乡村为背景的活动与以城市为背景的活动所遵循的规范有差别，而城市中以单位为基地的活动与以街道为基地的活动所遵循的规范也不尽相同。（3）从社会层面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行政以及文化等领域从高度整合到相对疏离，自成布迪厄所说的那种具有一定的独立逻辑、规则的场域（布迪厄、华康德，1998：134）。

由于当前的合法秩序或秩序的合法性是依赖场域的，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就必然是复杂多样的。

为了有效地分析政治社会合法性的多重关系，我们拟把合法性分解为社会（文化）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建构一组操作概念。韦伯曾经把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划分为：（1）传统；（2）感情的忠诚；（3）对绝对价值的信念（对价值理性的信仰）；（4）对秩序符合法律的性质的承认（Weber，1968：36）。

我们的划分既参照了他的划分，也参照了前述“合法性”七条义项的内容，当然也进行了一点务实的调整。第一，社会（文化）合法性对应于他所谓的传统和前述第七条义项，表示社团由于符合文化传统、社会习惯等组成的民间规范而具有合法性；第二，法律合法性与他划分的第四项和前述一至三条义项是一致的，表示社团由于满足了法律规则而获得的合法性；第三，政治合法性相当于他划分的第三项，可以包括前述第六条义项（正当性）的内容，表示社团由于符合国家的思想价值体系而被承认享有的合法性；第四，行政合法性与前述第四条义项有关，表示社团由于遵守行政部门（国家机关或具有一定行政功能的单位）及其代理人确立的规章、程序而拥有的合法性。考虑到行政机关和官员在中国的法规体系和社会运作中特别重要的作用，行政合法性单列是十分必要的。行政合法性的内容虽然不在韦伯的这一划分里，但是完全可以从韦伯对科层制和政府行政的论述中引申出来。现代政府是以行使合法管辖权来执行其职能的，因此，政府或其代理人承认、同意、授权的组织也相应地被视为具有合法性（Weber，1968：42）。上述四种合法性都包含承认者肯定的感情态度，所以我们就不再把韦伯划分的“感情的忠诚”进行单列。

二、国家意识与公民情怀

人类学者谈及国家意识与公民情怀，往往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理念；因此，我们暂不去谈论宏大的国家范畴，而是要特别讨论“人民”范畴和“公民”范畴的社会史内涵。“人民”和“公民”都是在中国进入现代以来被广泛使用的西式术语，用以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普通成员进行政治性的社会命名。“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公民”是一个可数名词。个人是平凡之人，但是说他（们）属于人民或代表人民的时候，就具有了神圣性；而只要具有了神圣性，做什么都具有了合法性、正当性。同样，一个人被以“公民”称之的时候就表明这个人具有一系列权利，公民达到多数，所代表的权利或声称的主张就具有了神圣性。“人民”和“公民”这两个大词都能够被使用者直接拿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无可置疑，表达自己的诉求神圣不可侵犯，无需再费口舌证明。作为话语，似乎只要用这两个词，不用讲理就已经有理。所以不难理解，它们从一开始引进的许多年里都是混用的。不过，我们可以从众多的并用、杂用的现象中理出一条清楚的线索。其中，我们大致把黎澍在1984年发表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1984）作为分水岭，此前是人民话语逐步上升，并且主导社会命名的时期；此后是公民话语越来越变得具有主导性的时期。“人民”是在革命意识形态中被使用得较多的范畴，“公民”则更为自由主义者所重用。在思想多元的时期，它们看起来是被混用，但是，在主流的思想和主导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之后，支配性的话语会选择自己的核心概念，赋予它优先的和统摄的地位。“人民”本来是指民族、一个共同体的全民，因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在现代政治里被赋予了集体生存权和主权，所以“人民”具有多种神圣性和正当性。但是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国民是划分为不同阶级的，其中，只有革命性的阶级才是人民，马克思就曾使用“人民”概念以把革命力量联为一体。（列宁，1995：621）

在传统社会，人民与国家的距离比较疏远，双方的互动在途径上比较间接，在频率上比较稀少。国家控制人民的深度和力度是极其有限的，于是，在极端的一面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有“世外桃源”的存在。在地方上，各种共同体，如家族、村落、民族群体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但是，自从被西方帝国主义卷进现代化的历史宿命中以来，中华帝国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国家一步一步建立起对人民的直接统治。

“公民”既是国家的管理者，也是国家的被管理者。公民一方面具有在所属群体中的自治、自律，另一方面具有对国家的忠诚；一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资格，另一方面具有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公民身份”（citizenship）概念近几年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它在理论取向上的长处，一是它对于思考中国社会核心问题的指导性潜力。公民身份的理论在总体上具有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的反思和超越的可能性。“市民社会”曾经是黑格尔、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并在1989年前后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关键范畴。它的核心内涵是社会相对于国家的自治属性。它从学术史上复活的契机是满足了苏联和东欧克服全能国家的局限的需要，它后来在全世界被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够表达这些学者批评现代国家对人民管得太多的思想。利用“民族国家”概念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最集中关注的是国家如何通过对暴力的垄断和思想空间的预设而达到对全民的统治，公民身份理论恰好是从相互依存的立场、从相互联系的中间环节来看问题。“公民”属于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之外的公民），而民族国家同时也属于公民（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因此，从公民身份这个概念来看，国家存在于社会和它的成员之中，社会存在于国家之中，而个人既是各种群体的一员，也是国家的一员。关于中国的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的研究，在前些年已经有大量采用市民社会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的成果之后，我们有必要利用公民身份理论在国内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一个在理论上具有更大的综合性的新阶段。公民身份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伟业过程中处理“身份政治”的不同方式，展望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的前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相信，从不同的概念进入问题，所依循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会是不同的。公民的身份问题无疑是中国现代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我们试以此为例，看一看公民身份概念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现在关于公民身份的概念框架主要是由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omas H．Marshall）提出的三个阶段说。他在题为《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的论文中说，公民身份包含三种权利：民事权利（civil rights），即与财产、个人自由和正义联系在一起的个人权利；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主要是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以及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即以现代福利国家形式出现的个人享有的经济和社会保障。他以英国的历史为例，说明这三个方面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并且前一个方面总是依次作为后一个方面的基础。民事权利的主要形成期是18世纪，当时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法律面前充分而平等的辩护权利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公民自由基本上是消除封建社会之残余的终结过程，也是政治权利出现的基础，因为只有个人被确认为是自主的，个人能够在政治上承担责任的看法才顺理成章。普遍的政治权利建立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其直接的表现是选举权的逐渐普及。社会权利完全是20世纪的事情，其突出的表现是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计划的发展。

在人类学的学术视界里，政治学是一种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社会性资源如何分配如何实现的一门科学。政治则是一种自主领域，表现为政党的竞争与主导，落实在权力的占有与行使；经济也是一种自主领域，表现为公司的竞争与扩展，落实在利润的谋取与分配。在政治和经济都成为领域的条件下，社会则也必须成为另一个自主的领域。社会领域不讲服从，讲尊重；不流通商品，流通礼品；无涉交换，只有奉献，奉献的是礼物，是关爱和温情。三个不同的领域，奉行的是三个不同的逻辑。我们每个人都必然生活在社会之中，但是，社会并不必然以某一个领域形式而单独存在。

当社会还没有成为一个领域的时候，它就会沦为政治的跑马场和经济的伐木场，过度地被权力的逻辑和利润的逻辑所驱使，尊严、博爱这些宝贵的人类价值难以伸张。人类是一种多少有些矛盾的动物，它的许多个体似乎在人生的一个阶段为了追逐权力、金钱而可以放弃一切，一些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也会把政治或经济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但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或迟或早，最终都会把尊严、博爱这些价值放在优先的位置。当个体在权力逻辑和利润逻辑面前做出另一种选择的时候，他们会结成社群和社团来实践别样的价值。为了让这种实践能够畅通无阻，他们必然要为此开拓一片专门的领域。所以在现代，一个社会无论经历何种曲折，也无论曲折到多久，它终归要发展成为一个自主的领域，一方面让社会是向善的社会，另一方面也有能力限制政治、经济的越位，让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慈善或人类之爱各行其道，各得其所。

社会要成为一个领域，就是要从自在的共同体成为自觉的共同体，从被动忍受的客体成为积极行动的主体。社会由芸芸众生组成，如果没有自由交流，人们相互之间不能达成理解，不能形成共识；如果没有自由结社，人们就不能形成具体社区的集体，更不能形成遍及全社会、牵动全社会、影响全社会的力量。如果一个社会内在地具有自己的意见形成方式、价值表达方式、行动组织方式，并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形成区别，那么，这个社会就算是形成了自己的自主领域。

中国当下的社会，正按照自己的机制运行；它被感知为一种力量，一种价值载体；活跃在其中的慈善公益领袖成为它的标志性人物。因此，中国当下的社会已然是一个独特的领域。

社会成为一个自主性的领域，是30多年改革开放所达成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30多年前，中国是政治挂帅的，不过，持续改革开放的政策在造就一个自主的经济领域的同时，也为社会逐步的自主发展带来了机会。经济成就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在中国造就了一个奇迹般的网络公共领域，为我们这个人口最庞大的国家的公众迅速沟通信息、形成有共识的声音创造了条件。在政治挂帅的时代，我们被垂直的行政系统所掌控，社会没有自我；在经济为中心的时期，我们被私人利益所吸引，自我难以跳脱出去寻找有道德生活的社会。现在，网络、手机、快捷的交通，帮助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他人、发现社会、选择有意义的生活，也让我们比较容易分别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穿梭游走。

社会领域在成形之后健康运行，其突出的表现形态就是公民社会的生长与成熟，这是国家之福、大众之福；因为健康运行的社会领域特别是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持续的条件，并将逐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健康运行的保证既在于不断完善的法治，更在于我们每个人坚定而实在地行使公民的权利，担当公民的责任，实现公民社会的政治功能。

公民社会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呈示着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各种不同的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公民社会是一个以民主、商谈、参与为特征的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众多充满着活力的民间团体，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宽容、善于对话、善于妥协、积极参与之精神与素质的普通公民。

个人想象共同体的方式和能力是个人对待共同体内其他人的方式的前提，但是，个人的共同体认同还不会直接决定个人之间是公民的关系。前者涉及个人对待共同体的心理，后者涉及共同体内个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人在社会上没有赤裸相见的，而是不仅穿着社会的制服，还佩戴着有色的眼镜。人在社会上行走，都顶着社会赋予的名衔，都被排列在社会范畴里。

现代国家的范型是民族国家，现代政治的范型是民主政治，现代经济的范型是市场经济，而现代社会的范型是公民社会。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进程并不总是同步的，民族国家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选择也并不总是匹配的，但是，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持续健康的发展最终都有待另外两个领域的相应发展（Edward Shils，1997：322—333）。中国知识界从现代化的曲折历史以及世界学术的知识积累之中得到关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共识，这些共识实际上早已是国家制定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制度的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一直是以王朝的形式存在的，只是到现代才开始自觉地把自己重建为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其核心是重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把个人与国家的弱联系改造为强联系，把成员之间的弱联系改造为强联系。一方面，国家为此不懈地投入资源，建构可以发挥效力的象征体系。最直接、最核心的是国语（普通话）、国旗、国徽、国歌，从儿童教育到正式的公共场所、公共活动，它们都要出现来昭示国家的在场。然后是民族英雄（如岳飞和郑成功）；文化英雄（如黄帝、神农、屈原、司马迁、扁鹊和李时珍）；地标（如长城、长江与黄河），它们作为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和文明的见证深入人心。再就是地图和空间关系的教育，本地在国家版图中的位置、首都作为中心的观念深烙在个人的心底。另一方面，抽象符号需要相应的实物作为依托和辅助，才能有效地形成思维和心理定式。在传统时代，各地都修建城池、堡垒、寨子。除去外患是国家的责任，公共安全在常规上是地方事务。如果有匪患发生，一地之人往往躲进城池自保。地方被强化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但这些在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封闭体系在现代逐渐失效，几乎完全失去原有的作用。另一个支持大共同体意识的空间景观变化是道路和交通。传统时代的天各一方、各处一隅的在地感与对外部空间的感知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国家整体现代化水平的发展到当代，其提供的运输网络（道路、水路和航线）和交通速度极大地改变了特定地点与整个国土面积的空间感。可以说，今天的交通条件在技术上支持了大共同体的空间意识。

国家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社会意识共同体。国家是知识、规范的生产者和维护者，同时是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源。中国在近现代从王朝变为民国，又变为人民共和国，个人的身份以及个人与他人、与国家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成为民间仪式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国家可以强力革除民间仪式的场所和道具，也可以通过特定知识和规范的灌输促使受众自动放弃这些仪式。即使在国家留给民间的社会空间里一些仪式可以恢复，人们也可能自觉改造这些仪式，或者是为了与国家和平相处，或者是为了利用国家、把国家作为一种发展的资源。

社会组织及作用假设没有公民社会，我们会看到，在社会生活领域，一端是分散的单个公民，另一端是庞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单个公民直接面对国家。如何既维护国家权威，又维护公民的权利；如何使公民既参与国家事务，又能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这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苦苦求索的目标。问题在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总是处于两难之中：两者距离过近，国家就会侵入公民生活，限制公民权利；而距离过远，公民就会对国家无能为力，失去参与政治生活的兴趣。

公民社会的出现恰恰打破了两者间关系上的困境。“公民”需要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权力，但公民个人对此却难有多大作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主要是通过公民社会组织来实现的。当公民社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社会制约机制后，公民的志愿性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影响力，得到公众和国家立法机构及政府的尊重，从而使公民们能够凭借自己的组织的力量，以“权利”来制约“权力”，有效地监督和控制政府。如果有一个积极活跃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就不容易出现任性专断、不负责任的政府。

公民社会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参与国家的建设，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特别是它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边缘问题，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金与人力薄弱的某些部门，以及遭遇困难的弱势群体，如失业与半失业工人、老年人、残疾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儿童、妇女、少数民族等。公民社会还对发展滞后的地区与弱势企业的发展尤为关注，这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缩小经济发展产生的贫富悬殊，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这个角度来讲，公民社会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却拥有着巨大的能量。它对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稳定的维护以及社会的治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公民社会的组织还有如下一些特征：

（1）正规的组织。公民社会内的组织一般都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有正规的组织体系，有负责人，有经常性活动。它还应该有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合法身份，根据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活动。非正规的、临时聚合在一起的群体不能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组织。

（2）非政府、非营利性的行为。公民社会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虽然有时它接受政府的资金支持，但它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虽然它可以采取支持政府的立场，但它是在政府之外独立地发挥作用的。所以公民社会组织经常被称为“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是将维护公民权益、进行公益活动和提供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

（3）法治下的自治。公民社会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府，相对独立地控制自己的活动。公民社会的自治主要依靠法治来实现，法律划分了公民社会与国家各自的活动领域，不允许国家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从而保障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

（4）志愿性的参与和民主的组织结构。公民社会是公民真正志愿性活动的领域。公民参与各种组织和各项活动都是志愿的。我们可能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也可能为了实现某一目标，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公民同伴组成一个团体，以集体的力量和行动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我们可以自愿在该组织中承担相应的工作，也可以随时退出该组织。因此，这些组织也叫公民的志愿性组织。由于这种组织的志愿性特征，所以它们一般也具有民主的组织形式。组织的规章、管理、决策等，都是以民主的方式决定的。

（5）多元的结构。每个志愿性社团组织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和活动方式，但它不排斥其他具有同样目标的社团组织的存在。所以，公民社会可能存在多种维护妇女权利的团体、多种维护劳工利益的组织、多个球迷俱乐部等。它们相互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公民社会尊重公民的各种选择，鼓励社团组织的多样性，倡导团结与合作精神，培育着宽容和妥协的意识。

民主的特征就在于，对少数人的尊重。然而，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下面这条铁律，那就是：在公民社会里，只有经过当事人商讨、权衡程序所形成的决断才具有合法性，一切有价值的理念要想赢得公众，就要靠其无与伦比的竞争力，而不是靠任何与尊重公众的自主意志之原则相违背的强制性的手段。这一体现着现代社会特征的行为规则，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而且也适用于道德领域，它构成了伦理规范得以形成的根本模式。

可见，公民社会最本质性的特征，在于坚持尊重公民的自主意志的原则，换言之，在于尊重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原则是抽象的，它除了主张“自己的自由之存在取决于对他人的自由的尊重”之外，并不建构任何其他东西，即建构不出任何包揽无遗的有约束力的社会与政治的主导理念。然而细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没有一种初始的自由宽松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人类就根本无法体现其作为个体的、有自我意识的、负责任的行为主体之地位。因此，自由是一切人类创造的约束、规范、规则及主导理念的前提与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自由建构一切”。由于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自主意志之原则，构成了人类一切规范的基础，因此，现代社会的道德便表现为一种与传统的在强制性条件下形成的道德完全不同的弱化的道德，即一种与“善的生活的理念”、与德性伦理无关的最基本的道德，有人称之为“公正或正当之道德”，有人将之称为“不伤害”的道德。对这种最基本的道德的自觉认同，是一个多元化社会、一个由拥有着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的成员们所构成的共同体得以持存的前提条件。

公民社会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是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启蒙运动留下的丰厚遗产的体现，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崭新阶段。

公民社会的建立，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个体自由、富裕、闲暇、社会安宁及教育需求上对什么是公民社会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就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公民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事物，倒不如说是一种规范性的样板，是一种尚需在未来得到建构的秩序。然而更多的政治学家则认为当代社会中早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特征。仅就欧洲的情况而言，从历史上看，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理念几乎完全吻合，而德国在那时由于尚处于臣民文化的阶段而排在后面。当时的美国政治学家曾经预言：德国要发展出一种与其邻国相类似的民主的政治文化，至少需要100年。然而30多年之后，这些政治学家就已经将联邦德国看成是欧洲稳定的民主体制的一种类型。

今天，英国已算不上是民主的公民文化的样板。而最合乎公民社会理念的是以丹麦为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一个经济上高度繁荣和文化上均质的社会。其次是联邦德国、荷兰、卢森堡。再次是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尽管也在朝向公民社会迈进，但其自身内部严峻的社会冲突所导致的不满、不信任的社会氛围，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稳定的民主所必需的存在基础。当然就欧洲整体而言，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已经构成了欧盟之奠定及扩张的精神，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然而，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除了要靠坚持尊重个体自主性这一基本原则之外，还需要有公民自觉的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如果缺乏后者，全社会充斥的仅仅是无数只知自我享乐的孤立的、冷漠的、无动于衷的个体，那就会出现社会天平的失衡。而对这一点的忧虑，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人们已经感受到，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还应是一个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社会。可以说，鼓励公民焕发更多的责任意识、参与热情，已经构成了当代公民时代精神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目前人们提出和研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最重要的目的。

如果我们认可公民社会必须是尊重公民自主的价值与权利的社会，在这一前提下又希望能够激发公民更多的责任感、参与意识，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创造形成这种意识的机制与条件，完全依靠社会机制的激发与诱导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这种主张类似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巨大的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借助于社会自我组织来克服僵化的国家机器”那样一种观念。

持这种态度的人承认，威权社会的特点在于对民众的要求过高，而自由的社会则相反，对公民在道德上的要求又过低。市场机制本身、公共选举等均先天地缺乏对行为后果的反思及责任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市场机制及匿名选举应予以否定。因为否定了它们，就等于否定了公民社会本身。同样，那种认为我们今天多元化的社会所面临的困难可以通过强化共同意识和社会道德感的方法来克服，从而为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的个体化进程提供补偿的共同体主义的看法也是不现实的、虚幻的。因为历史经验早就证明，那种生硬的“共同意识”即便是人为地创造出来，也无法长久持续。况且，那些主张通过行政的手段或借助于对共同意识、责任意识的呼吁来改变社会现实的人，忘记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靠机制的诱导而非靠威权的强制为特征的时代。因此，这些对共同意识、责任意识的呼吁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融入规范性的和机制性的社会实践的框架条件之中，也就是说，要靠由法律及政策所形成的机制性的力量来激发公民潜在的团结精神。

如果说过去人们只知道公民社会的要义就在于为公民权益提供一种最基本的平衡与保障机制，从而使自由、人权与民主获得一种稳定的存在的话，那么今天人们则已经意识到：一个内涵完整的公民社会的任务除了继续体现在捍卫民主与自决权这一核心价值之外，还应进一步体现在借助于社会机制来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共同行为，从而使自主与共同意识、富裕与团结、个体性与责任感融合在一起。

三、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

中国社会内部自近代以来逐渐滋长出多种紧张关系，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如内部与外部的紧张（内外有别）、小地方与大社会的紧张、社会与国家的紧张、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信仰与科学的紧张、俗与雅的紧张等。中国社会长期被这些广泛存在的紧张关系所困扰。中国人运用过很多方式处理这些紧张关系，其中，一个广为采用的有效方式是作为文化传统并被作为政治艺术运用的双名制。

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一人不止一个专名。在一个人进入新的交往圈子之前或之后，人们按照新的圈子乐意接受的内容或者风格再赋予新的名字。这种命名习俗表现在我们的个案里，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而且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艺术。

一人多名的传统被广泛运用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上。由于生育控制、户籍管理、婚姻登记等人口管理的普遍推行，中国人现在趋向单名制。但是，多名制却以各种变通的方式为我们所常见。早先的北京孔庙，现在同时是首都博物馆；早先的紫禁城，现在同时是故宫博物院。

我们还看到，江西一个家族的祠堂和北京郊区一个龙王庙挂着“老龄活动中心”的牌子。我们久已习惯，中国的日历兼用格里高利历和传统农历。我们在各个单位的门口走过，会注意到太多的单位挂着两个以上的牌子，所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们日常耳闻目睹得何其之多。

在一个持续剧烈变动、多元分割的社会，一个人、一个机构、一座建筑，在其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充满差异和紧张，在其所处的多元空间之间，“彼”与“此”各持一端，可是“这个”归属与“另一个”归属都不能抛弃。多名制是连接今昔和彼此的一种文化机制。当然，它的被运用，在许多时候具有政治的意义。

从功利上说，多名能够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左右逢源；从认同上说，它是人们应对骤变社会的方式：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既前后接替（新命名），又同时并存（保留原名）。双名让主体在各种二元结构中游刃有余：我本来是这一元，我现在也可以是（原先不可能的）另一元。我们也许应该说，实际是一元的现实（存在），被用二元的符号并置来表达。双名兼顾了一个纵向历史感的自我和一个横向社会联系（不断扩大）的自我。这造成互相支撑的双认同，我与非我转化为旧我与新我，而旧我与新我要在双名制下来理解，它们不是互相代替的，而是并存互补的。旧我是历史向度的我，新我是空间拓展诉求的我。这个个案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克服历史与当下的紧张、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小圈子的归属与大社会的归属的紧张的一种方案。

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就是“治理”（安东尼·帕格登，1999）。国家与民间互相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协商，治理（governance），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机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推崇。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新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不同，治理模式在过程中体现为上下左右好说好商量，在结果上则达到互惠或双赢。治理，是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以便实施某项计划（辛西娅·阿尔坎塔拉，1999）。

治理的主体是指那些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公共机构、组织及其行为者。良好的治理与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治理，意味着尽量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有所参与、有所承担、有所收获或者各得其所。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往往通过取缔地方组织并清除民间社会的仪式传统来实行有效率的统治。毋庸赘言，这种统治方式在取得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近些年，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重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尝试。

民间传统的权威形式在这里有法律依据，有政府的支持。国家法律、地方政府的功能有民间权威以自己的方式去落实。民间能够主动引述国家法律条文，那是因为人民有动力借此证明以传统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的合法性；地方政府对民间恢复地方传统有一定的积极性，那是因为这一传统帮助维持了自己负有责任的地方秩序。这两种有可能对立的势力在这里互相取得了认可和合作，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互惠。

家族可以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国家与个体良性互动的平台和基础：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优秀部分能够为当代中国文化所吸收并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家族遗迹可以与旅游招商结合，成为经济建设的一部分；家族历史与规范可以与廉政爱国主义教育结合，续谱可以与统战结合，成为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家族传说技艺可以被上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促进民族国家认同的一部分。面对21世纪以来社会的制度变革和自身的政治遭遇，复兴后的家族组织显示了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与创新，家族组织正经历着从宗法性、血缘性集体本位的群体，朝着个人本位的同姓社团这样的方向演化，向着现代社会的普通民间团体方向演变。虽然这一过程远远没有完成，但无论在中国乡村社会还是在世界范围，都体现了非常强大的生存能力。因此，在当代中国大陆，家族无论是作为血缘仪式共同体，还是作为经济互助文化共享的社团，在不逾越法律的范围内，都为自己开拓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作为合法守法的民间组织，家族组织可以通过多种努力而具备新的活力，参与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国家也可以通过法治的有效性资源来总体控制，通过合法性的赋予来掌握对家族组织管理的主动权。地方政府应该尝试将家族组织作为一般的社团组织看待，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由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对家族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特别关键的是，对家族组织所立的宗约族规应从现代文明建设的高度去修订、充实、提高，用法治精神去约束家族组织的自治，用公民精神去平衡血缘意识，使家族组织的正常化与农村的稳定和现阶段的公民社会进程同步发展。

四、文化的国家道统与草根“传统”

一个人口庞大的社会在生活世界是不可能完全被异己文化完全“殖民化”的。因为生活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剥夺自由的领域，无论现代意识形态的霸权有多强大，无论现代政府的行政控制有多严酷，也无论资本的力量是多么无孔不入，生活会沿袭众多不可剥夺的价值和习惯。面对意识形态、行政力量的高压，生活会以各种形式来适应：它固然会以顺从的方式放弃一些活动，也会以变通的方式沿袭一些活动，在变与不变之间保持生活的连续性。等到政治气氛变得宽松，行政控制不再严格，百姓有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主权，生活的自由属性得到充分的释放，传统文化在生活中便逐渐复兴起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承诺从时空维度放松对于公民自由的限制：既是增加更多边境口岸，允许更多的人和物合法通过口岸的开放，也是近代以来向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开放；既是在空间上向世界的开放，也是在时间上向多种历史和多种未来的开放，被列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历史垃圾又有了春天。

在合法的、具有体制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外来文化涌入，传统文化复兴起来，逐渐形成“三江汇流”的局面。社会主义思想仍然是官方媒体的主旋律，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虽然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仍然以各种形式留存着，被归为“社会主义新传统”。外来文化其实很驳杂，既有近代以前传入的，也有新文化运动以后大量接受的，再就是近30多年涌入的。其中，被评估为现代的知识、技术、具有社会价值的思想的部分，被国家体制正式列为“文化”而在媒体和学校体系传播，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它们的来源并不贬损它们的价值，有时反而增加它们的可信性和交换价值。此外的内容才被有意识地贴上“外来文化”的标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不被体制接受，或者是一部分人热衷而其他人反感的文化。尽管这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是世界各地，但是在争议性的话题里通常所说的是“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可以区分为精英的、典籍的思想性的传统和民间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前者以儒释道为主，后者以民俗为代表。当然，儒释道既在文献里，也大量体现在鲜活的民俗里。如果我们讲传统文化是指活的传统，就是指民间生活的民俗。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儒释道体现在多数民族的民俗里，但并不是体现在所有民族的民俗里。这一部分可以称为“民俗文化”，在强调多民族时则称为“民族民俗文化”。

概括地说，现实的中国文化，也就是生活中的中国文化大致由四个部分组成，主体的是公认的没有意识形态偏向和民族归属的（现代）文化，其他部分可以再分为社会主义新传统、外来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它们都是一部分人热衷而另一部分人不欣赏、不接受或者不认同的文化，分别有不同的代表性群体。社会主义新传统主要传承在国家机构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和党团干部之中，外来文化常常作为时尚流行在城市的、方便接触外来事物的年轻人中，民间文化更好地传承在乡村和街坊人群中。有人用颜色区分这三种具有群体性的文化，称之为“红色文化”“蓝色文化”“黄色文化”。其实，就中国文化的完整拼图来看，我们还应该加上色彩不分明的共有文化部分，可称之为“无色文化”或“白色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化可谓“万山红遍”。30多年的演变是巨大的，需要我们重绘中国社会真实生活的文化地图。显然，这幅地图应该是白底三色的图景。至于哪一种文化在其中占据什么比例，我们还需要专门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够描绘，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图景中，白底都是主要的。现代通用文化，如对于日常起居的便利方式的掌握（家电和交通的使用、疾病与医疗的常识等）、个人对国家和政府的观念、教育的观念与经验、媒体的观念与经验等，是我们这个社会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广泛现象和共同基础。正因如此，尽管公众对于三色文化各有自己的倾向，但是我们还是体验着一个共同的社会。

中国已经是一个以科学技术为名、习惯用对与错检验的现代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从积极的方面说，这是一种已经比较现代的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这是一种充满认同焦虑的社会。占主体的现代文化是通用文化，不能够成为国民自我认同的对象。共同体的认同文化，在高度的思想统一的条件下，可以是任何被推举的文化，如一种主义、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在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就只可能是从共同体的固有文化中选择的内容。在当前的中国，公民在文化上认同什么，已经完全是由公民自愿或本心的问题了。国家之前围绕意识形态建立的全民认同蜕变为一部分国民的认同，这已是无可逆转的事实。国家要保持自己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就必须寻找新的认同文化对象。既然如此，而且我们也知道，按照自然情感和文化心理，我们应该在民族固有的文化中寻找认同符号，建立生活中最广泛的“我们”集体意识，我们承认一些具有群众基础的民俗事项这种身份不就好办了吗？历史的困局就是，这种理论的简单道理在现实中无法实施。因为我们的主体文化是以科学理性与技术实用主义为价值和标准的，我们生活中的固有文化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被贴上了旧文化的标签，失去了正面形象。在现实中，民族村、民俗村的旅游项目，地方庙会的集市效应，清明节对海外华人的吸引，使民间文化在诸多方面呈现了正面的价值。遗憾的是，在现有的格局里，尽管有一些学者运用一些小技巧论证它们不该被全盘否定，但是始终没有谁能够找到新的理据来论证它们不属于“迷信”，证明它们不“落后”。中国的现代学术与思想是从西方引进的，以启蒙国民为自我期许，借助西方的全面优势造就“外来”居上的定势，运用文明和野蛮的手段攫取了对于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命名权（标签权），持续地对中国社会进行着改造。其功过得失交织在一起，殊难给予单纯的评价。但是，有一点可以言明的是，中国现代的学术与思想剥夺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自身的文化资格，把他们自身的文化重新命名为别的东西（如迷信、糟粕），公众日常生活有可能在政治暴力下沦为革命的对象。

虽然在学理上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以范例性的事件造就了终结“文革”的逻辑、方式，但是在现实上，民间社会本身的文化资格并没有完整地落实。民众的常识还不能顺畅地转化为判断国家大计方针的尺度，民众的生活细节还难以成为技术创新的服务对象，甚至普通民众要通过宗教做好人也还障碍重重。简而言之，中国的寻常百姓还没有完全赢得现代公民的文化资格。可见，从文化革命在理念和逻辑上的终结到普通公民成为文化的主人还有一段距离。这是需要我们清醒认识的。

这几年我们国内各界从肯定的立场看待民间信仰，是在共同体的层次上对话，是为了寻找共同的文化价值。因为中国现代的精英一直都着力贬低“民间”，在他们设计的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里，共同体的价值，尤其是那些积极的、权重比较大的价值，都来自国家，特别是来自权力的和知识旳精英。在民间社会本身，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有点价值的话，即使在一定基础上被承认，它的权重都很低。这其中的问题现在看来是越来越突出了。在一种民主的、发展的趋势里面，共同体的主要价值还得来自社会、民间，国家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但它还是得从民间来，这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思路。我们这个共同体在做法上是拧着的。当然，我们今天能够理解，这个状态是历史上不得不然的后果。

首先，我觉得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的政策做法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必然。但是，我们今天对它有一个反思，就是说我们这么做还是挺遗憾的，是有点不得不这么做。但是既然这么做了，就要把好的东西、被扭曲的东西再重新导入正轨，使之重新走入一个常轨。我主张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对待民间信仰。

然后，我还是想费一点口舌谈一谈“文化传统”的概念，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这个“文化传统”在社会中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东西。我们讲“文化”，讲的是“新文化”，也就是只有“新文化”才是文化。尽管有时候我们非常广泛地在使用“文化”概念，但是真正被这种体制、制度，被这个主流价值所承认的、认可的那些文化，实际上仅限于现代的、精英的文化。那这样一个文化概念，实际上它是不承认传统的，是没有传统的。因为它是从当下向未来，这个文化的时间段是这样子，它是不要过去的。而“传统”这个概念恰恰是从过去到当下（是不是向未来，在它的概念里面不一定），它在时间上是循环的。它是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过去，这样就好了。所以现代以来，“文化传统”在共同体的主流价值里面是不能成立的。而在通常情况下，能够保持常态的国家恰恰是“文化传统”一定要在思想体系和社会现实中能够成立，并且是一个合理的成立，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什么事情都比较好说、好商量的一个社会，要不然就是一个持续斗争、折腾的社会。交代了我对议题的看法，再来表述我自己的主要观点。

（1）这个定位是从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这个层面来谈民间信仰的。为什么用“表述”呢？“表述”就是讲这个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与知识分子的专业活动相联系。所以我们是以知识人的行为与心态作为反思的对象。我们自己也是知识人，大家都是，反思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前辈这样一个行业，这样一个专业领域，这样一段历史的反思和检讨。

（2）说的是“30年”，实际上讲的是30多年的新变化。讲我们当代的30多年的新变化，还是得从过去60年，甚至涉及“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

（3）刚才在前面讲到，文化传统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确确实实本身是一个基本议题。我们现在是高度分化的一个社会，要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内部能够商量办事就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没有这个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分裂、阶级跟阶级之间爆发政治革命，就会是必然的选择。

我是这样一种关心方式，先把这个“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拆分为“传统”和“文化”，再看在不同的时期，谁代表“传统”，谁代表“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主体，靠知识分子把它界定出来。在最后，我是想说恰恰我们经过这个代表“传统”的社会主体，跟我们代表“文化”的社会主体，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代表“传统”的主体和代表“文化”的主体这个时候大家是在求同求合了，我们也确实看到了部分“合”的事实。

然后，还要说一点，“传统”跟“文化”，究竟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这两个名词，即使是同一个东西，也代表不同的一些语义。两个概念的意涵，在我看来，起码在中间有些东西是重叠的。从一句话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两个概念的重叠关系。例如，当你说“这是我们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换成“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能够成立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说“这是我们的传统”，再换成“这是我们的文化”，也是能成立的。就是从这么一个我们常说的话里，我们把“文化”和“传统”定位成可以重叠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念。而在近代以来，在我们的社会实践当中、历史过程当中，它恰恰总是分开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通过历史的对应解说一下。

“五四”之前，就是说这个传统社会，它有在文化上打通民间与国家的机制。一项文化是国家认定的文化的话，国家跟民间的传统就出现一个很好的衔接。你这样一个东西，它有相当大的一个群众代表性了，有这个民众基础了，国家就有一个机制认定为我承认的一个文化。就是承认它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我们以前的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把民间的这些东西定义为国家的东西。例如，民间信仰关公、妈祖，建庙祭祀，朝廷看见群众基础雄厚，就敕封，给予承认。其实讲“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些概念的时候，就是说上面的那些东西是可以流到下面来的，下面的东西它是可以到上面去的，这两个层次是流通的。

那么再说1919年前后（当然是以它为标志而已），中国恰恰开始形成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队伍。知识分子的形成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说在整个一个国际格局里面，西方是代表着现代，那么我们中国是代表着传统。中西对立，也是现代跟传统的一个对立。这样一个内与外的、中与西的关系被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化成内部的上与下的关系。就是说，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与大众所代表的形成一个对立。知识分子代表“现代”，而大众代表“传统”。就把中西的这样一个格局，把它挪到内部的时候转化成上下，落实在不同的群体身上。这样一个对立，产生一个紧张关系，就成为互相斗争：一个要膨胀、要变大；在另一方面就是让另一个压缩、变小。

这样一个紧张的关系和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从国民党执政时期就在这个格局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国民党、共产党对待民间的东西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整个一个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中国内部的一个表现。大概都是在这个格局里面，只不过具体的措施、打的旗号、所运用的思想资源有所差别而已。所以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把“我”的文化，放在一个对立的关系里面，与“他人”的传统对立起来。中国是有一个传统，但知识分子不认这个东西了，不是“我的”了，是“你们的”，也就是历史的（过去的、落后的）或者民间的，而他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既不在历史里也不在民间，知识分子跟民间不是一个对话的关系。

在这里，知识分子的表述是一个单方的表述，于是，共同的传统就变成“他人”的传统。就是这些普通民众，当然那些旧的读书人，它也会打入这里面。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因为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作用，“传统”跟“文化”开始分成两个不能协调的东西。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这个“文化”，跟国家、跟政党的意志相结合，调动公共资源、国家机器向社会强势普及。之前，国家所起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政党在里面起的作用，都已经产生了一些基本的套路，但没有机会广泛推进，因为没有相应的社会改造来配合。集体化等社会改造有全社会的动员能力，能够真正地把“我的文化”跟“他的传统”的格局运用到社会之中，用这个格局彻底改造社会。比如“社教”“文革”“批林批孔”等社会动员式活动，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这个民间的，还是旧的读书人代表的这样一些传统，都是“他人的”。国家经过所有的这些运动，把“文化”跟“传统”在生活中彻底地给分开了。

在最后这个阶段，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有了自由的时间、自由的空间、自由的资源。例如，民众现在有钱了，可以选择捐给庙里，做这样一些民间传统的事情。于是，整个这样一个民间的东西能够复兴，民间信仰重新出现在社会上。因为信仰是要一个集体行动的，要修庙，要参拜，要举行仪式活动，它一定要有社会空间，一定要有资源，就是你的手上一定要有余钱。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做这样一些事情。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所谓的传统复兴、民俗复兴、民间信仰复兴、宗教复兴。这些都集中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庙宇和庙会活动。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些现象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地方。

面对这样一些事实，学术界做了一些工作。学术界的说法，在今天看来，很多时候是面对着政治压力的一个修辞。就是说，学术界要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但是它又没有办法用肯定的、正面的这样一些词来说，学术界就必须用批判的、提醒的说法。所以就用各种各样的修辞办法。但是不管学术界怎么样谈论民间信仰及其复兴，即使说它坏，或者说它该遭批判，该受贬斥，学术界都把它说出来了，让一种长期不能做也不能说的现象在重新出现的时候能够被谈及，能够在社会中传播开。这种表述很关键。因为要变成一个可以称为“文化”的东西，它就必须被呈现。被呈现之后，再讨论我们要正面地看待还是负面地看待就要等待时机了。等到某个时候，你把民间信仰当成正面看待的时候，尤其是被国家承认，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文化。达不到这个时机，民间信仰还是不能算是文化。这要一步一步来的。简而言之，先前保守的学术表述，确实在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过渡作用。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民间信仰的衡量尺度问题。原先起主导作用的单向进化的这个尺度，包含着“先进性”的诉求。用“先进性”衡量一种现象，是先进就是文化；不先进就不是文化，是传统。一个事项具有小范围的代表性，那就是小范围的文化；具有大范围的代表性，那就是大共同体的文化。

它是靠“代表性”来决定是不是文化或是什么文化，是“代表性”决定它是不是有被承认的前提和基础。这个尺度的转换及其逐渐被社会实践所接受，都是知识界、学术界的知识生产造成的。

我们这个时候把原来完全是农民的东西（民间信仰原来就完全被定义为是农民的东西），那些跟知识分子、跟国家完全是异己关系的东西，变成共同的东西了。现在是知识分子在里面做工作，然后是政府正儿八经地发证书，还有很高级的牌子挂在那儿，承认这些项目在整个国家体制里面的地位，并且让它们在学校里面传承。这几年各地做了好多的工作，努力让它们进学校。政府体制、媒体、学校教育，以前是垄断文化的出处，以前是说在这些体制里的才是文化，不在这个里面的都不是文化。现在，民间的东西在进入政府体制，进入主流媒体，进入学校，进入图书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之前分开的所谓“文化”和“传统”在这个时期可以合在一起了。“这是我们的文化”等于说“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我们的传统”等于说“这是我们的文化”。

这些问题这样的一个演变，就为中国近代以来造成的官与民、知识精英和大众相互在价值上的二分带来了一个调解的机会。双方其实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当然这个阶段还没有完成，但是我看到这是一个大趋势。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以西方为范例的话，它的这个基本的文化价值，它的这样一个格局就是以普通老百姓所拥有的文化或价值为基础。显然，这样的新型国家文化正在我们的社会发生。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变化。

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进入了我们目前面对的历史新阶段。

一体的全民文化是以全民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为前提的，又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近十多年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分化自然使中国文化又回到了三分的格局。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发展资源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文化遗产，其生长机制侧重于恢复；大众文化也借重早先的市民文化，但是，它的勃勃生机在于与国外文化和先进科技的接轨，其生长机制侧重于移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三分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先是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动摇，大众文化与之分庭抗礼，并旋即跃居优势地位。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文化领域出现了多个主导力量，不同的文化群体拥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和追求目标，它们通过互动（争夺国民）在公共领域重新分配话语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重新确定各自的位置。文化领域也因此变得愈加热闹。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人文知识分子，这里的文化也就限于他们的职业活动及其成果。

文化有三大部分，即作为社会群体的世界观、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历史记忆等构成的人文生态，作为人际沟通和群体认同的象征符号系统以及在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心态和氛围，作为信息和知识等构成的科学技术。精英文化属于第一部分而直接牵涉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相对分开。精英文化并不等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

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承担着社会教化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功能，它得以如此的前提是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义尽在其中。传统社会的士人居“四民之首”，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从担当塾师到侍读侍讲，为百姓师，为帝王师；不仅用“道统”控驭“政统”，而且直接参与政权，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仕途上追求出将入相。19世纪末，士大夫文化的社会权威趋于全面崩溃，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阶层，致力于传播、创造新文化，“五四”运动成为这一新文化的诞生仪式。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至此从士大夫文化转为知识分子文化，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精英文化。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参与对于意识形态的注解和宣传，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国家、政党或抽象而言的社会通过他们垄断传播媒介，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总之，他们处于文化舞台的中心。

近些年的社会变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精英文化为民族文化代表的人士痛心疾首地警告：我们离“文化沙漠”已为期不远!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自8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正在一天天衰退消失。

导致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几年大众文化崛起。大众文化（massculture）又被称为通俗文化、俗文化、流行文化、市民文化，还被一些人贬称为平庸文化、快餐文化。

大众文化对消费者来说是便宜的、便捷的，即少花钱不费神的文化享受，对制作者来说是大批生产的大生意。因此，大众文化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顾客，成为一种潜力无限、前途无量的产业。民众和金钱，现代社会最强大的两种力量，在此“喜结良缘”。其中，无疑包含着“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潜台词。大众文化就这样借助商业霸权和社会多数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

大众文化在21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的过程。在前半个世纪，大众文化的形成主要靠沿袭市民文学、发挥民间文化、移入外来通俗文艺和娱乐形式，吸收了许多知识分子，并在某些时期得到了精英文化的肯定和支持。新文化运动对平民文学的肯定，20世纪40年代全国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讨论、解放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形成的路线都促使精英人物怀着高尚的目标帮助发展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精英文化乐于接纳、善意扶植的支流。在后半个世纪的前半段时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设定的渠道内合流了。文化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歧当然就不存在了。这段时期结束后的开放政策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又分道扬镳，此时国内外的社会条件都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更有利。境外大众文化的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它们随着国内传播媒介的快速普及像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国内热衷于仿制的人趋之若鹜，很快就学会制造流行和时髦了。在这一期间，大众文化的引进和发展一直受到精英文化品头论足式的批判，大众文化的制作人对精英人物的意见多有顾忌。等到进入90年代，恰逢精英文化一蹶不振，大众文化乘虚而入，顺利地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

民间文化是一定群体内自发流传并习以为常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精神文化产品，它有下述属性：不记名、非职业的，也就没有谁能从中博取金钱和名誉；与特定情景相联系，不包含情景外的功能，就是为情景中的人及其活动服务的；其中的一些部分，尤其是风俗习惯、象征符号，是悠久的传统。民间文化又被称为民俗文化（都是指folk-culture）、乡土文化（在中国，它是在乡土社会定型的）、口承文化（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和人际交往传播的）。民间文化虽然也有新内容不断产生，但是，它在总体上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它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始终是被改造的对象。

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左右的。它们对民间文化的态度是双重的，一面是吸收民间文化以丰富自己，一面是批评、冲击乃至消灭民间文化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五四”新文化运动肯定活生生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文化，以反对“僵死的贵族文学”，“到民间去”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口号。精英文化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主导文化之后，越来越多地批判民间文化中迷信、丑陋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全国流行的“民众教育运动”体现了知识分子改造民间文化的时代使命。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和50年代的红旗歌谣是吸收、利用民间文化的，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60年代开始又转而全面取缔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从70年末意识形态松绑后开始潜滋暗长，在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后进入全面恢复时期。

民间文化的恢复由于不可能通过现代传媒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内容和程度因人因地而异，可谓五花八门。实际上，民间文化是活的文化，经过较长时期的销声匿迹之后，农民不可能沿用旧方式系统地恢复起来。广大农村主要依靠自发的努力恢复旧时代的文化来填补文化空白，这是民族莫大的悲哀!农民本来就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现在却被迫在精神文化上回归过去，由此造成的文化矛盾将长期制约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农村文化的危机无疑是最为深重的。改造民间文化以建设新型的农村文化，应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战略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三大群体文化在本世纪都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还处于位置大调整的震动之中。这种震荡主要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位移。由于思想观念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制作和传播过程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占据公共领域中心的文化不再是精英们教化大众或自我表现的工具，而只是文化大众消遣娱乐的精神商品。民间文化则一如既往地处于社会的边缘和时代前沿的反面。民间文化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其主体所遭受的文化冲击也是最剧烈的，可是，他们先天不足的问题使其无法成为公共领域的热点（像逻辑上所应该的那样）。精英文化的位移毕竟直接影响的是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他们不断讨论的热点。

当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精英群体相当激动，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对流行文化大加挞伐。可是，当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的时候，精英群体反而冷静下来了。近年来，许多学者著文肯定变化的历史合理性。有人说，今日知识分子之边缘化，是幸事而非灾难。

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文化内部，主文化在以政权为基础的主导文化、经社会长期发展造就的主体文化以及反映当前思想潮流和社会生活风尚的主流文化等这三个方面发生错位。相对于主文化而言，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亚文化广泛崛起，冲击着既定文化的一元格局。以某种亚文化为代表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构成了主文化相对应的反文化，已经演化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从价值系统和权力关系来看，今日中国社会文化处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状态，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在不同的层次呈现为不同的格局。

中国文化可以根据渊源差异划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群体差异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此外，按照价值体系和社会势力的差异则可以区分为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从前三组范畴出发的中国文化研究一直是20世纪自始至终的论题，有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从后一组范畴出发的中国文化研究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一角度的研究不应该继续被忽略，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研究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变迁，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个时代的社会主文化按主次来划分，可以得出几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侧重权力支配关系来划分的主文化是主导文化，强调占据文化整体的主要部分的主文化是主体文化，表示一个时期产生主要影响、代表主要趋势的主文化是主流文化。这三个概念落实到社会事实上，有时是同一的，有时却是各有所指。例如“五四”时期，主流文化是现代文化，主体文化却是传统文化，主导文化很长时间未见分晓。文化权力（意识形态）、文化潮流、文化的基本构成，在所指上并不总是同一的，在变化上并不总是同步的，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如此。在一定的语境中，有时候笼统地使用“主文化”就可以达意，有时候把主文化区分为主导文化、主体文化、主流文化则也有意义的。

怎样界定中国当前的主文化，这是一个被急剧的社会发展弄得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主导文化通常是以政权为基础的，是由权力捍卫的，而主体文化是由长期的社会过程造成的，主流文化则是当前的思想潮流和社会生活的风尚。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主文化的这三个方面发生错位、调整乃至变动是必然的。

主导文化在自己不是主体文化的环境下应采取怎样的文化策略？这是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过程遇到的重大问题。在任何复杂的、分层化的社会中，都有几种文化并存，它们通常在主导价值体系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主导价值体系也不是同质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中，以适应新的现实状态。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文化；但是，其主流文化大概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文化（多种主义的混合型）；其主体文化的构成则更加复杂，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缠绕、混杂在一起，它们在势力上的强弱消长，现在还难以预料。

主文化的消解总是由亚文化的崛起造成的。亚文化（又被称为次文化、副文化、潜文化，是subculture的汉译，在使用上尚未形成差别）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它们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别于主文化，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文化整体里占据次要的部分。

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是多样化的亚文化存在的基础，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阶级和阶层、职业群体、年龄群体、方言地域群体、宗教群体、民族群体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亚文化，例如，中国现有的官场文化、农民文化、企业文化、老年/青年文化、校园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等。虽然许多亚文化在群体成员上互相交叉，在文化内容上彼此共享，但是，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已经能够按照自身的活动特点和精神要求塑造各具个性的内涵和形象，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质。当代中国在发生社会分化的同时，也在发生文化分化，其结果就是亚文化的广泛崛起。日益分化的亚文化在冲击既定文化的一元格局、选择新的文化目标、调整价值系统和构思新的行为方式、推动文化的总体变迁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是加诸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有序形式，有助于减少我们在感受和知觉方面的混乱和矛盾。文化与现实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有待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当社会变迁加剧的时候，这个差距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亚文化就是鸿沟上的中介。亚文化是已经调整了文化与现实的差距的一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为面临相似问题的群体提供一揽子的富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亚文化可以赋予异常行为一种意识形式和表达形式。亚文化能够不断对新问题给出新答案，使社会文化更有弹性、更有活力、更现实。

中国的亚文化在上半个世纪就有若干兴旺时期，经过20世纪中叶多次“左”倾思潮的“战斗洗礼”和形形色色社会同质化运动的影响，也曾销声匿迹。世纪末的社会气候使多种亚文化如沐春风，从当前来看，亚文化已是遍地生根、八方崛起、全面勃兴。文化是一种潜藏在所有社会活动者背后的凝聚性力量，但是，在复杂的社会中，文化又是引起分裂的因素，因为国民是通过各种亚文化以间接地分享全社会的普遍文化的，在此条件下，不同的亚群体常常为使其行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主文化中取得合法地位或较有利的处境而斗争。在当代中国文化内部，除了主文化与各种亚文化之间的摩擦关系，亚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会有层出不穷的问题，例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摩擦正闹得沸沸扬扬，几种宗教亚文化之间的矛盾亦不可小觑。

有些亚文化，特别是富有政治意义的亚文化，如果引起社会冲突，容易形成反文化。如果一种亚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站到了主文化的对立面，它在学术上就被称为反文化。反文化（counterculture或contraculture）是研究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的学者提出来的一个概念（J．Milton Yinger，1960），后来发展成认知文化内部价值观冲突的重要范畴。

反文化是一种在性质上与主导文化极端矛盾的亚文化。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人把“反文化”用作谤词，用以指缺乏教养、堕落、异端或离经叛道；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反文化则意味着希望和拯救，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或许就是最后的使人类走出灭绝之途的机会。

反文化强烈地反映为对传统文化模式或城市工业社会规范的破坏，在我国又尤其反映在对极度发达的政治文化的反感。“反文化”已成为当代文化中容易挑起事端、引起争论的显著部分。但是反文化也是能够对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它有时候贡献给社会的是一个新世界、新时代。

二千年前，基督教就是从反文化发展为正统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现代的一种反文化取得社会成功的例子，只不过这是相对单纯的文化颠覆；而1949年社会主义在大陆推翻资本主义的胜利，则是反文化与社会革命的成功结合。

反文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也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反文化中不少内容在它的发展中会为主文化所认可，使其有可能融入主文化，或使主文化靠近它乃至接受它。特别是那些与商业有密切联系的反文化内容，如服饰、音乐等，往往在其商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跃升为主文化，从而失去其过去的反文化身份。

沟通进而化解，这是一个文化冲突四起的时代渴求趋利避害的有效法门。反文化的界定与相关群体的互动和认识有关，任何经验研究都未能确认存在一种纯粹的反文化。在一种刻板的环境里，一种亚文化很容易被视为反文化；在一种宽松的环境里，即使是反文化性质很强的亚文化也可能有助于缓解矛盾。现在大行其道的许多东西，按照主文化原来的标准，都是不能容许的反文化。可是，当它们慢慢被容许的时候，它们对社会做出了惊人的贡献。

总的来说，从价值系统和权力关系来看，今日中国社会的文化处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状态，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层次呈现为不同的格局。这种多元并存状态不仅见于不同的地区（港澳台与大陆、沿海与内地等）、群体（民族、党团与群众、政企、政教、城乡等），而且见于同一地区和群体的内部。在现实中，人们能够创造性地利用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建构自己的文化。

从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文化内部的关系是复杂甚至混乱的，这里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潜藏着繁杂的问题。主文化本身并非三位一体，众多亚文化和反文化或潜滋暗长，或大肆扩张，都未在社会文化中彰显，亟待我们继续追踪调查。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与社会分化具有什么关系？它们与社会文化转型是什么关系？如何发挥它们对于形成中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性，并减少其冲突和对社会的震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的重大问题，我们相信，政治人类学学科的丰富与发展，将会有利于更好更快地突破这些重大问题；这正是《政治人类学评论》创刊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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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egality（与法律的一致性）只是legitimacy（合法性）的多种意思之一，legitimacy不限于legality。“合法性”（legitimacy）的“法”是法度、规范，可以包括法律而不限于法律。从翻译来看，legality与合法性在字面上正好匹配。然而，如果用汉语的/合法性的翻译legality，那么legitimacy就无法翻译了。当我们把“合法性”专用于翻译legitimacy的时候，我们虽然找不到一个简明的词来翻译legality，但尚能够差强人意地用“与法律的一致性”这样的短语来表达它。林毓生先生曾提议把legality译作合法性，把legitimacy译作正当性（199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关于韦伯的讲演）。可是，汉语“正当”比较接近just，justness，justification，并且不能表达legitimacy在词根上与“法”的联系。


(2)
  在平行的承认和“上”对“下”的承认的意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的例子可以参见Gutmann，1994：5。


(3)
  从另一方面看，社团与个人的关系也可以是共同体与成员的关系、权威与被领导者的关系，社团从个人的承认所获得的合法性也是一种统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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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原载于《政治人类学通论》（第一章），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摘　要：
 政治人类学研究国家范畴以外的公共权力和运作形式，特别专注于血缘、地缘、业缘与权力组织的关系。它有独立的学科术语和概念体系，并继承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吸收了政治学的理论素养。20世纪90年代，政治人类学在我国悄然兴起，高等院校开设了课程，实地研究也大行其道。为了进一步推广这门学科，帮助人们了解它的研究对象、基本观点和发展历程等，本文将以粗细适中的笔调来勾画一幅学科肖像。


政治人类学学科大概分为六个部分，前期路径占两个部分，界定学科的位置是一个部分，其余三部分为概念体系、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由于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交叉性质，自然要用人类学的方法、知识、原理解释民间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政治行为、政治整合、政治演化、政治体系以及政治文化等维度界定学科概念，方能全方位阐明这门学科的观点。

政治人类学直接来源于现代非洲学派。拉德克利夫-布朗是该派的领军人物，他与马林诺夫斯基共同创立了人类学上的英国功能主义，又在亚洲、非洲各领风骚。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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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在西太平洋的岛屿地区做调查。他主张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模型解释文化。布朗初在印度洋的安达曼岛做调查，后将重心移到非洲。他秉承了涂尔干的结构学说，用行为关系的配置理论来解释文化。1940年3月，迈耶·福特斯和埃文思-普理查德合作出版了《非洲的政治制度》。此书在收集新材料，开辟新领域，建立新概念，提出新观点，尝试新模型等方面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成为政治人类学产生的标志。

在政治人类学75年的历程中，第一个阶段获得的新知识得益于分类学的运用。这种方法简单实用，荟萃了一大批成果，又以一条主线来贯穿，那就是两种类型的政体，使《非洲的政治制度》有了里程碑的意义。这可视为政治人类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二战”以后，政治人类学迎来了第二个里程碑。1954年，埃德蒙·利奇出版《缅甸高地诸政治体制：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1964年，作者在重版的前言中大谈冲突和变迁，直言不讳地批评功能学派的类型学和均衡论已经过时，要求引入动力观点和历史维度。

政治人类学是介于社会文化人类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新兴学科。政治人类学秉承了文化人类学以研究简单社会为己任的特点，又吸收了政治学聚焦于公共权力的特点，专注于民间的政治生活，考察“草根政治”的原形与趋异性发展，描述地方的政治诉求与外部（如国家权力）介入的关系，从纵横两个方向探索历史原因与结构功能。

政治人类学的概念体系可喻为一个五级宝塔。上下左右打量，似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受。横看，每一层在一个范畴的引领下平行地分出若干概念；侧看，层次越高，概念越抽象；反之，层次越低，概念越具体，越有基础性。一级范畴是“政治文化”；二级范畴是“政治体系”，制度、实体是它的同义语；三级范畴是“政治演化”，指政治体系发展的历程，而不是谋权与运权的过程；四级范畴是“政治整合”；五级范畴为“政治行为”。

政治人类学研究国家范畴之外的政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初民）社会中的政治；二是国家产生以后，其权力辐射圈以外的政治，诸如边远的乡村或城市、工业区的下层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三是研究“异文化”（相对于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而言）中的政治。

“范式”在此处专指基本理论与行动纲领，不同的范式产生不同的研究效果，科学的发展就是范式的新旧交替。政治人类学的范式有以下诸种：古典进化论、结构-功能论、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过程论和行动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关键词：
 政治人类学　概念体系　研究领域　研究范式





政治人类学研究国家范畴以外的公共权力和运作形式，特别专注于血缘、地缘、业缘与权力组织的关系。它有独立的学科术语和概念体系，并继承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吸收了政治学的理论素养。20世纪90年代，政治人类学在我国悄然兴起，高等院校开设了课程，实地研究也大行其道。为了进一步推广这门学科，帮助人们了解它的研究对象、基本观点和发展历程等，本文将以粗细适中的笔调来勾画一幅学科肖像。

一、新知识的发轫

政治人类学直接来源于现代非洲学派。拉德克利夫-布朗是该派的领军人物，他与马林诺夫斯基共同创立了人类学上的英国功能主义，又在亚洲、非洲各领风骚。马氏主要在西太平洋的岛屿地区做调查。他主张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模型解释文化。布朗初在印度洋的安达曼岛做调查，后将重心移到非洲。他秉承了涂尔干的结构学说，用行为关系的配置理论来解释文化。非洲大陆地域辽阔、生态复杂、部落众多、民族各异，历史上多种外来文化叠压，近代又有欧洲殖民主义入侵，对本土文化造成极大的交融。非洲的田野样本的代表性是岛屿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况且丰富的田野素材也需要理论擅长者来驾驭，这就为布朗师生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1940年3月，迈耶·福特斯和埃文思-普理查德合作出版了《非洲的政治制度》。这本论文集收入8篇论文、1篇导论，布朗写了序言奖掖。8篇论文主题明确，显示出许多闪光点。1篇导论对非洲的政治制度作了深入的概括。此书在收集新材料，开辟新领域，建立新概念，提出新观点，尝试新模型等方面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成为政治人类学产生的标志。

福特斯和普理查德在导论中力陈这门新学科的14点内容（M．Fortes、E．E．Evans-Pritchard，［1940］1970：1—23）：

1．确定目标——两位主编呼吁，他们编纂这本集子是向人类学家准备便利的参考书。

2．提供样本——论文的作者均受过人类学的理论训练，又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在非洲社会做过调查，独自研究某些单一民族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样本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3．指出方法——通过回顾政治哲学和政策分析的作用，指出它们的理论局限，强调只有实际调查才能了解非洲各部落的政治制度，这无异于给政治人类学划出一块领地。

4．制度分类——非洲有一些社会组成了国家，政府是维持秩序的主力。另一些社会还没有形成国家，维持地方秩序的机制是世系群。这两种政治制度可以简单地用A、B表示：A系列称“国家式社会”，B系列称“亲属式社会”。A系列的社会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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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分配、地位与权力、权威的对应关系密切。B系列的社会无政府，阶层、地位和财富的差别不明显。

5．寻找基础——两种政治制度的共同基础是什么？是亲属关系！它像一种轻如空气、强似铁链的存在四处弥漫。福特斯和普理查德把暂时的双边家庭称为“亲属制度”，把长期的单系继嗣群称为“世系群制度”，并以这两种亲疏程度不同的关系为标准，以区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特定社会单元的关联，确定世系群制度在A、B两个系列的政治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单系继嗣群亦称“分支世系群”，较之于双边家庭形成的亲属更能成为法人单位，而法人单位是具有多种政治功能的。由于亲属关系的渗透度不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A、B两个系列的本质差异。例如，亲属关系和家庭纽带是个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政治制度中则要尽量淡化。

6．人口统计学的运用——当地域有限，人口增加时，人口密度就会提高，社会的复杂性随之增强，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可是非洲学派的人类学家发现，B系列的政治单元数量多于A系列，而人口规模则不尽然。文献资料显示，19世纪70年代，塔伦西人（Tallensi）、罗古利人（Logoli）和努尔人（Nuer）的那些特大部落联盟的人口，不及祖鲁（Zulu）、奔巴（Bemba）和恩戈瓦托（Ngwato）这三个酋长国各自人口的四分之一。田野资料也显示，经常会有反例出现，不是人口多政治单元就多。所以，政治发展程度与人口规模之间不具有必然性，不能将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相混，更不能假定A系列的人口密度大于B系列。

7．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态条件与人口密度、人口分布的关系极大，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居民的整体生活方式，因此，政治制度总是同一定的自然条件相连，这又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同样明显的是，政治结构的差异并不决定于生活方式的微小差异。通常，生活方式连同对其进行有效限制的环境条件决定着各民族占支配性的价值观念，并且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组织，包括他们的政治制度，这种情形在努尔人的政治隶属关系中尤其明显。由此表明关系链的复杂性。

8．合作政体与征服理论——直到20世纪40年代，非洲有些社会仍然没有出现政府，诸如罗古利人、塔伦西人和努尔人便如此，有些社会则是因为外力征服而进入国家状态的，诸如恩戈瓦托人、祖鲁人和班羊科累人（Banyankole），而不是依靠一己之力发展为国家。因此，A系列中的所有社会呈现出多民族一体的形貌，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起源与历史，除了祖鲁、奔巴这两个酋长国之外，这些社会的文化形貌多种多样，所以，了解某个社会中的异质文化与行政制度和中央权威的关系尤为重要。

9．领土状况——许多学者提到领土状况是国家的构成要素，或者是政治组织的雏形。而梅因早在《古代法》一书中就以深沉有力的口气表达了这个观点。非洲社会的情形也不例外，实可视为领土体系，只不过领土在两种政治组织中的作用不同而已。在A系列的社会，行政单位与领土单位是周延的，政治上的权利、义务受到领土范围的限制，国家首脑只是一片领土的统治者，出现领土纠纷时政府扮演调节者的角色。在B系列的社会，领土单位是地方共同体或当地社区，领土范围不仅与某个世系群的纽带分布的范围相当，而且延至与该世系群缔约的其他分支世系群的地盘。一般说来，分支世系群充任领土纠纷的协调者。

10．政治制衡——人们喜欢追求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但在非洲，政治制度的稳定是相对的，各种冲突趋势和利益分歧在所难免，它们打破了旧的平衡，又创造新的平衡。在A系列的社会，平衡机制比较复杂，行政组织各个部分互相维系，最高当权者也要受到制约。换言之，非洲国家的政府既赖于权力与权威的平衡，又借重义务与责任的平衡。权利与职位相连、利益与责任一致。B系列社会的制衡方式则有所不同，均势是在众多分支世系群中求得的，它们在结构上相等，在空间上并置，各有地方术语或世系群名称来界定，各分支的利益相同，形成一条关系链，社区的政治结构基于此，与涣散人心的地方势力、分裂的世系群和唱反调的仪式纽带水火不容。

11．组织武装的概率——通过罗古利人、塔伦西人和努尔人的分支世系群，可以识别A系列（如恩戈瓦托人、奔巴人）的国家属性：金字塔结构、中央集权，利用常备军劳师远征，战而胜之或不战而屈人。B系列社会则没有社团、阶级，在政治结构中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分支世系群，更无组织常备军之必要，假如分支世系群要袭击或报复敌手，必须先行辩论，获得民意支持后方可出击，否则，多数人不会卖力。出击之后，又是一番理论——各分支必须派出同等人员，掠夺物平分，受损伤或赔偿平摊。平等社会中各种利益群体既冲突又保持均势的过程，宗教整合权力和象征作用，这些对于维护和巩固群体的利益尤为重要，不一定非要组织常备军。

12．对欧洲统治的不同反应——欧洲殖民者侵占了非洲绝大部分土地。在A系列的社会，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他们的严厉限制，处处排挤他，架空其权力，缩小其权威，不准他行使军队统帅的职能，直到他不再支配自己的权力，甘愿作为殖民政府的代理人，因此，欧洲殖民当局形式上保留了酋长在权力金字塔中的最高位置。在B系列的社会，欧洲人的统治适得其反，殖民当局不能以个人集合成政治分支的方式来行使管理权，只能雇用行政代理来执行政令，为此而招募了那些懂得陈规旧习的非洲酋长或头人。反过来看，非洲许多社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同的部落民在接收或抵御外来的制度时也有选择权。

13．与政治职位相关的神秘价值——在非洲，动乱是一种常态，每个酋长国都有治乱循环的历史，暴力行为、压迫、反叛、内战此起彼伏，罕见持续融洽的现象。因此，传统的统治者（大酋长、大祭司、国王等）不仅需要黄袍加身，更需要神秘力量的护卫，所以在非洲的行政体制中，真实的制裁和想象的制裁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欧洲殖民当局也有自己的制裁力，但不是源于非洲本土文化，而是从外部引入的，目的也不是和谐当地社会，而是保护殖民者的利益。殖民政府既可在A系列的社会中行使权威，也可在B系列的社会这么做，但无法在A、B两种社会建立民众认可的道德关系。在非洲本土的政治制度中，原生的统治者使用的力量不仅获得臣民的同意，而且与社会秩序的利益相符。统治者不是部落民的普通成员，而是唯我独尊的神人，必须通过发号施令来保持尊严。部落民也将其视为政治关系的轴心、民众团结一致的象征，以及民众基本价值的化身。

14．界定政治团体——福特斯和普里查德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任何政治单位或政治团体始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故不能孤立地界定它们，塔伦西人的世系群便如此，如一个个环节衔接成锁链，很难清晰地描述政治裂纹的延续；二是由于政治关系重叠的领域很多，且以相当模糊的方式伸展，以至相邻的部落被某种无形的关系扯在一起，人们可以看出这个群体与那个群体的某种差别，却不易在文化上、政治上描述这些差别的程度，进而界定它们，将其看作独立的政治单位。努尔人的政治分界比较简单，因分支世系群之间的规则相同，甚至到处呈现为同质的关系结构，故自治团体的名称某种程度上总是一种偶然的约定。这种模糊性也存在于A系列中，例如，某个政治团体及其相邻的团体间，以及二者与某种程度上重叠的团体间是互相依赖的。但在B系列的社会中，这种模糊性更加明显，A系列的社会则较为淡薄。

不同的因素汇成强大的合力，把非洲民族推到舞台前面，政治结构在社会结构整体中的关系凸显了。要进行科学探索，就要详细调查政治价值的属性和人们表达的象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哲学和政策分析无能为力，因此亟待一门新学科担纲。一如《非洲的政治制度》“序言”（A．R．Raddiffe-Brown）说的：“正因为那些比较简单的社会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尤为明显，所以，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也就水到渠成，变为社会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不久以前它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呢！”（M．Fortes，E．E．Evans-Pritchard，1940［1970］）该论文集的各篇论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布朗这句话的正确性。

1．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教授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在《南非的祖鲁王国》一文中介绍了祖鲁人的政治组织在国王姆潘德（Mpande）治理时期和当今欧洲殖民统治时期的经历。他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自己的观察说明各时期的组织功能，特别讨论了祖鲁人的政治组织的属性变化。

2．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艾萨克·沙佩拉（Isaac Schapera）在《恩瓦托人在贝专纳保护地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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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中展示了恩瓦托人的政治生活情况：主要是（1）民族构成与领土分布；（2）行政制度；（3）首领的权力与权威；（4）首领职位的权利与责任。

3．剑桥大学英联邦研究所的斯姆策讲座研究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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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德丽·艾莎贝尔·理查兹（Audrey Isabel Richards）早年受训于马林诺夫斯基（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2009：11—12），后来到非洲做调查。她在《罗得西亚东北部奔巴部落的政治制度》一文中以清新的文笔展示了奔巴人政治生活七个方面的内容：（1）奔巴人的母族班图人的政治组织基本特征；（2）奔巴政治制度的主要表现，一是部落构成，二是成员标志，三是按血缘、地缘、等级、年龄级的原则组成社会，四是政治的经济基础，五是白人行政机关的影响；（3）奔巴人的权威基础，领土守卫者（首领、头人）、行政官员、地方议员、祭司、宗教场所的住持、军士长等职位均有权威，其权威绝大部分来自家世或门第，宗教和法律进一步在形式上加以规定，也就是说权威以血缘为基础；（4）领导集团的功能与权利；（5）政府的机制，一是行政，二是军事，三是司法，四是承担公共事务，包括提供各种咨询；（6）部落的整合；（7）后殖民时代的变化，一是新权威的引入，二是1929年颁布的法令产生的影响。

4．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卡勒弗·奥伯格（Kalervo Oberg）在《乌干达的安可拉王国》一文中从传统和历史背景、政治地位与身份、国王与王宫、贡品与贡赋、王权的鼓乐仪式（卑格巾旦瓦崇拜Cult of Bagyendanwa）、王位继承方面介绍了安可拉王国，最后，对案例分析作了言简意赅的归纳。

5．达勒姆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型副教授齐格弗里德·弗里得里克·纳德拉（Siegfried Frederick Nadel）在《凯德——北尼日利亚的河岸国家》一文中首先介绍了该国的基本情况：凯德人保留了母系部落的许多文化特质，当他们迁徙到现在的居留地后，各部落仍然保持着相同的亲属制，彼此既有共同语言，又有各自的方言；既信奉巫术，又采纳了邻国的伊斯兰教。凯德各部落的文化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因素。前者使人们凝结，后者给生活注入活力。作者还从人口统计学、经济制度、居留地、政治组织、自治要求、社会分层、整合机制、国家进化的角度对凯德人的国家制度作了深描。

6．达勒姆大学的博士冈瑟·瓦格纳（Günther Wagner）报道了生活在肯尼亚西部边缘的罗古利人，和瓦嘎苏人（Vugusu）的政治组织。他的论文以《居住在卡韦朗多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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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班图人的政治制度》为题。当时这两个部落有30万人，各有族源和迁徙史。冈瑟从界定政治单元、部落内与外的关系、权威的性质等方面展开论述，透视了地区政治的构成。

7．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迈耶·福特斯在《黄金海岸北部广袤区域内的塔伦西人的政治制度》一文中展示了塔伦西酋长国的11项内容：它们是（1）自然与人民；（2）政治制度的特点；（3）战争状态；（4）氏族制度网络与神话社会的重大分裂；（5）生存的因素：包括亲属关系、地区周边的人与自然、经济制度；（6）世系群的权威与责任；（7）宗教神话；（8）酋长与地保（Tεndaanaship）的职位与职权；（9）酋长与地保的互补作用；（10）地保与周边广阔区域的关系；（11）酋长与地保的世俗权威。

8．牛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埃文思-普理查德在《南苏丹的努尔人》一文中介绍了该民族的资源分配、部落制度、世系群制度、年龄级制度、部落法（血亲复仇、纠纷处理等项原则）。努尔人的政治结构总体上具有以下特征：（1）大区域之下有分区，存在上与下的关系，整体社会结构之中有部分，存在整体制度与局部制度之间的关系；（2）部落之间的关系、部落分支之间的关系，无论冲突还是和平，这两种关系都构成努尔人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3）社会生活在政治上表现为团体间的联系，特别是与氏族制度和年龄级制度的联系；（4）仪式专家或神职人员扮演着政治角色；（5）政治制度与环境条件和生活方式相连。

二、新活力的注入

“二战”以前，英国政府在它的各个殖民地（如非洲各地、亚洲的印度、新几内亚等）均派有人类学家佐理行政。许多驻外人员须在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补修民族学课程。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都在一些“短、平、快”的培训班任教，把人类学知识运用于殖民统治，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产生绝非偶然。

在政治人类学75年的历程中，第一个阶段获得的新知识得益于分类学的运用。这种方法简单实用，荟萃了一大批成果，又以一条主线来贯穿，那就是两种类型的政体，使《非洲的政治制度》有了里程碑的意义。有分类又有综合，A、B两类的显著差别在于社会基础和亲属角色方面，B类社会以亲属制度为整合和决策的基础，社会底层为双边家庭的亲属群和较高层次的单系继嗣群，A类社会以基本群来统一各种政治组织，再以一个管理组织凌驾其上。

“二战”以后，政治人类学迎来了第二个里程碑。1954年，埃德蒙·利奇出版《缅甸高地诸政治体制：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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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作者在重版的前言中大谈冲突和变迁，直言不讳地批评功能学派的类型学和均衡论已经过时，要求引入动力观点和历史维度。此书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通过古姆萨（Gumsa）和古姆朗（Gumlao）的循环往复表明克钦人（景颇族）的政治制度在组织结构上的不均衡性。据利奇分析，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墨尤—达玛”（单向姑舅表环状婚）的非对称性。

古姆萨和古姆朗的循环往复犹如“钟摆”的来回运动，摆幅的大小代表时间长度和剧烈程度，这个假设必须增加一个动力方可自圆其说，利奇就是这么做了。

克钦人的社会基础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亲属制和以村庄为单位的村落制，二制虽然重叠在一起，但分析起来，亲属（血亲和姻亲）比村庄更加根本，它贯穿于三种政治模式中：古姆萨为其一，古姆朗为其二，掸人的封建政府为其三。三者当中，后者的辐射中心在掸人聚居的坝子，对克钦山区的辐射力较小，属于A系列的社会。前二者属于《非洲的政治制度》划分出来的B系列，是无政府的社会，它们虽同属于B系列，却互相对立，因为古姆萨提倡平等、均权，古姆朗讲究等级差别。掸人的政府起到压制古姆萨和古姆朗的平衡作用，迫使二者向对立面转化。于是，这个外来的力量使克钦人的社会制度呈现出动态趋势，在古姆萨和古姆朗之间摆动不止。

福特斯和普理查德在《〈非洲的政治制度〉导论》中指出的（4）和（5）项内容在此处清晰可见——婚姻造成亲属，亲属延续婚姻，二者共同发挥作用。例如，在古姆朗中，通婚规则容许上嫁下的行为（高层妇女外嫁到下层），构成“墨尤—达玛”婚，该婚制主导了一种人财逆向流动现象：高层的男子将同胞姊妹外嫁到下层人家，姻亲关系转换为依从关系。随着聘礼从新郎家流入新娘家，高层男子潜在择偶对象日益减少，其所积累的财富却不断增加。可见，就通婚双方而言，一方看中财富，另一方看中地位，总而言之，二者都重要。这样，亲属制度、社会分层、历史传统和阶级意识便组成复杂的社会结构，共同构造了一种动态关系。又如，在掸人社会中，通婚规则采取上娶下（下层人家给予女儿，上层人家接受媳妇的方式）。而在古姆萨中，通婚圈是封闭的，夫家与妻家的权利与义务相等，嫁娶行为是平等的，任何氏族都不享有择偶的优先权。利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转变理论”。他归纳了三种动力：一是生态学因素；二是政治因素；三是英雄业绩或榜样的力量（李区，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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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研究的克钦人是个跨境民族，境外居住于缅甸北部和印度阿萨姆地区，境内集中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北部地区，主要有茶山（勒期）、浪速（浪峨）、景颇、载瓦和波拉五个支系，其中景颇是最大的一支。在中国，“景颇”既是一个分支的称谓，又是五个支系的总称。在缅甸称“克钦人”，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称“新福人”。龚佩华长期在国内做景颇族的田野研究，她和调查小组多次深入德宏州的茶山、浪速、载瓦等山区。她与利奇对话时指出了“社会转变理论”的不足。

龚佩华认为利奇忽视了克钦山区固有的活力。景颇人为了生存就要发展生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剩余，这就为剥削提供了可能，为推动社会转型——从古姆萨（平等社会）进入古姆朗（阶等社会）——埋下伏笔。假如没有外力干扰，任凭景颇族自身发展，就有进入政府制（阶级社会）的可能。古姆萨制度与农村公社的两重性相适应，当私有制完全确立时，古姆朗制度就会取而代之。“墨尤—达玛”是借联姻在血缘上建立长久的舅甥关系，以便在个体力量不足时互相帮助。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舅甥的血缘纽带就成为多余，代之而起的是纯粹的经济利益。当古姆朗回复到古姆萨时，不是由于新贵头人在与旧贵族的斗争中失败，就是新兴的财富贵族发展成为独裁者，一切人在他们面前都是平民，即使回复到古姆萨，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公社了（龚佩华，1988：150—151）。龚佩华强调平民的主观能动性，补充了利奇只见英雄人物个人意识的失误。他们都看到意识是社会转型的力源之一。

笔者多次带博士生在四川省白玉县和西藏自治区贡觉县之间的金沙江峡谷区做调查，人称当地“三岩”，我们借鉴了利奇和龚佩华的观点来解释田野素材，并引入科塞的“稀缺”理论，取得圆满的效果。由于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严酷，血缘组织（帕措）长期存在，社会在各种压力下循环往复。最近20年来，当地常因草场纠纷、抢劫伤人等引起帕措械斗，冲突的根源在于帕措制度。帕措内部分为“学”“仓”“布”等若干级别，如果同级别的两家帕措发生纠纷而不能协商解决，则可联合各自所属的上一级别的帕措来增强自身力量，要是在这一级别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还可继续上溯一级，以此类推，直至完全解决问题。上溯既是胳膊肘向内拐的过程，也是“滚雪球”的过程，卷入械斗的人数不断增多，犹如非洲的分支世系群发生冲突一样。如果涉及全体帕措的根本利益，大家会以整体名义宣告一致对外，所谓“天下帕措一家人”的道理即在于此。帕措间既联合又分离，层级隶属，通过械斗与和解的方式就能控制一片地域（许韶明、何国强，2013：132—134）。

三、新学科的定位

政治人类学是介于社会文化人类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新兴学科。三门学科都考察组织、制度、结构与功能，都把政治行为的终极目标指向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三者的不同点在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具体的文化现象，分析的维度较小，依托的背景较大，整体观为基本方法，目的是力图找出相关因素，厘清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政治学研究国家政治，其分析维度和依托的背景都很大。政治人类学秉承了文化人类学以研究简单社会为己任的特点，又吸收了政治学聚焦于公共权力的特点，专注于民间的政治生活，考察“草根政治”的原形与趋异性发展，描述地方的政治诉求与外部（如国家权力）介入的关系，从纵横两个方向探索历史原因与结构功能。

每一门学科都会在发展过程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政治人类学更是如此。以上三者的关系如图1：A、B、C三个圈顺次代表社会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的领域，而D（阴影处）则是政治人类学和政治学交融的部分，二者的关系在此处发生得最为密切，可以看作政治人类学的核心部分，表明政治人类学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怀抱里成长，又与政治学交叉，从而沾染了两个母体的属性，有实用性强、理论包容性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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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政治人类学的位置



政治人类学既有优点，也有弱点。就优点而论，政治人类学要研究民族、聚落、技术（冶炼、制陶、水利等）、冲突、控制、地位、决策，还要探讨国家产生之前的政治形式，国家的起源与本质，并且要描述亲属关系、社会阶层、宗教信仰在权力结构中的表现。之所以涉及众多要素，原因不外是站在文化整体的高度看问题，于是就能发现所要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广泛关联。相比之下，政治学的概念准确，适用面有限，研究范围不可能那么庞杂。就弱点而论，有人批评政治人类学体系不严谨、缺乏准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尚未成熟为独立学科（Abner Cohen，1969）。但一些人类学家对这一结论并未同意（Ronald Cohen，1965）。当一门学科还很幼小时，这样的观念冲突是不足为奇的。正确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冷静分析，不要气馁。目前，从事政治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各自为阵，没有跳出把政治当作附属文化看待的窠臼。他们较少考虑学科的总体框架，较多沉湎于实用性的问题，未能借鉴“奥卡姆剃刀”来剔除无关痛痒的枝节，把政治提升到文化主轴的高度来认识。这种状况是要改变的。我们要多做理论工作，建立新的研究框架，拓宽知识背景，增强聚焦，提高准确性。我们也要看到学科的特殊性，不能削足适履，完全用政治学或人类学的标准来要求。

自1970年至今，45年间政治人类学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主要是概念体系逐渐完善，研究领域更为拓宽，全球许多国家都接受了这门学科。1977年，《政治与法律人类学评论》在美国创刊，英文缩写为“POLAR”，每年出1卷，每卷两期，至今已出了38卷，共74期，每年3月出春季刊，11月出秋季刊。该刊与国际主流意识同步，常常有弱势族群的声音。主题涵盖了民族、国家、移民、离散、边界、公民、权利、生育、教育、跨国公司、媒体（或宗教、音乐舞蹈）与公共生活，等等。每一个主题都与民众的利益休戚相关，绝大多数文章是富于创见的，包括学科讨论的意见。譬如，有些讲生育的文章涉及毛时代与邓时代的人口政策，分析了人口生产的政治学原理。中国的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包括法律民族志）要发展，应注意到该刊的资料库作用。1992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卢埃林（Ted C．Lewellen，1992）
(8)

 编写了《政治人类学导论》，对前人的研究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2009年，北京某民族院校将其翻译出版。这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敏感和勤奋精神，但遗漏了性别政治的一章，使我国女性学研究者迟迟不能借鉴新的观点。八年前，笔者译出此章，去年与人合作，对原译稿校对打磨，目前已公开发表（特德·C．卢埃林，2015：93—105）。

四、概念与范畴体系

概念是认识的工具，它把握对象不同级别的本质。范畴是大概念，把握对象的整体本质。由概念、范畴组成命题以陈述事实，再按顺序组织命题便形成判断，导出新的知识。

可将政治人类学的概念体系喻为一个五级宝塔（如图2）。上下左右打量，似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受：横看，每一层在一个范畴的引领下平行地分出若干概念；侧看，层次越高，概念越抽象；反之，层次越低，概念越具体，越有基础性。一级范畴是“政治文化”；二级范畴是“政治体系”，制度、实体是它的同义语；三级范畴是“政治演化”，指政治体系发展的历程，而不是谋权与运权的过程；四级范畴是“政治整合”；五级范畴为“政治行为”。应该提到，在这个塔形结构中，有一些范畴、概念是政治学使用过的，政治人类学将其纳入，运用的领域不同，意义已经有别。例如，“政治权威”的概念，韦伯把它划为传统、魅力、法律和理性四型，政治人类学倾向于传统型的权威，并且吸收了生物科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政治权威是人类进化和文明的体现，是人类生存的手段，凝聚了人类天性中统治与服从的自然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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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政治人类学的概念体系



下面分级择要解释。先看概念塔的第一级。可将“政治文化”分解为“文化”与“政治”两个方面。关于“文化”，许多人类学家都提出了定义，这些定义的基本意思都很接近。此处拈出两条与本书的旨趣较为相近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克莱德·克鲁克洪，1986：6）格尔兹提出，文化是公共象征体系的具体化，它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意义模式，社会成员用来交流，表达世界观、价值取向、道德气质及生活态度。政治文化主要取其中的制度和精神层次的有关部分，有时也包括相应的物质外壳，例如监狱、纪念碑等。作为政治文化基底的文化，通常是指人类适应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

文化的政治属性是客观存在的。符号、象征等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社会权力的基础，霸权、合法或反抗是其表现形式，后现代主义对通过符号、仪式、语言和艺术作品表述和规定的权力和权威过程特别关注。

关于“政治”，其定义与文化一样多，必须具体分析，才能综合取舍。

中国古籍《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古籍更多的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政”代表公共权力（在国家制度中表现为秩序和法令），“治”指特定的机构（如政府、法庭等）利用公共权力来管理与教化人民，实现社会安定。现代汉语里的“政治”沿用了这一词义。在西方，政治一词初始指公民参与城邦管理的各种公共活动，是与公共权力及其运用连在一起的。孙中山以通俗的言辞表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政治人类学的“政治”泛指为了保障社会权力结构的最佳利益而持续的各种活动，如公共权力及其执掌机构的运作。在初民社会乃至现代国家的乡土社会，内部秩序的维持，资源的占有，权力的分配，群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没有专职的行政机构，权力的运作局限在氏族、部落范围，待到发展出酋邦，就有了一种双层级的管理机制，透过血缘、亲情和礼仪来实现权利。下一步就是早期国家，它属于跨区域的政治组织，权力集中于一个三层级的管理机构（政府），以规范复杂分层社会的社会关系。从队群到村落，再到酋邦，进而到早期国家，政治组织的结构一再变化。所以说政治包含公共权力及其执掌机构是不能将二者平列起来对待的，逻辑上应该优先考虑公共权力，因为没有公共权力，就没有政治分化（政治专业化）。剩余劳动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没有剩余劳动就没有掠夺的对象。战争起初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待到社会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对食物、土地或奢侈品的需求增大，战争等强制的作用就凸显了。

给“政治”下定义的时候，政治学的界定较严，而政治人类学家大都不愿意定义“政治”，即使要界定，也比较宽泛，这是由于两门学科的性质和对象所决定的。前者研究现代社会，那里公私分明，政治与非政治井然有序。后者研究传统社会，而且基本上是充满亲情邻里的熟人社会，外部孤立，内部分工不明显，公共权力没有分离出来，政治与亲属等事项交织，很难把政治独立出来，即使可以独立，也是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人们交换活动和分配资源体现了权力的运动方向，所以政治人类学仍有可能从以下方面来给政治下定义：

（1）空间上把政治与一定的幅员结合起来，将此视为特定的组织系统及其活动的基本要素。此处的幅员指一个群体共同生活的地域。有学者说：“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他告诫我们注意，“‘疆域’，乃是国家的特征之一，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地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马克斯·韦伯，1988：5）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4）把政治关系概括为：一定领土系统范围内的一些明确划定的区域，生活在其中的个人互相认同，组成群体，政治便是这些群体之间的关系。疆域、领土与幅员是同一级别的概念，它们所揭示的内涵与外延是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现代民族出现以后，“领土”这个概念才得到广泛的使用。

（2）结构功能上，把政治同特定社会的基本关系及该社会成员活动的指向结合起来，根据社会关系的特征来确定政治。所谓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就是政治。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

（3）从政治行为入手，主张只要某种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则这种行为就是政治。拉斯韦尔提出政治是一种资源竞争与分配的模式。该定义包含了政治竞争的杠杆、竞争的规则和约束手段、政治象征、权力和权威的含义和形式（哈罗德·D．拉斯韦尔，1992：3—16）。他在一本书中用书名表达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有美国学者认为政治是与公众目标的选择与实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群体成员各自行使权力的进程（Marc Swartz，Victor Turner and Arthur Tuden，1966：7）。以上论述包括了三个要素（权力、选择和决定实现集体目标、公共行为），其余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从这三个要素中引申出来的。在分工日趋复杂的形势下，许多事情需要团队来协作，所以争取与分配资源的行为应以团体关系为分析的焦点。

政治文化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心理与气质）的。第一类是基础性的，特指政治的物质外壳，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王宫、权杖、办公楼等；第二类是平衡性的，起凝聚与协调作用；第三类是认同层次的，如集体意识、民族心理等，起统一思想，整齐步伐的作用。

在概念塔的第二级，“政治体系”是群体组织的基础，它回答以什么关系结成联盟，人们在其中的位置与合作关系如何，权力和资源怎么分配等问题。

在概念塔的第三级，“政治演化”是政治实体的发展规模和面貌，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

在概念塔的第四级，“政治整合”指人们借以联结的方式，通过彼此的认同组成级别单位，来谋取和保护自身的利益。每一种都有特定的适用面与具体的内容。人类社会是以“整合”方式发展的。整合揭示了权力（财产、地位）的存在方式。整合有血缘亲情式、利益共享式和人身强制式等，无论哪一种，当其具有某种定向性和持续性时，一张紧密交织的网络便形成了，权力在其中传递与更替。欧内斯廷·弗瑞多假设，权力本身不以生计上的贡献为基础，而赖于把生计品拿到家庭以外去交换（Ernestine Friedl，［1975］1990）。权力的关键是控制公共贸易，而不是控制家庭生产，因为公共贸易促成政治中心的责任、义务与联盟关系。整合还有地缘式的，国家就是按地域组织起来并且要征税的政治机构。此外，业缘式的、俱乐部式的组织（如年龄组、结社等）也是整合的形式。整合的规模是考察政治体系复杂程度的标志。

在概念塔的第五级，“政治行为”代表“政治领域”和“政治竞技场”中的人物和小团体的策略，它有一系列的指向，如权力、权威、合法、象征、谋略、依附等，其中，权力是行为指向的核心。

人们把“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
(9)

 权力贯穿于拉斯韦尔“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的公式始终。权力有两个基本的规定：一是强制性，本质上它是以物质力量（有时假托精神来表现）为后盾的压力关系；二是控制性，它可以用坏的结果为威胁，也可以用好的结果为引诱，迫使人们做某件事情。政治人类学观察获得权力的文化背景、内在属性，获得与实施权力的条件与途径，权力在某些制度下的代表性与合法性等问题，特别关注深藏于人民之间的权力及其表现形式，以及人民对掌权者的牵制。

在政治生活中，权威是依据正义和人格的感召以及执政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它是权力的题中之义。权威的主体有单数型（个人），也有复数型（集体）。群众的服从与认同不是对于权力的恐惧，而是对于领导者的品德、素质、能力的认可。领导者谋取权力的途径、运用权力的目的与方式能够调动群众的道德情绪，或者帮助他们获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或者引起群众的反感乃至反对——这些均属权威的范畴。

权力和权威都具有相对性，它们不能独立存在，必须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依赖中。

“合法”是描述社会整体秩序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个人生活与社会整体的互动形式、过程和效果，合乎规范的、有序的、有利于社会的个人行为就是合法。合法化可作为解释、判断和验证某种行为的认知维度和实践维度。合法化具有不同层面的话语，可用口碑来形容，最基本的表现是谚语、民谣、传说所包含的母题，最高的表现是法律和口号。贝利和格拉克曼呼唤最高层次的合法化，使政治主体、政治活动和象征领域的意义连为一体。合法化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参考系，置于其中的人类经验都有评价的意义。合法化将边缘、差异的含义和规则纳为一体，使日常角色具有象征性，并且将它们都放到这个参考系中。合法化是通过行动的速度、个人主观身份的“正确性”来证明，也是个人社会身份的标准。

仪式、象征是承载意义的工具，具有多种用途。在媒体的参与下，三者创造了政治舞台，达到一种超验性，即引导阶级、民族和人民抛开理性和经验，只凭直觉判断。贝利和格拉克曼的术语“象征领域”事实上与另一个更广泛使用的术语“宇宙论”是一致的。在观念上，象征领域使制度上的各种细则成为一个囊括一切的意义平台。仪式通常要运用象征，在许多避免升级的政治竞争中，双方不是比经济、资历、观点，而是个人魅力、言谈举止的较量，胜者通常是出色的传播家，懂得群体的需要，掌握他们的心理。在仪式（或辩论、对歌等）中，神圣性、地域性、象征物（或圣物）、集体的价值观，这四种要素同时起作用。

近年来，在第五级发展了一系列相关概念，涉及行动者的联合体，如准群体、行为集合、小集团、帮伙、派别、联盟、利益社群……另外一些概念与政治行为的方式相关，如选择、扩大、决策、谋略、互动、交易、操纵、反复、补充、排除、权术、竞争、囊括……还有一些概念跟政治行为的时空背景相关，如事件、情景、范围、领域、环境、权力结构，等等。

五、专门研究领域

政治人类学研究国家范畴之外的政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初民）社会中的政治；二是国家产生以后，其权力辐射圈以外的政治，诸如边远的乡村或城市、工业区的下层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三是研究“异文化”（相对于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而言）中的政治。它们贯彻在以下具体的研究维度中。

（一）政治体系的分类

分类是研究的起点，由此确定政治体系的属性与进化程度。摩尔根把原始社会看成是血缘性的政治制度，把国家社会看成是地缘性的政治制度。福特斯和埃文思-普里查德把非洲社会分为A、B两种政治制度。分类标准依据政治体系的结构及其在社会总体系中的作用而定。分类是寻找同质性，区分异质性，把结构与功能相同的体系归为一类，把结构相同功能相异，或者结构相异功能相同的体系归为同一种类属下的亚类的做法。分类有很多实例，如根据集权程度、分化或整合程度等标准来划分政治体系。

（二）政治体系的演化

追溯政治制度的由来可以弄清它的本质，进而预测它的走向和前景。例如，学者们从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出发来讨论人性，认为人以群居的方式组成社会，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而人也有理性，理性在帮助人们获得私利的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必须适当地约束私利，否则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人们必须学会权衡利害关系，懂得适当让步，在利己的基础上利他，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由是社会的协调机制就建立起来，个人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社会契约论其实是探讨社会需要法律和权威的理由，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人类学著作反映了这一思想。梅因、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等秉承了上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霍布斯、洛克、卢梭、边沁等人的兴趣，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猜测。他们相信政治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阶段都是一样地由低级到高级。

（三）传统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传统是就工业时代以前而言的。功能学派的研究值得一提。有学者认为，需要是功能的动力，其中，生物需要占第一位，心理需要占第二位（马林诺夫斯基，1987：24—29）。他的观点不外是说政治行为可以用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应”的公式来概括。有学者认为，结构是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组合，社会是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就是互相联系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配置或组合（拉德克利夫-布朗，1988：140—141）。因此，只需专注人们的互动及其结果就行了。马、布二氏的观点似乎给人理想化的平面印象。福特斯和埃文思-普里查德注意到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变量，但基本上也是静态的。在利奇和格拉克曼看来，社会就整体而言是平衡的，但内部存在着冲突。例如，克钦人的政治体系，表面上安宁与躁动、愤恨与欢乐等两极对立的现象周而复始，冲突时有发生，但深层结构是不变的。静态的社会里面有动荡，而最具动力的政治过程，也可以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里。利、格二氏的观点很有立体感。

（四）传统社会的政治过程

国家产生之前的公共政治，国家产生之后的乡村政治，均可谓传统社会的政治。贯穿其中的种种行为都是有始有终的。过程论考察行动的始末，着意于三点：一是权力，了解其获得、行使的途径与方式；二是对某一特定区域认同的方式和条件，以及在某些势力的干扰下，这种认同的解体（领土的让度对族群身份的改变，等等）；三是在公共领域内形成的代表权及其实践。三个方面在国家范围内有着明确的界限，而在传统社会是连在一起的，分析者对之逐个考察，然后才来综合，就可以看到竞争、冲突、变迁、决策等政治行为的历时性表现。

（五）个人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人类学研究政治情境中的实体，其具体单位既可以指群体、联盟或国家，也可以是个人及其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一些人类学家把研究兴趣放在政治过程中的个人或团体上，了解他们操纵文化规则、符号，获取与保持权力，做出决策的动机和行为，也探索他们进入政治竞技场的途径。英国人类学家科恩将这种研究称为“行动论”，美国人类学家文森特积极响应。

人的政治行为是连贯的，因而行动论具有时间的一维性，是对过程论的深化，只不过过程论偏重于组织与制度的解释，行动论偏重于个人或小团体的决策行为，关注个人的操纵象征和出谋划策的合法性；过程论的分析单位是“政治领域”，行动论的分析单位是“政治竞技场”。这两个概念的涉及面不一样，政治领域无所不在，政治竞技场则是个体或小团体的竞争舞台，展示代理人、保护人、当事人的关系，或者派系头领、精英等小团体之间的关系。

（六）权力象征和政治仪式

在公众看来，权力只有在“台上”才存在，人类学家在研究边远地区和乡村社会的权力象征、政治仪式时，取得了丰富的材料。权力的“聚光灯”效应在国家场域更为明显，政治戏剧采取了更加大众化的形式，政治人物利用各种场合“聚光”，借助媒体展示良好形象，如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心胸开阔、慈善亲民等，好像成为历史的选择。反之，政治人物要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就会引起公众的猜忌，结果涣散原有的凝聚力。由于公众看不到他们，就会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个遵从共同价值观并利用共同象征物的目标人物身上，一如蜂巢里的蜜蜂，蜂王存在，群蜂才有归依。政治人物不能抛弃群众，否则，会被群众所抛弃。他们必须维持群体的支持，这是重申权力及权力化身所需要的。如果说权力“聚光灯”有稳定社会的作用，那么，当生活陷入痛苦、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政治仪式则可能表达出相反的意思。在游行示威中，人们手持标语和旗帜涌上街头，奔走呼号，使人感到潜伏着暴力危险。在政治集会中，辩论或竞选双方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展开活动，精心安排发言顺序。听众的任务是起立鼓掌，叫喊某些名字和口号，甚至于把整齐的掌声和呼叫声录制下来定时播放。组织者必须不断煽起公众的热情，在他们的欢呼和起哄声中做出声明、承诺或威胁。集会是一盏聚光灯，把人们的目光引到发言者身上，组织者必须懂得围绕发言者创造和谐融洽、众志成城的气氛，表明“抗衡”和“打败”竞争对手的决心。

（七）性别地位

朱迪思在《易洛魁妇女：一份民族史记录》这篇论文中对地位作了如下的界定：“地位意味着人们在掌握资源和做出决定时审时度势的态度，有实权的人显得信心饱满，没有实权的人显得分外恭顺。”（Brown K．Judith，1975：235—251）地位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嵌入社会的诸多子系统中，所以在亲属关系、生计方式、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等领域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地位具有两种特征：一方面有固定性，例如，宗教方面的地位不会带进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地位可能会流动，在人的一生中不断的变动，经常从一种境遇转变到另一种境遇。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屈从地位。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女性在原始社会和社会人类学的某些文章中的位置》一书的开篇中说：“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无论这些社会属于什么结构，男性都处于优势的地位。”（E．E．Evans-Pritchard，1965）罗宾·福克斯在《从人类学视角看亲属与婚姻》一书中把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现象作为亲属关系的四条基本准则之一（其他三条准则分别是：女性妊娠、男性授精和乱伦禁忌（Fox Robin，1967：31））。唐纳德·布朗在《人类的共性》一书中宣称：“在公共政治领域，男性普遍处于主导地位。”（Donald Brown，1991）

进化论者相信太古时期存在过一个母权时代。巴霍芬设想妇女的统治是文明的基石，因为当母权制出现的时候，野蛮时代已进入末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供了一个解释性别地位的框架。照他看来，原始时代的两性关系是杂乱的，因此出现了母系制或母方权利，当时的社会是平等的。由于权力的基础是财产，而当时的财产关系是公有的，谁也不能控制他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男性颠覆了母系制，建立了父权制家庭，拉开了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财富差异。女人被排除于控制财产之列，她们身不由己地处于从属位置。妇女生产的物品只供家庭之需，男人则可以自由地生产供群体使用或者交换的消费品。不仅如此，而且技术也被男人控制了，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所以说，男性对私有财产的控制导致了女性的屈从地位。

20世纪70年代，女性学作为一门知识发展为女权主义运动。信奉此论的学者通过参与观察形成记录，验证关于妇女地位的基本假设。这些民族志资料表明，妇女的实际地位与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分工以及妇女在食物供应上的效率相关联。尽管微观上这些资料与政治大相径庭，与团体的决策和领导地位等问题也没有过从甚密的关系。但宏观上这些资料与政治的关系极大，因为女权主义学者非常关注权力，既在绝对的意义上（例如，男性对稀有资源分配的垄断欲越强，他们对妇女的支配欲也越强），同时在相对的意义上（例如，男性的主导地位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如果为真，是什么原因所致？如果为假，虚假如何被当作真实？换言之，不具有普遍性的男性主导地位又是如何演变成好像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说到底，导致两性在权力和地位方面的差异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男性占主导地位真是一道有意义的命题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回味。

（八）特定的政治范围和权力制度中的跨文化关系

政治人类学要分析全球化对主导性的制度和各种组织产生的影响，跨国界无疑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特点，这一趋势造成新的权力和文化支配关系。目前，已经出现阿盟、东盟、南美国家联盟、非统组织（“非盟”前身）等地区性结盟体。在欧盟这样的超大型政治实体中，容纳了不同政治文化和不同传统的代表，组织者为实现一项统一的法律和综合性的计划而工作。跨国现象给人们提出了思考：在建设共同的政治事业的过程中，各种认同、语言和管理传统会遇到什么问题？在巨型科层制框架内怎么合作？非领土化产生的从属关系和政治象征怎样？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宽广、深邃，限于篇幅不能穷尽，恳请方家原谅。

六、研究范式

“范式”在此处专指基本理论与行动纲领，不同的范式产生不同的研究效果，科学的发展就是范式的新旧交替。政治人类学的范式有以下诸种。

（一）古典进化论

政治人类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著作，如色诺芬的《长征记》、柏拉图的《理想国》、恺撒的《高卢战记》等。后期的汤姆斯、郝波斯等人继承了他们的学术传统。这些天才的思想萌芽为启蒙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发展。1748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气候、土壤、地理等自然因素与民族精神有关系，民族精神与法律和政治制度有关系的观点。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把政治看作文明的产物，认为低级社会无政府也就无政治。19世纪，梅因、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等法学人士开始探索法律的由来与发展，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使然——社会经常出现纠纷，纠纷的远古表现和解决形式如何，需要了解，这就等于在探寻法律和政府的起源。一些学古典文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人士，如弗雷泽、斯宾塞等人也参加进来，各有斩获。下面简述梅因和摩尔根的思想。

梅因提出一条人类群体的整合主线：原始社会以父系亲属制度为组织原则，以血亲为社区整合的基础，社会通过长老、国王假借神灵的名义发布命令、调节秩序；在他们的指导下进步，领土是政治活动的基础，社会演化的方向是世俗化，父系亲属群逐渐由血缘转向地缘，所以“地邻接触”是发生政治行动的场域，由于血缘纽带的重要意义，人们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当发生地缘接触时，社会就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因此，社会进步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从“身份向契约的运动”，而社会也就顺其自然地从基于血缘的家庭群体转变为基于领土之上的国家组织。

摩尔根发展了梅因的“亲属制度是初级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观点，提出一条建立在物质生活水平上的进化序列：蒙昧、野蛮和文明。这三个术语的现代词汇即狩猎—采集、园艺和农业。从假设的人类心智开始，摩尔根丝丝入扣地分析了亲属制度，避免重蹈梅因的空论。摩尔根用性的界阈来组织社会，也就是男性亲属的儿女和女性亲属的儿女互相通婚，里面有交表婚（姑舅表婚），也有平表婚（姨表婚和从兄弟姊妹婚）。当人类已经形成亲属群的时候，就迎来社会组织的黎明。这时人类的两性关系比较紊乱，必须逐步加以限制。族外婚的出现导致了氏族，氏族的发展形成胞族，在胞族的基础上组成部落。部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人际互动是平等的，且没有私有财产，亲属制度是狩猎—采集、园艺社会的基本政治工具。摩尔根的“通过婚姻纽带整合成更大群体”的政治观，为后来的列维-斯特劳斯所继承，发展为结构主义的婚盟理论。摩尔根关于“剩余产品引起个人财富，继而引起法律和政府，政府是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而领土是通过共同的文化纽带形成的”的观点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炼了摩尔根关于政治体系分类和演化的思想。

弗雷泽提出巫术的社会控制作用。斯宾塞提倡社会有机论，论证了政府的由来。他们的进化论图表严格而简单，古典进化论者虽然对早期社会的属性究竟为父系还是母系争论不休，不看风俗的文化内涵，抽象地比较，使人们失去研究的敏锐性，但是他们否定了基督教的神创论，为政治人类学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二）结构-功能论

政治人类学源起于梅因、摩尔根等人的研究，但古典进化论者的范式要么根源于臆测，要么就是从宗教信念中寻找原动力。在“一战”前后，人类学开始奉田野调查为圭臬，对小型社区进行微观研究，为政治人类学的诞生准备了实证基础。

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了解决学科的发展，同英国殖民当局接触，为田野研究筹集资金。恰在那时，英国政府推动了一场社会科学转向为政策服务的运动。30年代，他们把人类学改造成注重殖民地政策的社会科学。但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的态度不同，他经常发表政论，提醒殖民当局根据人类学家的建议采取行动。布朗则有些超脱政治。这种态度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中可以察觉到，作者们对殖民当局的政策不置可否。但却超脱不了政治，因为书上清楚地传递了“土著已经按原有的方式生活了几百年”的信息，等于劝告殖民官员不要去干涉人家，免得劳民伤财，同时，也对英国社会激烈辩论的“间接统治”作出回应。

《努尔人》是埃文思-普理查德十年磨一剑的产品，1930年开始调查，与《非洲的政治制度》同年出版。二著的思想撼动了梅因和摩尔根奠定的从血缘到地缘的社会政治基础。

社会可能是由一些亚群体组成，它们在语言、文化上互有差异，在政治上也不是人人平等的，各群体内部、各群体之间经常会出现紧张。为了更好地区分和理解社会结构，利奇感到有必要把这些事实归并到一个永远躁动的二元结构中去，克钦山区的政治体系动荡交替，斗争的结果是古姆萨和古姆朗各自向对立面转化，“墨尤-达玛”的非对称性，以及古姆萨和古姆朗制度的无序性起着深层动力的作用，推动政治变革的因素有三个：

（1）自然环境或生态——指满足基本生计的资源与生产工具两者所构成的变项。

（2）政治环境（即政治史），一个社会无论如何界定，从某种观点来看，其自身总是一个政治组织单位；但从另一种观点，它同时又只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即一个规模更大的政治体系的一个环节。因而，任何政治单位的稳定性，必然受该单位所属的大规模政治体系内的结构与权力分配之变迁所影响。

（3）人的因素。在任何历史故事中的“伟人”无疑最好只是视他们为该环境之产物；但在社会变迁的分析里仍应顾及个人的雄心与个人的吸引力这些变项。（李区［Leach］，1999：256—257）

“钟摆”理论改变了过去偏重于平衡状态的共时性研究倾向。利奇的这套做法为马克斯·格拉克曼所秉承。

较之于早期的研究取向，后期的结构-功能论不是继续描绘涂尔干“社会和谐、内部统一”的美景，而是分析矛盾和冲突，和马克思主义拉近了距离，因为这么做等于强调社会的常态不是团结和谐，而是冲突和矛盾。因涂尔干和马克思的范式各自有强调维持整合的一面，尤其是社会（个人、群体和全体社会成员）在文化上的对立统一，因此，后期的结构-功能论的基本主张似乎是对这一观点的沿袭。

（三）文化生态学

这个范式是在戈登·柴尔德、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德倡导的新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V．Gordon Child，1946）。经过三个阶段才形成了整体格局。

怀特依据社会复杂程度与技术进步两大因素来判断发展阶段，他的进化观称为“普遍进化”，亦称“整体文化的进化”。怀特指出，技术的进步、工具的发明使更大程度的“能量获取”得以实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冲突与战争的频率增加，也就更大程度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终于出现了高级的协调形式。斯图尔德曾经用“具体文化”与“整体文化”的对立来抵御怀特的两大进化因素及进化机制的系统运作，他关注具体环境的具体适应形式，尤其是主导性的具体文化样式，认为明显一致的演化阶段只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的相同适应过程，比如，水利灌溉引起了集权倾向，这种情况发生在旧大陆的四个文明点，同样也发生在新大陆的两个文明点。

埃尔曼·塞维斯和马歇尔·萨林斯努力把怀特和斯图尔德的进化观提炼成“队群—部落—酋邦—国家”的演化图式（Elman·R．Service，1958）。他们发现，过去人们只是注意文化变迁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它或者是技术进步，或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或者是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总之，都把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源确定在事物的内部。实际上必须引入同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酋邦理论，学会运用正反馈、负反馈、原动力、系统论、强化生产等概念，从相互作用的视角看问题。卡勒弗·奥伯格、罗伯特·卡内罗、柯林·任福儒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促使人们转移注意力，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设想成推动进化的主力，放弃社会演化问题上坚持的单一因果模式，综合考虑诸如人口、环境、技术、灌溉和认知等多种因素及其相互影响。

马文·哈里斯和罗伊·拉帕波特引导了文化生态学的一种新变体。他们调整了进化论的分析重点，把不同级别的文化单位看成系统，解释文化系统的适应性功能或维持系统的作用。从这个范式看问题，马利诺地区策姆巴加人（Tsembaga）的杀猪仪式，起着保持种群规模、避免雨林环境恶化的作用；夸扣特尔人的夸富宴维持了部落内部食物分配的均衡；印度教徒赋予牛的神圣性，则是维持农业食物链的重要环节（Roy·A．Rappaport，1967：51—64）。利科克等学者不同意马文·哈里斯的关于神牛崇拜的炒作，批评他通过描述第三世界的穷人和农民的落后行为，来美化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制度（Eleanor Leacock，1972：61）。尽管如此，这一新变体把研究重点从人类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到“人定胜天”的主动角度，强调人类在应对自然时使社会复杂化，用日益高级的文化形式与自然保持互动，这一点还是可取的。

文化生态学家尤其强调实证性，他们从三个维度给政治体系分类：

（1）在组织学上把政治体系分为国家和前国家两种。把前国家进而分为两类：级别较低，规模较小，亲属血缘群体（世系群）没有分化的社会体系；级别较高，规模较大，世系群发生分化，有的具有法人性质，社会组成单元增加的社会体系。

（2）在比较政治的角度上把政治行为区分为政治（制定政策）和行政（执行政策）。前者层次较高，后者层次较低，共同组成统一的社会政治体系。因此，可以根据人类政治行为的分化或专业化来划分政治体系，越是原始的政治体系，政治与行政越是统一于一个权威阶层或权威机构，只是到了后来，决策权和执行权才逐渐分离并交给不同的权威阶层和权威机构掌管，政治体系也就发展了。

（3）在生物链条上建立三个焦点：动物群体、人类个体、人类群体。把三者均看作谋求支配权力的实体，通过比较三者的行为，进一步把社会当作政治体系划分为：“原始社会—文明社会”；“平等社会—阶等社会—阶级社会”；“群队—部落—酋邦—国家”等不同模式。

（四）象征人类学

特纳对这一范式的贡献卓著。他在《象征之林》（1967）和《仪式过程》（1969）中谈了很多。例如，象征不是文化的窗口和媒介，而是研究的对象；文化是特定社会的民族特质和世界观的整合，或可形容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操作者”；当符号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仪式与人为安排）中相聚集时，可能引起社会变革。他在研究恩登布人的治疗巫术、成年礼或狩猎仪式时，注重发掘象征对于行动者身份的转化以及解决冲突、规范成员等方面的社会作用。沿着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思路，特纳发现仪式的机制，发展了研究方法，他倡导的阈限、边缘、反结构、交融等，后来成为仪式分析的概念。

（五）过程论和行动论

“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附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互动刺激了殖民地社会的族群互动。非洲的头人因其两重性（对上代表村落，对下则代表殖民政府）产生了角色冲突，亚洲因官方语言的确定，使一些小民族以及乡村区域被边缘化了。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政治人类学离开了“恒久性平衡状态的政治结构”的假设，转到对政党、宗派、竞争、冲突、变迁、决策等过程的动态研究上来。人们称这一时期的范式为“过程论”。代表作有1966年斯瓦兹、特纳和图登合编的《政治人类学》，1966年斯瓦兹独编的《地方层面的政治学》等。过程论把研究对象明确为团体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连续行动，主要关注点是：

（1）描述政治人物的特征，从临时头人到大酋长再到现代政治家的行为习惯来捕捉到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特点；

（2）描述权力继承以说明继承制度决定着权力传递与国泰民安的关系；

（3）描述利益集团传统的组织形式（结社与帮会等），窥视现代政党发展的雏形。

20世纪60年代末，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再次转移，从过程论与阶段论转到个体心理与个人行为上来。这些个人在极其有限的政治环境中为了权力而竞争。代表作有贝利的《计谋与瓜分》，其结合象征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用仪式表现冲突，借以整合社会。这种侧重描述个人获得和保持权力的策略，与解释政治竞争和实现公共目的的过程论有很大的不同，因而，被称为“行动论”。过程论和行动论的共同点都是主张动态的、历时性的研究，反对共同时的结构功能研究。

（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20世纪40年代，人类学营垒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声音，首倡者是前面提到的戈登·柴尔德，他运用历史唯物论解释文化遗址，取得瞩目的成绩。1968年，马文·哈里斯在《人类学理论的兴起》中写到：“马克思显然不是与人类学无关的人物。”（Marvin Harris，1969：674）1972年，美国女民族学家利科克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了长篇导引，从九个方面传播恩格斯的观点：即《起源》和《古代社会》的关系；“诸阶段”的概念；进化论的政治含义；原始共产制的性质；原始社会的亲属关系与婚姻；专偶制的产生和妇女的屈服；恩格斯对妇女屈服的论断带来的政治分歧；国家的兴起和民族学的理论方法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时候，欧美出现了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变体，两派的侧重不同，但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田野调查，解读村庄文化、考古遗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时十分相似，例如，两派都在贯彻马克思的阶段论、社会分工论、剩余劳动学说、阶级斗争观点，两派都信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力图把握人们与基本的生存资源和生产资源的关系，在原始经济中廓清等级、地位、权力、资本、剥削、异化等概念。由此写出的民族志文本精彩纷呈。

1．结构马克思主义。在扬弃人类学的思想方面，结构马克思主义做得很成功。较之于坚持旧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文化生态学，结构马克思主义具有显著的超前性。它主张文化进化的决定因素来自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而不是自然环境或技术。它不反对生态因素（自然、技术和人口），但通过社会关系过滤这些东西，把它们压缩成分工、协作、再分配等生产组织的或政治组织的次要因素，再进入分析框架。它批判文化生态学没有注意到物质现象后面的社会关系和象征符号（Jonathan Friedman，1974：444—469）。它指出社会人类学所关注的社会关系——谱系、氏族或偶族（半族、两合组织）、世系群等，有别于生产方式当中的社会关系，它批判把社会组织的表层符号当作社会结构的内在模型，忽视生产关系这一隐蔽的制度操纵者的倾向（Maurice Bloch，1971：79—87）。

结构马克思主义者严肃地对待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文化样式，承认信仰、价值和分类体系等文化样式在社会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把文化转换成“意识形态”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三个作用：现存秩序合理化、调和阶级矛盾、美化剥削制度和不平等现象（Bridget O'Laughlin，1974）。

2．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和“欠发达”的发展理论有关。学者们结合人类学家在拉丁美洲等地的田野研究，专注跨地区的政治经济体系，研究资本主义的渗透对当地造成的影响，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以及社区对这种变量的承受能力或适应性。这一派的成员大多数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波兰尼是最重要的代表。有很多人接受过文化生态学的训练，但和早期的生态文化学不同，他们不研究“原始社会”，而是研究“农民”，认为重要的外部力量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该学派主张注意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政治经济斗争的背景下解释阶级或团体认同进程中的象征符号。

政治经济学有其长处：一是关注跨地区的发展进程，二是重视历史方法。政治经济学派的成员经常告诫人们，农民乃至部落社会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全球交换体系的构成单位。他们不像以往的人类学家（利奇等人除外）把所研究的样本想象成“孤岛”，忽略了它们与外在系统的交融。

这一范式有两点不足：一是经济成分太强，政治力度不够。因为它频繁地使用工资、市场、货币联系、经济剥削、不发达这类词汇，较少使用权力关系、支配、操纵、调控这类术语，对政治术语背后的经济现象揭示不多；二是重视大尺度的研究，轻视小尺度，因为它假设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绝对优势，世界上再没有世外桃源。对于欧洲、日本的农民说来，这个假设可能没错；但对于遥远的社区而言，哪怕是个小村庄都有独特的历史与结构。

笔者曾指导过一名博士研究生运用世界体系在滇西北民族地区做田野研究。当地社会在迎合世界体系的同时，也产生着拒斥。主要表现为：（1）生活自给品的大量存在；（2）传统生计地位的稳固；（3）现实能力的制约。其中，第一点是文化适应和习惯延续的结果；第二点是相对于市场的风险而言；第三点是获取收入的途径有限。（李亚锋，2014）

至此为止，本文已将笔者所理解的学科轮廓描绘出来了。我勾勒了六个部分，前期路径占两个部分，界定学科的位置是一个部分，其余三部分为概念体系、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由于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交叉性质，自然要用人类学的方法、知识、原理解释民间的社会政治现象。我还提出从政治行为、政治整合、政治演化、政治体系以及政治文化等维度界定学科概念，方能全方位阐明这门学科的观点。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涵盖社会文化整体等诸多方面，其研究范式包括了从古典进化论到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而且越来越趋向成熟。最近几十年来，致力于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以丰富的证据向人们表明这门学科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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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马氏”一词在中国大陆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学术界，专指文化人类学领域享有“科学民族志”之父称号的英籍波兰人马林［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这一中文称呼系马林［凌］诺斯基的中国学生费孝通先生于1940年起在译介老师作品中首提。费孝通在1940年11月14日所译［英］马凌诺斯基的第一部人类学一般理论专著《文化论》之“译序”“页二”中写道：“马凌诺斯基本人即在新几尼东岸特洛布陇岛（Trobriand Island，British New Guinea，今译‘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实地工作多年。其名著如《西太平洋上之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初民之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1929）及《珊瑚岛屿上之田园及其巫术》（Coral Garden and Their Magic，1935），俱为人类学史上之经典，即与马氏理论见地不同者，亦无不异口同声推为划时代之贡献也。”参见：［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译序”（1940年11月14日）第二页。因此，“马氏”有别于“马恩”，“马恩”系“马克思”与“恩格斯”俩人之合称，沿用于汉语学术界，故略去不详。以上内容引自本辑论文，陶庆：“重返与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2)
  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中，“政府”通常当广义解，即中央集权制的行政机关和司法制度，当在狭义上使用时，则换成“行政机关”或“行政制度”。


(3)
  贝专纳是英国在非洲中南部建立的殖民地，1966年9月30日宣告独立，定国名为博茨瓦纳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内。恩瓦托人是博茨瓦纳八个民族中最大的一个，据2013年的统计为89万人。


(4)
  “Reader”是英联邦高校教职系统中位于正副教授之间的一种研究型教授，又有某基金会支持下的讲座型和普通型之分，原文“Smuts Reader”即如此。Smut可能是人名，它的复数形式Smuts可能是一家人，并作为基金会的名称。据此可将Smuts Reader译为“斯姆策讲座研究型副教授”。


(5)
  卡韦朗多（Kavirondo）是东非高原与维多利亚湖相连的一个浅水湾，今称维南湾（Winam Gulf）。


(6)
  此书原名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1999年中国台湾出版张恭启和黄道琳翻译的繁体字中文版，书名为《上缅甸诸政治体制：克钦社会结构之研究》，2010年中国大陆出版了杨春宇和周歆红简体字中文版，书名与中国台湾版大同小异，此处采用中国大陆版的书名。


(7)
  参见：《上缅甸诸政治体制：克钦社会结构之研究》，第六、八、九章的有关内容。


(8)
  编者注：美国学者Ted C．Lewellen在中文译文中没有统一译法，有学者也译为“卢埃伦”“卢埃林”“莱维伦”“李维仁”“莱威伦”等。以下行文不再作说明，特此注。


(9)
  参见：中国政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政治学参考资料》（第1期），1988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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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可

作者简介：

范可（1957—），男，福建厦门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摘　要：
 政治人类学的奠立标志是1940年福特斯、埃文斯普里查德等学者所著之《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迄今为止，近70多年过去了，人类学历经了风风雨雨。


本文认为，对政治人类学下一个定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到今天，所关怀的问题持续变更，但是，有一点却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涉及人类本质的一些问题的深切关怀。

人类学家李维仁认为政治人类学关心的问题，一是不同政治制度如何分类；二是对政治制度演化的研究；三是政治人类学研究前工业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四是对前工业和发展中社会之政治过程；五是过去的“部落”社会对现代化的反应；六是对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自16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扩张过程的政治分析；七是镶嵌在国家社会里的次文化是如何通过非暴力和隐秘的方式来操控权力以求获得自身的提升；八是学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为政治人类学注入的一种全新的挑战有关权力之基本预设的声音。随着对人类学研究的总体反思和重新评估，人类学的政治学本身也应当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人类学的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的最大差别在于人类学者应当进入任何与政治过程相关的人物和群体的内在世界，直接捕捉他们参与政治过程的动机与心灵世界。这点也将当今政治人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与他们的大多数前辈区分开来。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似乎不太注意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因此有人质疑人类学家对政治之研究的有效性。早期研究社会政治的人类学家没有任何政治学的训练，他们的研究基于深厚的实地工作经验。然而，当人类学家开始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内思考问题时，他们日益重视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但是他们始终未让政治学研究取向和兴趣凌驾自己。人类学者的政治研究仍然通过深入的田野研究来获取资料。他们与被研究者的近距离接触，面对面地攀谈，广泛搜取各种有关人们每日生活的信息，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政治学者迥然不同。近几十年来，由于对民族国家政治如何影响到民众自身历史书写的历史关怀，使得人类学家对地方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虽然政治人类学奠立的标志是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但对社会政治的探讨几乎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伊始就开始了。早期的古典进化主义人类学家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并没有一定的社区疆界。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发展促使当年的人类学家在人类社会中寻找可以比照的“他者”，以求在时间系列上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进化理论招致了许多批驳，人类学研究开始奉田野研究为圭臬。人类学进入了如我们所言之“解剖麻雀”的小型社会研究。诸如国家、文明起源这类宏大叙事不再为人类学者所推崇。“二战”以后，政治人类学研究依然在整体上承袭了结构-功能范式。结构-功能范式主宰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实际上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从这个时候起，“过程论范式”在政治人类学的领域里取代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新的范式的出现有着内外在动因。内在的原因是人类学家试图跳出结构功能理论的窠臼；外在的原因则是“二战”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行动论成为政治人类学的主要取向之后，涌现了不少重要著作，揭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内的各种利益集团是如何操纵象征，个体和群体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进行互动和定位。由于注意到了社会精英对象征的控制与操纵，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对族群性问题感兴趣。进入了70年代以后，由于战后一连串事件所引起的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人类学家意识到，随着整个世界日益卷入世界市场，以往那种与世隔绝的部落或社区早已不复存在。在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影响下，加之社会文化人类学自战后所产生的转向，政治人类学领域内遂形成了另一个与先前的取向迥然有别的范式，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它的出现甚至标志着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淡出，因为从那时候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出版物都与政治脱离不了瓜葛。到了20世纪晚期，当年研究非洲的政治人类学家的著作遭到责难。如何对待当年的经典，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曾有一篇著名的演讲。他认为，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是积累的，人类学不断地挑战和否定旧的范式，但旧有的关怀和概念却在一定的时候返回来或者被重炙。

政治人类学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将之同其他人类学的次级领域区分开来。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次领域，重振的契机就在于抓住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的政治互动来作为切入点。在网络世纪里，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内部地方上族群的话语与国际上一些组织的话语似曾相识，不同的信仰群体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互联网施加影响，它甚至可以改变不同社会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导致的国际间人口跨国流动态势的增强，国家的作用在社会控制方面将不同以往。因为原先某些为国家——政府所掌管的职能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行使，所以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无论其跨国与否，都可能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关键词：
 政治研究　结构-功能主义　过程论　行动论　政治经济学范式





一、引　　言

政治人类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领域，研究的课题涉及人们的决策行为、权力控制、社会整合等许多方面。政治人类学的奠立标志是1940年福特斯、埃文斯普里查德等学者所著之《非洲政治制度》（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1940）一书的出版。迄今为止，近70多年过去了，人类学历经了风风雨雨，当年因与殖民地政治不无关联而遭后人诟病的政治人类学，今天似有些春风不再。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尽管许多人不大用政治人类学这个术语，但他们的研究却可以归入政治人类学的范畴。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今天的人类学在研究视角上都会透视到政治，因为我们在考虑任何社会文化事项时都会顾及有关事项所处时空背后的权力关系。如果说，政治人类学确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需要重振，那么，我们要问，重振的立足点何在？这一领域为什么会遭遇今天的窘境？当年的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的整体发展上具有什么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当年研究非洲的人类学大师的学术遗产还在影响我们所从事的学科？本文立意于回答这些问题。

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在简要地廓清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之后，就政治人类学的滥觞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虽然政治人类学的出现与当年殖民地当局的政治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就政治人类学上的经典作家而言，当年的殖民地政治似乎只是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语境而已。换言之，他们研究的本意里甚至有着反殖民统治的动机。近两年来，有些人类学家对那段时间的人类学学说史研究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Kuper，2005：47—64）
(1)

 。无论如何，人类学家所作的贡献为我们理解不同社会的政治过程提供了洞见。我们不仅因为他们的独到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总体的认识，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贡献，人类学超越既定的社会—文化范型，走向了理解整体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领域——人类社会多种样态的政治活动。我还将就当年政治人类学的影响展开较为充分的讨论。由于战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许多原先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然而，正是由于这一新的形势和条件，当年政治人类学大师们的学术贡献在今天看来才弥足珍贵，他们的学术遗产引领了许多新课题的开拓。

二、政治人类学的要义与缘起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政治人类学究竟与人类学的其他领域有何关系？为了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就何为政治人类学下一定义。正如本章开篇提到的，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课题多与社会政治有关，但如是说又当如何同政治学区分开来？因此，对政治人类学下一个定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到了今天，所关怀的问题持续变更，但是，有一点却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涉及人类本质的一些问题的深切关怀。也许正是这种潜藏于人类学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好奇心，才推动了这门学科与时俱进和课题、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对长期以来被认为属于政治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课题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此明了有哪些东西是政治人类学所关心的，以及政治人类学所作的研究如果与相关领域所作的贡献相比，有哪些独到之处。

根据对人类学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与取向，人类学家李维仁（Ted C．Lewellen，1994：2—3）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作了总结并有所点评。他指出：第一，政治人类学关心不同政治制度如何分类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有些研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它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术语、概念，以及对社会不同层面的复杂性所提出的不少洞见，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研究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对政治制度演化的研究也是政治人类学乐此不疲的话题，尽管经典社会人类学家如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有关制度进化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第三，政治人类学研究前工业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与功能。然而，也恰恰是在这方面，政治人类学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圈子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其原因在于这方面的经典研究给人以所研究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似乎是僵滞和理想化的（static and ideal）印象。但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批评之后，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最具有动力的政治过程，也可以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里。第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对前工业和发展中社会之政治过程的关注，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风靡一时。这一取向所强调并不是变化中的制度，而是独立的个人的操控和计策行为。第五，政治人类学近几十年来特别关注过去的“部落”社会对现代化的反应。第六，世界体系理论刺激了人类学家对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自16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扩张过程的政治分析。第七，近几十年来的重要主题还包括镶嵌在国家社会里的次文化是如何通过非暴力和隐秘的方式来操控权力以求获得自身的提升。第八，随着学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为政治人类学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挑战有关权力之基本预设的声音，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政治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诠释。最后，我想在李维仁的陈述上再加上一点，随着对人类学研究的总体反思和重新评估，人类学的政治学（politics of anthropology）本身也应当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它关注的是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旨趣的发展与不同时代特定的权力关系之间的相关性（Gellner，1995：11—26）。

以上勾勒了政治人类学的要义，也就是它如何可为的问题。既然这一领域称为政治人类学，最重要的语汇当然是“政治”。那么，它与政治学区别何在？看看政治学家如何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或许对这一问题有所帮助。近十多年来，学界比较普遍接受的有关政治学的定义是：这门学科研究的是群体的集体决策过程（Axford and Browning，1997）。当然，政治学也关注个人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甚至决策者的身世背景、个人心理特点与决策过程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政治学家讨论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政治学在研究旨趣上与政治人类学不无交叉，尽管政治学教科书通常没有提及政治人类学的学术贡献，我们还是能从近几十年来政治学著作上看到政治人类学的影响。当今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上至国家议会政治下至民众的“草根政治”，人类学的影响显而易见。那么，如果必须将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作一明确的区分的话，我们还是得回到人类学的传统定义上来。今天，人类学基本上被定义为研究“他者”的科学（Adams，1998）。我们可以这样领会，对于研究本社会的人类学者来说，“他者”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所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来审视自我，这样，“自我”就成为“他者”。这样的立场与人类学上的“主位”研究法并不抵牾。“主位”研究法强调的是研究者应当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来观察和思考，但不等于研究者必须同意和接受被研究者的观点与看法（Harris，1999：31—48）。人类学是一门强调比较的学科，这种“他者”与“本我”的角色互换是符合比较精神的。如此说来，人类学的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的最大差别在于人类学者应当进入任何与政治过程相关的人物和群体的内在世界，直接捕捉他们参与政治过程的动机与心灵世界。这点也将当今政治人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与他们的大多数前辈区分开来。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人作为一个物种，群居而组成社区与社会。因此，必然需要某种机制来进行协调。在西欧，很长时间里一直有如何达成社会契约的争论。所谓社会契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社会需要法律和权威的问题。这一争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达到了顶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事实上，有关社会契约的各种讨论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主流，我们因此可以在19世纪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学著作里体会到这一点。虽然说政治人类学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出现与殖民主义历史和殖民当局的需要不无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人类学家对有关社会结构功能等方面的讨论还是秉承了上至柏拉图下至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的兴趣所在（Kuper，1988；Layton，1997）。正因为如此，早期人类学的经典作家如梅因（Henry Maine）、摩尔根（Luis Henry Morgan）等人的著作才会引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关注。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似乎不太注意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因此有人质疑人类学家对政治之研究的有效性。早期研究社会政治的人类学家没有任何政治学的训练，他们的研究基于深厚的实地工作经验。然而，当人类学家开始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内思考问题时，他们遂日益重视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但是他们始终未让政治学研究取向和兴趣凌驾自己。人类学者的政治研究仍然通过深入的田野研究来获取资料。他们与被研究者的近距离接触，面对面地攀谈，广泛搜取各种有关人们每日生活的信息，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政治学者迥然不同。近几十年来，由于对民族国家政治如何影响到民众自身历史书写的历史关怀，使得人类学家对地方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应当看到，虽然直到前二三十年间，英国和法国学者，以及美国的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取向的人类学家才真正注意到文化概念的多种含义，但这一概念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或隐伏在大部分政治人类学的讨论中。它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将文化作为一种适应系统，这是指人们对环境挑战之技术上和观念上的回应；其二，将文化视为社会共享的象征和意涵的主观系统，包括语言、神话、仪式、正统的政治概念等。根据政治人类学家阿罗洛夫（Aronoff，1983：1—18；cited in Lewellen，1994：4）的看法，以上第二种文化认识被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广泛沿用，因为它提供了产生政治过程和政治过程中的心智和社会语境。

除了文化观之外，在政治人类学的学术观照（perspectives）里，社会还经常被视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这种理想型的观念的产生乃是由于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常常是那些专业和制度分工不明确的社会。这种观念认为，这类社会如同编织起来的关系之网，是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当其中的某一部分发生改变时，自然会作用到其他的方面，从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运作，如同中国人所说的“牵一发动全身”那样的效果。今天，虽然大部分学者不再这样解释问题，但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的系统依然是人类学观照的基本点，因为经验研究证明，许多社会的次级群体存在着相对的自治。

另一个长期以来备受攻击的人类学主题——演化（evolution），依然是政治人类学上一个隐蔽的预设，甚至对那些不考虑时间因素的结构诠释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代表了人类技术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无法将这些社会当作孤立的文化复合体（cultural complexity）来进行审视。近几十年来，人类学者充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前工业社会变迁中的强烈影响，所以无视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已成明日黄花（Lewellen，1994：4）。

如果将以上有关政治人类学基本研究方法、立场和观照方式作一归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今天的政治人类学立意在于通过聚焦于“地方”的政治过程来审视大的、外在的政治经济学语境如何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这样的对照成为政治人类学主旨，体现在所有的研究当中。然而，达到这样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前文已提及，虽然政治人类学奠立的标志是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但对社会政治的探讨几乎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伊始就开始了。早期的古典进化主义人类学家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并没有一定的社区疆界。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发展促使当年的人类学家在人类社会中寻找可以比照的“他者”，以求在时间系列上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早期通过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私有财产、继承诸方面入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如梅因、摩尔根，以及麦克伦南（J．M．McLennen）、巴霍芬（J．Bachofen）等人，正式职业均为律师。他们之所以将在注意力放在考察这些现代社会中最经常遇到法律纠纷的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完全是他们的职业使然（Kuper，1988：3）。但他们著作的主线（theme）毫无疑问是与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一脉相承，在19世纪欧洲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演化观念。

从柏拉图开始，在传统的欧洲政治哲学家的观念里，政府和政治是文明的产物。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梅因是第一位挑战这种观念的学者。在《古代法》（Ancient Law，
 1861）中，梅因认为，原始社会以父系亲属制度为原则组织起来，血亲（“kinship in blood”）是社区凝聚的唯一基础，并通过一系列神圣的禁令发挥政治功能。他相信，社会演化的方向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而组织则由血缘转向地缘，所以“地邻接触”（local contiguity）是发生政治行动的场域。由于血缘纽带的重要意义，人们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当发生地缘接触的时候，社会就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因此，梅因指出，社会进步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从“身份向契约的运动”（a movemen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而社会也就从基于血缘上的家庭群体革命性地转变为基于领土之上的国家组织（Kuper，1988：27—28）。

之后，摩尔根发展了梅因有关亲属制度是人类早期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洞见。他在《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1877）一书中通过对美国纽约州易洛魁（Iroquois）印第安人亲属制度的研究，推出了人类社会历经了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文明三个阶段，构成三阶段的基础是不同的生计模式。摩尔根通过语言学调查，在亲属制度的精细分析上，支持了梅因的假设，但认为社会组织始于杂交乱婚（pro miscue us horde），然后渐次排除了有血缘关系者之间的性关系，最后发展到了一夫一妻。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和对财产的控制。正是在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类进入了以国家权力出现为标志的文明时代。

既然认为政治人类学缘起于梅因和摩尔根等人的研究，那么为什么学术界并未将之视为这一领域奠立的标志呢？出身南非任教于英国的人类学家亚当·库柏（Adam Kuper）在讨论了摩尔根之后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贯穿在摩尔根思想中的基本立场与其说是政治的还不如说是宗教信念。他的最终目标是证明人类历史造就了道德感，这是进步的历史，它统合了这个物种的所有方面。如果说他（摩尔根）不加选择地借用了穆勒（Muller）、麦克伦南（McLennan）和泰勒，那是因为他们共同享有这样的信念（Kuper，1988：75）。

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进化理论招致了许多批驳，人类学研究开始奉田野研究为圭臬。田野研究大师马林诺斯基虽然不是田野考察的第一人，但却由于偶然的机遇，他的田野作业方式成了人类学方法论上的范型。人类学进入了如我们所言之“解剖麻雀”的小型社会研究。诸如国家、文明起源这类宏大叙事不再为人类学者所推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对人类文明的前景产生怀疑。因此，对人类社会如何整合达到和谐的讨论甚至也在一向以讴歌文明进步为主的法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无疑，这样的叙事也离不开对小型社会的剖析。以这样的思想背景为依托的人类学家，如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同接受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相信不同社会具有文化独特性的马林诺斯基一样，进入了田野（Gallner，1995：12—18；范可，1987）。笔者多年前也对此有过讨论（范可，1987）。这种研究小型社会的取向不仅使政治人类学发展起来，而且还刻画了这一领域的特性。

三、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黄金时代”

尽管迟至1959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伊斯顿（David Easton，1959：210—262）还对政治人类学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正如伦敦亚非学（SOAS）的人类学家科恩（Abner Cohen，1969a：215—235）所言，政治人类学不仅存在，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使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领域和学科显得有所不同。他主张，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的象征主义，因为象征多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而产生，人类的政治行为总是与象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如此，前现代社会亦然。科恩的说法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类学家的看法，反映了“二战”以后人类学研究旨趣上的某种转向。人类学家意识到几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究竟对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有意思的是，首先感受到人类学需要有这种转向的是当年曾经“无视”历史的马林诺斯基（范可，1987：35—44）
(2)

 。

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马氏开始主动同殖民地事务的决策者进行接触，为开展人类学研究筹集资金。显然，他取得了成功，并且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人类学》的论文中提出了“改变土著的人类学”这样的说法（Malinowski，1929；cited in Kuper，2005：42—64）。根据库柏最近发表的文章来看，马林诺斯基之所以如此作为，一方面，除了感触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对原住民社会文化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人类学在英国的边缘地位。当时，精英和贵族气息浓厚的英国学术界等级森严，剑桥大学从未将在那儿教书的里弗斯和哈登两人视为真正的绅士，因此，人类学在英国的顶级学府牛津和剑桥难以发展。而当年的英国有产阶级也对提供马氏教席的社会主义气息浓厚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屑一顾，因此，马氏的学生多为外国人和女性。少数追随马氏到这所学校就读，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如利奇（E．Leach）等人，甚至自认为是对本人出生背景的反叛（Kuper，2005：47—64）。

其实，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上出现的这种转变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科学界的整体趋势。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开始发展一些较为全面的社会方针，为社会科学的咨询价值提供了市场。有历史学家指出，社会科学转向为政策服务的运动反映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在不断成长的专业化力量和强化概念建构的科学方法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科学的范型慢慢地发生了改变，转向了对短期进程和变迁的关注（Rose，1991：388；cited in Kuper，2005：47—64）。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马林诺斯基把英国社会人类学改造成为注重殖民地政策的社会科学。但是，如果认为马氏想的是为殖民当局服务可能有失偏颇。马林诺斯基当时的主意是，人类学家提供事实，而当局根据事实决定该做些什么。然而，马氏并没有因此而对殖民当局的政策做法不闻不问。相反，他经常激烈抨击英国的殖民地政策（Kuper，2005：47—64）。另外，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仍然强调追求所谓纯粹的学术研究。埃文斯普里查德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通过宣称社会人类学应该坚持纯学术追求来同马氏为解决学科困境而采取的行动唱反调。埃文斯普里查德曾从开罗寄给福特斯一封信，强烈地表达了对当时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那种服务政府取向的不满（同上）。

由此看来，一味责备人类学家为殖民主义服务实有失偏颇。正如库柏所说的那样，事实上，《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就是人类学家坚持学术不为殖民政治服务的结果。1937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牛津大学创办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他和他的年轻助手——福特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开始挑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于1940年出版了这部经典之作。拉德克利夫-布朗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序言。库柏认为这本书在政治人类学乃至在整个人类学的发展上起了破题和开路的作用。这本书的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它改变了由梅因和摩尔根奠定的有关社会政治发展由血缘到地缘的经典讨论；这种两阶段论存在于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实际上更多对当时英国社会上激烈辩论的所谓“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问题做出了回应（同上）。从拉德克利夫-布朗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来看，这种讲法并非没有道理。众所周知，国家（the State）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它往往被理解为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体。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存在于现象的世界里。真正存在的是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独立的个体通过各种关系的复杂系统连接起来。所以，他认为，不存在着国家权力这类东西（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power of the State）（Radcliffe-Brown，［1940］1995：xxiii）。

显而易见，拉德克利夫-布朗相信，非洲社会是自治的系统，它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如此说来，所谓的国家权力实际上也就是具体的政府。而国家这个字本身必须从权力的意义上来理解。当然了，权力也不是国家的专利。《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建立起两种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模式，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centralized state structures）和“非国家政治结构”（stateless political structures）。虽然布须曼人（Bushmen）的游群（band）组织也被视为非国家形式的政治组织形态进行分析，但这本书主要的还是把焦点集中在分治的继嗣群制度（the 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上。应当指出的是，埃文斯普里查德1933年开始在苏丹南部努尔人社会从事田野研究，他的经典民族志——《努尔人》也在同年出版（Evans-Pritchard，1940）。这本书也描述分析了努尔继嗣群社会。两本书都对认识和理解为什么没有政府的社会居然可以掌控相当大的数量的人口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这种所谓“没有头”的政治制度（acephalous political systems）对社会实现稳定和平衡所起的作用，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涂尔干（E．Durkheim）的概念体系完全吻合。

福特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人用准确和精练的语言分析了非洲本土的政治形式，以及与通过这些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使《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成就，并因此而影响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数十年之久（Barth，2005：3—60）。由于秉承纯粹的学术追求，这本书的作者们并没有直接对英国殖民地治理政策提出批评，或者为政府提供什么咨询或者建议，但其文本的意义还是很明显，那就是殖民地政府不应去干涉土著的生活，他们已经按他们的方式生活了许多世纪。

《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的问世，使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多样性和发展演变成为学术热点。可以说，政治人类学通过这本书和因这本书刺激下出现的大量有关著述而得以形成领域。这一研究领域的旨趣与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大异其趣。当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一篇文章中就不无揶揄地声称他并没观察到所谓的文化。对他而言，“文化”一词所携带的意涵极为模糊，它并没有指认具体的现实，而只是一种抽象。他说在非洲，尤其是南非，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文化的互动，而是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发生在已然建立的社会结构中，而这种结构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他指出，对非洲部落变迁的考察必须置于宽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系统中来考察（Radclifford Brown，1952）。

在理论取向上，《非洲的政治制度》秉承了结构-功能主义，这是当年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因此，这部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所开启的研究领域并不意味着给人类学带来新的理论激励。但书中作者对所研究社会精细入微的考察，使人们得以理解政治（politics）与“政治的”（politics）之间的差异。换言之，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使读者领略到，在不同的社会里，政治实践可以隐含在社会的日常生活里，“治理”或“政府”（government）的理念如何涉及亲属制度、仪式、巫术和其他的神秘主义价值，以及社会自治如何通过这些要素的实践而得以实现，也就是弗里德（M．Fried，1964：181—190）借波兰尼（Karl Polanyi）之语所言的“嵌入的政治”（embedded politics）。一时间，这本书引领了许多学者的学术兴趣，但却也由于缺乏政治学理论和概念招致了一些政治学家和部分人类学家的批评（Easton，1959：210—262；R．Cohen，1965：117—131；Smith，1968：192—202）。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社会人类学在研究旨趣上出现了对不同社会所偏好的婚姻形式、继嗣群、年龄组等制度的研究，这些都涉及社会整合，是社会产生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同时，《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对国家社会与非国家社会的政治分野也影响了一些人类学家对国家权力及其演进过程的思考。对这些研究，美国学者库尔兹（Kurtz，2001：69—98）有所评述和归纳。

“二战”以后，政治人类学研究依然在整体上承袭了结构-功能范式，但也有人类学家开始挑战结构功能理论范式。但结构-功能范式主宰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实际上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从这个时候起，“过程论范式”（the process-ual paradigm）在政治人类学的领域里取代了结构-功能主义。库尔兹指出，过程论是独一无二的产自政治人类学的范式，而其他的理论范式与不同时期人类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导向并无不同（同上：11—13）。过程理论范式的形成反映了政治学对政治人类学的影响，因为它更多地把政治学理念应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过程理论的另一个名称是“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这一名称首先是科恩提出来的（Cohen，1974a），美国人类学家文森特（Vincent，1978：175—194）沿用了这一提法。

过程论或行动论范式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对结构-功能主义排拒的取向。换言之，在过程论里，“政府”——无论它以何种形式体现——不再是研究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代理人”（agent）。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分析个体行为与动机，并以此探索个体进入政治场域的途径。因此，文森特把行动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和政治学中的行为取向（behavioral approach）作了区分：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上的有关分析以个体及其动机为起点，强调抉择，以此推论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行动理论则将个人置于规范的或存在间隙的社会组织的脉络中，然后，再进一步分析政治行动与互动。文森特认为，除了来自社会人类学本身的刺激之外，行动论取向在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世界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同上）。

这一新的范式的出现有着内外在动因。内在的原因是人类学家试图跳出结构-功能理论的窠臼；外在的原因则是“二战”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战后世界的一大变化就是原先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因此，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政治互动也直接刺激了殖民地国家内的社会与族群互动，这就为行动论取向提供了形成与发展的时空条件。例如，在非洲，许多研究信息集中在村落头人与其在殖民地行政结构中角色的冲突；而有关拉美和亚洲的文献与报道则突出了当地的国族语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农村地区的边缘化，等等。出于对社会变迁及其实质性条件的关注，政治人类学领域遂形成了两条主线：其一，特定人物的直接面对面互动；其二，发生这种遭遇的场景及其社区。贝利（Bailey，1969）的著作是这种分析的典范。总之，到了20世纪60年代，政治人类学从对假设处于恒久性平衡状态的政治结构的综合研究转到了对诸如“政党”“宗派”（faction）以及政治策略等这类政治因素的分析。

促使产生新的政治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内在因素来自人类学理论母体。有学者认为，这种取向的出现首先归咎于“马林诺斯基的刺激”（Vincent，1978）。我们都知道，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论可以用发生-反应公式来概括。换言之，任何文化设计都是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在所有的需求当中，生物性的需求是第一性的；其次还有各种心理上的需求。马氏本人也曾有一定的心理学训练，他对他所研究的南太平洋岛民根据不同心理需求来选择特定的信仰仪式和实际技艺的功能性分析就是个例子。另外，一些与马氏有师承关系的学者，如麦尔（Mair，1965：20—35，1969）、费思（Firth，1954）、利奇（Leach，1954）、格拉克曼（Gluckman，1940，1956，1963，1965）等人，自20世纪30年代起的研究也对过程论取向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已经有摆脱功能主义理论的倾向。从格拉克曼和利奇的著作中，读者可以看到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与描述，只不过他们都把个体行为视为结构所规定的理性过程，目标在于维持社会的系统性平衡。同时，他们已经把冲突视为政治过程的主体，他们的理论对行动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Vincent，1978：175—194）。而以过程论闻名的贝利、特纳等人均为格拉克曼的学生，又曾集中在曼彻斯特大学，因此，有将他们合称为曼彻斯特学派者。

行动或过程理论的崛起主要以三部在20世纪60年代面世的著作为标志（Kurtz，2001：13，99）。这三本书分别是斯瓦兹、特纳和图登共同主编的《政治人类学》（Swartz、Turner and Tuden，1966）；斯瓦兹主编的《地方层面的政治学》（Swartz，1968）以及上面提到的贝利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Beiley，1969）。斯瓦兹和特纳、图登三人主编的书在政治人类学上引入了“代理人驱动政治”（agent driven politics）的概念性框架，而斯瓦兹两年后主编的有关地方政治的书则将他和特纳等人在《政治人类学》一书中所提出来的理念进一步发展和修订。贝利1969年的《计策与瓜分》（Stratagems and Spoils）则综合了上述二本书提出的理论理念，并进行了再诠释。贝利这本书因此几乎被奉为行动或过程论范式之圭臬（Kurtz，2001：99）。除了上述学者之外，行动理论的代表性学者还有博伊斯韦（Boissevain，1964）、科恩（Cohen，1965，1969b）等人。这些学者从研究政治与经济变迁转入对结构性原则是如何控制行动的考察，并进行比较和过程、发展的历史分析；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包括了制度性的行为、非群体行为、“隐形组织”（invisible or ganizations）以及冲突，等等。如果说1940年的《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对人类学政治研究的贡献在于勾勒了无国家政治结构，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行动理论的贡献则是揭示了政治组织的竞争形式。行动理论或过程范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研究前工业社会的封闭社区和边缘化的政治，而且还在于能够有效地帮助研究现代工业国家社会内的“底边政治”（parapolitics）和“灰色地带”（Vincent，1978）。

四、全球化语境里的政治人类学及其前瞻

行动论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政治人类学的主要取向之后，涌现了不少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揭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内的各种利益集团是如何操纵象征，个体和群体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进行互动和定位（Cohen，1974a），而与法有关的问题，如社会精英如何对法的过程与角色进行操控也吸引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力（Vincent，1978）。由于注意到了社会精英对象征的控制与操纵，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对族群性（ethnicity）问题感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当中有不少人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族群性应当从个人策略上进行解读。著名人类学家巴瑟（F．Barth，1969）和科恩（Cohen，1974b）在他们有关族群性的著名论述中就是持这样的取向。他们打开了解族群性如何被结构的路径，并使人领略政治环境变迁和经济发展是如何关系到族群性的浮现与张扬。

从个人之间的互动到群体间的互动，人类学家的眼界已经不同于以往。这种视角的出现，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与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关系。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战后一连串事件所引起的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并拜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的世界体系理论之赐，人类学家意识到，随着整个世界日益卷入世界市场，以往那种与世隔绝的部落或社区早已不复存在。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就是始于那个时代。大概与沃勒斯坦同时，一批受训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影响下，加之社会文化人类学自战后所产生的转向，政治人类学领域内遂形成了另一个与先前的取向迥然有别的范式，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政治经济学范式并非专属政治人类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出现甚至标志着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淡出。因为，从那时候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出版物都与政治脱离不了瓜葛。政治人类学与一般社会文化人类学之间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学术分野似乎再度模糊起来，于是乎出现了如库尔兹（2001）
(3)

 所描述的现象。但不管来自哪个领域，人类学上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确乎关注政治。

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传统。在19世纪，这一传统嵌入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想中。这一传统强调国家社会的经济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些政策是制度和政府结构的产物，影响广泛，涉及各类政治系统和类别，如国族、阶级、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等。与其他有关学科持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不同，政治人类学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考察国家社会的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们坚持了行动取向的一些长处，因此，在他们的分析中有时包括了对政治实践代理人，如“头人”“大人物”的考察。许多政治人类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他们通过建立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对不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然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政治经济取向的政治人类学家不太注意马克思有关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论述。相反，他们尤其注重分析不同社会的分配体系，这显然同波兰尼的影响有关（Kurtz，2001：14）。当年，波兰尼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而对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波兰尼本人在内（Polanyi，1944，1957，1966），如萨林斯（Sahlins，1958，1960，1963，1972）、弗雷德（Fried，1967）、沃尔夫（Wolf，1982，1999）、敏兹（Mintz，1985）等人均出自该校。政治经济学取向在研究和分析方法上经常同政治演化理论有所重叠（Kurtz，2001：13）。例如，弗雷德（Fried，1967）就用演化模式来解释政治现象，他认为对政治现象形成机制的解释有赖于政治经济学理念。而那些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人类学家如萨林斯则通过演化模式来论证政治经济过程（Sahlins，1960，1963）。近二十多年来，持政治人类学取向的学者试图通过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依附性的形成来剖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同时，建立起一套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的理论方法（Wolf，1982；Mintz，1985）。近来一些学者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实践上的重要性，并将之与反抗和霸权的理念相联系（Donham，1999）。意识形态提供反抗霸权的思想资源（Taussing，1980），同时，也可以消解这种反抗（Nash，1979；Kurtz，2001：14—15）。

20世纪晚期，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风潮在人类学界盛极一时，当年研究非洲的政治人类学家的著作遭到责难。如何对待当年的经典，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Wolf，1994）曾有一篇著名的演讲。他反对对既往的经典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是积累的，人类学不断地挑战和否定旧的范式，但旧有的关怀和概念却在一定的时候返回来或者被重炙。罗维（Robert Lowie）曾说：“传播论是把挥向进化论的斧子。”然而，沃尔夫指出，如果每一代人类学者都携带着砍向前辈的斧子，那么人类学必将如同荒芜的森林。沃尔夫还说，写的文化可能要求行文的技巧和风格，但解释（explanation）所要求的东西则多得多。人类学要求的不仅仅是描述和描述性的调查，也不仅仅是诠释（interpretation），人类学家必须超越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近似体验理解（experience-near understanding），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走向概念分析，这样才能洞察我们所了解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今天，距离沃尔夫的演讲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岁月的流逝却使我们感受到大师的教诲历久弥新。

五、余　　论

的确，政治人类学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将之同其他人类学的次级领域区分开来。笔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好介绍其中的一部分。随着研究对象的“泛政治化”，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次领域是否还有重振的必要？如果要重振，那它又能在哪些方面有别于其他次级领域？在信息四通八达的当今世界，甚至最边远的地区也不存在与外界全然无涉的政治。也许重振政治人类学的契机就在于此。人类学家也许可以抓住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的政治互动来作为切入点。在网络世界里，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内部地方上族群的话语与国际上一些组织的话语似曾相识，不同的信仰群体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互联网施加影响，它甚至可以改变不同社会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随着全球化导致的国际间人口跨国流动态势的增强，原先作为权力控制的中心——国家的作用在社会控制方面将不同以往，对于离开所辖领土的公民，国家基本无从过问；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再也不会按照国家的意愿发展。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里，国家都出现了主权缺失的现象（Giddens，2000）。一方面，人口和信息的跨国流动造成我们的星球某种程度上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Hannerz，1987：546—559）；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政府又试图阻止这种流动性（Turner，2007：287—303）。而各种跨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起了整体社会调控的作用。因此拉德克利夫-布朗当年为《非洲的政治制度》作序有关国家（State）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又被人类学家所重提。在这些人类学家看来，所谓的“State”是空洞的，它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因此，国家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也应成为新世纪的人类学主要课题（Trouillot，2001）。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无论其跨国与否，都可能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原先某些为国家——政府所掌管的职能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行使。虽然这些职能未必涉及对社会的控制，但它们的存在却是社会控制与和谐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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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库柏最近有关这方面的讨论的主要观点和史料主要来自于法国学者BenoitdeI' Estoile完成于2004年的博士论文。


(2)
  马林诺斯基曾公开表白他对历史的怀疑主义态度，宣称历史关心的是那些无法证明又难以否定的东西，参见（范可，1987）。


(3)
  Kurtz在他的《政治人类学——范式与权力》的序言中说，当他告诉一位同事关于他准备写这本书的计划时，那位晚他一辈的经济人类学者竟然惊讶不已，因为对他而言，所谓的政治人类学根本没有理论中心，它早就扩散到整个人类学领域（Kurtz，2001）。



政治人类学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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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新兴学科》（1990年第1期）全文转载。


摘　要：
 政治生活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现象，人类是“政治化”的人类。与此相适应，一门以人类学为主、融合政治学以及其他行为科学而成的年轻学科——政治人类学，便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般说来，人们普遍将福特斯（Forets）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二人于1940年合编的《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的问世，视为政治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起源。但事实上，运用政治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却要比这早得多。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都早就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类型感兴趣并着手进行研究了。

众所周知，在人类学家向来所研究的那些前工业化社会中，政治是无法同亲族制度、宗教、年龄层次的结交以及秘密社会等分别开来进行分析的；因为在许多那样的社会中，“政府”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非政治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不仅需要用政治学的术语和方法，而且更需要用人类学的或其他非政治学的术语和方法来阐释。这自然也就为政治人类学这门边缘学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空间，并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人类学家所寻求的是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但对任何普遍化的东西大都持怀疑态度。而且，人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经验的，从对现代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所撷取的概念，是较难于运用到对游猎——采集团体及以种植为生的部落的研究。由于社会早已结成各种关系交错而成的网络，因而某个因素中所产生的变化将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其他因素。所以，自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就经常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整个社会作为体系来研究了。

“二战”结束之后，除了人类学家之外，许多政治学家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等方面的研究愈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行列。

作为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尽管政治人类学发展和形成时间已逾半个世纪，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还显得相对脆弱与不完备。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还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他看来，政治人类学这门学科实际上纯属子虚乌有，因为要想把政治体系从其他社会体系中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政治人类学研究可能的涵盖面广，但大体可以将它纳入三个范畴：首先，是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其次，是对政治系统的比较研究；其三，便是对政治演变问题的研究。

政治人类学目前在国外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政治人类学在我国广大地区展开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前景，无疑将是十分广泛的。政治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研究和分析前工业化的社会，尤能显出其优势。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政治人类学这门学科独具一格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颇为侧重实证，显然可以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提供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思路，以及较新颖的研究角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定会有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这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业中，做出令中外学者瞩目的成绩来。


关键词：
 政治过程　政治系统　政治演变





在当今世界上，这样一种观念已愈益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政治生活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现象，人类是“政治化”的人类。与此相适应，一门以人类学为主、融合政治学以及其他行为科学而成的年轻学科——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便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对那些多民族社会的政治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优势确实是十分明显的。

这门学科究竟是怎样发展形成的呢？让我们先来简略地回溯一下其历史发展线索。一般说来，人们普遍将福特斯（Forets）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二人于1940年合编的《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的问世，视为政治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起源（M．Fortes and E．E．Evans-Pritchard，［1940］1961）。但事实上，运用政治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却要比这早得多。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都早就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类型感兴趣并着手进行研究了。譬如，美国人类学家梅恩（Maine）在他1861年所写的《古代法》一书中，便对政治系统的发展与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关于血缘与地缘两者都是政治组织的基础这一颇为精当的看法（J．S．Henry．Maine，［1861］1960）。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Morgan）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更是对国家等社会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进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较为清晰且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图式（Lewis H．Morgan，［1877］1981）。众所周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论著，便是在摩氏《古代社会》一书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升华，并补充了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而写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阶级社会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发展时期的认识，也主要是以摩尔根等学者的论著为基本依据而建立起来，并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

但是，我们确实难以忽视《非洲的政治制度》在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巨大功用。在该书的“导言”中，福特斯与埃文斯普里查德便开宗明义地宣称“我们并未发觉政治哲学家的理论有助于理解我们所研究的社会，而且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没有什么科学价值……”（M．Fortes and E．E．Evans-Pritchard，［1940］1961：1）正是这种独辟蹊径创立一种真正能“经世致用”的新学科的欲念，促成了该书的问世，同时，也才使得政治人类学能以一门独立学科的崭新面貌出现并渐趋系统化。在该书中，著者力图超越特殊的政治经验与政治理论的框架，建立起一种关于政治行为的科学，真正把人当作一种“政治动物”来加以全面的研究，从中寻求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组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环境与地理环境下的共同之处。而且，他们始终坚持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描述和分析同原始社会相关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并提出了政治系统的初步分类，即将其分为国家、未具国家形态的社会团体以及游牧群等。此外，该书还把当时在人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倾向，即结构功能主义与重视非洲经验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前工业化社会的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对政治人类学这门新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同上）。

“二战”结束之后，除了人类学家之外，许多政治学家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等方面的研究愈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行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利奇（Idmund R．Leach）于1954年写成了《缅甸高原诸政治体制》一书，把政治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其能够处理变化、阶层、政党以及政治和谐等问题。利奇与其他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的共同努力，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研究探讨非西方社会的客观需要，还掀起了一股不算小的研究政治人类学热潮。

当然，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直至1959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1959：210—262）还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他看来，政治人类学这门学科实际上纯属子虚乌有，因为要想把政治体系从其他社会体系中划分出来单独加以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不难看出，伊斯顿的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即只强调了事物之间互相联系的一面，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但由于这位颇具声望的学界泰斗做出了这样的断言，而这一看法又代表着当时几乎整个政治学界乃至社会科学其他研究领域的倾向性意见，再加上政治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不成熟性，便使得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途程荆棘丛生、曲折逶迤。

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这样的现实：人类学与政治学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至今仍鲜为人知的、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所以，这两门学科的联姻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众所周知，在人类学家向来所研究的那些前工业化社会中，政治是无法同亲族制度、宗教、年龄层次的结交以及秘密社会等分别开来进行分析的；因为在许多那样的社会中，“政府”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非政治组织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不仅需要用政治学的术语和方法，而且更需要用人类学的或其他非政治学的术语和方法来阐释。这自然也就为政治人类学这门边缘学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空间，并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到了1966年，美国人类学会特意组织出版了《政治人类学》专辑，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集中探讨了政治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与方法等问题，这无疑对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专门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多，有关的文章和专著接二连三地涌现，终于形成了这样一个以人类学为主、融合政治学和其他行为科学而成的崭新学科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派生出了与此相邻的法律人类学、战争人类学等专门学科，为世人所瞩目。

尽管作为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政治人类学发展和形成时间已逾半个世纪，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还显得相对脆弱与不完备。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在二十年前对该学科进行批评时所指出的那种景况，即“尚不存在关于（政治人类学）包括或不包括什么，或该学科所运用的基本方法论集中点是什么，这样的完备的、人皆公认的标准”（转引自：Ted C．Lewellen，1983），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导致这种景况长期存在的原因固然很多，主要是因为各种形式的研究显得分散和孤立，理论性不甚强，系统性较差，而且不少概念和范畴仍显得较为含混。此外，也还由于一些以“政治人类学家”自居的有影响力的学者，如罗纳德·柯恩（Ronald Cohen）、阿伯纳·柯恩（Abner Cohen）、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以及乔治·巴兰迪（Geoges Baladier）等人，时常论述的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而非“人类学”方面的问题，便使得政治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一种混杂的研究存在着。
(1)

 在该学科的研究中，对前工业化社会中政治体系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曾颇为时髦。但正是由于集中于前工业化社会的政治体系等问题的研究，也使得在该学科的研究中易于产生两种偏向：一是研究所关注的范围相当狭小；二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与含混，以致很难界定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之中。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所寻求的是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但对任何普遍化的东西大都持怀疑态度。而且，人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经验的，从对现代发达国家的研究中所撷取的概念，是较难于运用到对游猎——采集团体及以种植为生的部落的研究。由于社会早已结成各种关系交错而成的网络，因而某个因素中所产生的变化将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其他因素。所以，自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就经常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整个社会作为体系来研究了。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可能的涵盖面广，但大体可以将它纳入三个范畴：

首先，是对政治过程的研究。政治无疑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公共目的与团体利益之间冲突的人类行为过程。因此，政治人类学先要对象征政治过程的基本行为模式的若干概念予以明确的定义，超越传统的认识去重新界定其性质和范围，如政治、权力、势力、武力等。然后，再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角度，去发现这些概念在各种不同文化中所具有的含义的异同。最后，便可理出人类的政治行为过程的主线。

其次，是对政治系统的比较研究。政治人类学家对政治组织研究的重点是对各种文化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这种分析多年来是以功能学派的理论作指导的，即以结构分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这两项指标作为基本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的发展程度的。以此为指导，对各种政治系统加以必要的分类，并建立政治组织的比较类型，进而研究这些政治系统的演变发展过程，尤其侧重于政治机构与政治文化这两个主要方面，对发展中社会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进行描述性研究。这样一来，就可促成政治系统的类型模式与政治发展理论的有机结合。

最后，便是对政治演变问题的研究。一般来说，人类学家特别是政治人类学家，主要依据对原始社会政治组织的回溯性研究，再加上一些考古发掘方面的实物资料，便对国家的起源等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如著名学者弗里德（M．H．Fried）就以文化演进论为主干，提出了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概念，并指出这两者是按照不同的发展轨道演化的。弗氏认为，原生国家是由地方环境下自身独立发展形成，而次生国家则是凭借着具有国家形态的社会系统交通等方面的助力演变而成的（阮昌锐，1984）。

尤其是自60年代以来，政治人类学的理论重心始终放在对发展中社会的政治程序的研究上。其突出特点便在于不是强调变化着的社会组织，而是强调个人熟练驾驭战略的程序研究。另一方面，它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到先前部落社会的现代化及其有关问题。由此可见，政治人类学家的视野也转向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研究，并开始吸收从其他学科中引进的系统理论与决策模式，从而使得该学科愈益显露出其重要性。

从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史本身的递进关系来看，这种程序理论是由原先的结构理论演化而来的，而这一变化又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据美国1983年出版的《政治人类学导论》一书的著者里威伦（Ted C．Lewellen）教授预言，从当前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总趋向观之，较有限的政治“制度”概念被社会政治“领域”概念取代，对特定情境的精密研究让位于有限的政治“舞台”的概念，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另外，程序理论不仅为对部落组织进行政治分析，同时也为对现代工业国家进行政治分析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从以上这些简略的概述和分析中，我们或许可以对政治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主要理论构架与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初步的大致印象。

政治人类学在我国广大地区展开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前景，无疑将是十分广泛的。解放前，中国是一个官僚政治体制颇为发达的国家，许多历史遗迹与现实问题，莫不与此特点密切相关。要改革现存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弊端，把整个改革开放的事业推向前进，没有较充分的理论准备是根本不行的。各方面的事实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要想推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可用以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首先应当下苦功夫、花大气力，认真深入实际作大量的调查研究，进行必要的量化分析，以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立足于科学的、实证的基础之上，并不断充实使其逐步趋于完备。尤其是我国地域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解放前曾存在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与此相应的自然也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结构。勿庸讳言，这些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政治结构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且有些方面的影响是一直遗存至今的。要想改革这些地区的政治体制，使其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和谐，就不能不认真了解和研究过去的政治结构；而要想对那些政治结构及其影响作出科学的分析，仅用纯政治学或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不够的。只有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展跨学科的精密研究，即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才有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正如上文所述，政治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研究和分析前工业化的社会，尤能显出其优势。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政治人类学这门学科独具一格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颇为侧重实证，显然可以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提供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思路，以及较新颖的研究角度。

政治人类学目前在国外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各类报刊登载的论文日益增多、新出的专著令人目不暇接；许多一流大学的人类学系都开设了这门课程，并把它列为必修课。从事各种门类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或多或少地开始注重这门新学科。譬如，政治学家重视它的目的主要在于，一则可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检验他们自身的政治学理论，二则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以促进政治学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然而，政治人类学在我国迄今尚未为绝大多数人所知晓。这方面的论著与译著少有出版过，连有关的专题论文也很少登载过，在1988年2月的《理论信息报》上刊载过一篇相当简略的译介文章
(2)

 ，这是一个例外。国内设有人类学系或民族学系的几所大学中，也很少开设过政治人类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这样一种状况若持续下去，将不利于人类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跨学科合作研究，不利于这两门学科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并将对某些实际工作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可喜的是，近闻已有少数年轻学者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一些译著及译介性文章正准备刊布。笔者曾到北京邀请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宋蜀华、詹承绪等参加了一个博士点论证会，他们在会上提到一条重要信息：由杨堃先生指导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已完成政治人类学专题博士论文，洋洋洒洒四十万余言，有望作为一本专著出版。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定会有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这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业中，做出令中外学者瞩目的成绩来。

参考文献

［美］摩尔根．1981．古代社会［M］．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阮昌锐．1984．现代民族学研究的新方向［M］．台北：正中书局．

Easton，David．1959．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CA：Staf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es，Meyer，E．E．Evans-Pritchard．［1940］1961．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ach，Edmund R．1954．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Boston：Boston Press．

Lewellen，Ted C．1983．Political Anthropology：An Introduction．
 Massachusetts：Bergin、Garvey Publihers．Inc．

Maine，Henry J．S．［1861］1960．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London：John Murray press．

（责任编辑：罗君）



————————————————————


(1)
  参见：Adam Kuper and Jassica Kupesre（eds．）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Routledg and Kegan Paul，London 1985．“Political Anthropology”。


(2)
  该文章为张谦所撰《政治人类学》，见1988年2月15日《理论信息报》第4版。



西方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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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分别原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2013年第1期）。


摘　要：
 西方政治人类学（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从文化人类学领域中派生出来。其主要学科特征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回顾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趋势，可以为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等人都对政治人类学的创立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政治人类学却是从19世纪末研究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中直接发展起来的。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早期人类学者把政治视作社会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主张政治组织随社会整体的演化而渐趋复杂化，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亨利·梅因（H．Maine）和美国的摩尔根（L．H．Morgan）。20世纪初，进化论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抨击。

20世纪30年代，英国功能派学者在非洲的田野工作大量增加，理论和方法也在快速的发展中，最终促成了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形成。1940年，福特斯（M．Fortes）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针对政治制度的新型分类，标志着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对政治人类学来说，该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把国家和政府产生之前的社会组织也视作政治制度的一种，并从政治的层面加以考察，从而拓宽了政治研究的视野。也正是这一点，把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区分开来，而自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由于受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他们都坚持认为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和谐的均衡系统，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对系统的平衡起着维护作用。“二战”的爆发及战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平衡理论遭到了质疑。在“重新思考人类学”的背景下，利奇（E．Leach）和格拉克曼（M．Gluckman）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改良”，为政治人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方面，他们都强调，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有机的平衡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社会内部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巴特（F．Barth）较早对政治过程展开了实证分析。他的研究表明，政治组织的制度化形式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不是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而是政治过程的结果。他并由此提出，政治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去发现和比较那些外在的制度形式，而是找到一个分析体系并用它去研究政治的变化、转化及其内在动因。1966年，斯沃兹（M．Schwartz）、特纳（V．Turner）和图登（A．Tuden）明确地宣示了政治人类学研究从结构-功能论向过程论的转变。

无论结构-功能论研究还是过程论研究都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把政治领域中的人视作被动的存在。针对此一缺憾，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一些政治人类学家把研究的重点转向集中于政治过程中的个人或小团体上，研究他们是如何操作非政治的文化因素如宗教、礼仪、符号、象征乃至婚姻规则等，来获取权力、保护权力和作出决策的。这种研究倾向被称作“行为论”，以便和之前的“过程论”区别开来。行为论和过程论一样，都主张对政治过程进行研究。所不同的是，过程论仅重视对一般性的政治过程的研究，忽视了政治活动的具体实践者——个人，而行为论则主张对个人或小团体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强调个人才是政治行为和政治系统的主体。行为论在研究对象上更为具体化、专门化，在研究方法上保持了传统人类学的特色，即注重参与观察，反对凭空的理论构筑。但是，行为论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首先，它摒弃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其次，它过分强调个案分析，而忽视了全面的理论研究；第三，行为论者日益倾向于强调认识、决策和动机等，很少讨论政治过程中的个人如何操作自然资源或如何受这些资源的影响。从过程论向行为论的转变，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内部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学的学科传统。由于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过去的殖民地社会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人类学所研究的传统社会被整合到新的国家体系中，而且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学科本体的发展，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已经摆脱了它原先专注于传统社会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类学者将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即使在研究地域性政治活动时，也是把它放到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去进行观察和思考。

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对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社会学强调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政策护持、法理学重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及其司法保障等学科的研究视域不同，政治人类学侧重关注弱势群体的政治话语权及其应对策略。政治人类学将目光投向底层民众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与其重视初民社会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中非正式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纵观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人类学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其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都呈现出多样化与不断更新的特点，反映出这门新兴学科正在逐步走向兴盛与成熟。政治人类学研究迄今的发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缺憾，主要表现在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无论如何，政治人类学从人类学视角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政治研究的视野，并为政治科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借鉴与启示。我们有理由相信，政治人类学在21世纪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
 发展历程　结构-功能主义　过程论　行为论　弱势群体





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成为研究的对象，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启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其主要标志。但是，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乃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政治人类学（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才从文化人类学领域中派生出来（董建辉，2002）。其主要学科特征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经历了七十余年的发展与演变之后，新世纪初的西方政治人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回顾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趋势，可以为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政治人类学的创立

虽然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等人都对政治人类学的创立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政治人类学却是从19世纪末研究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中直接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也可称为政治人类学的萌芽时期。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早期人类学者把政治视作社会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主张政治组织随社会整体的演化而渐趋复杂化，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亨利·梅因（H．Maine）和美国的摩尔根（L．H．Morgan）。梅因（1996）对古代印欧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两次“革命”：从基于身份的社会，演变到基于契约的社会；从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组织，演变到基于地缘的社会组织，地缘构成了共同政治行动的基础。摩尔根（2000：6）进一步发展了梅因的观点，他认为在早期社会发展阶段，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按时间顺序来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国家的出现意味着政治社会的产生，政治社会“是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它透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个人的问题”。摩尔根的思想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化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很明显地，他否认了原始社会中存在某些政治组织的可能性。

20世纪初，进化论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抨击，焦点之一是进化论者将社会的进化发展看得过于简单。它把所发现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变异形态，通通放入进化论的分类框架中去加以思考。1924年，麦克列奥德（W．C．Macleod）发表了《北美土著资料中所见到的国家的起源》。1927年，罗伯特·洛维（Robert Lowie）又发表了《国家的起源》。虽然两本著作都带有进化论的色彩，但它们都以事实为基础，探讨国家的起源及其原始形态。伴随着此后一系列类似论著的问世，“一个分化的政治人类学发展出来”（George Balandier，1979：8）。虽然之后的进化论者不再在国家社会的演化问题上坚持单一的因果论模式，而是转向综合考虑诸如人口、环境、技术、灌溉和认知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引进像正反馈、负反馈、原动力、系统论等其他学科的概念，如卡尼亚罗（R．Carniero）、魏特夫（K．Wittfogel）、博斯勒普（E．Boserup）、塞维斯（E．R．Service）等人，但是对政治社会发展诸阶段演化模式的探讨，再未能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流。

20世纪30年代，英国功能派学者在非洲的田野工作大量增加，理论和方法也在快速的发展中，最终促成了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形成。1940年，福特斯（M．Fortes）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中所提出的针对政治制度的新型分类，标志着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他们受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的结构-功能论的影响，侧重研究政治制度的结构及其在社会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进而把具有相同结构和功能的政治制度划为一类，从而开启了人类学研究政治制度的分类之先河。在该书的前言中，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特斯区分了在非洲发现的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亲属关系的作用不同。在较低级的无国家社会中，整合和决策的范围仅限于双边家族或群队组织；而在较高级的无国家社会中，整合和决策的范围则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单系继嗣群（unilineal descent groups）。原始的国家社会依靠行政组织征服或统一这些团体，从而构成了政治结构的永久性基础（M．Fortes，E．E．Evans-Pritchard，1940）。对政治人类学来说，该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把国家和政府产生之前的社会组织也视作政治制度的一种，并从政治的层面加以考察，从而拓宽了政治研究的视野。也正是这一点，把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区分开来，而自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

福特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奠定了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为研究部落社会及前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作出了贡献。他们通过对非洲政治制度的研究，揭示了在一些尚未产生国家政府的社会中，世系群和部落等社会组织如何发挥其政治功能，宗教和象征等文化因素又如何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起着类似权力的作用。但由于受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他们都坚持认为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和谐的均衡系统，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对系统的平衡起着维护作用。他们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阐明，在缺乏正式政治组织和机构的社会中，各种冲突团体和利益团体是如何保持势力的平衡，从而产生出一种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来。尽管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对非洲政治制度的分类被批评过于简单，以后又逐渐被其他政治人类学者精细化，但它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二战”的爆发及战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平衡理论遭到了质疑。在“重新思考人类学”的背景下，利奇（E．Leach）和格拉克曼（M．Gluckman）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改良”，为政治人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方面，他们都强调，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有机的平衡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社会内部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利奇研究了缅甸东北部克钦山地区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当地的克钦人（Kachin）面临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理想生活方式：一种是人人平等的无政府的制度贡劳（Gumlao），另一种是类似于封建等级制的掸邦（Shan）政府体制。一些有野心的克钦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宣称他是掸族的“王子”，但与此同时，为了逃避封建制度下传统领袖所应尽的责任，又转而诉诸贡劳制的平等原则。在政治组织问题上，克钦人经常难以选择，在贡劳的民主制度与掸的贵族制度这两种极端类型间来回摇摆。现实中大多数克钦社区既非贡劳型也非掸型，而是一种被称作贡萨（Gumsa）的体制——理想的贡劳制与掸制的一种折中（埃德蒙·R．利奇，2010：21—22）。

利奇的思想对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明确地区分了抽象的政治结构与具体的政治现实，在结构主义的方法中加入了政治变迁的内容。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利奇对缅甸克钦人的研究促使政治人类学走出了非洲，摆脱了以前束缚它的那些相对统一、讲单一语言的社会限制。他的研究表明，就仪式所表达的理想模式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均衡体系，而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其内部又蕴含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变迁。利奇的这种钟摆式“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理论第一次向当时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平衡理论提出了挑战（王筑生，1997：730）。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他将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变迁解释为结构的外在表现（模式）使然，从而回避了真实的历史运动、变迁和革新。

格拉克曼指出，功能主义把社会“机体”的平衡理想化的缺点在于，它忽视了社会中的矛盾关系。他认为，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内部群体倾向于裂变，并在裂变之后分别形成同盟，由跨群体的同盟吸收社会中的成员，对社会关系重新进行组合，从而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因此可以说，社会是在冲突中获得统一的，或者换句话说，冲突是统一的表现。正是由于冲突的存在，才帮助维护了政治系统的平衡。如果没有冲突和争执，社会团体彼此之间就会更加分散和孤立。以非洲的反叛仪式为例，“周期性的反叛有助于系统的维持，而且还暗示反叛强化了这种均衡状态”（M．Gluckman，1963：35）。利奇和格拉克曼等“新结构论者”对矛盾和冲突的强调，是人类学界对“二战”引发的紧张感和危机感的学术表述。

二、从结构功能论转向过程-行为论

虽然利奇和格拉克曼终究未能跳出结构功能主义均衡论的窠臼，但他们从结构-功能学派的立场出发，发现了结构-功能学派的重大缺陷和不足，致力于探索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藉以研究政治生活中动态的一面，从而为过程论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利奇和格拉克曼等政治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结构论逐渐被过程论所取代，“结构”和“功能”等词也逐渐被“过程”“冲突”“派系”“斗争”和“操作策略”等词所取代。

巴特（F．Barth）较早对政治过程展开了实证分析。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出发点依然停留在结构论。在1959年出版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中，巴特（［1959］2005：1）以所谓的“生成”（generative）理论，分析了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谷地巴坦人（Pathans）中两种主要政治势力——部落首领和宗教头人——的角力过程，重点关注“各种行为者如何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通过这些地位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实现对别人的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冲突和政治活动”。他的研究表明，政治组织的制度化形式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不是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而是政治过程的结果。他并由此提出，政治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去发现和比较那些外在的制度形式，而是找到一个分析体系并用它去研究政治的变化、转化及其内在动因。

从结构论到过程论的转变，与世界政治的变迁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开始在世界各地走下坡路，西欧各国渐次式微，新兴民族国家大量涌现并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部落社会融入了大型政治组织中，原始政治不再被看作是封闭的，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取代了范围狭窄的政治制度。这些客观事实迫使政治人类学者对其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调整，政治竞争、政治冲突和政治变迁等成为他们最关注的问题。1963年，人类学者聚集在英国，举行了一次“社会人类学新研究会议”，会后，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政治制度与权力的分布》（1965）清楚地表明了政治人类学者对政治过程研究的兴趣。他们对政治系统中矛盾和冲突的揭示，促使政治人类学者彻底改变以往的非历史立场，开始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静态描述，转向对政治过程包括竞争、冲突、变迁、决策等作出动态的历时性研究。

1966年，斯沃兹（M．Schwartz）、特纳（V．Turner）和图登（A．Tuden）三人主编了一本《政治人类学》，该书的前言明确地宣示了政治人类学研究从结构-功能论向过程论的转变。在前言中，他们把政治研究的对象明确地定义为团体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凸显了对政治过程的强调。为了促进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几位作者首先给予那些表征政治过程基本行为模式的概念以明确的定义，这些概念包括“武力”“权力”“势力”“权威”“决策”“支持”“合法”等。他们试图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寻求政治活动背后的文化意义，建构起一套政治人类学理论框架，俾使政治人类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无论结构-功能论研究还是过程论研究都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把政治领域中的人视作被动的存在。针对此一缺憾，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一些政治人类学家把研究的重点转向集中于政治过程中的个人或小团体上，研究他们是如何操作非政治的文化因素如宗教、礼仪、符号、象征乃至婚姻规则等，来获取权力、保护权力和作出决策的。这种研究倾向被称作“行为论”，以便和之前的“过程论”区别开来。其实，这方面的研究早在格拉克曼的研究中就已显露出端倪。在格拉克曼之前，政治人类学者通常只关注团体的规范和社会的结构，而格拉克曼则尝试研究社会体系当中的个人。

行为论的真正开创者是维克多·特纳（V．Turner），他在1957年出版的《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和延续》中最早明确地表现出行为论的倾向。在书中，特纳并非考察罗德西亚（Rhodesia）北部的整个恩登布团体（the Ndembu），而是把重点放在该团体内处于激烈权力斗争中的那些个人身上，考察这些个人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并把这些危机看成“社会戏剧”（social dramas）进行分析，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研究政治领域中权力的分配和联盟的缔结等。在特纳看来，世系群体系、婚姻规则、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都不是无可更改的社会现实，而是不断被人操作的理想化的社会事物。从其书中描述的悲剧性英雄人物桑都布（Sandombu）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作为真实个体存在的政治人，他操作文化规则、进行选择、运用策略——简言之，有目的地作出决策（V．Turner，1957）。特纳的研究，给利奇和格拉克曼对冲突和过程的强调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对决策过程的研究。

贝利（F．G．Bailey）则提出了著名的“非数学博弈论”（nonmathematical game theory）。他认为，每一种文化内部都会发展出一套政治博弈规则来。无论哪一种政治体系，也无论这种体系多么混乱，其内部政治斗争都会被博弈规则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防止该体系滑向崩溃的边缘。与特纳专注于恩登布社会的个案研究不同，贝利一般性地阐述了政治博弈规则的类型及其运行。他把博弈规则分成规范型（normative rules）和实用型（pragmatic rules）两种，前者是博弈双方都公开表示接受的规则，如诚实守信、具有运动家道德等，而后者则只考虑结果的输赢，不管其对与错或是否符合道德。他并根据其基础是利益还是道义将政治团队分成契约团队（contract team）和道义团队（moral team）两类，前者是由于追随某个领导者可以获得物质利益而组成的一个团队，如以“夸富宴”为支撑的“要人”（big man）体系，而后者则是基于共同的道德—宗教信仰、民族性或某种乌托邦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哪一种团队，在涉及团体决策的内外部事务中，其领导人都必须综合运用规范性规则和实用性规则来开展政治博弈（F．G．Bailey，1969）。

科恩（Abner Cohen）另辟蹊径，将象征理论引入政治行为的研究，从而拓宽了行为论的研究领域。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两面性的，一面是象征性，一面是政治性；两方面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正因为如此，所以所有象征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方面，象征具有存在的意义，它通过整合个人的人格而使个人融入团体之中；另一方面，象征又具有政治的意义，它通过仪式和典礼的操演，重申了团体的统一和价值观，同时，也展现了领导人的权力和策略（A．Cohen，1974）。在《精英政治文化》一书中，他分析了非洲小国塞拉利昂的精英群体克雷奥尔人（the Creoles）。他指出，人口比例仅占全国2%的克雷奥尔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团结紧密的精英群体，掌控着塞拉利昂的巨大政治权力，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利用政治象征来制造“精英的神秘性”和使这种神秘性在团体之外合法化，从而使其他团体的人接受他们获得权力的要求。这种精英主义（elitism）不是来源于财富或特殊的社会功能，而是来源于大量复杂的符号，包括习惯、服饰、口音、娱乐、仪式、典礼和其他许多特质（A．Cohen，1981）。

显然，行为论和过程论一样，都主张对政治过程进行研究。所不同的是，过程论仅重视对一般性的政治过程的研究，忽视了政治活动的具体实践者——个人，而行为论则主张对个人或小团体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强调个人才是政治行为和政治系统的主体，是政治文化资源的理性操作者和决策者。与过程论相比，行为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具体。可以说，所谓“行为论”只是过程论中的一种研究取向，是过程论的进一步深化，因为过程论严格说来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而只是一种方法，一种与结构功能研究方法相对立的研究方法，它集中研究政治组织的运作，而不是其结构和功能。鉴于此，有的学者主张用“过程方法”来统称所有重视政治过程的研究（Ted C．Lewellen，1992：98），而在此范围内的上述两个不同研究方向则分别冠以“政治行为论”和“政治过程论”。

为了便于对政治行为的研究，行为论者又提出了“政治领域”（political field）和“政治竞技场”（political arena）的概念。前者是指政治组织和政治关系所涉及的任何区域，可以是整个社会，也可以是社会中的一部分，其中，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敌对的政治团体，它适合于过程论的分析。而后者则是指政治活动中的单个行动者或小团体竞争政治权力的区域，它可以是派系、保护人—当事人关系、党派、政治精英或其他非正式的准政治团体，也可以是所有这些或者其中的一小部分，它是行为论的分析单位。行为论的出现，使政治人类学研究在主题和范围方面都有了扩大和分化。在行为论的理论取向下，衍生出了社会戏剧论（特纳）、博弈论（贝利）、生成理论（巴特）和政治象征论（科恩）等多种理论。他们的研究不仅包括传统的非西方社会，而且涉及现代西方世界中某些非常复杂的方面。

行为论在研究对象上更为具体化、专门化，在研究方法上保持了传统人类学的特色，即注重参与观察，反对凭空的理论构筑。但是，行为论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首先，它摒弃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主张“纯”理论的学术研究。其次，它过分强调个案分析，而忽视了全面的理论研究。不同的行为论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特殊调查对象，只关注某些操作策略，而未能全面地对各种操作策略进行概括、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全面的理论。第三，行为论者日益倾向于强调认识、决策和动机等，而把唯物论的观点抛在一旁，很少讨论政治过程中的个人如何操作自然资源或如何受这些资源的影响。

从过程论向行为论的转变，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内部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行为论的产生又有它的外部背景，即受到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风行欧美，其主要特征是强烈反对传统政治学对国家的起源、国家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性质等的研究，认为这带有太浓厚的道德和哲学色彩。主张政治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政治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实际行为，包括个人的行为和团体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在其影响下，一批政治人类学家也主张在人类学的领域中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权力竞争中个人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行为论的诞生。行为论的出现，标志着政治人类学研究繁荣时期的到来。

三、从传统转向现代

传统人类学集中研究被隔离、静止不前、具有均质性和封闭的部落社会，将他们视作完全自主自立的文化群体。但是“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学的学科传统。由于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过去的殖民地社会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人类学所研究的传统社会被整合到新的国家体系中，而且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身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在这些国家内部，由于实施西方的制度以及发展现代化，国家的权威被有意识地不断强化，并且浸透到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果导致，一方面部落、族群和民族间的纷争不断，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和国家政府间的冲突加剧。面对这一系列新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政治人类学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些发展中国家部落群体的政治整合和政治分化的研究，以考察处在现代国家情境下的部落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种探究以科恩（Abner Cohen）和房龙（L．C．Faron）的研究为代表。之前的现代化理论家预计，现代化将使部落体制融入国家体系中，由于政党和派系贯穿于各个地域和族群，部落趋于同质化，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的部落特征。科恩通过对尼日利亚的豪萨人（the Hausa）的个案研究则表明，在国家强行废除部落制的过程中，部落群体可能在一个层面上通过扩大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参与而实现其自身的整合，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又借由强调自身的文化特征而增强其种族的凝聚力，以适应新的政治和经济挑战。通过这两方面的途径，旧的部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其政治功能得到了强化，成为国家体制下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政治种族（political ethnicity）（A．Cohen，1969）。当然，在种族政治化过程中，虽然旧的结构和传统信仰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它们的社会功能却完全改变了。房龙对智利的马普切人（the Mapuche）所作的人种历史学研究则要阐明，在国家政治体制下，部落政治并非完全消失，而是处在变迁过程中，因应政府政策的变化，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换言之，即使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部落文化传统仍旧是起作用的政治资源。

在研究部落政治的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人类学者注意到一个现实，即传统人类学所研究的几乎所有部落社会，如今都已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而且大都集中在所谓“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以友好合作的名义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技术体系引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后者内部出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混乱，包括社会政治冲突、文化断裂和新的社会阶层化等，其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遭到挑战。此一现实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反思，重新思考他们以前考察这些传统社会时所用的理论与方法。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在于在研究中没有看到殖民者权力的存在，尤其没有考虑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本质；他们和殖民者一样，曾经对土著文化抱持极其错误的看法（金光亿，1997：173）。

认识到过去人类学研究的局限性及其所犯的错误，给政治人类学带来了新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者一方面纠正以往的错误，重新进行合理的诠释，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广泛考察了资本主义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渗透。导致政治人类学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还有来自两位政治经济学派学者的重要影响：弗兰克（A．G．Frank）和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弗兰克原本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开始用经济发展理论来质疑现代化方法。弗兰克（A．G．Frank，1966）指出，发展与低度发展绝不是彼此不相干的，而是相互纠结在一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从最初的中心扩展至全球每一个角落，将其他地区转变成附属于都市中心的卫星腹地，在榨取其剩余价值以满足自己利益需求的同时，也扭曲和阻碍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卫星腹地的低度发展并非本来就如此，而是卫星腹地与都市中心相互关系的产物。易言之，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然。

同弗兰克类似，沃勒斯坦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发展。其世界体系论因为颇具历史深度，而在诸多的理论阐释中独树一帜，影响力甚巨。针对其他研究者主要采取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从资本主义的定义出发，解析资本主义在不同时间、地点的发展程度，或只是集中研究某个时间点上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变过程这类重大缺陷，沃勒斯坦强调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发展历史和具体现实中去加以考察。他的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1980、1989）即是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0）。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最初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其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西欧的形成。之前的封建帝国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迫使其附属国纳税和进贡，从经济上压榨他们，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形成之后，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加快了向全球的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在此过程中，逐渐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将世界划分成了不同的经济区域。处在这个体系核心的是那些业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而那些为核心国家和地区提供初级矿产和农产品的国家，则处在体系的边缘。最早的边缘地区是东欧，然后是美洲广大地区。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还有一个半边缘地区，如当代的阿根廷、巴西、南非和韩国等，它们兼具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特征。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殖民体系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从而完成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形成了单一的世界性经济体系，但世界政治体系却是多极化的。在世界各个地区，政权高度分化，各自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并且相互间竞争激烈。其结果是，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地区出现了弱国，强国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如17世纪中期的荷兰、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的美国，而弱国对强国的不满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反帝国运动”和“反体系运动”。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由西欧核心区国家所创造的“特殊文明”逐渐被普遍化，使得处在边缘区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完全接受又不情愿，拒绝接受又难以发展，由此导致了世界性的文明冲突。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虽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人类学家，但他们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对其他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对包括政治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政治人类学将注意力集中于范围比较狭小的部落、民族或至少是文化区域，同时将它们限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加以考察。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狭隘性，使得政治人类学研究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忽视了所研究对象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受弗兰克和沃勒斯坦影响，美国学者沃尔夫（E．Wolf）强调，政治人类学必须用历史的和世界的观点，去看待所研究的传统社会。换言之，只有把这些社会放在全球体系中，考虑殖民主义的扩张对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政治人类学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7）一书中，沃尔夫参照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描绘出三种生产方式：亲属制的、纳贡性的和资本主义的。他认为，在我们今天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亲属制的生产方式最为普遍。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和重商主义的传播，在广大的土著民地区，亲属制的生产方式大都转变为纳贡性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社会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此，沃尔夫（2006：32）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无论是那些宣称拥有自己历史的人，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都是同一个历史轨道中的当事人。”

在政治人类学领域，强调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的还有西敏司（S．Mintz）、沃斯利（P．Worsley）和高夫（K．Gough）等人，他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如何征服、剥削非西方的传统社会，并把他们纳入受西方世界支配、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世界体系。其中，《甜与权力》通过阐述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如何演变为欧洲的奢侈品，进而化身为工业化生产的商品之过程，揭示了蔗糖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西敏司，2010）。沃斯利等人的研究则试图表明，第三世界是被边缘化的社会，农民战争和起义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抗。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几位学者都对经济的因素尤其重视，但同时却把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因素给忽视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均未能考虑传统社会内部的特殊原因和具体历史，对人类学能否真正认识他们持怀疑态度。其实，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影响了全球每一个角落，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他们的努力向政治人类学提出了重大挑战，即如何改变过去封闭式的田野调查的研究传统，而在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视野中，探讨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有序运作及其变迁。

几乎与此同时，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取向也在凸显。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人类学家意识到人类学研究本国社会文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积极探索合适的研究方法，由此拓宽了人类学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焦点。在这种背景下，政治人类学开始涉足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科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环境（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Ted C．Lewellen，1992：189）。其中，后者更成为20世纪80年代政治人类学关注的主要课题。政治人类学介入对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使得它与政治学之间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许多政治人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学者，所采用的方法经常也相通。

关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的研究，韦瑟福德（J．Weatherford）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他的《高地上的部落》（1981）一书，基于他担任参议员助理时的参与观察，以生动幽默的语调，将美国国会类比为部落，揭示了在地位竞争、组织结构、政治社会化和仪式等方面，它们之间实无二致，而与教科书上所讲的美国国会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韦瑟福德（J．Weatherford，1981：266）说：“世界上最谨慎的机构已蜕变成为最仪式性的机构。其成员的才能不是用于决定国家的政策大事，而是用于考虑和安排仪式的细枝末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期的结束，维系数十年之久的世界政治格局被打破，被压抑已久的民族问题通过封疆裂土、独立建国、领土争端和权利要求等形式释放出来，形成了20世纪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郝时远，1996）。民族主义浪潮源起前苏东地区，之后迅速向西欧、北美乃至全球蔓延，其结果不仅造成前苏东地区的国家发生裂变，而且使得民族分离主义和种族冲突成为世界范围内诸多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焦点政治问题，如波黑地区的种族清洗、卢旺达不同部族间的屠杀、俄罗斯与车臣间的战争、南美白人政府与土著印第安人间的冲突、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升级等。包括民族主义问题在内的民族政治研究遂成为民族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政治人类学者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探讨种族对抗产生和形成的深层机制，希冀借此对解决世界性的种族问题有所裨益。他们所持的基本信念是，种族危机不是简单的阶级冲突或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副产品，而是不同种族文化间相互误解的结果，宗教信仰的差异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易言之，不同种族群体的存在本身并不是造成社会冲突的原因，文化位移和种族间的误解才是真正的根源所在（金光亿，1997：185）。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民族政治学者在民族主义问题及其相关的民族政治问题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包括对20世纪世界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研究、民族主义概念的研究、民族主义表现形式的分类研究、中国传统的和现实的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极端民族主义研究、民族分离主义研究、民族分立主义研究，以及相关的民族自决权、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和跨界民族研究，等等。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形成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标志着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界直接进入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裴长洪、刘迎秋，1996）。徐迅的《民族主义》、余建华的《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和郝时远的《帝国主义与巴尔干“火药桶”》《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导致世界上新增加了20多个小国家，且有继续增加之势。世界政治活动区域的划分与重组，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对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和基础、政治隶属关系和政治认同等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在此之前，盖尔纳（E．Gellner）和安德森（B．Anderson）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盖尔纳（2002）声称，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政治和民族单位应该是一致的。但现在，正是这种“一致性”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安德森则认为，一个国家乃是由许多异质因素组合而成的，包括人口的诸多民族成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取向、阶级与分层、宗教信仰差异，等等。就此而言，一个民族国家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利用文化来构筑界线，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通过广泛利用各种象征要素，如重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建造民族纪念物、制定全国性节日，甚至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运动会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被整合成一个享有共同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国家分裂问题又该如何做解释？这正是政治人类学者们急欲寻找答案的问题。

全球化对于主导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带来的影响，是20世纪末政治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又一重大问题。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政治人类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背景。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像欧盟这样超国家的制度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来自不同政治文化和不同传统的代表们走到一起，共同制定一项或多项涉及跨文化关系、跨国家组织的总体发展规划。这一新的跨国性政治组织的出现，促使政治人类学家对由此引发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譬如，麦克唐纳（M．McDonald，1996：47—60）等人研究了在跨国性组织中，不同的认同、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管理传统之间所存在的长期性冲突会产生何种影响；扎布斯基（S．E．Zabusky，1995）研究了如何在更广泛的科层制框架内建立合作形式的问题；阿伯勒（M．Abeles，1992）研究了非领土化所产生的政治象征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权力实施领域的若干大小变化，等等。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学科本体的发展，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已经摆脱了它原先专注于传统社会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类学者将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即使在研究地域性政治活动时，也是把它放到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去进行观察和思考。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这种趋势表明，在学科不断分化与整合的大背景下，政治人类学仍大有用武之地，它能够顺应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研究时代的新问题促进时代的发展。虽然随着研究主题和范围的扩大，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类学研究显得过于分散，理论建树也大不如从前，但毋庸置疑，政治人类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运作和变革，并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关注弱势边缘群体

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亦称社会脆弱群体或社会弱者群体，是指在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地位的底层群体的总称
(1)

 。西方学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由来已久，但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社会学强调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政策护持、法理学重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及其司法保障等学科的研究视域不同，政治人类学侧重关注弱势群体的政治话语权及其应对策略。政治人类学将目光投向底层民众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与其重视初民社会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中非正式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政治人类学关注弱势群体的研究，其主要学术和社会背景是，一方面，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T．Hopkins）等人的世界体系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其启发，政治人类学者认识到，他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能意识到殖民者政治和话语霸权的存在，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另一方面，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影响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政治人类学集中研究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变。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社会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同质性在减弱，而异质性在增强，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愈益恶化（董建辉，2003）。在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下，政治人类学将工人、农民、妇女、城市贫民以及其他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弱者群体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探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加剧他们的生存状况恶化的，他们又是如何利用并操纵各种传统文化资源如语言、宗教、艺术等，以对抗国家的权威和帝国主义的外来势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权力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更成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主要论题。

（一）文化、权力与工人阶级的“形成”

政治人类学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除了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享誉世界史坛的E．P．汤普森（E．P．Thompson）也功不可没。汤普森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霍布斯鲍姆（E．Hobsbawm）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对人类学也充满了兴趣，一生致力于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的大众文化，开创了新社会史学研究之先河。汤普森重视社会底层的民众及其文化，强调用“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研究底层民众的历史，对其后的政治人类学者产生了直接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是汤普森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该书中，汤普森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入细致地刻画了1780年到1832年间英国产业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进程。虽然从19世纪末开始，费边社的历史学家就将底层民众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视野；20世纪初，自由派的历史学家也开始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并产生了哈蒙德夫妇（J．L．Hammonds and B．Hammonds）的“劳工三部曲”（《乡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术工人》），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成长这段艰辛的历史，却长期被英国史学界所遗忘。在马克思的历史观影响下，汤普森（2001：5）想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正视工人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

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流动和变化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既定的“东西”。阶级的“存在”与阶级“觉悟”是同一的，不可能只有阶级的“存在”，而没有阶级“觉悟”。换言之，“觉悟”是阶级“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汤普森进而提出，只有“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才终于“形成”了。

从这个观点出发，汤普森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既来自18世纪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又源于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所谓“传统”，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新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其次，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第三，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第四，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而“经历”则包括诸多方面，既有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又有19世纪最初30年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那些反抗剥削、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汤普森并非否定经济因素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充分考虑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是阶级这个硬币的两面，故而着力“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钱乘旦，1963：1004）。

在此后的《辉格党人与猎人》（1975）、《共有的习惯》（1991）等著作中，汤普森进一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前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大众文化，尤其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的平民文化。汤普森（2002：5—6）批评过去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只是在“‘意义、态度和价值’的空中楼阁中”看待平民文化，力主“把它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种特别的社会关系的均势中，一种剥削和抵制剥削的工作环境和被家长制和服从的礼仪所隐蔽的权力关系中”加以研究。他指出，平民文化是民众在具有“反叛性”的抗争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应当把这些抗争活动看作是平民文化利用文化霸权反对文化霸权的范例。虽然平民文化在形式上是保守的、非理性的，但其实质却是劳动人民利用家长制社会的习惯、传统，创造性地应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阶级斗争方式。这种反叛性文化传统在习惯环境中缓慢变化并代代相传，最终发展成为英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一个来源，并在未来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汤普森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平民文化和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启发了政治人类学者对权力、阶级与文化间关系的研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73）和他的同事们特别关注文化间的统治关系，在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文化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威利斯（P．Willis）则通过集中研究工人阶级来揭示阶级文化是如何被再生产的。在《学会劳动》这部现实主义的经典民族志中，他通过对一群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的研究，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中产阶级文化，但他们却无法进入中产阶级，因此，他们只能在教室以外的空间再生产本阶级的文化。通过再生产本阶级的文化，他们建立起了自身的认同和生活方式，并以此作为他们对抗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策略（Paul Willis，1997）。布迪厄（P．Bourdieu，1984）在他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也指出，文化是通过生产机制和具有阶级趣味的教育来分类并得到传播的。这些人因为在权力与阶级关系的研究中，特别重视文化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的作用，而被称作“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二）“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与汤普森等“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侧重研究西方世界的工人阶级运动不同，斯科特（James C．Scott）、斯考契波（T．Sckopol）等人关注的是第三世界的底层群体，特别是其中的人口主体——农民。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在美国和西欧，工人的反抗就已经被边缘化，不构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所以逐渐被理论家们所遗忘。而另一方面，英美政治经济学派接受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前提，强调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海外殖民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转向关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研究，其中，尤以美国政治学和人类学者斯科特最为著名。《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5）和《统治与抵抗的技艺：隐藏的文本》（1990）构成了他的农民问题研究三部曲。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承继了苏联学者恰亚诺夫（A．V．Chayanov，1888—1939）的“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概念，指出小农经济是一种以生存为目的的道义经济。这种道义经济“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詹姆斯·C．斯科特，2001：8），它遵循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所追求的不是冒险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平均收益，而是宁可选择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策略。据此，他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是当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斯科特进而将他的论点应用于考察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和越南的殖民地经济和农民的政治活动，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缅甸和越南发生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起义与殖民地政府对农民的盘剥之间的内在关系。

然而，从历史上来看，农民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反抗运动毕竟是极少数的，更多地只是象征的、偶然的甚至是附带性的抗议行动，因为“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同上）。但斯科特指出，后一类行动也并不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相反，它们是农民为了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努力，是实践证明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不仅适应了农民的社会结构，而且表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感，并实际改变或缩小了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就像成百上千的珊瑚虫形成珊瑚礁一样，农民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也可能最终使国家的航船搁浅或颠覆。

有鉴于此，斯科特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去实地调查马来西亚一个名叫塞达卡（Sedaka）的村庄。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当地农民反抗霸权和剥削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同上）。这些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阳奉阴违、偷盗、装疯卖傻、诽谤、纵火、怠工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几乎都不需要经过事先协调和周密计划，而只是依托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从而避免了与权威的直接对抗，这也是它们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原因。这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因为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范围，而被斯科特喻为“红外线政治”（infra politics）。

斯科特认为，作为“弱者的武器”存在的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是农民的一种意识形态，是“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相较于从属者与支配者之间公开互动的“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隐藏的文本”是一种后台（offstage）话语，是从属者因支配者在场而被迫采取的一种策略，它避开了支配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了“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在《统治与抵抗的技艺》中，斯科特（1990）将关注的对象从农民扩展到所有被支配的群体，即“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人们，包括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郭于华，2002）。以后，斯科特的学生克弗列特（B．J．Kerkvliet）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日常政治的力量》（2005），揭示了越南农民日常的政治行为对国家政策的巨大影响，从而将斯科特的农民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也在关注底层民众的研究，他们因为具有相同的研究旨趣而被称为“底层研究学派”（the Subaltern Studies Group or 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国内又译为“庶民研究”）。与斯科特等人相同的是，底层研究学派也反对视农民或底层为被动的、不具政治性的阶级和群体，认为底层为生存的抗争也是一种政治，强调他们具有被葛兰西（A．Gramsci）的霸权理论所忽略的意识形态即“底层意识”。但不同的是，底层研究学派并不对底层民众的日常抵抗形式感兴趣，他们侧重的是底层群体抵抗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公开的文本”。底层研究学派认为，在后殖民社会中，由底层占据的政治社会已经取代由精英主导的公民社会，成为主要的政治空间。他们的政治也应该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流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徐小涵，2010）。

底层研究学派以印度学者古哈（R．Guha）和查特吉（P．Chatterjee）为主导，早期主要从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重释工作，后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后殖民社会的妇女、低种姓者和宗教少数派。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拒绝对本民族历史的“西方式解读”，努力重写本民族历史。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底层研究学派积累起大量的案例研究，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种姓、不同地域、不同亲族、不同教派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他们与议会民主体制、国家暴力机器之间的政治交涉。但遗憾的是，由于研究者内部的严重分化，底层研究学派于20世纪90年代后渐趋衰落。

（三）社会性别与权力政治

对女性群体的关注，主要是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旗帜下进行的，研究者也主要是西方的一批女性人类学家，其中，著名的有罗莎多（M．Z．Rosaldo）、奥特纳（S．B．Ortner）和里柯克（E．Leacock）等。这些女性人类学家并不专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而是重点考察女性在社会中相对于男性的权力，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改造世界，以结束并超越女性的从属状态和不平等待遇”（M．Z．Rosaldo、L．Lamphere，1974）。她们为了女性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权威，向男性的主导地位发起了挑战。从此，社会性别冲突已不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而是文化合法性的霸权之争，是政治研究的又一个新的领域。

在女性主义人类学内部，又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受格尔兹（C．Geertz）象征论和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结构主义的影响，把男性和女性作为象征符号，纳入整个社会的符号结构中，去研究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其代表人物是罗莎多和奥特纳；另一种则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集中考察性别分化的历史演变，其代表人物是里柯克、莎克斯（K．Sacks）和盖莉（C．Gaily）等。前者从家户活动与公共活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来解释性别间的不平等。例如，罗莎多认为，男性控制了公共领域，而女性被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因为公共领域是决定社会政治问题的场所，所以男性获得了社会的威望和权力；而家庭只是处理一些日常琐事，所以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后者试图从历时态的角度，分析性别差异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研究了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在导致性别不平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揭示出性别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组合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中，与阶级、种族和族群意识等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西方女性人类学者的这些研究阐明了社会性别问题在社会群体认同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人们认识到社会性别也应该被视作一个分析范畴，就像种族、族群、阶级或等级等一样。但同时，它们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包括，首先，她们都把女性看成一个一元化的群体，在研究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社会性别的差异时，忽视了由于文化、种族、阶级、阶层、宗教甚至年龄等因素而造成的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往往用一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来研究问题，或者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女性的共性上；其次，她们大多把女性社会政治地位低下的原因归咎于父权制的压迫，而对同样使女性遭受剥削和歧视的种族、阶级、民族等因素却视而不见；第三，她们大多满足于对处于简单、初级状态的所谓“传统”、“落后”社会中女性的研究，而对当代妇女的现实状况关注不足。一言以蔽之，她们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偏见。

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中少数种族的女性学者，她们因为同属受发达国家压迫、剥削的民族、种族和人群，而一起被纳入“第三世界妇女”的范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和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军事扩张、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的抗争相呼应，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学者猛烈批判由欧美国家中的白人女性学者所主导的女性主义思潮，认为它们仅仅代表了这些国家中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愿望。它们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其主要缺陷是只局限于反对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而对于维护甚至引发父权制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毫无触动。

她们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是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源。社会性别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权力结构，是与其他的社会权利分配结构如阶级、民族、种族等联系在一起的。女人的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来自某个民族，有其自己独特的社会生活体验。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和影响下，女性不仅要遭受本民族中父权制的压迫，而且还要遭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歧视和剥削。她们由此提出，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应该与反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斗争结合起来，唯有如此，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但是，因为不同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女性其社会经历也不尽相同，所以应该结合她们所处的具体文化和经济背景，来考虑解放的重点和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思想体系（苏红军，1995：19—54）。

基于上述主张，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主要从两方面拓展自己的研究。首先，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部分学者肯定国家是保障和满足女性需要的一个机制，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在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分配及社会价值不平等的社会里，国家的本质只能是男权的，它经常起着加剧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作用。很多政府在制定、实施发展战略时，都忽视了妇女问题，误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中性的，只要发展战略对家庭有益，就自然会使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受益。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其次，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影响。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结合研究对象所处的阶级、阶层、种族、地区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对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出她们所受的剥削、歧视和压迫不仅是性别造成的，而且与阶级、种族和民族等因素密切相关。例如，米斯（M．Mies）就通过对印度那斯拍家庭手工业的研究表明，这种生产形式是地方、国家和国际市场共同剥削当地女性的结果，而这种剥削又是通过有具体历史文化定义的家庭父权制来实现的。米斯（1982）还把印度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妇女放在她们所处的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分析了她们不甘忍受压迫和剥削、不断奋起抗争的过程。

对女性社会政治现状的密切关注，促使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不再停留于探寻性别主义的根源和性质，以及对性别偏见、种族偏见、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的揭露，而是更多地将研究付之于实践，探讨各国在社会发展中如何赋权于女性，从而改善她们的生存状况，最终实现与男性的真正平等，“女性与社会发展”也因此而成为一段时期内她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她们明确提出，追求改变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实现女性与男性在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真正平等，是她们的最终目的。

长久以来，在政治问题研究领域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一直是掌握主导权、支配权和话语权的统治者，而工人、农民、妇女等社会弱者群体要么是被有意地忽视了，要么只是作为某些政党或掌权人物的追随者而存在。在由世界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对这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研究，有助于揭示社会弱者的生存处境，从而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关注，以便帮助改善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境遇。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展现了底层民众与政治权力间的关系，有益于拓宽政治研究的视野，丰富政治人类学对政治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五、结　　语

纵观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人类学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其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都呈现出多样化与不断更新的特点，反映出这门新兴学科正在逐步走向兴盛与成熟。虽然政治人类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与政治学之间相互影响，而且彼此在研究对象上还出现了部分重叠，但是政治人类学总体上仍然保持了其自身原有的基本特征。

就研究对象而言，政治人类学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简单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从萌芽时期起，就一直关注“其他”民族和“国外”社会中村落或社区一级的政治组织的研究。这些社会的特点是小型、均质、封闭，结构比较简单，成员间享有共同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血缘和姻缘是社会联系的主要纽带。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政治人类学主要在两个层面上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对现代国家范围内小规模的政治团体（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的研究，和对国家一级的正式政治制度与地方一级的非正式政治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尽管这两个层面的研究都与现代复杂的工业社会密切相关，但是与政治学侧重研究政府体制不同，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带有明显的边缘化色彩。自20世纪后期以来，政治人类学所关注的妇女、农民和城市贫民等，都属于社会政治体系中被压迫和被边际化了的群体，他们是正统的官方权力话语所忽视或遗忘的对象。

就研究目的而言，政治人类学旨在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George Balandier，1979：1）。虽然政治学也有这样的学术抱负，但它更多的关注的是如何使政治权力和权威更有效或更好等问题。很多政治学者都热衷于为统治集团提供支配技术，以帮助维护其权力，而不问其意识取向的性质。政治人类学则关心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获得过程及其行使方式的合法性。政治人类学家从政治表象背后的文化机制中去寻找答案，认为不同的政治团体、政治形式和政治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都是文化的支配过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都可以从社会的经济、宗教、信仰和婚姻策略等文化因素中找到根源。换言之，政治是文化的表现和实践机制，政治展现了人们的文化取向。

因此，“政治”在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中获得了不同的含义。在政治学中，政治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体系，它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并与一定的武力强制相联系。而在政治人类学中，政治是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它与其他各种文化因素密不可分，权力体制的运作透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仪式等来实现。政治人类学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明显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广泛得多。政治人类学试图通过比较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获得及其行使过程，而达致对人类社会中政治行为的普遍性的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及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征。

就研究方法而言，虽然政治人类学在理论分析过程中发展出了如起源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过程分析法、行为分析法等诸多的研究方法，但是与传统政治学相比较，其方法的特殊性突出地体现在重视参与观察和强调整体论。与传统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理性分析不同，政治人类学延续了人类学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资料，主张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从社区内部了解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下是如何展开的。政治人类学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参与观察方法，才能透彻了解所研究的对象，同时，有助于克服因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可能引起的偏见。

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强调整体观，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研究。政治人类学家主张，社会是一个由各种文化制度和因素相互关联构成的整体，政治是文化因素在权力领域内的展现。它必须放在社会文化体系的大背景下，联系经济、婚姻、宗教和象征等文化制度，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研究小的社区时，还必须联系社区与更大单元之间的关系，包括社区与国家甚至社区与国家以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全面的思考。由于现代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整体论方法得到学界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政治人类学研究迄今的发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缺憾，主要表现在：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研究主题和范围的扩大，政治人类学研究显得过于分散，理论上的建树也大不如从前；对于生态环境对政治活动所造成的影响重视不足，过多的政治人类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宗教礼仪、象征等心理层面的影响，等等。无论如何，政治人类学从人类学视角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政治研究的视野，并为政治科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借鉴与启示。我们有理由相信，政治人类学在21世纪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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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学科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是不尽相同的，研究重点也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学者在学术观点上也互有差异，但是，学者们都很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注和保护。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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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摘　要：
 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与政治有关的文化事项。政治人类学从产生到发展有着自己的学科理论轨迹，其理论建构亦同样具有与时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相照应的鲜明特征。


政治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倾向可追溯到更早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但那时还没有专门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早期对初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分析还只是在整体的人类学研究中进行，把政治看作演化中社会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世界各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西方各国对利益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剧增。这也成为这个时代人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西方的人类学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野蛮人”之“朴实”而“原始”的生活面貌，希望从研究中能够发现共同体内聚力的生成原理。“二战”后，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民族国家出现，将许多原始部落整合到新的国家体系中，同时，在新式政治体制的实施过程中，部落数目减少，国家体制逐渐强化，以及部分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兴起，使第三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上呈现出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面对这些复杂的变化，学者认为，如果按照静态和理想的模式来关照这些变化，那将很难获得一个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的真正理解。

中国人类学是随着西方现代性传播而被引入的，故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生、发展，我们不妨认为它是一个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是从理论到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过程，同时，从重视研究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过程转向关注现代社会的过程。

综而观之，中国政治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学者们主要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本质，其中，既有中国人类学家的本土实践，也有西方人类学家的中国研究，并推出了一批很有影响力和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第二阶段，努力建构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工作，首先主要是对国外政治人类学的引介，其次就是在引介国外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同时，国内的学者也作出了自己对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理解。第三阶段，当下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实践。在中国人类学者的视野中，当下中国仍是一个拥有九亿多农民的乡土社会，国家主权下的乡村社会发展关系着中国的整体发展。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政治行为、制度、组织之间关系等似乎成为今天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题。

短短的二十几年来，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经获得了长足进步，且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在研究方向上，涌现出了从不同学科领域切入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研究；在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构上，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具有地域特征的学术研究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上述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实践中，在基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建设上，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在中国还存在很多的不足，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中国政治人类学　理论与方法　研究对象　乡村社会





学界一般认为，政治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它大体上主张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政治现象的起源、运行机制和发展，揭示政治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战”后，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获得独立，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思维的变化而迅速发展，其理论与研究方法亦日臻成熟。但在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开始零星出现相关的介绍文章，到今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政治人类学逐渐成为中国人类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

一、政治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一般说来，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与政治有关的文化事项，其理论、方法与政治学有所不同。虽然每一时代的政治学理论必然会打上该时代的烙印，但不管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在不同时代如何呈现出不同关照中心，主要仍是围绕国家、政治体系、政党、政治组织、政治文化、政治精英等范畴而建构其理论解释。就西方政治生活的变化来看，政治学的理论响应着这些变化，体现出与现实政治尤为密切的关系。在历时方向上，我们可以发现应对政治变化的行为学派、分析学派、体系学派合理性学派等政治学的理论系谱。与此相类，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从产生到发展也有着自己的学科理论轨迹，其理论建构亦同样具有与时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相照应的鲜明特征。

（一）政治人类学的早期形态

由于人类学主要是研究人类及其在各种发展文化的科学，故作为人类学分支的政治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不仅仅只是国家框架下的政治，也包括非国家的政治现象研究。在这一点上，学界已有共识。

其实，政治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倾向可追溯到更早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论著中，就已在努力展现社会政治变迁的普遍法则。之后，类似的研究出现在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等人对政治制度、组织和政治行为及其演化的关注中。如，1748年，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对历史事实和世界各国古今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实践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生存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与影响的动态关系中，来把握国家政制与法律发展变化的规律。孟氏亦因此被称为近代政治社会学的开创者（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502），其历时和整体主义的理论关怀、研究视野和方法，对当时学科研究影响很大，随之陆续问世了一批有关政治现象的研究成果。

1861年，被称为英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的亨利·梅因推出《古代法》一书，探讨了在社会的世俗进化后，社会政治行为和结构表现出由身份社会过渡到契约社会，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过渡到以地缘关系为依据的演变过程，社会组织产生了真正意义的政治行为。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梅因未能展开的思想（董建辉，1999：17）。他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根据对美洲各地印第安人的考察，对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亚洲、欧洲、澳洲部落制度的分析，证明了氏族为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确定了人类社会最初都是母权制的，从母权制转为父权制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通过对亲属制度的研究，认为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入较高的形式。摩尔根的进化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来源，首开亲属制度的研究。但是那时的人类学家，还没有专门的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对初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分析亦只是在整体的人类学研究中进行，把政治看作演化中社会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政治人类学的早期形态。

（二）政治人类学之诞生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世界各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西方各国对利益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剧增。20世纪所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和帝国体系，也就逐步为20世纪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局面所取代。国际政治和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度动摇了西方社会思想界对文明的自信心，形成对“西方中心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和“政治文明”信条的反思。这也成为这个时代人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西方的人类学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野蛮人”之“朴实”而“原始”的生活面貌，希望从研究中能够发现共同体内聚力（cohesion）的生成原理（王铭铭，2004）。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抛弃了进化的理论与方法；其二是美国与英国、法国人类学的理论分化（董建辉，1999：19）。

其中，在英国，马林诺夫斯基的“心理-生物功能主义”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代表着“结构—功能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亲历调查和深入研究，首创了参与观察人类学研究方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马氏阐明社会中的文化要素皆有其特定功能，目的在于满足社会心理或生理需求。虽然在政治人类学学科直接的意义上，马氏理论与实践的努力似乎贡献不大，但国内有学者依然予以马氏很高评价：“他对初级社会中的法律、经济和宗教等文化制度的研究，为政治人类学从‘整体人类学’中独立出来扫清了道路”，为英国人类学家深入研究非洲社会制度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方法，“使得政治人类学确立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上：21）。

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只注意到了横向的研究而忽视了纵向的分析。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则弥补了这一缺陷。布朗要求横向与纵向研究同时展开，认为作为一个均衡的系统，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种社会制度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并都有其显著功能。布朗还强调实地试验的比较方法，主张尽量精密地考察和比较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和文化（黄淑娉、龚佩华，2004：145）。重视非洲经验和结构—功能主义运用，为政治人类学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0世纪40年代，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非洲的从游群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则无法适用。是以在1940年，福特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编著《非洲的政治制度》，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政治制度分类法，将在非洲发现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类：集权化和无集权。总的看来，这是一部政治人类学论文集，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故而被视为政治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与学科诞生之标志。文集中所确立的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关注焦点，为后来的其他政治人类学者所拓展和精细化。值得一提的是，与《非洲的政治制度》相呼应，埃文斯-普里查德于同年又出版了其政治人类学著作《努尔人》。他通过对尼罗河下游苏丹民族努尔人生活的实地考察，用民族志的材料说明了无政府社会的存在，阐述了努尔人的部落在一定的地域中如何通过一套独特的继嗣制度不断裂变、合并的动态过程，而且通过一定的方法营造自己的政治秩序，并维持裂变单位的稳定。无疑，在理论上，《努尔人》为《非洲的政治制度》提出的两类政治制度的分类提供了佐证。

（三）政治人类学逐渐走向成熟

但也有人对这一时期关于政治研究停留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方法侧重于对一个政治社会作静态的描述，仅把处在政治场域中的人们看作被动的存在物而不是实践活动者（金光亿，1997：374）。尤在“二战”后，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民族国家出现，将许多原始部落整合到新的国家体系中，同时，在新式政治体制的实施过程中，部落数目减少，国家体制逐渐强化，以及部分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兴起，使第三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上呈现出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应该说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变迁过程——包括社会内部的矛盾、文化接触中冲突以及国家权威绝对化过程中所引起的部落、族群及民族间纷争。如果按照结构—功能主义静态和理想的模式来关照这些变化，那将很难获得一个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的真正理解。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利奇、格拉克曼等学者开始对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的稳定性表示怀疑，从而对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改造意见。他们认为功能主义缺乏对社会内部冲突和变迁的注意，所以新的研究方法应该包括政治过程之历史的向度和动态的观点（黄淑娉、龚佩华，2004：147）。对政治的动态研究在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格拉克曼《非洲的民俗与冲突》和《非洲部落的社会秩序和反抗》、特纳《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著作中得到体现。利奇认为，政治的动力在于人们追求权力的斗争，强调权力的建构是政治动态的基本过程。格拉克曼在探讨了社会是如何通过有节制的冲突表现来获得平衡之后，强调社会政治过程冲突的一面，并证明仪式具有恢复社会平衡和稳定的政治功能。维克多·特纳则通过一系列社会剧的形式描述单独个体的行动，个人政治行动的重要作用，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以及临时性政治团体的形成（朱炳祥，2004：138）。由于利奇、特纳等人的研究对认识社会的变化、阶层、政党等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探究非西方社会的需要，掀起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热潮。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进入到成熟阶段。

与此同时，政治人类学在美国也得到发展，主要表现是以怀特、斯图尔德、萨林斯、塞维斯等代表人物的新进化论的兴起。怀特借用物理学和热力学有关能量的定义解释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需要提供能量，使之运动和进化。根据能量的利用积累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从原始社会到新旧世界交替的古文明国家、现代工业化国家，最后到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等四个阶段。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斯图尔德提出了多线进化论，认为文化变迁受生态环境的影响，环境不同，文化适应也必然不同。用多线进化的方法可以解释文化差异和类似的问题，并对家庭、部落、国家三种文化类型实例进行对比分析，如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上相似的文明，来源于所处生态环境的相似性以及在这一种生态环境下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作为两人学生的萨林斯、塞维斯继承了导师的理论，并将其两人的理论合二为一，提出了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的概念，认为，“文化一般进化是能量转换由少到多，综合水平由低到高，全面适应由弱到强的过程。而特殊进化则是文化沿其多元线发展的、族系的、分化的、历史的过程以及特定文化适应性变异的过程。”（托马斯·哈定等，1987：31）从这种文化进化理论出发，塞维斯在《原始社会组织》《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两部著作中，通过对大量庞杂的民族志材料的分类整理，将原始社会依次分为队群、部落、酋邦三个演化阶段，向前发展则进入文明社会的国家、现代工业社会。这一“五阶段论”，引发了美国学界的评介和批判，从而导致学界重新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问题。值得说明的是，由于人类学研究大多是从民族志的材料出发进行描述和分类学式的论证，缺乏哲学思辨，所以对于人类社会政治的演化，至今仍需不断探索。

（四）政治人类学的新趋向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都局限于殖民地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但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世界局势变化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新的殖民关系形成，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到现代化这一复杂而又多变的轨道上来。在一变化之下，忽视西方社会的因素单从非历史非政治的立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显然已不适于现实情况。于是西方的一些人类学家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自身所处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反思既有研究，关注边远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影响传统政治进程的转型问题，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机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机制破裂的危机（马克·阿伯勒，1998）。这提示文化、权力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任何社会及其变化，都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现象，故而应放置到世界体系中来考量。文化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真实图像也要求政治人类学家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热点认真关注，从多角度去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特别是20世纪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人类学在不抹煞政治学和制度社会学具体贡献的情况下，在跨民族范围内，对“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大有用武之地（同上）。有人在分析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趋向时指出，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的影响，重视弱势的边缘群体研究以及关注当代国际性政治问题，已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三个趋向（董建辉，2003）。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关于政治人类学研究内容的概括，基本上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中心思想：对政治的定义、对政治制度的定义、对人类所创造的政治制度演进的研究、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对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董建辉，1999：2）。也有人类学家认为，从人类学的观点研究政治可以有四大分支领域：（1）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制度并予以分类；（2）社会制度的功能分析；（3）识别一个集团或者某些地域组织，并究明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波及的影响；（4）对政治行为和过程进行民族志研究（金光亿，1997：369）。

应该说明的是，在今天，关于政治人类学可否为一独立学科仍有争议。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就认为，政治人类学纯属子虚乌有，把政治体系从其他的社会次系统划分出来完全是徒劳的（特德·C．卢埃林，1989：12）。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对政治人类学归属持不同看法：在政治学学者看来，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王惠岩，1998：280）；在人类学学者看来，政治人类学是人类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王铭铭，1997：223）。还有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关于政治权力、国家起源和氏族社会的研究，否认了恩格斯的国家起源学说，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李和中，1997）。笔者以为，人类学家的努力在于建构人类认知体系和关怀人类存在的本质，以及解决现代人类社会有关的实际问题。所以当人们面临复杂的体系时，分类出更多的次级体系，显然更有利于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诚如费孝通先生（2000）曾言，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要经历批判、内省和反思的过程，人类学即在这样的历程中努力寻求自身的价值体现和学科定位，并以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多维的文化视野为人类提供了诸多关于人类行为和思想的认识。政治人类学亦如此。

二、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发展

人类学是随着西方现代性传播而被引输中国的。这种现代性，有学者认为，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启蒙，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对民族国家力量的强化（胡鸿保，2006：48）。故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生、发展，我们不妨认为它是一个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当然，政治人类学的中国轨迹也不例外，那就是西方政治人类学，从理论到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同时，从重视研究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过程转向关注现代社会，特别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社会问题研究，也预示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之新取向。综而观之，中国政治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考察。

（一）人类学本位的政治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中国政治人类学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本质。其中，既有中国人类学家的本土实践，同时也有西方人类学家的中国研究，并推出了一批很有影响力和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

早在1935年，林耀华就完成了十五万字的《义序的宗族研究》的硕士论文。该论文以福建义序乡这个典型的宗族村落为田野点，对该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了深入考察；他从文献考证到直接参与观察，除了关注宗族和家族的连锁结构外，还以详细的民族志推导出宗族内外亲属关系的连接，从而发现文化的连续性与地方性差异，并认为宗族组织是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它成为乡村社区自我治理的纽带。由于林耀华在论文完成之后旋即旅赴美留学，以致其硕士论文很长时间内未能公开出版。不过在1936年，林耀华的著名论文《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发表，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文中述及了不少义序的宗族情况，从而使福州义序的宗族情况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知。这是中国人类学学者以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汉族的家族、宗族而写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影响很大，国内学术界也由此一再建议出版《义序的宗族研究》。但直至2000年，《义序的宗族研究》才得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44年、1948年，林耀华的一部小说体民族志《金翼》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作者通过对福建省古田县黄村有密切关系的两家人的变化，展示了人际关系的网络，刻画了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是中国南方乡村社会和家族体系变迁的缩影（林耀华，1998：4）。与《义序宗族的研究》相比，《金翼》在许多方面有其相同之处，都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家族制度及其变化。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亦是明显，就其观察视野而言，前者基本上只是局限于当时当地，而后者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则显得更为广阔，时间跨度也更大；在文本叙事和描述方式上，前者属于典型的论文形式，后者则采用了灵活的小说手法；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上，两者在都受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但后者融入了后来在美国发展出的“平衡论”（林耀华，2003）。

还必须得说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中国人类学研究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如果认为《义序宗族的研究》和《金翼》是从中国乡村的宗族组织和人际关系的视野分析了族权与绅权形成的背景和表现形式的话，那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则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的深入研究。两人的著作成为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之作。虽然两人并没有对中国政治作专门研究，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对政治人类学所关注对象的描述，揭示政治行为、组织和各种政治关系成为影响社会变迁不可避免的因素。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的人类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其中，以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关于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影响最大。由于受众所周知的因素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人类学学者无法进入大陆开展学术调查和研究。弗里德曼只有通过对新加坡等地海外华人社区的考察、中国人类学家的文献作品（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人类学著作）以及一些能接触到的中国历史文献，对中国的宗族组织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分别于1958年和1966年撰写了《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著，其中，所阐释的宗族理论在中国及海外理论界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两本著作中，弗里德曼试图通过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的考察，从福建、广东二地经济基础开始，细述当地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对其以下的各层组织：房、支、户以及这些组织在地方社区中的政治经济功能，以及围绕共同祖先展开的各项祭祀和礼仪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分析宗族之间以及宗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弗氏已经注意到广东、福建地区宗族和村落相结合的现象，并提出了关于中国宗族的理论模型，认为华南社会结构是以宗族和地方社会的结合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弗里德曼，2000）。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弗里德曼对广东和福建宗族的研究主要还是采用功能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的，他研究中国汉人宗族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与研究非洲部落社会的学者进行对话，这就使弗氏很难认识到中国社会与非洲等其他非西方社会之间的重大差异。实际上，弗氏的研究中忽视了中国是个有着很长时期国家制度和文献典籍记载的国家，对立了国家和宗族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宗族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权威构成威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二者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相互支持（杨春宇、胡鸿保，2001）。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可看作是西方人类学家对中国政治的专门研究。杜氏以1900年至1942年时期华北农村在社会变迁为例，探讨了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希望解释国家政权的扩张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杜氏以“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两个中心概念贯穿整个研究，指出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通过考察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他揭示这些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所构成的“权力文化网络”。他认为一种文化甚至在经历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仍将保持自身认同的方式，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的企图注定要遭到失败（杜赞奇，1994：1—4）。也有学者曾指出，杜赞奇关于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宗族组织不只在东南区存在，在华北也存在，宗族组织以不同的面目生存在中国农村的区域权力网络中，成为帝国的地方行政体系与非正式的社会团体的中间形态，这些看法虽然仍有待在中国不同区域进行验证，但是目前它已经形成对弗里德曼理论的修正（王铭铭，2005：77）。

（二）构建中国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努力建构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工作，首先，主要是对国外政治人类学的引介。在中文刊物《国外社会科学》上，陆续出现了许多翻译国外政治人类学学科介绍的文章，以及国外人类学家有关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观点（张谦，1998；莱维伦，1988；特德·C．卢埃林，1998）。其次，就是在引介国外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同时，国内的学者也做出了自己对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理解。有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性质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探讨（王铭铭，1997：224）。在研究方法上，与一般政治科学不同，主张把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社会整体的其他组成部分如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文化、风俗、信仰和象征系统联系起来，分析政治和人的结合关系，把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社会理论、文化概念、意识形态理论、行动理论、跨文化比较观点、文化与个人的理论、权力理论、世界系统理论、仪式理论、象征主义研究等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分析和政治比较。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学为主，融合政治学以及其他行为科学的年轻学科，对研究多民族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可以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角度（和少英，1989）。第三，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界出现了系统介绍和理解政治人类学的专门著作。1999年初，厦门大学董建辉出版了《政治人类学》一著，先从横向上对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予以界定或检讨；接着从纵向上梳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脉络，进而阐述了政治人类学从传统的政治制度到个人政治行为的研究范式的转移；并展望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女性与权力、世界体系观和人民权力；最后，董著从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对中国当下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借鉴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共同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

在董著正式出版之前，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零散状态，只有几篇零星的介绍文章，尚没有系统、完整地介绍政治人类学的专门著作。应该说，董建辉《政治人类学》专著的出版，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为了填补国内人类学界的这一理论空白，他不辞谫陋，在多年教学、科研基础上，并参考美国政治人类学家Ted C．Lewellen著述的《政治人类学导论》（Political Anthropology：An Introduction
 ）而撰成此书。虽然在其著作中少有政治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实践研究，但对国内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建构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人类学的纵深研究、理论运用和理解以及教学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在中国学者编著的诸多人类学教科书中，都设有专门章节以介绍政治人类学的内容。如庄孔韶在其编著的《人类学通论》中，从政治人类学的学术视野着重介绍社会控制和人类学的比较法律研究，并以中国的具体实例予以说明。朱炳祥在其《社会人类学》中，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与别的学科区别开来，对政治人类学的学术策略、政治经济体制类型的并置与演进、对战争根源的思考、对宗教发生的阐释以及宗教在现代生活中存在原因的分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以自己的田野调查个案《村治权力与仪式变迁——以周城白族火把节为例对国家与社会权力互动关系的微观考察》对其理论予以印证。个案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城白族村传统火把节仪式变迁为例，探讨村治权力在民间社会宗教仪式变迁中的作用，进而对国家正式的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非正式的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进行微观考察，强调对政治制度的学习与研究需要在社会文化的整体中去观察与思考。通过研究，他认为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要求重视整体论的视角，将政治放到与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亲属组织、宗教仪式等因果的关系中进行分析（朱炳祥，2004）。《社会人类学》和《人类学通论》等著作关于政治人类学理论介绍以及结合中国实际的具体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董建辉《政治人类学》的补充，更是对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的有力支撑。

此外，这里还有必要对政治人类学与民族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单说明。实际上，在政治人类学引介到中国之前，中国的民族政治学研究就已经展开。到1993年，周星出版了《民族政治学》专著，介绍了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研究对象，认为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综合交叉的色彩、具体灵活的特征。随后，云南大学的周平先后于2001年、2003年出版了《民族政治学导论》和《民族政治学》两部著作，将民族政治学界定为以民族政治生活和各种民族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个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通过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政治发展论、政治参与、政治关系和政治体系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周著厘定了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并从多个方面深入考察和分析民族的政治生活，从理论上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民族政治生活的状况，揭示民族政治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民族政治问题的生成机制和演变特点，总结解决民族政治问题的经验和教训，等等。显然，周著着意去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民族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

或许相较于政治人类学主要针对人类社会政治组织、权力及政治过程的研究，民族政治学关注的主要则是民族政治现象及民族的政治过程。但究其根本而言，两者在研究对象上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在这一点上，民族政治学与政治人类学多有重叠。而在学界的实际研究中，在很多时候也基本上将两者等同起来。基于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伸展方向：一是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一是以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民族问题。如果说前者的贡献在于对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而后者则是将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民族实践相结合，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实践

第三阶段就是当下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实践。在中国人类学者的视野中，当下中国仍是一个拥有九亿多农民的乡土社会，国家主权下的乡村社会发展关系着中国的整体发展。如前所述，林耀华、费孝通等先生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实际证明了这样一个研究事实，政治人类学自进入中国开始就结合着中国的社会实情，以社会结构的底层——边缘社会乡村政治为研究对象。正是由于这种中国乡土社会的实际和学术研究“传统”，以致即使是政治学的学科取向也“自觉扬弃一贯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布道和注经式研究，从唯书为上转向实证和经验”（吴毅，2005）。随着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的日臻完善和研究理论、方法的日趋成熟，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也相应出现了发展的新趋势，不同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纷纷参入其中，研究范围和学科关怀对象亦随之扩大，呈现出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期待的“多科共存，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形势。例如，在庄孔韶1996年出版的《银翅》中就充分体现出上述的学科综合研究新特点。庄氏通过对金翼之家的后裔和《金翼》书中尚存者的追踪研究，以及金翼之家后辈生活经历与地方县镇众多人物事件相互穿插的社区过程研究，强调田野工作与中国哲学、历史文献、人物思想、政治过程与文化行为的关联分析，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军人卷入的地方县镇政权运作的“汉堡包”层位结构，以及各级权力运作“类蛛网式社会制衡结构”、中国式准—组合家族等。在方法论上，有学者提出两个重要的方法：中国古今文化关联性观察法-反观法和中国文化直觉主义的方法论（庄孔韶，2000：5—10）。他认为反观法可以为基层大众文化意识及其行为提供解释与鉴别的途径，从而避免在中国人类学撰述中出现单纯田野行为判断的缺陷，而直觉思维可以让研究者更深入地了解民众生活文化的本质。《银翅》是一部融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方法合一的学术作品，它之于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性运用。

此外，还有学者对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可看作是继杜赞奇之后对华北村落研究的继续（兰林友，2007）。在《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一书中，他以华北夏寨村落为个案，从家族/宗族、村落、国家的关系视角出发，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尝试提炼社会构成原则，把握社会转型期的村落社会变迁实质。在反思的基础上，兰林友提出了情景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与残缺宗族分析性概念，认为杜赞奇以外显姓氏符号建构宗族，过分强调血缘与地缘的重合，刻意地凸显宗族的功能与结构，这就容易忽视华北村落社会所经历的多次移民和战乱的“同姓不同宗”历史事实与社会事实。他也注意到实体主义与形式主义两种研究传统的结合，满铁文献资料与民族志田野素材结合，因而体现出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思路（兰林友，2004）。这种思路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中的过程论与行为论的相互结合不谋而合，可为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进一步开展的借照。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政治行为、制度、组织之间关系等似乎成为今天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题。1997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研讨会，会议论文十一篇结集成《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一书，正呼应了这一主题。虽然所收入的这些论文各呈风格，但所有论文确有一个共同关注，那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仪式、权威形式、法律秩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强调了基层社会的深入考察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及其成果代表了社会人类学与法学、政治学的跨学科试验（王铭铭、王斯福，2007）。

于建嵘的《岳村政治》是从政治人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关注中国乡土社会政治研究的典型作品。作者通过对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产生地——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结构变迁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从“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等方面，剖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征，进而揭示传统乡村政治仍是皇权统辖下乡村自治的本质。于建嵘说，尽管在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但乡村自治并不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权基础上，统治乡村的是融皇权与族权于一体的士绅。在政治人类学的意义上，他还从“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的角度分析了传统乡村政治结构的生成原因与基础，指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政治变迁；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因受到乡村利益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转变过程，乡村政治的基本政治主体正从实现从“家庭”到“单位”再到“个人”的过渡；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权力文化向民主权利文化的发展过程（于建嵘，2001）。

陶庆在对深圳市某著名商业街私营企业主自发形成的草根组织与政府长达八年的互动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考察后，形成其政治人类学著作《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陶著通过对福区政府与福街草根商会在民主协商基础上的谈判对话，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基于妥协基础上的共赢的“民族志”描述，揭示中国宪政建设在文本宪法尚不能转化为有效政制之转型期间，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双方可以在既有文本宪法框架下主动接触，通过民主协商模式变通相关政策法规，最后在交往中实现宽容与妥协的经验。这种“正当妥协”的地方性宪政经验表明，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平等协商与对话，促成互利互惠的和谐关系，开拓了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良性互动关系的新路径（陶庆，2007：17—33）。

三、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展望

短短的二十几年来，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经获得了长足进步，且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在研究方向上，涌现出了从不同学科领域切入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研究；在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构上，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具有地域特征的学术研究群体；不少高等院校已经开设了政治人类学课程，培养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专门人才，这无疑成为中国政治人类学发展的基础。

具体而言，华南的人类学研究，如中山大学，虽说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角度，进入国家与乡民社会、地方宗族和社会控制等主题，展开深入调查、分析和讨论，实际已对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的融合有着重要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说，“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而将农村置于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对更深刻地理解农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上重要的意义”（陈春声，2003）。厦门大学则不仅在政治人类学教材编著上作出了贡献，且尤为关注当今一些热点问题，如当代中国及世界伴随人口空前规模流动而形成的不同社会文化现象，族群之间的冲突、互动与交融，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对话，女性研究，社会变迁中村级土地制度，等等。

与这些研究趋向形成呼应，北方许多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的一批学者，立足于现实发展的中国社会，主张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注重实地调查，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正如有学者所提倡，借用历史的想象力，将微观的民族志与影响它的“大历史”联系起来，中国古代“天下”与近代“世界体系”联系起来，在天下内部寻找包容差异的制度，并在这一制度的框架内思考中国人类学的空间建构，解释中国族群关系的深层结构，形成“中国的学问”（王铭铭，2005）。在区域社会的研究上，有学者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关注现代政治对基层社会的超强支配力，提出“政治”以及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杨念群，2004）。这些综合研究态势，与华南的学术风格构成中国当代政治人类学研究中一幅有趣的南北互映图景。

此外，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注重田野，秉持“实际、实证、实验”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致力于农村调查、研究与实验，对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西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及配套体制改革，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创新，县、乡、村治理体制变迁及民主政治建设，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性质，农村乡镇政权体制改革，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与治理体制创新，农村妇女政治参与，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公共物品供给等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他们的政治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叙述范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带动了政治学研究者走向田野工作和实地调查，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的政治现实，对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新的尝试，扩宽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使得泛道德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日渐式微，而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乡村政治学的主流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多项成果为国家立法和党政决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异军突起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在上述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实践中，在基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建设上，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在中国还存在很多的不足，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政治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还相对薄弱，研究对象偏狭。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只有董建辉的《政治人类学》和何国强的《政治人类学通论》对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总体看来，国内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引进阶段，以介绍国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其中的相关概念进行实证研究为主，这样造成了对国外人类学理论与概念进行消化吸收并转化为本土话语上的问题。即使在学界引进国外政治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不够系统及时的问题。由于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持，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还不够规范，许多课题研究仍停留于传统范式的实践，对亲属制度、比较政治、宗教的研究多为现象描述，缺乏真正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理论阐释，对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引起的全球化、国际政治、城市化、传播媒介、社会保障、阶级阶层、贫困问题、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等涉及多种学科的热点问题研究难以见到，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模式和概念体系，更难与国际进行有效的学术对话，创建成熟的中国本土化的政治人类学研究模式还有相当的路程要走。

其次，学科归属游离，专业分工不明显，学科体系建构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更新是分不开的。虽然目前国内一些科研和教学机构对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政治人类学本身学科归属的游离性，专业分工的模糊性，许多高校仅将政治人类学作为选修课，且在专业培育上，缺乏明确的政治人类学方向，都只是寄于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一级学科下的其他学科民族政治学、民族历史、人类学等方向上。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上，许多学者仅将人类学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这虽对中国政治人类学专业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因其不问学科只唯共同的研究兴趣，而致学科研究专业化难以形成一个整体。

所以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发展，笔者以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继续吸收、借鉴西方相关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现实，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化研究。

第二，既要有宏观、整体的学术视野，又要具备深入微观的田野观察和描述，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第三，融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法学等学科研究理论、方法和知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努力完善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形成政治人类学专门的学科方向，培养专门人才，为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和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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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治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厘清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于推动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与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有学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理。然而，均缺少对政治人类学基础知识与东西方学科发展历程的整体性、全观性研究，缺乏系统性、全方位的评析，缺乏对当前研究状况的把握，对未来政治人类学发展的定位与展望略有不足。


本文通过梳理已掌握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从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层面探讨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对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历程之研究现状及当前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总结政治人类学在我国的本土化历程。在此基础上对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政治人类学未来发展空间进行展望。

本文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知识的探讨是这样的：首先，对于何为政治人类学，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学科意义上的规范定义，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们从学科层面上对政治人类学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研究所有社会的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等问题的新兴学科，它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其次，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体现出了人类学的特色，习惯关注边缘群体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当然，人类学家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使得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断丰富，新的事物和现象不断被纳入到政治人类学者的视野中。第三，对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争议的焦点在于政治人类学是一直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开创了本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抑或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显然，政治人类学既有基于学科性质即人类学分支学科而沿用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同时，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独特研究方法，此外，也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一些合适研究方法，而不是固步自封，自我僵化。与传统政治学相比，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政治人类学者对参与观察和整体论的运用，这是对人类学传统方法的沿袭。政治人类学继承了人类学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反对书斋式的文献研究，力图通过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方法去了解所研究的对象。

西方政治人类学一般有如下发展历程：学科意义上的政治人类学形成是以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和迈耶·福蒂斯主编的《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出版为标志，至今不过70余年时间。人类学家最初只是把政治看作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发展到政治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再到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繁荣兴盛，政治人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毋庸置疑的是，迄今为止，在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政治人类学仍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由于多样化的现代性危机，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主题越来越多元化。国家、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或商业机构等都变成分析对象。这些不同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主题构成了一个复杂且更完整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图景。政治人类学在我国也经历了一系列本土化历程：一是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引介；二是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吸收推广；三是国内学者政治人类学的学术实践。

政治人类学发展至今，无论是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还是学科理论发展历程；无论是学科概念，还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都已经取得不菲的成绩，学科发展逐渐正规化、正常化、有序化。然而，政治人类学毕竟是一门发展时间才70余年的学科，进入我国才30余年，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理论建树不够，缺乏自主创新；二是应用性研究仍显不足，且不够深入；三是政治人类学者之间交流缺乏，中外学者之间对话困难。为此，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有如下展望：一是从时间和空间上进一步扩大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二是研究方法力求多样化；三是加强国内外政治人类学的交流和对话；四是加大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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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厘清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于推动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与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在收集整理学术界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基础知识，梳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总结政治人类学在我国的本土化历程，分析政治人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拓展的研究领域。

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有学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理。其中，有从研究对象、方法以及与政治学的关系层面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但对最新研究成果较少关注（董建辉，2000a）。该文与其说是一个研究现状总结，不如说是一份使用文献资料写成的政治人类学学科介绍短文。其后续研究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相关成就（董建辉，2002），但分期过于粗放。也有学者仅仅集中在学科发展史层面来回顾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政治人类学典型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范可，2008）。但是，由于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好介绍其中的一部分”，致使该文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介绍不是非常充分，且缺少对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关注。《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暨爱民、彭永庆，2008）介绍了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生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问题，但缺少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关注，同时，对中国政治人类学发展问题的建议略显空洞，实际操作性不强。整体而言，上述文章均就某个方面梳理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对于把握政治人类学的学术脉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均缺少对政治人类学基础知识与东西方学科发展历程的整体性、全观性研究，缺乏系统性、全方位的评析，缺乏对当前研究状况的把握，对未来政治人类学发展的定位与展望略有不足。这正是本文所尝试突破的地方。

一、关于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基础知识

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进行探讨是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因而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之一，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

（一）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

对于何为政治人类学，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学科意义上的规范定义，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法国学者George Balandier（1970：2）（学术界译为乔治·巴朗迪埃或布兰迪尔）认为，政治人类学出现既作为一项历史悠久且一直存在的主题，又作为晚近出现的人类学专门化的学科。一方面，它企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原则，因而它有望成为一门政治科学，将人视为政治人，并寻求在不同历史和地域中各政治组织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它是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分支。它关注对原初或先前社会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George Balandier偏重从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层面对政治人类学进行界定。美国学者F．贝雷（1986）从政治所包含的内容视角对政治人类学进行定义：“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主张人们不要过‘孤独、贫困、卑俗、粗野和拮据的’生活。它实现这种主张的做法是寻求调节权力竞争的方式，而并不总是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它可以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手中，或者，为尊重平等原则，它又可以把权力分散。它可以把权力斗争结合到其他制度（宗教的、家族的或经济的制度）中去，或者又采取另一做法，可以让这些制度跟政治竞争的破坏性作用隔绝开来。它可以有法庭和官僚制度，或者也可以没有这一切。总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寻求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如何使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过多的权力冲突的问题。政治人类学就是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问……政治人类学的早期阶段就是对这种以亲属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以何种方式让位于国家这一问题的进化性思考。”F．贝雷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侧重于关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即认为政治人类学是对不同文化体系中如何解决权力冲突问题开展研究的学问。这个定义缺少对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特点的介绍。

不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在引进国外政治人类学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不断尝试着对政治人类学下定义。早期研究政治人类学的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一门以原始社会的种族共同体、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为对象，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运用一般人类学方法分析政治演化过程的实证科学。”（张谦，1988）该定义突出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学科性质，但却没有摆脱政治学的影响，饱含浓重的政治学学科色彩，仅能够从方法上体现出人类学的内容。此后，《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对政治人类学的定义为：以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亦可说是人类学与政治学相结合而产生的边缘学科（陈国强，1990：35）。陈国强突出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和学科性质，但界定过于简单。自20世纪末以来，仍有许多学者尝试界定政治人类学。《想象的异邦》一书认为通常把专门致力于对“非国家”类型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称为政治人类学（王铭铭，1998：111）。其主要针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并不全面，没有把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完全纳入进来。《人类学通论》一书提出这种有别于传统政治学而是致力于对包括“非国家”、“无政府”的人类学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在内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政治人类学”（庄孔韶，2002：372）。着重从比较政治人类学与传统政治学研究范围的角度对政治人类学下定义，在某种层面上局限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把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等纳入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有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从而为社会科学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董建辉，1999：1）；提出政治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董建辉，2000b）。董建辉关于政治人类学的定义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兼顾横向与纵向，兼有动态与静态研究，是较为全面的定义。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政治人类学的概念界定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都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所有社会的政治组织、政治活动及政治过程等问题，尤其关注前工业社会的权力、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有鉴于上述，我们从学科层面上对政治人类学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研究所有社会的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等问题的新兴学科，它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二）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体现出了人类学的特色，习惯关注边缘群体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当然，人类学家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使得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断丰富，新的事物和现象不断被纳入到政治人类学学者的视野中。按照最简单的理解方式，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但这样理解显然过于随意。早期的政治人类学家主要关注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典型者即为政治人类学确立时对非洲政治制度的静态研究。后来，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政治学的影响，其研究对象逐渐扩大，除了对政治制度开展静态研究之外，还涉及动态的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英国有人类学家陈述了政治人类学关注的主要方面：（1）政治制度的分类；（2）政治制度的进化；（3）研究前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4）最近几十年对前工业社会的政治过程或发展道路进行的理论研究；（5）对古代部落社会的现代化和对工业国家的各种现代政治机制进行广泛和不断深入的研究（特德·C．卢埃林，2009：3）。不论是异域还是本土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都进入了政治人类学研究者的视野，但主体还是政治制度。当然，政治组织及其重要形式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题，较早的研究者如罗伯特·路维及其代表作《国家的起源》。还有学者专门从国家的层面探讨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运用政治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探讨国家的起源与性质（P．邦特、K．絮吉塔，1981）。20年后，有学者重申这一点，指出国家应成为新世纪的政治人类学主要课题（Troullit．Michel-Rolph，2001：125—138）。此时的国家更多地具有了处于全球化场景中的内涵，而非仅仅指单纯地具有政治边界和地理疆界的政治实体。美国有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1）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2）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3）对有史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4）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5）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6）对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Ronald Cohen，转引自周大鸣，2009：294）。显然，他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理解相当全面，几乎包含了与政治有关的所有内容。

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政治人类学研究经验上，总结归纳了自己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理解。较早关注政治人类学的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以原始社会的种族共同体、传统国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为对象”（张谦，1988）。这种理解方式把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局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系统中，缩小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同一时期的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包括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对政治系统的比较研究、对政治演变问题的研究（和少英，1989：4）。和少英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偏重于政治的动态分析和比较分析。由于当时政治人类学刚进入中国，张谦与和少英的理解受到当时西方政治人类学者的影响，就更多地具有引介西方学者观点的性质。之后，又有学者对传统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对比，认为政治人类学主要研究没有政府和国家的初级社会中非正式的权力关系（董建辉，1999：6）。对于这种认识，我国有些学者持赞同的态度。比如，有青年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简单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政治人类学从萌芽时期起，就一直关注对“其他”民族和“国外”社会中村落或社区一级政治组织的研究（韩芸，2008：278）。另有学者提出政治人类学将研究无国家社会的、“非正式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重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研究任务（朱炳祥，2009：187）。这种理解仍然保持了传统政治人类学的色彩，没有跟上学术创新的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董建辉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逐渐深化，认为，20世纪后期，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类学学科本体的发展，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摆脱了以往专注于传统社会的局限性，不仅传统村落和社区的政治组织，而且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等都成为政治人类学关注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三个主要趋向：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对全球的影响、重视弱势的边缘群体研究以及关注当代国际性政治问题（董建辉，2003）。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突破了人类学传统研究范畴的羁绊，更加具有了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周大鸣认为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周大鸣，2009：295）。周氏的理解偏重于政治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意义，强调文化对政治的作用。《人类学通论》介绍了政治人类学的四种研究对象，分别是：从进化的角度来介绍政治制度和组织并予以分类；社会制度的政治功能分析；识别集团或者某些地域政治组织，并研究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及由此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对政治行为和过程进行民族志的调研（庄孔韶，2002：373）。认为由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传统存在差异性，因此，各国政治人类学者在其研究上都会依其国情而有所侧重，而综合世界各国各地区政治人类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就能更全面地认识人类的政治文化。应该来说，庄孔韶突出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保留传统的同时还要因地因时而发展。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发生着变化，对传统的固有的研究对象依然保持，新的研究对象逐渐纳入到政治人类学的视野中，一切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等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仍然保持偏好关注前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等的传统。

（三）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对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争议的焦点在于政治人类学是一直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开创了本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抑或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朗纳德·科恩虽然对政治人类学多有研究，但是他继续坚持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即认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政治人类学）应该包括或排除的东西，以及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什么，并未牢固地达成共识”（特德·C．卢埃林，2009：1）。George Balandier驳斥了朗纳德·科恩的观点，认为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其特有的研究对象时（如国家社会的形成过程，初级社会的性质等）会变得更加具体（George Balandier，1970：13）。George Balandier在《政治人类学》一书中总结了6种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1）起源分析法（the genetic approach）。此方法关注下列诸多问题的起源与长期进化：如政权的巫术和（或）宗教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的转变等。（2）功能分析法（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此方法在功能基础上探讨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3）类型分析法（the typological approach）。此方法是功能分析法的一个延伸方法，试图决定各种系统的类型，以对政治组织进行分类。（4）术语分析法（the terminological approach）。政治现象及政治系统的审查和分类不可避免地导致建立基本概念的需要。此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对政治人类学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5）结构分析法（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此方法取代了起源分析法或者功能分析法，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的结构模型。（6）过程分析法（the dynamist approach）。此方法由斯沃兹、特纳、图登三人首先提出，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进行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我们认为George Balandier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整理出适用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层面上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这些方法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我国学者在对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上，以引进吸收西方的研究方法为主，辅以自己对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补充。有学者认为，在研究技术上，政治人类学还有一些独特的方法，比如参与观察法、类型学方法、术语式研究法等（张谦，1988：2）。当然，这种说法还是沿袭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其贡献在于承认了政治人类学既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又有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沿用。我国有学者在George Balandier的研究基础上提升出第七种研究方法——行为分析法。此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并做出决策（董建辉，1999：9）。这可以认为是对于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也是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人类学本土化的重要尝试。他还认为，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董建辉，2000b）。也就是说，政治人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要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新方法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诸多人类学学者如周大鸣、韩芸等在其著作中都有相当部分文字介绍国外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例如，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政治人类学在研究方式上越来越强调从“文化”的视角切入。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进一步综合各种研究方法用于政治人类学研究（周大鸣，2007：201）。周大鸣在坚持政治人类学沿用人类学传统方法的同时，逐渐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

显然，政治人类学既有基于学科性质即人类学分支学科而沿用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同时，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独特研究方法；此外，也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一些合适研究方法，而不是固步自封、自我僵化。与传统政治学相比，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政治人类学者对参与观察和整体论的运用，这是对人类学传统方法的沿袭。政治人类学继承了人类学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反对书斋式的文献研究，力图通过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方法去了解所研究的对象。坚持认为政治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与宗教、血缘等相关联的，因此，政治必须被置于社会文化体系下，用整体论的视角进行分析，而不能孤立地研究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现象。

二、关于西方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

学科意义上的政治人类学形成是以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和迈耶·福蒂斯主编的《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出版为标志，至今不过70余年时间。期间，人类学家最初只是把政治看作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发展到政治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再到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繁荣兴盛，政治人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毋庸置疑的是，迄今为止在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政治人类学仍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学术界对西方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

对于西方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和介绍都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学科发展的分期标准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划分标准。

西方学者习惯于从政治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涉及的人类学家这一层面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解析，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学理论影响下的政治人类学发展过程，或者就是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形成、发展、更替的过程。法国学者从研究者层面即先锋者（包括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批人类学家（包括亨利·梅因、摩尔根）、政治人类学家们（埃文斯-普里查德、福蒂斯等）来看政治人类学的发展（George Balandier，1970：5）。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把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分解为学术渊源、知识积累与学科形成三大块，但并没有关注学科形成后的政治人类学发展状况。另有，外国学者介绍政治人类学的发展按照19世纪的进化主义者（包括H．梅因和H．摩尔根等）、反对派（法国的结构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美国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不列颠功能主义者（B．马林诺斯基、A．拉德克里夫-布朗）、过渡期（A．利奇、M．格卢克曼）、新进化论者（L．怀特、J．斯图尔德、A．瑟维斯）、决策的过程与采取（V．特纳）的理论流派进行分期（特德·C．卢埃林，2009：7）。

如果对这种分期方式进行深入探讨，则可以发现，每一种理论出现对应着政治人类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主题。进化论时期人类学家集中从社会普遍进化的角度看待政治制度及政治组织，对政治的研究还没有在人类学中独立出来。反对进化论者主要有法国社会学派及其继承者、美国历史学派与英国功能主义者，前二者对政治方面的研究却并没有多大成果。英国功能主义对政治人类学的出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人类学正式成为一门分支学科，埃文斯-普里查德和迈耶·福蒂斯成为典型。他们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前工业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则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论等基础。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的弟子们则将政治人类学延续下去，以利奇和格拉克曼为主要代表，他们使政治人类学研究重心从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分析向对政治过程动态分析过渡，在坚持结构-功能主义前提下，以新的理由捍卫平衡理论，向新的研究范式迈出了一大步。政治人类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丰富起来。新进化论时期的政治人类学主要关注政治进化，典型代表为塞维斯对原始组织与国家发展的研究。受决策理论和过程理论影响，政治人类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结构-功能主义在政治人类学领域逐渐被“过程论”和“行为论”所取代，“过程论”仅重视对一般性的政治过程的研究，忽视了对政治活动的实践者个人的关注；“行为论”则强调的是这些政治活动实践个人、小团体在政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是政治行为、政治系统的实践主题，而且是具有理性思维的政策决策者、操作者。比如，《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书就是研究政治人建立政治势力和地位的过程之典型代表（费雷德里克·巴特，2005：2）。当然，这些分类方式存在着一个较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能够跟得上人类学理论以及政治人类学的发展步伐，缺乏对当前发展状况的认识，更谈不上评价了。

我国学者关于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开展了某些卓有成效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相比，国内学者主要是按照时间为标准对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进行分期。其中，有学者将其发展分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和20世纪60年代以后两个时期（董建辉，2002）。董建辉认为60年代之前，西方政治人类学经历了萌芽时期、学科确立时期、学科繁荣时期，受到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等影响，形成过程论、行为论、博弈论、社会戏剧论、政治象征论等新理论。60年代之后，政治人类学发展进入到逐渐成熟时期，这个时期主题纷繁但缺乏统一理论范式和理论中心，研究主题集中在政治团体、国家正式政治制度与地方非正式组织关系以及社会边缘群体政治等。董氏在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论述较为详细，资料也较为充分。然而，其在论述学科发展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内容略显凌乱；且学科发展分期过于粗疏，分期时间点的选择不是非常合理，且没有交代分期的缘由；还有部分内容在时期上的重合。《政治人类学研究及其理论发展》一文又从学科理论层面对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进行了介绍（董建辉，2001），其贡献在于指出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与西方学者对政治人类学发展分期的方式基本暗合，即认为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就是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或者伴随着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而在内容上则没有什么创新。另有学者将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历程分为缘起、发展及其黄金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人类学（范可，2008）。该文主要回顾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了西方政治人类学几种理论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对西方文献的参考和使用，并且对政治人类学缘起的介绍较为系统和细致。

整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的论述非常充分，对其发展分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过于片面，过于粗疏，并不能够真正体现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的历程和阶段，尤其是对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状况关注程度明显不够。实际上，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根据对文献的把握，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西方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从人类学出现伊始到19世纪末期）、形成时期（在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到60年代末期）和成熟兴盛时期（70年代到现在）。

（二）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情况

针对当前西方人类学的发展情况研究较为薄弱这一现实，很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梳理。虽然我国学者董建辉
(1)

 与范可

(2)


 均在某种程度上涉及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和发展脉络，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言之甚少，尤其是对近十年来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介绍更少。厘清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进展，对于了解和把握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动态很有价值。

根据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收集与整理发现，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主要关注如下主题：对非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关注；对非西方社会中公民“身份认同”的探讨；对西方现代社会具体政治组织的研究；对西方现代社会中一些特殊群体的关注；对现代信息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关注等。

对非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持续关注。20世纪末，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是仍有一些学者继承早期政治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其中，Cynthia Salvadori关注非洲东部、东北部的Oromo-Borana民族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即他们从不同组织层次上所举办的集会以作为处理社区事务的一种方式的传统（Bassi Marco，2005）。Cynthia Salvadori通过对非洲部落的政治组织的调查，为政治人类学研究前工业社会政治组织专题作出贡献，丰富了关于非洲的政治人类学研究成果。《观念政治：东南亚当代宗教生活与公共生活》（Spirited Politics：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是关于当代东南亚地区现代性、国家建设和阶级调查的论文集；该书中的主题有“认同政治的灾难和怪异”、“大范围内民族宗教话语网络的形成”等（Andrew C．Willford and Kenneth M．George，eds．，2004）。面对后殖民主义者的批评，尽管20世纪末研究非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并非如当初那样容易，但对政治人类学研究传统的继承显示了学者们不畏艰难追求学术的精神。

对非西方社会中公民“身份认同”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种族冲突、对抗问题越演越烈，如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南斯拉夫问题等。政治人类学者试图从文化层面上探讨种族冲突的产生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其中，美国有学者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指出世界不会只存在一个单一、普适的文化，而将会是由各类多样化的文化所组成的多极世界（塞缪尔·亨廷顿，2002：2），这为研究者认识世界找到一个新的视角。

由于冲突、对抗以及战争而带来的族群认同与民族主义进入到人类学家的视野，“身份认同”和“身份认同政治”成为西方政治人类学关注的主题。其中，有学者探讨前南斯拉夫通过推行文化历史的图案和神话以增强人们的身份认同，从而加强其民族主义政权战争政策的接受度（Žanić Ivo，2007）。作者揭示了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军事和政治精英们如何鼓动起他们自身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社会记忆，以及战争投机分子、准军事领导人和思想骗子们如何通过印刷媒体、电视节目、政治演说等宣传渠道，自然地使文化历史图案和神话成为国家图标和道德典范，加强了人们的民族认同。另有学者强调了符号是政治的中心，介绍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黑地区政治的符号和符号的政治，分析了塞尔维亚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神话及英雄主义和国家认同等重要概念，并探讨了叙事在政治话语中所起的作用（Ivan Čolović，2002）。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政治符号的使用对于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为政治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对西方现代社会具体政治组织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殖民地纷纷独立及人类学家反思等原因，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组织。到了20世纪末，以现代社会科层制组织为研究主题的政治人类学进入到繁盛时期。政治人类学关于现代社会政治组织研究主要有两类：研究政府组织以及研究跨国组织。

前者主要以国家正式政治团体为研究对象。J．McIver Weatherford和Emma Crewe分别用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了美国国会和英国上议院。J．McIver Weatherford（1989）通过自己的参与观察研究了美国国会，比较美国国会与其他部落的生活习俗和礼仪，透过这些表面现象观察国会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事情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同点及不同点。而Emma Crewe（2010：313—324）研究了英国上议院，通过研究议员们的文化和社会关系，解释了上议院中意见一致的困惑，即：为什么这些议员们经常遵从他们议会中督促本党党员的人。Emma Crewe和J．McIver Weatherford对于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的人类学研究，不仅是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丰富，也是对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极好的补充。

后者主要以跨国政治组织研究对象。20世纪末跨国政治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增多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许多政治人类学者将目光投向国际组织。有学者介绍了欧洲议会每一天的日常办公情况，欧洲议会的政治和代理及在议会中每个成员国的身份认同（Marc Abélès，1993）。作者试图揭露那些不能根据正常运作或失调操作分析的矛盾和紧张形势，调查欧洲政治活动的双重性质以揭示欧洲议会这个超国家组织核心的矛盾。对美国国会、英国议院和欧洲议会进行研究不仅丰富了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也是对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极好的补充。

对西方现代社会中某些特殊群体的关注。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一些特殊群体，如警察、孩子、妇女、少数民族等。Kevin G．Karpiak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城市中的警察，在其Of Heroes and Polemics：“The Policeman”in Urban Ethnography
 一文中通过分析侦探小说和城市民族志发现这些作品中都关注英雄和警察，一方面，警察变成机制性而使异化得以加强，在这点上警察扮演的不是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有一种另类警察小说，而这类小说给道德一种颇为不同的定义。正是这样的定义可以用来重新定义人类学道德标准中关于当今世界存在的权力和暴力问题。有学者关注孩子，他用政治人类学的观察视角来探讨童年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得出公民权是有前后关系的，也是按照社会和文化线而不同（Christian Giordano，2010：847—848）。弥补了学界在研究政治问题时对孩子这一特殊群体的忽视之空白。还有学者根据访谈比利时议会的妇女、少数民族和蓝领议员们的情况，得出这些群体更容易适应而不是改变议会规则（Karen Celis and Bram Wauters，2010：380—393）。此外，政治人类学家还非常重视以妇女、农民、城市贫民等弱势的边缘群体研究，在《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一文中已有详细的介绍（董建辉，2003），此处不再重复。显然，把这些特殊群体纳入到研究中，不仅丰富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人类学对非主流的亚文化群体关注的传统，为政治人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现代社会信息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关注。进入21世纪，全面的信息时代到来反映到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上。西方许多政治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很快转向信息技术的运用与政治地区、政治社团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通信为主宰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涉及在特定政治范围权利制度内部存在的跨文化关系、文化混杂和文化多级现象（马克·阿伯勒，1998）。另有学者介绍Niall分析了与贝尔法斯特邻近两个区有关的三个网站和2003年至2005年间在网站上发布的超过400条留言，以检测政治的活跃分子在新交流技术工具上对爱尔兰北部不断升级的冲突所呈现出的跨区域新形式（D．Lorenzo，2008）。

当前，由于多样化的现代性危机，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主题越来越多元化，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性别、多元文化、移民、全球化等；国家、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或商业机构等，都变成分析对象。这些不同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主题构成了一个复杂且更完整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图景。

三、关于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

关于中国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80年代之前人类学本位的政治研究（包括中国人类学家的本土学术实践以及西方人类学家的中国研究两部分内容）；8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建构（引介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知识以及自己的本土化探索）与中国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实践活动（暨爱民、彭永庆，2008）。他们事实上以80年代为期对我国政治人类学进行介绍，能大致展现我国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但这种分期显得过于简略，还不能完全反映出政治人类学在我国发展的真实面貌。系统梳理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我国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就是西方政治人类学进入之后的本土化和中国化过程。我们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本土几乎没有政治人类学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开始间接研究政治人类学，我国政治人类学处于间接研究阶段和知识储备积淀时期；80年代末至今，中国政治人类学开始逐渐出现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人类学正式进入到中国。学术界同仁在引进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政治人类学的作品之后，随之便开启了对政治人类学中国化与本土化的历程。可以这样认为，政治人类学在我国的本土化过程是在学术界引介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开始的，伴随着我国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吸收推广、研究队伍的形成以及我国政治人类学学术实践的开展而得以发展的。

（一）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引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外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如火如荼，而此时中国政治人类学刚刚起步。早期中国政治人类学学者主要介绍国外的政治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还有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西方政治人类学进行概论式的粗浅介绍。较早介绍国外政治人类学的是我国学者殷世才，其摘译自法国《思想》杂志1980年第217期至218期发表的P．邦特与K．絮吉塔（1981）的文章《政治人类学：关于国家的最新研究》发表在我国的学术杂志《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10期。严格说，这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类学作品，而是对政治人类学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国家研究进展之介绍。之后翻译西方政治人类学作品的是沈肖肖，他在《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的译作是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对政治人类学词条的解释（沈肖肖，1984）。该文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研究对象进行了介绍。张谦（1988）是较早向国内学界介绍政治人类学的学者，1988年他在借鉴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政治人类学作为新学科从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进行介绍。随之张谦又从美国学者莱威伦（1988）的《政治人类学》一书摘译部分内容，以《政治人类学的发展》为题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年第4期上，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少英1989年把特德·C．卢埃林的《政治人类学概论》一书导言部分翻译成了中文《政治人类学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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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在《民族译丛》（该杂志1995年改名为《世界民族》）杂志上。他还发表了《政治人类学浅论》一文，从整体上简单介绍了政治人类学的方方面面（和少英，1989）。这些学者的引介工作推动了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为中国政治人类学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国内学术界陆续译介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经典作品。其中，与西方政治人类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早期西方进化论学派的学术作品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梅因的《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很早就被翻译成中文。一些经典的政治人类学作品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比如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费雷德里克·巴特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黄建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黄剑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埃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王超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尽管引入这些经典作品引入中国的时间较晚，过程较为缓慢，但对于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而言却有着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此外，关于政治人类学的教材在我国已经翻译过来，其中最为典型者当属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朱伦研究员翻译的著名政治人类学家特德·C．卢埃林所著的《政治人类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我国在引介西方政治人类学方面的又一重要尝试。

（二）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吸收推广

在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引介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逐渐实现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消化吸收与推广，不断扩大政治人类学在我国的影响力。其中，厦门大学董建辉在这方面的贡献相对较大。他出版了国内最早的政治人类学专著《政治人类学》，其更多的是在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基础上开展研究的，是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一种引介和吸收消化，其界定了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介绍了政治人类学理论发展脉络，展望了我国政治人类学未来发展趋势（董建辉，1999）。当然，该书最大的缺陷在于对我国关于政治人类学方面的现有资料运用欠缺。此外，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政治人类学的学术论文，如《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探析》（董建辉，2000b）、《西方政治人类学研究概观》（董建辉，2000a）、《政治人类学研究及其理论发展》（董建辉，2001）、《西方政治人类学60年的演进》（董建辉，2002）、《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董建辉，2003）等，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对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吸收消化与推介，对于政治人类学在我国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有一定作用。此外，根据对西方资料的收集与把握撰写的《政治人类学今昔》（范可，2008）一文，对于学术界了解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有着积极作用。

可喜的是，国内一些学者在其编著的人类学教科书中有部分章节涉及了政治人类学的内容，典型者如庄孔韶编著的《人类学通论》、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等，不仅介绍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而且结合了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比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等开设了政治人类学的课程与研究生招生方向，研究队伍初步形成。

（三）国内学者政治人类学的学术实践

国内学者在引进国外政治人类学学术理论、方法的同时，结合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与学术趋势，即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几个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我国乡土社会、民间组织以及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等都成为政治人类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政治人类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关注乡土政治问题。这部分学者主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在乡土社会政治变迁与权力运作层面。其中，较为典型者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变迁概况（庄孔韶，2000）；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于建嵘，2001）；等等。还有学者关注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或维权方式中的权力运作。比如，揭示了农村基层组织开始更多地使用策略性调节手段，放弃对地方性文化共识中纠纷调解规范的严格遵守，其实践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态势（赵晓峰，2011）。还探讨乡村社会中农民维权行动，构建社会健康的利益表达机制（何绍辉，2008）。上述研究不仅有利于加强我国乡村基层建设，为乡村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也丰富了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题。

对民间组织的某些探讨。社会组织是政治学、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学者借鉴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对民间组织进行了研究。比如，对深圳市某商业街私营企业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与政府长达八年的互动历史及其现状的田野考察，揭示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基于妥协基础上的“共赢”，开拓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的新路径（陶庆，2007）。另外，复原一个村庄老人会这一农村次级组织10多年自治发展过程，分析了农村社会自治组织成长的内外契机及实践的学术意义（阮云星、张靖，2009）。这些成果不仅沿袭了西方政治人类学的传统，而且拓展了我国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对少数民族相关问题的研究。当前中国政治人类学本土化的实践中，学者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也成为政治人类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政治人类学领域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村落政治权力个体互动、少数民族社会调控等方面。比如，对云南沙甸回族农村的权力结构及功能进行研究，分析村寨政治、经济和宗教三方代表的权力主体在共谋互动以及发展中的结构关系（桂榕，2009）。对纳古镇近代以来通过“认同性调控”而在种种政治危机中能保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其所体现出来的生存智慧是自身历史、社会背景和宗教文化传统的研究（李红春，2011）。这些均是政治人类学本土化的学术实践表达。

除此之外，民族学界的相关学者对涉及政治人类学核心内容的某些具体民族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比如，对我国民族认同问题，以高永久（2008）为例，分析了少数民族政治认同中张力关系的存在状态，提出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实现国家转向的主要路径。对我国边疆安全方面问题，如徐黎丽（2011）等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其他多民族国家陆疆民族居住格局比较角度出发，论述多民族“杂居社区”的意义及构成要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贫困问题论析》一文分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与社会权利贫困等问题（汤夺先、王增武，2011）。为了使民族问题的研究得以更加深入、有效进行，学界应该发挥民族政治学与政治人类学用不同的理论研究民族问题的优势，结合两门学科的优势以期解决我国具体的民族问题。

四、政治人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政治人类学发展至今，无论是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还是学科理论发展历程；无论是学科概念，还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都已经取得不菲的成绩，学科发展逐渐正规化、正常化、有序化。然而，政治人类学毕竟是一门发展时间才70余年的学科，进入我国才30余年，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等界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

（一）政治人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对于目前国内外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外学者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分析。外国有学者指出西方政治人类学学者沉醉于个人学术，而缺少学术交流（特德·C．卢埃林，2009：149）。虽然研究成果颇丰却仍然存在空白，对认识水准等主观因素的过分关注而忽视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没有继承人类学重视进步量化研究的传统。他所指出的问题非常深刻，但是由于其著书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因此所提出的问题仍有时代局限。我国有学者认为国外政治人类学目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系统性、理论性，尤其在80年代后，研究显得过于分散，理论上的建树也大不如从前；且学者们对于生态环境对政治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关注不够，而过多地关注宗教礼仪、象征等心理层面的影响（董建辉，2002）。该学者对西方政治人类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极好的阐述，但是却疏于对国内政治人类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仅以“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一言带过。另有国内学者提出由于目前研究对象泛政治化的现实，对政治人类学应该如何前进表达了担忧（范可，2008）。但该学者对政治人类学的问题分析仍显不足，也未重视中国政治人类学所存在问题。还有学者针对学界对于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存在问题的忽视进行了弥补，认为我国政治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还相对薄弱，研究对象偏狭；学科归属游离不定，专业分工不明显；在学科体系建构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暨爱民、彭永庆，2008）。但是所提的问题也不够全面、深入，且忽视了对西方政治人类学所存在问题的分析。

显然，上述诸多学者对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存在问题之认识都较为深刻，且这些问题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但是都不够全面、深入。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国内外政治人类学研究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1．理论建树不够，缺乏自主创新。国外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建树领先于国内政治人类学，但是东西方学者都曾指出近年来国外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建树大不如前。有外国学者认为：“当前的关键问题不在于产出多少细致的民族志描述，而在于把现有材料纳入某种凝结框架中。”（特德·C．卢埃林，2009：149）这里的框架就是指建立更广泛的理论。董建辉也认为，国外政治人类学目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系统性、理论性，尤其在80年代后，研究显得过于分散，理论上的建树也大不如从前。笔者同意以上学者的观点，即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虽然著作颇丰，但缺乏系统性；学者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主题方面日趋多样化的同时却导致研究分散且不深入。根据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近期国外的政治人类学相较初期而言，缺乏理论性，往往只是对政治过程、政治现象、政治组织等进行分析而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国内的政治人类学更是缺乏对基础理论与方法的自主创新，主要以引介国外理论与方法为主。笔者在中国知网等覆盖面广的学术总库仅仅检索到30篇左右与政治人类学明确相关的中文文献，且在这些论文中多数是介绍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的。介绍学科前沿理论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国内学术界在理论及研究方法方面一味地借用西方而不进行创新，这并非是一种好的现象。需要提出的是，西方与中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西方政治人类学学者根据其文化背景及现实情况总结出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社会是值得思考的。

2．应用性研究仍显不足，且不够深入。国内外政治人类学普遍存在的问题都是应用性研究的缺乏。在国外人类学界，应用人类学家常被看作非一流的人类学家，导致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也一直未受到重视。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应用人类学研究已经引起部分人类学者的关注，但是政治人类学应用性的研究仍显不足，正如一位外国学者对目前整个人类学界应用性研究方面的评价一样，“（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相当不足，尤其是对文化变迁的分析能力方面的欠缺”（David Trigger，2011：233—255）。整个人类学界缺乏对应用性研究的关注，更不用说国外政治人类学者们对待应用性研究的态度了。我国政治人类学不同于国外的是颇为重视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这可能跟国内对经验主义的推崇有关。虽然我国政治人类学在应用性研究方面已有一定成果，但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合适理论的指导，致使应用性研究不深入，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是用人类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是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延伸。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唯有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学术实践才是有前途的……”（庄孔韶，2009：5）然而，由于国内政治人类学理论创新能力的薄弱也导致了国内政治人类学应用性研究成果呈现一种表面丰富实质却略显肤浅的现象，没有适合本土的理论作支撑，国内政治人类学诸多的经验性研究呈现一种“碎片化”、“表层化”的研究趋势。

3．政治人类学者之间交流缺乏，中外学者之间对话困难。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术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在学术的交流上。政治人类学者之间缺乏交流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正如特德·C．卢埃林所指出：“政治人类学家几乎不怎么相互阅读对方的成果，大家都关起门来进行个人研究。”国外政治人类学界之间缺少足够的沟通，一定程度上使目前国外政治人类学的主题内容不断细化的同时却未形成统一的纲领性理论。而国内的情况主要是与国外政治人类学者之间的交流较少，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国内政治人类学者在交流方面缺乏主动性，而是由于国内政治人类学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对话困难。一方面，在于对于国外政治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没有进行及时地更新翻译，不利于国内政治人类学者对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了解。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特斯合著《非洲的政治制度》、格拉克曼的《非洲的习俗与冲突》与《非洲部落的社会秩序和反抗》以及维克多·特纳的《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等还没有纳入到中国学者的翻译计划。
(4)

 一些政治人类学教科书也没有翻译过来，比如，Cohen，Abner．“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Analysis of the Symbolism of Power Relations
 ”、Fried，Morton．“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ies：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等。另一方面，国内政治人类学理论及应用性研究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从而导致无法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学术探讨。国际上政治人类学的学科热点问题，如贫困问题、城市化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等，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只有部分学者涉及，即使偶有涉及也没有形成英文出版物且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式及概念，导致国内政治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少有被国际上的学者了解、引用与借鉴推广。此外，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彼此的误读而进一步拉大了国内外政治人类学者之间的学术距离。考虑到政治人类学的话语权主要在西方这个现实，如果国内政治人类学者不能用西方学者能理解的思维方式阐述问题，即使作出极大贡献，也只能成为学术的孤岛，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深层次学术对话。

（二）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如何促进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及政治人类学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国外有学者指出发展政治人类学需要让政治人类学“产生感觉”，以便把各种个案研究的精华汇集起来，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理论；并且让政治人类学“显现出来”（特德·C．卢埃林，2009：150）。他更多地从理论建构与突出学科地位方面来发展政治人类学。国内有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者可以抓住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的政治互动作为切入点而使政治人类学得以重振（范可，2008）。其建议是否可行还有待检验，但至少说出了发展政治人类学的着力点与未来努力的地方。另有学者提出，“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董建辉，2000b），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政治人类学发展。相对而言，他的说法较为全面，但不易操作。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政治人类学“在继续吸收、借鉴西方相关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现实，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化研究；既要有宏观、整体的学术视野，又要具备深入的微观的田野观察和深描，国家与地方相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材料相结合，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融合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法学等学科研究理论、方法和知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努力完善政治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形成政治人类学专门的学科方向，培养专门人才，为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和理论准备”（暨爱民、彭永庆，2008）。对于发展我国的政治人类学，这种建议看起来有一定意义，但却稍显空洞。毫无疑问，上述学者对于政治人类学的未来发展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结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根据前文已提出的政治人类学所存在的问题，未来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1．从时间和空间上进一步扩大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特德·C．卢埃林、董建辉、范可等学者都提出了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范围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进一步扩大。从最初主要研究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到现在同时关注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中的非正式政治制度。政治人类学所希冀达到的目的是在更为广阔且更为深入的基础上探讨人类的政治制度之本质问题。马克·阿伯勒（1998）指出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不应仅停留于传统的边远社会，世界当下的种种难题以及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都应成为探索的对象。政治活动范围、政治认同的重组、新闻媒体日益显示出的影响力、全球化所引起的张力、跨国公司的出现、多文化科层制、公民参与政治行动等，在扩宽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为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学科研究更重视分析话语的具体语境。这也是政治人类学研究者们所需要正视的崭新任务。

2．研究方法力求多样化。在融和借鉴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基础上，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未来将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以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关系为例，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开始越来越模糊。在过去的几十年，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度发展，政治人类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叠之处，明显的一点是无论政治人类学或政治学都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政治人类学者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关注热情并不亚于政治学者。政治人类学的某些理论如博弈论借用于政治学，当然政治学也逐渐从政治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吸取经验，这两门学科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3．加强国内外政治人类学的交流和对话。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应该举办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活动。政治人类学的学术活动要适应新的形势，力求主题内容更加丰富、新颖，形式创新而不单一陈旧。争取举办更多高质量且有效的学术会议，加大对论文征集的宣传力度，增强评审、编辑工作的水平。此外，对于政治人类学论著的翻译要及时更新，这里的翻译更新既指对国外政治人类学论著的翻译，也指将国内的政治人类学论著翻译成其他语种以扩大我国政治人类学的影响力。对待国外政治人类学的论著，无论是译者还是出版社都应该秉承认真负责的态度，尽量避免出现错误。将国内政治人类学作品翻译到国外应该注意的是，在西方掌握学术话语霸权的背景下，国内的政治人类学者应努力寻求合适的阐释方式让国外学者了解我们，同时，努力摆脱西方话语霸权，形成中国特有的学术风格。当然，国内政治人类学的发展不在于过于追求标新立异，但是只有带着批判的态度看待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方法并积极推进其中国化进程，而不是一味盲从，才能建立起真正属于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知识体系。

4．加大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国内外政治人类学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应用性研究的不足，因此，未来政治人类学必然会加大对应用性研究的关注，未来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应用性的研究将会占相当大的份额。有学者认为，政治人类学应该显现出来，对各种压制性制度进行揭露和分析，更重要的是提出改变这些制度的实际建议（特德·C．卢埃林，2009：150）。行动的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学家不仅应该直接参与解决社区问题，还强调应把所作的研究反馈到学术圈以及该地方社区（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2008：34）。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应建立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纯学术的政治人类学研究是值得倡导的，但是也不能忽略了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问题，政治人类学者应用其人类学知识解决国内外的主要社会问题，而不是停留在理论的象牙塔尖上。在一项“发展”规划的施行过程中，政治人类学者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学院派人类学者大都质疑从事应用性工作的人类学者，但是如果在政府制定地方政策或“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少了人类学者的应用性研究参与，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极有可能带有“自上而下”的倾向。不仅因为政府官员也较少具备像人类学者那样对地方文化与社会复杂性敏感的素质，还因为人类学者采用整体观的方法研究目标群体的社会情况，强调对其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更能发现目标群体社会中隐藏的复杂情况，对于政策、规划等、顺利施行有着极大的帮助。而在政策、规划制定或实施的项目中，政治人类学者又有着比其他人类学者更突出的优势。正如国外有学者所指出的，“应用人类学的关键不在于研究这门学问，也不在人类学家自身进行什么特殊训练，而在于和资助机构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George M．Foster，1969）。由于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是所有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等，尤其是近些年政治人类学者对科层制的关注，政治人类学者对于政府组织的内部结构关系更熟悉，更易介入这类组织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我国政治人类学的应用实践需要利用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优势，以适合理论指导实践，深入农村与都市进行调查研究，解决中国社会目前亟待解决的某些政治问题。相信在未来的日子，政治人类学者会在国家乃至国际的发展项目的规划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国的政治人类学如何摆脱西方知识的垄断，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知识体系是未来发展中艰巨的任务，这既是困境，也更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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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董建辉的《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一文虽然介绍了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趋向，但由于此文撰写时间在20世纪初，并未深入涉及近十年来国外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2)
  范可的《政治人类学今昔》一文提出全球化、网络化、人口流动加速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可能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3)
  特德·C．卢埃林著，和少英译自《政治人类学概论》一书：《政治人类学导言》，《民族译丛》1989年第6期。后来该书由朱伦翻译为《政治人类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编者注：《非洲的政治制度》正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组织力量翻译为中文，即将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返与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陶　庆

作者简介：

陶庆（1965—），男，安徽宁国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后，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摘　要：
 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科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灵魂”是共时性的实践民族志与历时性的历史民族志，及其两者有机统一的“科学民族志”雏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是后续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及其成熟形态“科学民族志”的萌芽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马氏所开创文化人类学的先期探索与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客观公正地尊重与恢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但文化人类学却片面地把以实践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隔离在“进化论”的狭隘空间，使之脱离了文化人类学的主流场域；受到了不公正的学术待遇。鉴于此，既不宜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画地为牢地圈定在“哲学”领域，使之失去了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特征；也不能片面地把她禁锢在“进化论”的旧有框架之下，使之失去了融入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机遇。


以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主要着重于理论层面，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定位于“哲学人类学”或者“实践人类学哲学”等思辨性之上，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人类学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首要的是方法论，即它是实证的，实践的科学；其次才是研究内容，即研究人类的终极命运与探索人类的“善”的社会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即实践性是其根本；这一本质特征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方面，就是以社会调查、实证研究为标志的实践民族志，其最初的标志性成果是恩格斯1845年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学术角度上看，这是20世纪初期文化人类学和实践民族志产生之前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在学术方面具有相对一致性特征，即一是以实证调查的“社会实践性”为根本特征，参与观察直面现实是其主要研究方式之一；二是在书写形式上改造了以往或从历史资料中虚拟现实或从随意观察中记录“流水账”等古典民族志，呈现出“深描”式的“实践民族志”写作风格；三是在理论建构上展现出勾勒社区文化整体性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萌芽形式与雏形，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包含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时空范畴，反映在民族志上就是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的经典书写形态，而《人类学笔记》与《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历史民族志的经典书写形态，这两种形态的民族志书写形态虽然没有在学术上得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的加工，融合形成新型的科学民族志，但这一学术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经由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包含了共时性的现实民族志与历时性的历史民族志）形态得到了有机统一。

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回归科学“民族志”，以实践民族志和历史民族志相统一的科学民族志为基准来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学科走出传统的“哲学人类学”视域或单纯的历史民族志，有机融入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发展潮流。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已经科学民族志、阐释民族志（反思民族志）等多种发展形态，而进入了后现代人类学的所谓实验民族志的“写文化”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写文化”与“多声部”等后现代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形成发展基础上，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书写文化，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也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领导方法，更是全社会参与的多元民主路径和主客体各方全方位参与的边缘对话重要机制。


关键词：
 实践民族志　历史民族志　科学民族志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学学术界，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马克思晚年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摘录的一系列人类学著作手稿，后于1972年由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德（lawrence Krader）编辑出版，取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笔记》（以下简称《人类学笔记》），二是恩格斯于1884年完成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因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还不是成形的历史民族志，而《起源》则是在执行马克思《人类学笔记》遗著基础上的成果。概括地说，《人类学笔记》与《起源》可以看作是马恩合著的具有历史人类学价值的历史民族志作品或者“哲学人类学”巨著。但是，恩格斯早在1845年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史上的一个开创性成果，她完全是恩格斯年轻时期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完成的“革命实践”，
(1)

 即具有民族志实践价值的辉煌著作；它与马氏

(2)


 （Malinowski，1884—1942）于1922年完成的文化人类学第一部“现实民族志”
(3)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学术上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学术关联性，因为马氏1929年提出了“改变土著的人类学”这样的说法，并明确标榜自己的研究属于“实践人类学”；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于恩格斯的《状况》所表现出的实践民族志这一人类学重要特征，没有在学术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它似乎被《人类学笔记》和《起源》所蕴含的历史民族志，以及马氏《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蕴含的实践民族志等两道耀眼的人类学光芒所遮蔽了。

一、渐行渐远：文化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后转而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类学研究，摘录了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尔等古典人类学学者的人类学著作——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者几乎都受到了达尔文历史进化论的理论熏陶，形成了以人类历史进化发展为主干内容、多达三万多页的人类学笔记（据说每页相当于2.2印刷页）的历史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对于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以来关注和积累的结果。在文化人类学形成之前的19世纪后期，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都与古典人类学传统及其发展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思想渊源联系。以“哲学人类学”为代表的关于人性的理论，在黑格尔的大本营柏林大学特别是在其法律系，人类学被作为逻辑判断和法规的入门课程；马克思在大学时代曾接受过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规范训练，受过康德、黑格尔等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以“人本学”（Anthropoontology）等概念改造过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范畴；因此，可以概括地说，马克思最初接触的人类学是一种旧式的理论人类学，它集中于自知——主观精神（D．凯利，1984）。但是，马克思本人对于人类学的兴趣并没有由此直接延伸到人类学民族志——因为人类学与民族志在文化人类学形成之前仍一直处于一分为二的分离状态，因此，在马克思整个一生中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的人类学志趣，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于民族志有过明确的关注——人类学与民族志的合二为一的历史任务仍由其身后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来完成，因此，这并不妨碍在学术上发掘与总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人类学思想。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对马克思晚年所作的大量人类学摘录手稿进行了整理，并编译、加工和注释了马克思摘录的这些人类学文献，以《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笔记》为名于1972年由荷兰阿森市范·戈库姆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迅即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轰动效应。该书两年后再版，并以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等多种译本在全世界出版发行。紧接其后，劳伦斯·克拉德于1975年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源：在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发展和批判》著作中摘要发表了他以前没有收录的马克思有关柯瓦列夫斯基人类学读书笔记，使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得到进一步完善完整。至此，马克思晚年有关人类学研究的志趣与成就一览无余地跃然纸上，成为其理论创制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角度加以分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术命题，并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四个理论来源。
(4)

 毫无疑问，《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及其他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著述迥然不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根据《人类学笔记》，劳伦斯·克拉德不仅论证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验证和发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人类学笔记》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具体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下，除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主题之外，其人类学思想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学术话题。重新认识与考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于从学术上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当进化论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衰落后，以此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也逐渐失去了主流话语权，即使后来演化出来的新进化论——多线历史进化论补充了原先理论的不足，它仍然失去了强劲的学术生命力。

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内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认同她属于文化人类学的组成部分，以马克思自己的话在《人类学笔记》中仅有400多处，其中不少处仅几个字，最长的也不过300字等为由，单方面强调她仍属于哲学人类学范畴——即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组成部分；这些学者提出了“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误读”的观点，反对将马克思关于“人类学的本体论”（anthropological ontology）或者“人本学”同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混为一谈，坚持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起源》都是为了完善革命的唯物史观，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的存在的暂时性和灭亡的必然性（王东、刘军，2004）。西方有学者指出，北美有一激进的“辩证人类学”学派（dialectical anthropolgy），它拘泥于马克思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无视马克思中期、后期的重要发展，而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等同于“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T．鲍托姆，1983：23）。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就不太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一说。他指出，如果“哲学人类学”是指人类特性的某个超历史的特征，那么马克思就没有人类学；而如果把人类学理解为对有关人的本质、有关什么是人等问题的回答，那么就存在着一种不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的人类学，因为这完全是历史本身的抽象。
(5)

 如果剥离意识形态的纷争，完全从学术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特别是恩格斯的《起源》属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而所谓“历史民族志”，则旨在于“使用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当地口述历史资料，描写和分析某个特定且可识别地点的民族一段过往的岁月。民族志可以是一般性的、涵盖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或者它也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特定的题目，如社会生态、政治活动或宗教。这种民族志最后带领人类学家远离民族志的现在、自给自足的‘群落’和稳定的‘传统’这类根基久固但粗糙的设计和假设”（西佛曼，1999：25—26）。

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自20世纪初期以来迅猛发展，其突出的学术特征就是田野调查、民族志与理论三位一体，其中，民族志起着主干的支撑性作用。而以过去时代进化论为背景、模糊了民族志学术化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就难以登上文化人类学的学术殿堂，因此，在文化人类学领域里长达近一百年时间里并没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应有的学科领域与学术地位。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中外学者对文化人类学的关键内容即民族志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内涵、作用与特征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学术重视与学术发掘，致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重要学术内涵，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都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学术地位。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科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灵魂”是共时性（synchronic）的实践民族志与历时性（diachronic）的历史民族志，及其两者有机统一的“科学民族志”雏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是后续兴起的文化人类学及其成熟形态“科学民族志”的萌芽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马氏所开创文化人类学的先期探索与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客观公正地尊重与恢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但文化人类学却片面地把以实践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隔离在“进化论”的狭隘空间，使之脱离了文化人类学的主流场域，使之受到了不公正的学术待遇。鉴于此，既不宜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画地为牢地圈定在“哲学”领域，使之失去了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特征；也不能片面地把她禁锢在“进化论”的旧有框架之下，使之失去了融入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机遇。当务之急，学术界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源头来发掘与恢复民族志的学术传统。

二、正本清源：实践民族志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19世纪中期，但最初人类学研究的资料收集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彼此分离的。除了摩尔根曾深入实地调查易洛魁人外，其他绝大多数学者如泰勒、弗雷泽这样“手扶椅式”、“书房式”或“阳台式”的早期人类学家都是借助于别人先期收集到的二手资料，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对于人类历史进行逻辑推测，特别典型的就是进化论影响下的一大批人类学者。直到19世纪末期，哈登、里弗斯、塞里格曼等一批新型的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对于土著部落开展田野实地考察，但这些人类学家也是借助当地翻译和西方白人帮助，去造访许多土著部落，根据所绘分布图来判断有待调查的问题（亚当·库帕，1988：10）。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是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特别是博厄斯开始的，他们分别对易洛魁人和印第安部落进行了田野调查，但仍处于事无巨细地收集资料阶段。当时的人类学家显然感到，这种“二传手”式录入文字和缺乏科学系统性的收集资料，无法保证田野调查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如里弗斯（Riverce）就明确提出学界需要改变这种旧式做法，进行“深度田野工作”，致力于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400人至500人的社区中至少参与观察一年以上，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他呼吁人类学者用当地人语言来开展实证调查，而不能任凭个人的一般印象来写作（James Urry，1972：50）。

以上这种情况直到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时期才得到根本性的变革，英国的功能学派人类学家确立了以田野实证为根本的民族志实践科学范式，即参与考察、民族志文本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民族志。“民族志的形成有以下研究过程：首先，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调查’，他们的方法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完成田野工作之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称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1998：39）马林诺夫斯基于1914年至1918年间在梅鲁岛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时间的田野工作沿着里弗斯所指引的人类学方向改造了民族志文本体系，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人类学革命。他通过多次人类学民族志实践活动，揭示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四个主要特征：一是进入田野之前就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充分的理论准备，绝不是随遇而安式的泛泛观察与收集资料；二是主要依靠观察、访谈和记录等形式参与现实之中；三是充分运用“土著”或者当地语言，深入理解当地文化并建构当地文化的整体性知识；四是把参与观察的田野记录与民族志文本有机结合，交代理论预设并建构理论框架（E．R．Leach，1957：124）。由于文化人类学起源于田野实证调查、民族志文本与理论建构三位一体的统一基础之上，其中，社会实践性是首要的特征。现实主义文本作为一种寻求表述某一整体社会或生活类型的现实写作模式，马氏民族志也被称为现实民族志，即直接参与观察基础上的民族志，因而学术界也称之为“民族志实践”（张连海，2014）。马林诺夫斯基（2002：3）指出，“在民族志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亲身观察、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纷繁形式呈现给学者的，它与最后权威性结论的提出，往往存在着极其巨大的距离。民族志者从涉足土著人海滩并与他们接触的那一刻起，到写下结论的最后文本为止，不得不以长年的辛劳来穿越这个距离。”因此，无论文化人类学如何发展变化，民族志的实践性是其不可更改不可动摇的第一特征——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实践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的现实民族志共同具备的本质特征。“如果你想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应该观察这门学科的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在人类学或至少社会人类学领域，实践者们所做的是民族志。正是通过理解什么是民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志——才可能迈出第一步，以理解人类学分析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到底是什么。”（克利福德·格尔茨，1999：6）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著中确立的以长期参与观察为基础的民族志，使文化人类学进入到认识论的哲学高度；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参与观察方法，即便在人类学学术思想日益多元化、民族志书写形式日益多样化的当今时代，始终成为文化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类型学术研究的重要学术指标。“在所有的这种多样性和后殖民的转变中，作为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占据着学科的中心地位，这种实践反过来又嵌入在训练模式中，定义着在学者们进入到人类学的学徒工作中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尔库斯，2006：2）

人类学是对于异邦文化的翻译，在“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书写。书写，使文字带着作者所处的‘我群’的文化价值与偏见，‘翻译’着被书写的‘他群’的文化，使其意义发生根本改变”（王铭铭，2008）。西方有学者曾断言，马林诺夫斯基之前的民族志没有任何特权，人们并没有给予人类学工作者以超出其他地方文化观察者如旅行家、传教士、殖民地行政官员等更权威的发言权（戴维·R．肯尼斯，2006：247）。事实上，这一武断的结论割裂了文化人类学以前的民族志实践活动的时空联系，至少是严重疏忽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实践民族志价值。以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主要着重于理论层面，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定位于“哲学人类学”或者“实践人类学哲学”等思辨性之上，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人类学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首要是方法论，即它是实证的，实践的科学；其次才是研究内容，即研究人类的终极命运与探索人类的“善”的社会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即实践性是其根本；这一本质特征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方面，就是以社会调查、实证研究为标志的实践民族志，其最初的标志性成果是恩格斯1845年完成的《状况》，从学术角度上看这是20世纪初期文化人类学和实践民族志产生之前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在学术方面具有相对一致性特征，即一是以实证调查的“社会实践性”为根本特征，参与观察直面现实是其主要研究方式之一；二是在书写形式上改造了以往或从历史资料中虚拟现实或从随意观察中记录“流水账”等古典民族志，呈现出“深描”
(6)

 式的“实践民族志”写作风格；三是在理论建构上展现出勾勒社区文化整体性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期间完成撰写、在1845年5月出版于莱比锡的《状况》，是他在深入、细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的民族志形态的巨著，是文化人类学的早期萌芽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早期存在形式，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谋求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等两个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恩格斯一生中著述无数，但他对自己年轻时期完成出版的《状况》一书十分看重，在该书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再版时，他在《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郑重指出：“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24岁。现在我的年纪相当于那时的三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恩格斯，［1892］2009：365）更为重要的是，《状况》在人类学学科史上具有非常独特而又重要的学术地位，一方面，她完全不同于19世纪中期最初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类学作品，即最初把人类学研究的资料收集和理论研究工作彼此分开，成为泰勒、弗雷泽式的“摇椅上的/阳台上的人类学家”等早期人类学家笔下的“二手资料”；另一方面，她也完全不同于19世纪末期的人类学者，譬如，哈登、里弗斯、塞里格曼等新型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对于土著部落开展田野实地考察，却又借助当地翻译和西方白人帮助来创作的作品。

文化人类学的形成，始得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多次人类学与民族志研究工作；当时的学术传统是，一个人类学家要么是个理论家，要么是个民族志学者，理论与材料两相脱离。马林诺夫斯基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将二者结合在了一起，而且还表明了，如果没有理论为依托，材料将毫无意义，而有意识地将田野调查、民族志与理论建构三者发生关联之后，它们都获得了新的价值（Raymond Firth，1957：2）。根据以上弗思（R．Firth）关于文化人类学学科是田野调查、民族志与理论三位一体的这一概括性提炼，再对照前述利奇（E．R．Leach，1957：124）对文化人类学学科所概括的四个主要特征（问题意识、理论准备，观察、访谈和记录，运用“土著”或者当地语言来交流参与，建构理论框架与文化整体性），我们重读《状况》可以发现：按照20世纪文化人类学学科标准来看，无论是从其实体内容方面来分析，还是从其方法论方面来研究，《状况》毫无疑问都是一部充分展示了文化人类学主要特征的民族志作品。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可以上溯到恩格斯青年时代，可以发现田野实证性（社会实践）、文化完整性（民族志文本）和理论性（扎根理论）等三位一体的文化人类学萌芽在《状况》文本里得到充分体现的学术依据。

一是田野实证性（社会实践）。《状况》形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前，在这一时期，人类学与民族志仍处于相对分离状态，文化人类学也没有基本形成，仍处于萌芽状态；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仍处于酝酿时期，因此，也没有任何的理论准备；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马克思主义先天具备的实践性与社会革命性等本质特征，因此，青年恩格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唯物性等思想天赋与理论修养，以一种自在自为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有关英国工人社区的参与观察与社会调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与阶级矛盾的实践民族志。

首先，《状况》具有现实真实性。“人类学家的工作，最终不只是要体验甚至加入群体，更是要分析和理解它。要达到后面这个目的，参与者必须仍然是观察者。”（詹姆斯·皮科克，2009：8）恩格斯亲自参与并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全方位实践，进行了大量的访谈，引用了丰富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统计数据和报刊资料，通过一系列的统计指标真实描述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状态和工人阶级的经济条件、政治生态和文化结构。《状况》引用的统计数据和报刊资料充分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各种状况的发展变化，如人数迅猛增长，违法案件相应增多，非正常死亡率上升，贫富矛盾日趋激烈，女工童工比重加大，社会治安严重缺乏等等。总之，《状况》详细、逼真地展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生活、工作中的悲惨情景，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成形，同时人类学与民族志还严重分离的19世纪中叶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她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巨著和文化人类学学术创制史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其次，《状况》具有典型代表性。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始发国，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国家。从18世纪后半期起，英国相继发明了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传统手工业工场开始为近代机器大工业所取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全面变革的典型社会与典型国家，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无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是解剖和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状况与社会矛盾的典型“个案”。正如恩格斯（［1892］2009：369）本人在《状况》序言中所言：“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描写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一样。”

再次，《状况》具有统计科学性。恩格斯的《状况》尽可能地运用了当时收集到的丰富统计数据，其中不乏应用社会统计学的绝对值、百分数、分数、比例数、倍数、分数、平均数以及动态数列等等统计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堪称一部社会统计综合分析的著作，基本做到了典型个案与一般抽象相结合，说明问题、叙述状况都很有说服力，具有鲜明的实证研究内容的科学性，和社会统计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

二是文化整体性（民族志文本）。“田野民族志者进行的严肃、冷静的研究，达到了包括每一文化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诧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马林诺夫斯基，2001：9）《状况》全书约25万字，是恩格斯本人学习运用当地英语语言，在长期参与观察过程中，真实记录与分析的关于“他者”民族志文本。《状况》是恩格斯一生中最出色的一项调查研究活动。1842年，恩格斯来到英国的发达城市——纺织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他通过参加宪章派的各种活动，通过住在工人的家里，与他们进行日常的交谈和观察等方式开展社会调查，着力打造一部有关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为代表的新生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整体性的社会结构。正如他自己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恩格斯，［1892］2009：382）恩格斯通过长达两年时间的田野调查，亲身深入到纺织厂、针织厂、铁器厂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诸如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工资收入、衣食住行、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有关情况，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因此，他能够在书中以活生生的材料，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痛苦的生活，向人民大众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真相。总之，“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恩格斯，［1892］2009：385）马克思对这本书极为重视，他在《资本论》中多次援引了这本书中的调查资料，高度评价恩格斯逼真地叙述了工人阶级的状况。从逻辑整体性来看，《状况》全书分为对工人阶级孕育、形成史的阐明，对英国工人阶级极端恶劣的生活、工作状况的描述，对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详尽分析，对现代社会两大对抗阶级斗争前景的预示等四个部分；全面剖析了新生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阐明了其崇高的历史地位。

三是理论性（扎根理论）。“科学的处理方式与良好的常识处理方式的差别在于：第一，在科学的处理中，一个学者会把调查的全面性与精细延伸得更为深入并采取一种学究式的有条不紊的方式；第二，在科学的处理中，科学训练的意识会沿着真正相关的路线朝着具有真正重要的目标推进调查。”（马林诺夫斯基，2001：9）恩格斯通过《状况》，全面参与考察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充分总结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旨在促使贫困的无产阶级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状况》“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列宁，1995：91—92）《状况》通过对英国社会状况、产业革命、社会矛盾的文化整体性分析，阐发了生产力发展推动历史发展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等理论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科学基础，从而推进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列宁在1895年撰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指出，《状况》雄辩地证明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列宁，1995：92）

总之，以《状况》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以踏实的社会实践性，努力把传统的民族志书写形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机相结合，初创了以实践民族志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后文化人类学继续发展创新的重要学术渊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这两个表面文字上看似不同的两个学科两种理论，通过实践民族志这个唯一载体而在学术内涵方面紧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实践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也是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根本动力，这与文化人类学所标榜的以追求“部分的真理”
(7)

 为己任的学科理念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列宁，1995：26—27）

三、殊途同归：科学民族志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萌芽与雏形，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包含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时空范畴，反映在民族志上就是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状况》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的经典书写形态，而《人类学笔记》与《起源》则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历史民族志的经典书写形态，这两种形态的民族志书写形态虽然没有在学术上得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的加工融合形成新型的科学民族志，但这一学术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经由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包含了共时性的现实民族志与历时性的历史民族志）形态得到了有机统一。总之，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以马氏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两者在民族志形态的书写文化上都具有先经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然后迈向历史民族志的学术路径，最终形成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科学民族志；可以推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先后形成的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是其后继发展的文化人类学科学民族志的萌芽与雏形，两者具有共同的学术认同与学术内涵。

一是酝酿科学民族志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形成之初，确立了实践民族志的科学形态；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初并不在意人类学等学术领域的学术建树——他们志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使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并没有介意仅仅在学术方面从《状况》所开辟的实践民族志科学形态进一步拓展到历史人类学，相反，他们径直从历史进化的角度跃进到历史人类学的深邃时空，相继形成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起源》，志在工业社会之前的历史长河中寻找“非私有制”存在的社会普适性与历史合理性——借此从理论上证明未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人类学笔记》与《起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进入到成熟阶段，其突出的外在特征是形成了历史民族志；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推向另一个顶峰阶段。从历史角度来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炉火纯青的手法。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已经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对象作出了最初规定：“历史可以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2002：20）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下的人类发展史展现出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品格，恩格斯（2009：295）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针对费尔巴哈用“抽象的人”反对“撇开”人的宗教神学而力图创立一门唯物主义的人类学等学说，批判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思想：“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没有直接把前期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类学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确实在自为的状态中酝酿了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相统一的科学民族志，为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形成提供了思想渊源。

二是走向科学民族志的文化人类学。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的专门术语和科学方法，马氏是主要的奠基者；他确立了以田野实践为基本原则的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形态，这是科学民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全部。他倡导的人类学功能学派反对进化论和传播论者的“臆测历史”，突出了实证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这种拒斥一切历史材料、片面注重共时性、整体性研究的研究方法，与恩格斯《状况》在19世纪中叶所开辟的实践民族志方法具有内在的同质性，然而却似乎舍弃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起源》所开辟的历史民族志方法。人类学历史上的这种学科发展的确充满了阴阳差错式的趣话：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着力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使马克思主义两位经典作家先后从学术上开辟了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的先河，但并没有着力从学术上打通两种民族志之间的学术沟通从而建构综合共时性与历时性为一体的科学民族志；另一方面，自马氏开创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以来，着力于从实证田野的角度来建构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突出的是当下的共时性研究而忽视了历史时空的观察，致使社会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从一开始起就错过了融合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的良好机遇。作为马氏在中国的传人费孝通先生，对此他认为马氏功能主义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之所以现出“错过”的现象，并不是马氏社会文化人类学故意所为，而是田野实证研究地域的特殊性所然，即马氏所开创的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并非是“无历史”，即这并非说明社会文化人类学不需要历史，因为马氏当时就特别指出在具有5000多年文化历史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必须强化与历史研究相结合。“马老师在他的著作里可以说确是没有历史的分析，但这是出于他所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在他进行田野作业这段时间里社会变动不大，其次当地居民并没有文字去记下他们的历史和还是靠个人的头脑里记下的上辈人口头传下来的传说。这就使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传说分不清，以致这两者之间在时间框架里互相融合了……马老师当时已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在它有考古遗迹和文字记载的悠久文化传统。这是和殖民地上土人的重大的差别。但由于自己没有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进行过田野作业，所以他只能做出原则性提示，认为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应当是两门可以互为补充的学科。”（费孝通，1996）

从表面来看，强调共时性是马氏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主要特征，也是其主要不足部分；而在文化人类学演进的过程中，大约20世纪后半期开始，这种强调共时性而“无历史”的马氏人类学研究方法受到挑战，有学者开始反思并批评马氏的科学民族志缺少历史维度（谢丽·奥特纳，2010；高丙中，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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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功能学派关于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相关的共时性内容要先于历时性内容的“无历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的思想深刻性，“人类学观点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狭隘性使人类学付出极大的代价。人类学（虽然其他学科亦然）的近视眼光只看到微观现象而忽弱巨视的现象，以当地名称解析一般现象，将碎片拼为整体，以现代解析现代——其实现代都是历史的结晶。”（托马斯·哈蒂等，1987：18）譬如，作为马氏学派传人的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反思了“无历史”取向，致力于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发展“历史人类学”，认为“功能论者在倒掉臆测历史的洗澡水时，也把真实历史这个婴儿一起倒掉了”（埃文思-普里查德，2010）；他于1949年出版的《昔兰尼加的塞努西教团》（The Sanusi of Cyrenaica
 ）打破了师门前辈所主张的共时研究要先于历时研究的基本原则，有力促成了文化人类学领域共时性与历时性有机结合的科学民族志的产生。他宣称，人类学要么成为历史学，要么什么也不是，这句话似乎应该倒过来说更符合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历史学要么成为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E．E．Evans-Pritchard，1962：64）。又譬如，有着法律背景的人类学家格鲁克曼（M．Gluckman，1947：104）认为马氏没有分析历史研究对于人类认识社会变迁的作用，他强调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因为任何事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人类学离开历史研究，其研究就无法帮助人们了解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变化的社会运行机制。人类学分析不仅可以使用现实材料，也可以使用历史材料（C．Von．Fürer-Haimendorf，1955）；再譬如，英国人类学家利奇（Leach）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引入了时间元素，他在研究中竭力把文献资料拓展到尽可能久远的历史年代，使其论证基于大量以时间为序的事实材料之上，从而也促使了传统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向着历史方向的转型，推进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科学民族志的顺利发展。

随着学术界对于人类学的文化比较特征的认识与把握，文化人类学这门强调实证科学的学科越来越具备了同历史学科研究相结合的能力，人类学作品也日益趋于把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有机融合为一体从而建构起科学民族志的书写文化；尽管当人类学家以科学民族志的手法来撰述当下与历史的比较文化时，人们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M．Herzfeld，2001：165）。虽然，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先后对于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都作出过不同凡响的创造性探索，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形式，但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不同风格的民族志书写文化是在20世纪上半叶时期开始逐步融为一体，从而建构了科学民族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第一代民族志书写风范。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初创了后世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两者都以科学民族志为纽带，形成了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理论丰碑。诚如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W．Mintz）所言：“人类创造了社会结构，并赋予其活动以意义；然而这些结构和意义自有它们的历史源流。正是这历史源流在塑造、制约并最终帮助我们去解释上述人类创造力。”（西敏司，2010：14）

四、与时俱进：从“部分的真理”到“写文化”

恩格斯《状况》开辟了实践民族志为书写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主要突出了实践性为第一原则的田野实证研究；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恩格斯《起源》则开辟了历史民族志为书写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主要突出的人类发展史为核心内容的唯物史观。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来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学术界没有把《状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框架之下，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呈现出一种唯历史人类学甚至唯“哲学人类学”至上的学术假象。在此前后，社会文化人类学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虽然马氏开创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类似恩格斯青年时期《状况》所呈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两者形成的实践民族志与现实民族志其实具有内在同一性，双方都突出了实践与田野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志书写文化；但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后继发展中很快意识到了文化整体性的共时性与文化比较性的历时性有机统一的重要性，形成了现实民族志（实践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融合一体的科学民族志。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虽然经过《人类学笔记》和《起源》突出了历史民族志的重要性，同时，尽管《状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状况》所开辟的实践民族志这一学术成就却没有得到学术上的进一步拓展。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学科一经面世，学术界目光只停留在《人类学笔记》和《起源》等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之上，而没有着眼于把《状况》中所蕴含的实践民族志，与《人类学笔记》和《起源》中所蕴含的历史民族志，即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有机融为一体，形成科学民族志为主导成分的新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伟大创新由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后继者们完成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实践民族志（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等共时性与历时性并举的科学民族志书写文化，是半个多世纪后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重要思想渊源，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历史中的重要理论智识。

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回归科学“民族志”，以实践民族志和历史民族志相统一的科学民族志为基准来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学科走出传统的“哲学人类学”视域或单纯的历史民族志，有机融入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发展潮流。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已经科学民族志、阐释民族志（反思民族志）等多种发展形态，而进入了后现代人类学的所谓实验民族志的“写文化”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参与观察为基础的民族志书写文化方面，“无论一个人参与的方向上走多远，他依然是个局外人和观察者，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拉比诺，2008：84）。因此，在“写文化”与“多声部”等后现代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形成发展基础上，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书写文化，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马克思，1995：55），也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领导方法，更是全社会参与的多元民主路径和主客体各方全方位参与的边缘对话重要机制（巴胜超、彭兆荣，2009）。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就是在学术上更深刻地融入全球人类学的场域，使之跟上时代步伐、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以一种超然“出世”的姿态，接受全球人类学发展的新洗礼；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也是在社会实践上更深刻地融入当下政治发展，创新多元民主与主体多样的政治参与风气，更是把“部分的真理”与政治文化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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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革命实践”这一概念由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批判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费尔巴哈声称“真理不是存在于思想本身之中或是认识本身之中，它只是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总体之中，存在于人类的本质之中”。马克思发展了这种新哲学，他们在关于实践在理论中的地位问题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即，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片面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的观点是因为不能“了解‘革命的’和‘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2)
  “马氏”一词在中国大陆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学术界，专指文化人类学领域享有“科学民族志”之父称号的英籍波兰人马林［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这一中文称呼系马林［凌］诺斯基的中国学生费孝通先生于1940年起在译介老师作品中首提。费孝通在1940年11月14日所译［英］马凌诺斯基的第一部人类学一般理论专著《文化论》之“译序”“页二”中写道：“马凌诺斯基本人即在新几尼东岸特洛布陇岛（Trobriand Island，British New Guinea，今译‘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实地工作多年。其名著如《西太平洋上之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初民之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1929）及《珊瑚岛屿上之田园及其巫术》（Coral Garden and Their Magic，1935），俱为人类学史上之经典，即与马氏理论见地不同者，亦无不异口同声推为划时代之贡献也。”参见：［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译序”（1940年11月14日）第二页。因此，“马氏”有别于“马恩”，“马恩”系“马克思”与“恩格斯”俩人之合称，沿用于汉语学术界，故略去不详。


(3)
  马氏所开创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特别强调实证性、真实性与整体性，有学者把始于他名下的新型民族志称为“现实民族志”或“民族志现实主义”（Ethnographic Realism）。参见：Georg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11．1982，p．2．在本文中我们把恩格斯《状况》源于“革命实践”所体现的民族志称为“实践民族志”，它与“现实民族志”具有同一性，文中皆可通用。


(4)
  有学者称，马克思主义有四种来源，一是德国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二是英国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布阿吉尔贝尔、西斯蒙第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三是法国以圣西门、傅立叶、罗伯特·欧文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四是美国以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尔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参见：俞吾金：《论马克思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5)
  参见：［美］科瓦利（P．Kovaly），“《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中的‘人的本质’概念”（George Markus，Marxism and Anthropology［The cocept“human essence”in the philosophy of Marx］，Van Gorcum，Assen，the Netherlands，1978，PP．86．），严国珍译，李国海校；美国《苏联思想研究》（第29卷），1985年第2期。


(6)
  格尔茨认为，诸如建立合作关系、选择调查合作人、做笔录、记日记等简单的实证技术以及公认的实证程序还不能说是文化人类学，唯有实证中的“深描”才是人类学家应该孜孜以求的事业，即从简单的动作、话语或事件入手，追寻其中所隐含的无限社会内容以及多层意蕴，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参见：［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9—11页。


(7)
  克利福德强调：“打造民族志是一件手艺活儿，与写作的世俗之事相关”，“文化和我们对‘它’的看法都是历史地生产、激烈地争斗出来的”。因此，任何与差异性和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民族志书写形式都必须从整体论和现实主义的虚幻中解脱出来，民族志的功能只能是“部分的真理”。参见：［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美］乔治·E．马尔库斯主编，“导言：部分的真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9页。


(8)
  参见：谢丽·奥特纳：《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何国强译，《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高丙中，2005，《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思想战线》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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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加速推进并将其触角延伸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的同时，也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所构建的世界体系、世界格局和地区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重构，犹如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旧城所进行的全面改造和对城市格局的重新安排。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发生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从而使得现实的状况与历史上形成且我们耳熟能详和深有感情的观念、理论甚至政策主张之间出现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据传统的认识、观念和理论，已经无法对民族和国家问题中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合理的阐释，更遑论对现实中日渐凸显的矛盾和问题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变化面前，我们必须根据民族和国家问题的现实变化而更新知识，构建新的解释系统，改变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采取适应形势的应对之策。概言之，传统的民族观、国家观、民族政策观等都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创新。


在讨论民族现象时，首先必须明确：人类的某种或某些群体形式被界定为民族，或被作为民族现象进行描述和讨论，是以“民族”概念在人类历史上的形成和广泛使用为前提的。而“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又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影响扩大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民族国家的构建，不仅为新兴的民族共同体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也为民族的利益建造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屋顶，从而使二者相得益彰并显示优势，进而在产生示范作用的同时，逐步扩展到全世界。于是，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概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步被普遍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这种人类群体形式，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全球范围内既有的民族类型和民族现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民族群体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变迁过程。随着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跨越国家界限的流动大量增加，并在迁入国之内重新凝聚成族——逐渐族体化进而成为迁入国内特殊的民族群体。这就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民族迁徙的新的民族变迁过程。这样的民族迁徙，是一种典型的“飞跃”。其二，民族意识和族性迅速增强。在民族成员广泛而急剧的流动过程中，民族在实现共同体利益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使得民族成员普遍增强了对民族群体的认识，也增强了民族意识。

在现在的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的当属国家。随着全球化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化，国家的构成要素、组织架构、运行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与民族相关的角度来考察，民族国家的深刻变化也是十分突出的。

快速推进的全球化在深刻影响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的同时，也使今天的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国家认同问题。事实上，国家认同问题的凸显，正是全球化对民族和国家造成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国家认同问题凸显，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着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在全球化中发生的深刻变化。

在国家认同问题日渐凸显的情况下，对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不仅迅速升温，而且渐呈泛化的趋势。而一些研究者对于国家认同问题望文生义的任意拓展，已经使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偏离了问题本来的涵义。于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许多讨论乃至争论，并不处于同一平台上，无法完全聚焦。因此，明确国家认同是特定情况、特定语境下的特定问题这一点，是进行该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国家认同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家认同对于民族国家进而对于人类社会治理的意义，同时，对那些有可能导致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受到侵蚀的因素，以及挑战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的思想和行动等，保持理性审慎的认识及必要的警惕。

全球化在将人们对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的认识放在全球视野的同时，也促使人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在人类发展的宏大历史时空中审视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不仅可以观察到日益多样的民族群体及其演变，而且有可能在民族问题上突破拘泥于某种论断或以某些特定民族群体为依据的狭窄视野以及在此视域中的不休争论，还能够拓展对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认识，进而抛弃民族及国家问题上僵化和不合时宜的认识与观念，增添客观反映现实变化的认识和观念，与时俱进地更新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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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加速推进并将其触角延伸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的同时，也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所构建的世界体系、世界格局和地区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重构，犹如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旧城所进行的全面改造和对城市格局的重新安排。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发生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从而使得现实的状况与历史上形成且我们耳熟能详和深有感情的观念、理论甚至政策主张之间出现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据传统的认识、观念和理论，已经无法对民族和国家问题中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合理的阐释，更遑论对现实中日渐凸显的矛盾和问题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变化面前，我们必须根据民族和国家问题的现实变化而更新知识，构建新的解释系统，改变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采取适应形势的应对之策。概言之，传统的民族观、国家观、民族政策观等都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创新。

一、民族现象日益复杂多样

在讨论民族现象时，首先必须明确：人类的某种或某些群体形式被界定为民族，或被作为民族现象进行描述和讨论，是以“民族”概念在人类历史上的形成和广泛使用为前提的。而“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又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影响扩大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族”这个词表达的是“群”的意思。“民之为族，是人类生活本质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周平，2010a）但是，“民族”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民族’（Na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atio’，意为‘一个出生物’（a born Creature），后来意指以真实或虚构的同一血统或种族的生活团体为基础的社会集团，这一集团共同体只限于超越于每个家庭之外的部族。在中世纪早期，‘Nation’还指代大学里老师和学生按照各自的地区所组成的团体。”（李宏图，1997：1）但是，随着西欧的一些国家（以法国为典型）为了解决由王朝国家整合国内居民而形成的人类群体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构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后，由王朝国家整合而成并通过认同于国家的方式而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群体也被用早期民族主义的“民族”概念来指称。民族这种人类群体随之在人类历史上逐渐凸显。

民族国家的构建，不仅为新兴的民族共同体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也为民族的利益建造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屋顶，从而使二者相得益彰并显示优势，进而在产生示范作用的同时，逐步扩展到全世界。于是，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概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步被普遍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这种人类群体形式，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黑格尔就曾指出：“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转引自王缉思，1993［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000：5）更是强调：“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同上：10）

民族国家不仅是民族这种人类群体得以凸显的逻辑前提和历史前提，而且构成了民族的概念逻辑基础和理论预设。因此，民族概念在形成之时，便具有十分突出的国家意涵。正因为如此，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定义民族便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共识。斯大林（1979：64）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定义，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在斯大林看来，“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为民族”（同上）。在现实中，只有民族国家背景下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即国族，才可能具备这样的特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0：5）那个著名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定义，指的就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他说：“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东尼·吉登斯（1998：141）也有同样的认识，他指出：“‘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这样的民族群体，由于与国家的内在结合而具有突出的政治性质，实质上就是政治共同体。

在民族国家数量增多并构建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世界体系后，民族国家的示范效应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所形成的影响和压力，导致了许多并不具备早先西欧民族国家那种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不得不通过将国内各个历史文化群体整合为统一的民族而构建民族国家——这个民族群体取得国家形式或披上国家的外衣后便成为国家民族。但是，这样的国家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并成为民族国家以后，组成国族的各个历史文化群体仍然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并且往往也被作为民族群体来看待。于是，民族概念便突破了早先的使用范围，不仅用来指称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群体——国族，也用来指称国家范围内作为历史文化群体存在的人群共同体，进而还用于描述和分析前民族国家时代就已存在的各种历史文化群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存在着多个历史文化群体的国家，也就被界定为“多民族国家”
(1)

 。而且，多民族国家内作为历史文化群体存在的民族及其族际关系，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发展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进而还影响到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格局，所以更是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二战”后，尤其是在其后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国家中，这种现象愈显突出。于是，用“民族”概念加以描述和分析的人类群体中，后一类群体得到进一步凸显。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后一类民族并不具备国家的形式，本质是国家内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即便建立或掌握了国家政权，它也没有建立起一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框架，因而它与国家的结合是外在性的。这样的民族群体，因为共同的历史文化凝聚而成，本质上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前一类民族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正如菲利克斯·格罗斯（2003：27）所强调的那样：“作为由共同文化、共同传统维系的共同体的民族，与以国家形式结合而成的政治社会之间的差别是根本性的。”后一类民族的确认，虽然有效拓展了族类群体的类型，却并未超出或摆脱国家的框架或预设，而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民族概念和民族现象的国家意涵。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全球范围内既有的民族类型和民族现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民族群体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一，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变迁过程。随着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跨越国家界限的流动大量增加，并在迁入国之内重新凝聚成族——逐渐族体化进而成为迁入国内特殊的民族群体。这就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民族迁徙的新的民族变迁过程。这样的民族迁徙，是一种典型的“飞跃”。其二，民族意识和族性迅速增强。在民族成员广泛而急剧的流动过程中，民族在实现共同体利益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使得民族成员普遍增强了对民族群体的认识，也增强了民族意识。与此同时，民族成员的族性认同也明显加强。一方面，“族性认同在族际人口流迁中被激发或强化起来了”；另一方面，“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自身也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王希恩，2009：341）。其三，促成了族性的张扬。“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社会的扩大造就和强化了族性因素，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差距问题引发了各类族性因素的增长，全球化中的文化碰撞强化了族性因素，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随信息的全球化在世界的扩散、现代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冷战’铁幕的拆除促进了族性认同的建立和传布。”（同上：141）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民族群体的族性张扬。其四，形成了新的民族群体。随着民族成员跨国流动的增加，移民在移入国形成了“移民社群”。“移民社群（diasporas）是指民族属性和文化上跨国的社群，其成员认同于自己的祖国或已不存在的故国。”他们“虽生活和工作于某一地方，但却首先认同于自己的故乡”（塞缪尔·亨廷顿，2005：230）。在族性趋于旺盛的情况下，移民社群越来越要求被作为族体对待，并要求获得族体的权益，进而逐渐地族体化了。正如霍布斯鲍姆（2000：184）说的那样：“在一个多族裔或多部族的社会中，这意味着如何以集体方式和其他族群竞争国家资源，如何保护这个族群免于歧视排挤，如何扩大这个族群成员的机会并降低不利于它们的因素。”当这样的人群共同体得到普遍承认并以一个民族群体的身份活动的时候，它们也成为真正的民族群体。在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理论中，这样的民族群体也是被作为民族群体来看待的。

对于民族群体来说，全球化不仅是变动性力量，也是解构性力量，还是构建性力量。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种新的民族群体，既不同于早先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也不同于民族国家内部那些传统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共同体。

这样一来，我们便发现，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现象与此前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一，族类形式多样化。在“民族”概念指称的对象由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族拓展到国家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后，“民族”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其实就是人类稳定的并且追求集体权利的人类群体。随着移民群体或族裔群体在移入国争取群体权利并逐渐获得这样的权利后，这类群体也逐步被作为民族看待，从而使族类形式更加多样。其二，族性日渐张扬。“族群的大量出现将原本完整的族体分割开来、扩散开来，它所强调的族性认同又使族性因素得到广泛流散、扩张。”（王希恩，2009：138）族性张扬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三，主观性质愈加突出。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许多新民族群体，都是在利益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其间的文化联系是为了利益而建构（或是重新发掘、创造）的。安德森那个著名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诊断所揭示的民族群体的主观性，在越来越多的新民族群体的建构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其四，世俗倾向十分明显。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群体，都有着强烈的民族利益诉求。相当多的新民族群体，就是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的。传统的民族群体，也在偏居一隅而形成的神秘性和与宗教结合而形成的神圣性逐渐淡化的同时，由于利益诉求的强化而凸显了利益共同体的特征。正是突出的利益共同体属性，将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世俗群体的行列中，融入了现代生活。

在民族群体和民族现象急剧变化的背景下，许多的人群共同体都不是在国家的框架和预设中被界定为民族的，仅被作为普遍性的人类群体看待。对于某些民族群体来说，尤其是族裔群体，它们已经没有了国家的意涵，所具有的只是群体的意涵。随着民族概念和民族现象中根深蒂固的国家意涵的淡化，尤其是这样的淡化渐成趋势，传统的民族观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人们对民族的认识正在一步步地改变。

二、民族国家发生深刻改变

在现在的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的当属国家。随着全球化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化，国家的构成要素、组织架构、运行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与民族相关的角度来考察，民族国家的深刻变化也是十分突出的。

国家这种政治现象既不神秘也不神圣，它不过是必须以社会方式生存和发展的人类所创造的管理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当然，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这样的政治形式通过以有组织的暴力支撑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管理而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是，构成国家本质的，是那个在有组织的暴力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国家权力。国家一旦形成，并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也依循自身的规律而不断地变化。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态演变的过程。

今天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首先出现在西欧，是欧洲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欧洲最早的国家形态是古希腊城邦国家，随后依次是罗马帝国、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西欧形成并显现其优势后，逐步扩展到北欧、南欧、北美，继而扩展到全世界。今天的世界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虽然民族国家的不足和缺陷日渐显现，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政治形式或政治共同体的努力不仅日渐广泛并越来越有影响，但人类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替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形式。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承继了王朝国家末期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国家主权和相应的制度机制，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但是，民族国家最核心和最本质的特性，是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即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国家具有了民族的内涵。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是通过民族（即国家的全体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实现的。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又是通过一套制度机制来保障的。所以，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一套制度机制。而这个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便是国族。正是这个国族支撑着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其制度内涵的形成、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依托于国族。没有一个强健的国族，民族国家就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只能是徒具形式，甚至形同虚设。”（周平，2010b）

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及其民族国家世界体系逐渐完整且有效运行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价值和规范普遍受到尊重。民族国家也努力维持自身的存在，持续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其一，通过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管理机制维持国家的民族构成，防止民族群体的跨国流动对国家民族构成的冲击。具体来说，主权机制通过体现国家主权的边界、进出境管理等方式，限制成规模的人口跨国流动。在这样的硬约束之下，跨国移民的人口有限，民族群体的跨国迁徙是不被允许的。其二，努力维持国族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将国族建设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普遍弘扬主流文化，实施强化民族同化的政策，形成并保持着强大的同化能力，从而保持了国族的统一，进而巩固了国家认同。塞缪尔·亨廷顿（2005：119）描述的“二战”后的美国，就是这样的状况，“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共有一个主要体现盎格鲁-新教精神的核心文化，忠于‘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原则”，“加强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

当然，尽管移民受到限制，但发达国家内的移民人口也不少，并且在不断地累增。但是，这些移民并不会对移入国的民族构成和国家认同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移民中的相当多数，对移入国充满了向往，甚至是为了实现某种梦想而移民的——移民美国的人口中的相当多数，都怀揣着一个“美国梦”。这些对移入国充满向往的人们，在移民前便形成了对移入国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因此，他们移民后不仅认同于移入的国家本身，也认同于移入国的文化，他们不仅不会对移入国的国家认同构成挑战，也不会在移入国重建民族，进而对移入国的民族构成形成挑战。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化广泛而深入的推进，这一切都逐渐地也是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制度的变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主权的范围、主权转移、主权行使方式、主权性权利等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引起一场民族国家主权观的讨论和争论。除此之外，全球化还深刻影响着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

在商品、资本、技术等深入到几乎每一个角落的全球性流动的同时，全球从事投资、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各种文化交往日渐频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种实体间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展。而且，随着全球治理的形成，超越于民族国家的治理形式越来越突出，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机构纷纷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的流动在数量、质量、规模、范围方面都在快速地甚至是成倍地增长。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群体的人员的跨国族际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发达国家，也出现于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移入。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一些新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等）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不同国家出现的问题大致是相同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成规模增加的大量移民，无法构建起对移入国的认同。大量的移民之所以移入某个国家，是由于工作或生活的需要，与价值选择无关，并不存在对移入国的向往以及由此产生的预先的认同。而且，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与移入国主流社会的交往存在相当大的障碍，即使他们愿意融入移入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最终也难以达成目的。总体而言，这样的移民并不是归附者，只是定居者或旅居者。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大量移民已经无法像以前的移民那样，能够构建起对移入国的认同。

其二，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同化能力受到了严峻挑战。通过对移民的同化而保持国族的统一，是民族国家重要的维持机制。但是，面对着大量增加的移民，而且其中的相当多数人是聚居的，民族国家的同化能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针对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亨廷顿（同上：152）说，“现在遇到大量移民，感到同化工作难做”，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起，来美国的移民又增多，使如何同化的问题变得突出了”。

其三，新移民在移入国凝聚成族的现象逐渐凸显，新的民族建构现象日显突出。大量增加的移民难以融入移入国的社会和文化，因此，总是聚居在一起。聚居在一起的这些人，在按照原来方式生活的同时，也将母国的文化带到了新的聚居地，从而相互认同。当这样的结构渐趋稳定的时候，移民群体或“移民社群”的群体利益也日渐显现，进而形成了族群利益诉求和族性身份要求。随着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有意识地挖掘母国文化和进一步凝聚群体就成为自觉的行动。当这样的群体被移入国的社会和政府当作族体来对待的时候，它们便显现为民族——“族”本来就是群的意思，当人们结成一个稳定的群体，他们便成了民族。

其四，日渐凸显的新族际政治的理论和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新民族群体的形成。在欧美一些由移民形成的群体激增的情况下，各种基于民族群体利益的族际政治理论纷纷呈现，各种民族建构运动也屡屡出现。在美国，“为了促进这种民族属性感复兴，众议员罗曼·普辛斯基于1970年提出‘民族研究法案’，主张授权政府为民族活动提供经费”。而且，“这一法案通过了而成为法令”（同上：143）。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进一步凸显了民族群体的权益，也加快了民族群体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凝聚成族的进程。

随着这些现象的出现，尤其是这些现象日益深化和普遍化，就会对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产生具有显著和深远影响的两大后果：

其一，国家民族构成状况的复杂化。最早出现于欧洲的那些原生性民族国家，是为了解决王朝国家将国内居民凝聚为“民族”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对立问题才创建的，因此，其民族构成是单一的。那些在民族国家的影响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采取民族国家制度的模仿性民族国家，由于是将既存的多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整合为民族而构建民族国家的，这些被整合在一起而成为国族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和界限仍然存在，而且这些群体在民族概念的运用范围扩大后也被认定为“民族”，所以，这些国家被从国家民族构成的角度划定为多民族国家。但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原生性的民族国家，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而逐渐“多民族化”了，成了“多民族”的国家；那些模仿性民族国家，原本就存在的多个民族共存的状况中，又增添了来自外部的复杂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仍然保持单纯的民族构成，原来民族构成单一的国家都逐渐地演变为多民族国家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一族一国”的主张，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其二，族际政治日益普遍化。“所谓族际政治，实际上就是族际间基于民族利益并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族际政治也是民族共同体在族际关系中运用政治手段争取、实现和维护民族利益的过程。”（周平，2010a）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多民族化”成为普遍现象，各个民族群体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日益频繁，不仅越来越日常化，而且对国家和社会影响的程度能够与政权政治、政党政权、集团政治等政治类型相提并论，从而凸显为一种具有特殊内涵的政治类型。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上述这些情况主要出现和存在于美国和欧洲，但随着亚洲、非洲、拉美洲的国家越来越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及这些国家受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化和广泛，这样的现象也逐渐在这些国家蔓延。因此，以上这些现象和问题在美欧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出现，只是早晚的事情。

三、国家认同面临严峻挑战

快速推进的全球化在深刻影响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的同时，也使今天的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国家认同问题。事实上，国家认同问题的凸显，正是全球化对民族和国家造成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国家认同问题凸显，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着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在全球化中发生的深刻变化。

在国家认同问题日渐凸显的情况下，对国家认同问题的讨论不仅迅速升温，而且渐呈泛化的趋势。而一些研究者对于国家认同问题望文生义的任意拓展，已经使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偏离了问题本来的涵义。于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许多讨论乃至争论，并不处于同一平台上，完全无法聚焦。因此，明确国家认同是特定情况、特定语境下的特定问题这一点，是进行该问题讨论的前提。

将“认同”与“国家”结合起来，在国家的层面上讨论国家认同问题，进而将国家认同作为重大的“问题”对待，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形成和研究直接相关。在开政治文化研究之先河的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看来，“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是政治文化中“体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不过，国家认同概念的形成和相关问题受到重视，则与鲁恂·W．派伊（Lucian W．Pye）
(3)

 在1966年出版的《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提出的国家认同危机直接相关。派伊（2009：81）认为，在政治发展的诸多危机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一个新国家中的人民必须把他们的国家领土视为家园，他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人，他们的人格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其按领土划界的国家的认同定义的。在大多数新国家中，传统的认同方式都是从部族或种姓集团转到族群和语言集团的，而这种方式是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的。”于是，便产生国家认同危机。此后，“国家认同”便逐渐成为重要的描述概念和分析概念。

从“国家认同”概念的形成和最早使用来看，它所描述和分析的都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负面现象——现实生活中的“冲突”或“危机”，即国家认同问题。阿尔蒙德说：“用政治发展理论的语言来表示，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常常被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会对政治共同体“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1987：38—39），派伊将这样的问题界定为“认同危机”，亨廷顿（2005：8—11）则将其看作是会导致国家解体的根本问题。

国家认同问题首先出现于“二战”后的新国家。但是，国家认同问题的凸显和普遍化，尤其是成为美欧老牌民族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则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变迁和族际关系复杂化直接相关，甚至就是这些变化的必然性后果。

首先，在日渐“多民族化”的国家中，国家认同越来越受到民族的挑战。最早提出国家认同问题的阿尔蒙德指出，国家认同问题是一种“集体忠诚冲突”——“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1987：39）。这个诊断虽然简要，却是一针见血的。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化”的国家的来说，国家认同之所以成为问题，根源于某些民族群体（主要是少数民族或少数族裔群体）对国家的不认同，或者说，是由于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形成了冲突。具体来说，这样的冲突的发生又有两种情形：

其一，原有的非主体民族（少数民族），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利益意识的觉醒和与国家、与其他民族的博弈能力的增强，进一步加强了内部认同，因而不可能在对国家的认同和对民族的认同问题上总是将国家认同置于优先地位。如果某个民族群体的民族意识过于旺盛，对国家或其他民族群体缺乏认同，或者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明显高于、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就会产生一定的排他性，进而削弱或侵蚀业已存在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问题便随之出现。

其二，新建构起来的民族群体虽然逐渐获得了民族的身份，但其所处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并不是由他们自主建立起来的，它们甚至都没有开展过维护该国家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因此，国家对它们来说显然是一种外在的存在。尽管他们从国家那里要求权利的时候并不拿自己当“外人”，但它们在认同于该国家政治共同体以及为该政治共同体付出代价的时候，它们也不见得一定会拿自己当“自己人”。对于他们来说，国家认同是建构起来的，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巩固和经受考验。对于这样的民族群体来说，在国家认同方面出现“问题”，往往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各种基于民族群体利益的族际政治理论严重侵蚀了国家认同。族际政治理论的形成，以族际政治的萌生为前提。但族际政治理论形成后，又加速了族际政治的发展，并在将族际政治凸显为一种常态化政治类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今国外有影响的族际政治理论，不论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差异政治理论，都是首先产生西方，尤其是美国。事实上，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美国家流行的族际政治理论，基本上都来自西方，或者直接就是西方族际政治理论改头换面后的东西。这些流行的族际政治理论，包括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理论，都是建立在强调民族群体权利基础上的，都将民族群体的权利置于至上地位。因此，这些族际政治理论虽然在族际政治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对国家认同来说，不仅没有裨益，而且是一种销蚀剂。在亨廷顿看来，它们都是解构性力量。针对美国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代表的族际政治理论的论者，亨廷顿（2005：119）说：“在他们看来，美国不是一个人人共享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信念的民族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持这种观点的人指责此前流行的美国熔炉理论或番茄汤理念，而争辩说美国是各不相同的民族镶嵌在一起的马赛克，或一盘沙拉。”而恰恰是这样的解构性力量，成为导致美国巴尔干化的重要因素。在美国，“鼓吹群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运动，损害了美国的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中心内容”（同上：16—17）。

最后，族性理论及族性的张扬，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构成直接冲击。在绝大多数的族性理论中，族性都备受赞扬。在对族性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各种主张张扬族性的观点也纷纷出现。相对来说，理性分析族性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以及族性张扬与现实变化之间的理论，远不如张扬族性的主张来得有力、热情和冲动。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族性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动员理论。“因为族性是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进而会促进群体力量的内聚和群体认知与行动上的一致。”“族性能够将个体的、分散的力量汇集成群体的、集中的力量，而这恰恰是政治精英所希望得到的‘动员法宝’和煽动起运动的‘廉价成本’。”（严庆，2001：58）在多民族国家内民族意识趋于旺盛、民族的博弈能力增强和民族认同已经对国家认同构成挑战的情况下，族性张扬的理论和主张所产生的动员作用，往往在增强民族认同的同时，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形成一定程度的直接挑战。这种挑战的程度，则取决于族际关系的状况和族性张扬的主张产生的动员效果。

多民族国家是多个民族群体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各个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是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统一和稳定的基础和必要前提。如果某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出现了问题，形成了严重的“集体忠诚冲突”。那么，该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动摇了，“全国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即它能否名正言顺地使人们服从，就成了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主义运动”（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1987：39）。曾几何时，美国因为在治理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成功而被誉为“民族熔炉”。但是，就是这个公认的模范生，随着国家认同问题的弱化也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以至于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塞缪尔·亨廷顿（2005：10）说：“倘若到2025年美国还是跟2000年的美国一个样子，而不是成了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那倒是最大不过的意外了。”美国政治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94：118—126）也认为：“具有潜在分裂作用”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危险”。不仅美国如此，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国家认同问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这也许是这个时代对民族国家体制构成的最大威胁。

可是，今天却不是抛弃民族国家的时候。人类社会仍要采取国家这样的治理形式，民族国家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治理形式，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化国家认同而形成的对民族国家体制的冲击，将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有效治理，进而影响到全球治理，也必然会削减人类的福祉。

因此，在国家认同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家认同对于民族国家进而对于人类社会治理的意义，同时，对那些有可能导致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受到侵蚀的因素，以及挑战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的思想和行动等，保持理性审慎的认识及必要的警惕。

四、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须更新

全球化在将人们对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的认识放在全球视野的同时，也促使人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在人类发展的宏大历史时空中审视民族现象和国家现象，不仅可以观察到日益多样的民族群体及其演变，而且有可能在民族问题上突破拘泥于某种论断或以某些特定民族群体为依据的狭窄视野以及在此视阈中的不休争论，还能够拓展对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认识，进而抛弃在民族及国家问题上僵化和不合时宜的认识与观念，增添客观反映现实变化的认识和观念，与时俱进地更新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

首先，应该在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中审视民族日渐多样和复杂的民族现象及其变化，重视民族共同体本来具有但往往被忽视的特性，全面认识民族现象，准确把握民族现象的本质和特点。

民族是一种构建起来的人群共同体。回顾“民族”作为描述概念和分析概念的形成和使用的过程可以看到，“民族”概念的广泛使用，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影响和扩张直接相关。随着不具备西欧原初民族状况的国家采取了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而构建民族国家后，“民族”概念逐渐用以指称国家内的由历史文化凝聚而成的人群共同体。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人口的跨国流动而导致的新的人类群体逐渐凸显。随着这样的群体逐渐取得民族的身份地位，它们也被作为民族看待。“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在逐渐扩大并呈现泛化之势，但这并没有改变民族共同体的构建特性，反而更加凸显了这一点。

如果说，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出现的那些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即国族，因为其明显的建构性质而被视为“想象的共同体”的话，那么，随着民族概念使用范围扩大而出现的民族群体，其建构的特征和“想象共同体”的性质就更加突出。民族，因为“想象”而成群体，其核心是主观性的认同。民族成员由于对某种特定价值的认同而凝聚成族，而这种特定的价值的形成却具有“想象”的性质。尤其是共同历史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如创世神话、传统习俗等的形成，主观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民族作为人群共同体具有多种类型。“民族”概念指称对象的多样性逐渐显现以后，为了避免同一概念指称不同对象造成的混乱，引入“族群”概念并以其指称区别于传统民族共同体的其他群体的努力得到一定范围的响应。但是，“民族”与“族群”并无本质区别。“族”就是“群”的意思。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交往及其有限性而结成群体。其中的若干群体是长期稳定存在的，并以群体的身份而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因此，社会科学中需要一个概念来指称它，进而描述和分析它。“民族”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发挥广泛作用，正是由于它适应于这样的需要。在“民族”指称的人类群体趋于多样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民族进行分类的办法解决由此引起的混乱。因此，在民族群体日渐多样的情况下，民族群体的类型学研究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的民族群体中，国族由于取得了国家形式而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国家又是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最为有效的政治治理形式和国际间的基本行为主体，因此，特定的政治外壳和国际政治的基本主体地位使得它们不能融合在一起，只能按国家的主权原则要求平等相对。其他的民族群体，尤其是同一国家内的民族群体，相互间的影响随着相互间的交往的增多而增强，并随着相互间共同因素的增多而产生融合。

民族本身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形成的，是人类交往有了一定发展而又不充分条件下的产物。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聚众为族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民族就是人类稳定的群体，即人群共同体。当一个人群认同于某个基于共同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的族称，相互间也作为群体的“自己人”看待的时候，它便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当其他的民族共同体也将其当作民族看待时，它便获得了民族的身份地位。因此，民族不过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群体形式，既不神秘也不神圣。

诚然，某些民族因为生活于狭隘的地域而与外界交往不多，因而平添了一些神秘色彩；某些民族因为意识形态的论证和包装，具有了神圣的性质；有的民族由于现实的需要，添加了政治的性质。然而，这些东西都是由于特定的原因被附加上去的。

作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民族本身也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而且，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民族的某些特性或某些类型的民族群体会被社会历史条件凸显出来。这样的事实反映在人类的认识中，便是形成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概念或民族观。但是，这样的认识和观念，不过是对处于流变过程中的民族现象的特定认识。因此，将某个特定的论断作为判断丰富多彩的民族现象的唯一依据，或以对某种特定民族的认识去阐释不同的民族类型或民族现象，都会陷入矛盾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也应该是民族研究秉持的原则。

其次，虽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也受到冲击并显现出不足或弊病，但人类仍然处于国家时代，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在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中，既要充分肯定民族共同体的意义，更要充分肯定国家的至上性。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较之于民族群体，国家受到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许多方面都来得更为深刻，并且在民族群体演变中许多方面都是在国家的框架中形成并展开的。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家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置于更加宏大的视野中审视。同时，我们也需要在这样的审视中确立对国家的基本认识。

国家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政治形态，但却是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政治形式中最为有效的一种。人类必须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而人类社会要正常运行并获得发展，就离不开国家这样一种治理形式。人类必须生活于国家之中，并在不同国家中结成有形的政治共同体。与此同时，人类又在交往中结成了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人类由于交往的需要而形成的人群共同体，相对于人类社会由于治理的需要而构建的国家或国家共同体来说，既不具有优先性，也不具有至上性。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这种治理形式或政治共同体虽然与具体的政权尤其是某个执政党掌控的政权结合在一起，但它与某个具体的政权是明显区别的。肯定国家的价值与肯定某个政权之间，也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反对某个政权，并不见得就必须反对国家本身。如果因为不赞同某个政权而否定国家，那就失之偏颇了。

在全球化时代，虽然民族的形态变得越来越丰富，国家的形态也因为受到深刻的影响而不断在改变，但人类社会仍然需要通过国家来治理，近年来逐渐凸显的全球治理也要通过国家治理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内各民族利益都要通过国家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家治理，直接关乎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利益和福祉。脱离国家的有效治理，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离开国家的保护，民族也将会失去利益保障，进而受到伤害，甚至丧失自身存在。

在多民族国家中，多个民族共同体共建或共处于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是历史地形成的。国家是各个民族共同的政治屋顶。在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将民族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任意夸大或肆意抬高，尤其是不顾国家利益而强调民族群体的利益的思想和做法，不仅缺乏学理依据，也显得不负责任。事实上，如果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损害，民族群体的利益也将不保。

当然，肯定国家的至上意义和价值，并不是纸上空谈，而必须将今天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落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其中，有两个与民族群体直接相关的原则显得十分重要：其一，充分肯定国族的意义并加强国族建设。因为国族是民族国家制度的载体或支撑，没有一个统一和强健的国族，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内涵就难以全部实现。而支撑民族国家体制的国族建设，就要求组成国族的各个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群体对国族保持较高程度的认同。其二，要建立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机制。虽然国内存在着多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但国家构成的基本单元或细胞是拥有权利的个人，即公民。因此，基于公民权利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或者说，基于公民权利的平等，是国家或社会的基础性平等。民族群体的权利的实现，不应凌驾于公民平等之上，而必须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并以不破坏公民权利为限度。

最后，在国家内族际关系日渐复杂且突出的情况下，对民族关系的治理成为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多民族国家必须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构建恰当的民族政策观，进而制定能够实现民族关系治理目标的政策，协调民族关系。

在民族关系的治理中，民族政策自身的定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面对着复杂族际关系的多民族国家中，有的国家将民族问题置于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中审视，进而将民族政策作为国家治理民族问题的工具；而有的国家过分偏重于民族政策的意识形态功能，将民族政策作为宣示意识形态的工具。从现实层面来看，两种做法都能找到典型的例子来证明其有效性。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是全球化时代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在将民族问题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基础上，将民族政策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做法，应该是更能产生持久的效果，也更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民族现象和族际关系。

运用政策手段治理多民族国家国内的民族问题，首先涉及的问题便是，确立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即民族政策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挥作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在价值取向上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立足于照顾处于弱势的民族群体的利益，取向于特定的民族群体；其二，取向于国家本身或国家的整体利益，立足于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和稳定。相比较而言，前一种取向不仅更容易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也能在实际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其所蕴涵的风险也值得警惕：其一，这种特惠制的政策设计，容易唤起受惠对象为获得持久的和更大的利益而与政策制定者展开博弈的意识；其二，政策的边际效用会随着受惠对象在低层次需要满足后的更高利益要求的生成而递减，从而导致政策成本的急剧增加，或使原先有效的政策归于失败；其三，特惠制的政策在使受惠对象产生满足感的同时，也会使相邻的未受惠对象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和挫折感，从而使族际关系更加复杂，甚至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也是世界上许多的多民族国家不选择此种取向的民族政策的原因。相对来说，取向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更有利于民族问题的治理。
(4)



在国家治理的视野中，民族政策是国家治理民族问题的手段，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断调整。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政策：一方面，国家治理的主体或政策主体自身和所处的形势会发生变化，如革命党和执政党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任务有很大差别，其政策的立足点和政策目标不同，采取的政策也必然不同；另一方面，政策调整的对象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同样的民族群体，在其发展程度较低时候有效的政策，会随着其发展程度提升而逐渐失去作用。在解决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低时的民族问题有效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发展程度提高以后就只可能失效，甚至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政策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1987．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94．大失控与大混乱［M］．潘嘉玢、刘瑞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塞缪尔·亨廷顿．2005．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2000．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2003．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英］安东尼·吉登斯．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宏图．1997．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美］鲁恂·W．派伊．2009．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缉思．1993．民族与民族主义［J］．欧洲（5）．

王希恩．2009．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严庆．2011．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平．2010a．论族际政治及族际政治研究［J］．民族研究（2）．

——．2010b．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J］．政治学研究（3）．

——．2010c．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

——．2002a．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我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调整［J］．云南学术探索（6）．

——．2002b．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类型分析［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

（责任编辑：张科甲）



————————————————————


(1)
  多民族国家是根据国家的民族构成而划分出来的国家类型，民族国家则是国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类型或形式，其本质是保障民族（国族）认同于国家的一套制度框架。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是按照不同标准而划分出来的国家类型，多民族国家并不是与民族国家相对的国家类型。因此，一个国家既可以是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多民族国家；既有民族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也有非民族国家形态的多民族国家。


(2)
  在初版于1966年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首先论述了“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并将其界定为“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


(3)
  编者注：美国学者Lucian W．Pye，在中文译文中，有学者也译为“白鲁恂”，特此注。


(4)
  对于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作者有专门的分析和论述，可参阅作者的《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我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调整》（载《云南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类型分析》（辑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SUMMARY（In English）


Chinese Anthropologists Embracing Political Science

GAO Bingzhong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China）


Summary：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which I'm engaged in concerns the main line，in my opinion，which about the cultural basis of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y．Over these years，I have made some attempts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legitimacy，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itizen feelings，state governance and private autonomy，national tradition and grassroots“tradition”of culture and so on．Its purpose lies in starting from the standar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democracy．For China，as a basic work of national academic，anthropological scholars mainly use the fact to make a series of concepts such as the Chinese society，Chinese religion，Chinese art，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cept of continuous segmentation such as Chinese folk organization，China's political leadership，and so on．The anthropogists try to tell stories to identify entities，thereby the great concept of“China”can be set up，then the entity can be admitted．

The fact that anthropologists have advocated is a basic academic item，the methodology of its own special skill has a reconcilable and integrated effect in both political issues and political factions which have bright research attitude and different position．For a society which scales more than the circle of acquaintances，the expressive fact is a knowledge guarantee that makes community survived．Because of social facts which should be interpreted，society itself can be perceived，be identified，be maintained，and be inherited．For China's academic circles，it seems so ambitions but difficult to describe“China”with facts both in all areas and at all levels that we have been striving for．The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d cultural identified function of anthropology can，to some extent，express political concern better．

Nowadays，we have engaged in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n the environment of“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and academic reflection，so we can get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from academic attitude and professional creativity by the way of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and fusion among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and other different disciplines constantly．Chinese make their own social culture studies．In front of western academic resources，Chinese scholars try to trsanfer the helpless situation of“cutting the feet to fit the shoes”to that of“cutting out garments to fit the body”by developing talents，which is the advantage and mission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ly speaking，social phenomenon can be recognized due to the legality．However，from the viewpoint of sociological study，in fact the opposite is true．This research method which regards acknowledgement as an index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egitimacy of China's current social organizations．Thus，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either in general or in narrow sense in all，should contain the same message as follows：because it can be judged or believed to conform to certain rules and then can be recognized or accepted．Legitimate domination reflects the citizens' admission to the government or the masses admission to the party，it is a kind of recognition which we called from“bottom”to“top”．Concept of legalit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s also applicable to the parallel recognition and from“top”to“bottom”recognition．

When anthropologists talk abou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itizen feelings，they always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raditional ideology．So we should discuss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of the“people”and“citizen”instead of referring to grand national category temporarily．In the academic vision of anthropology，politics is a kind of science that how to implement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al，and social fields．Politics is a kind of autonomous field which manifests the party's competition and dominant，and implements the possession and exercise of authority．Economy is also a kind of autonomous field，it manifests the company's competition and expansion，and implements the obtai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fits．Since both politics and economy have become the conditions to the social field，society also must be another autonomous field．In the social fields，we prefer respect to obedience，prefer gifts to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and prefer devotion to exchange．And what we devote is love and warmth．Three different areas pursue three different logic．Each of us must live in society，but society does not exist alonewith just one certain domain form．

As a new political mechanism，governance is attracted increasingly with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praise．Scholars advocate warmly that we need the mutual cooper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civic，and the consult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GOs．Governance means that the meaning of rule has new changes and means a new rule process．Be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rule way of top-bottom，governance mode reflects easy discuss and conciliation at all directions in the process which aims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in the result．

In reality，the Chinese culture in our life generally consists of four parts，the main is the culture without ideological bias and ethnic belonging which we all accept．Other parts can be divided into new socialist tradition，foreign culture and folk custom culture．Some people love it but others don't appreciate，don't accept or disagree with it，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 ideas respectively．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the main culture occurs dislocation in three aspects with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The first is the dominant culture which based on the regime，the second is the dominant culture which developed because the long-term social development，the last one is the mainstream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trend and social life style．Relative to the dominant culture，the subculture which we regard it in a subordinate position of cultural power relations rises extensively and impacts established single culture pattern．

The value and behavior way of counter-culture represented by some subcultures stands opposite to the dominant，it has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China．In general，from the viewpoint of value system and power relationships，Chinese social culture exists as a multicultural state and different patterns at different levels now：the primary culture，sub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presents．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culture，subculture，counter-culture with social differentiation？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ulture？How to exert the constructive effect of them for the form of Chinese new culture？And how to reduce the conflict and shock to the society？These are significant problems which need us do further empirical studies．We believe，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richnes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discipline，we will solve these significant problems better and faster．


keywords：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nation consciousness and citizen concerns　state governance and private autonomy　nation tradition and grassroots tradition of culture

（张亦鸣译，杨蕾、顾小倩校）


Drawing a Portrait for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E Guoqi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China）


Summary：
 Political Anthropology majors in the public power and its operating form beyond the scope of a nation，especially focus on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originated from consanguinity，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or power organization，etc．．It possesses independent academic term and concept system，what's more，it follow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and absorbs the theory of Politics as well．Political Anthropology sprung up in the 1980s in China．At that time，with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setting up the related courses，fieldwork studying came into blossom．In order to popularize this discipline，and help people comprehend it's study object，basic views and development history，this paper will draw a portrait for this discipline properly．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basically divided into six parts：early study stage takes two parts，defining the discipline's position is one part，other three parts are concept systems，researching field and researching paradigm respectively．Owing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we surely should use the methods，knowledge and theories of anthropology to elucidate the nongovernmental phenomenon of social politics．Only defining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by political behavior，political integration，political evolution，political system，political culture and other dimensionalities，can we expound the point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omprehensively．

Actually，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originated from Modern African School directly．Alfred Radcliffe-Brown，pioneered in this school，co-founded British Functionalism with Malinowski，and took the lead in Asia and Africa．Malinowski mainly made survey in the islands of the West Pacific Region．He advocated explaining culture with the method of biology and psychology．In the early years，Alfred Radcliffe-Brown investigated at the Andaman Island of the Indian Ocean，then shifted the focus to Africa．He inherited Structure Theory of Durkheim and interpreted culture with Configuration Theory of behavioral relations．In the March of 1940，Meyer Fortes and Evans Pritchard collaborated on the publication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This book filled the gaps in collecting materials，opening up the new areas，establishing new concept，raising new viewpoints as well as trying new model，what's more，it symbolized the naissanc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During the 75-year developing course，the knowledg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first period was benefit by the application of taxonomy under a leading thread which is simple and practical so as to achieve a great deal of achievements．At the same time，there were two types of regimes，thereby endowing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with landmark meaning．Thi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mileston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Political Anthropology ushered in the second milestones．Edmund Ronald Leach published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in 1954．In 1964，he talked about conflict and transition in the preface of the republication．He bluntly criticized that typology and Equilibrium Theory of Functionalist School had been obsoleted．Moreover，He advoc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dynamic viewpoint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between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It has absorb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which mainly studies simple society，at the same time，it inherits the Politics' feature，pays attention to non-governmental political life and investigates the prototype and divergent development of Grasstop Politics，even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political appeal and external intervention（such as state power），explores the historical cause and structural function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s．

The concept system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an be described as a five-story pagoda，you will find different features when observing from diverse angles．For example，in lateral view，each layer is divided into many concepts below a category．In vertical view，however，the higher the layer is，the more abstract the concept will be．On the contrary，if the layer is lower，concepts will be more concrete and fundamental．The first category is political culture，next is political system，it can also be called as system or entity; and the third one is political evolution，referring to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political system，rather than playing power or executing power．The next category is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the last one is political behavior．

Political Anthropology studies on politics beyo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 which mainly reflect in three aspects．Firstly，it refers to the politics which occurred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Secondly，it means the politics which is outside the radiation of power，such as the power relationship in the remote countryside or city，the underworld of industrial society．Thirdly，it's politics of other culture，which is relative to the culture of the investigator．

Paradigm exclusively means fundamental theory and guiding principle of behavior．Diverse Paradigms will bring out different effects．Exactly，the alternation of Paradigm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The paradigm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classified as below：Classical Evolution Theory，Structure-Function Theory，Cultural Biology，Symbolic Anthropology，Process Theory，Action Theory and Marxism Anthropology．


Keyword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oncept system　researching fieldstudy paradigm．

（陈津京译，顾小倩、尚凡力校）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Past 70 Years

FAN Ke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China）


Summary：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a field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which involved with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people，power control，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 on．In a sense，anthropology will see the politics on the research view today，because when considering any social cultural matters we will think about the power relations behind the relevant matters in time and space．As some scholars pointed out，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eds to revive，so we have to ask，what is the foothold？Why does this field meet dilemmas today？What meaning doe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To what extent，does academic heritage of anthropology masters in those days by the researches on African still affect our subjects which we are engaged in？This paper is striving for some answers．

Clarified the positio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anthropology subject system briefly，we discuss the origin of this subject．Thoug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s in need of colonial authorities in those years，in terms of classical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colonial politics only seems to provide a context for them．In other words，the real intention of their research even has motives which against colonial ru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ot an easy thing to give a definition to Political Anthropology．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has developed till now，the problems it cares continue to change，however，one thing has not changed，that is，it has deep concern about some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human nature．Perhaps we promote this discipline to keep pace with time，develop and innovate the subject and theory，because of the inner emotion and curiosity which anthropologists have．Thus，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present the research topic that has long been known belonged to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So we will know what things do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are，and know if compared with contributions related fields have，what unique does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ve．

Ted C．Lewellen believes tha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focuses on some items as how to classify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research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of pre-industrial society; and pay a lot attention to past“tribes”society in response to the modernization in recent decades and so on．What's more，during the expansion process of capitalism，Political Anthropology cares about how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stimulates political analysis of anthropologists which originated from Europe since 16th century; how the subcultures which embedded in the country's social culture improve itself by control power through non-violence and hidden ways; and how the research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provides new materials and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with the rise of this field which injectes a new challenge about the basic presupposition for power into Political Anthropology．With the overall reflection and reappraise of anthropology，we think that politics itself of anthropology should also be a topic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It focus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purport and specific power relations in different age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political research of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is that anthropologists should enter inner world of an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capture motivation and spirit world of them directly．This will distinguish Political Anthropologists at present from most of their predecessors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However，due to th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seems not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ies achievement of politics for a long time，so someone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anthropologist in politics research．Early Political Anthropologists who study social politics have no politics training，their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deep field working experience．However，when anthropologists began thinking problem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ation-state system，the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chievement of political research，and they never let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interests of politics override their own studies．Anthropologists insist in attaining data through in-depth field research for their political research．They contact with subjects closely，talk face to face，search various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s daily life widely，which make their research results different from political scholars．In recent decades，due to historical concern about how national state politics affect people's own history，anthropologists have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for 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Although the mark of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was the publication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
 in 1940，the discussion about social politics had star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anthropology．Classical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ists did not have certain community boundaries on the study of human society at early time．The high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prompted anthropologists so eagerly to find“others”with whom they could compared in human society，that they could prove the developed trace of human society in time series．In the 20th century，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volution suffered a lot of criticism，anthropology then regarded field research as norm．Although Malinowski，the field research master，is not the first one who exert field investigation，due to an accidental opportunity，his field research way become one important paradigm in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Anthropology has entered new times of focusing on small social research which we describe as“anatomy of the sparrow”．In this period，those grand narratives such as n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is not promoted（are not praised）by anthropologists．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made people doubt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human civilization．Thus，the discussion and argument about how to integrate human society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became a mainstream in French ideological circle which always glorified civilization fanatically．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ough Political Anthropology still inherited the paradigm of structural-functionism，there were some anthropologists who began to challenge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The condition that structural-functionism dominated research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ctually continued to 1960s．From then，process theory paradigm replaced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emergence of this new paradigm has inner and external motivation．The inner reason is that anthropologists try to jump out of the pattern of structural functionism theory; the external reason is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ere emerged a lot of important works after action theory became the main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1960s．These writings revealed how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in different social culture manipulate symbols，and how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the new social environment interact and position each other．Referr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law，such problems as how social elites control the process and role of law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nthropologists．They began to interest in ethnic problems because they noticed that social elite controlled and manipulated symbols．After 1970s，because the whole world pattern had changed by a series of post-war events and thanks to the Wallenstein world system theory，anthropologists realized that the whole world was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the world market and the isolated tribes or communities in the past were not existed any more．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and dependency theory，and combined with diversion of the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after war，there were formed a paradigm，that is，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which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one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We shall see，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 is not only belonging to Political Anthropology，to some extent，the appearance of it even markes tha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faded out as a proper noun．From then on，almost all publications of anthropology are related to politics．

Until now really，it is hard for us to distinguish Political Anthropology from the rest of the secondary field of anthropology．The only thing I can do is introducing part of it according to my interests．With the pan-politicalization of research objects，what if it is necessary to reviv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s a secondary field？If so，what aspects does it have to be different from other secondary field？Because of the world information we have achieved conveniently and efficiently today，there are no political issues which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outside world even in the most remote areas．Herein it is so hopeful to reviv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hat anthropologists can grasp the political interaction of“center”and“edge”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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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E Shaoying

（Yunnan Minzu University，Kunming，China）


Summary：
 Political life has become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human social life．Human beings are“politicized”human beings．To adapt to the above situation，an emerging subjec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specialized in anthropology and integrated politics and other behavioral sciences，comes to get emphasized increasingly．

Generally speaking，people widely regard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written by Fortes and Evans-Pritchard as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But in fact，it is much earlier that using the method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o make researches abou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life．Some of the anthropologists，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other scholars of social science had been already interested in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types of human society and had began studying it much earlier than that time．As we know，during the pre-industrial society，the politics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trilineages systems，religion，the cross of age hierarchy and secret societies which had been studied by anthropologists widely．Because in many societies，“government”doesn't exist actually．Hence，not only we use the terms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but also use the terms and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or other methods beyond political science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on-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s．Naturally，it also provides an essential research space for this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Political Anthropology gets flourish in the spotlight．What the anthropologists have been searching for is the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but they are skeptical of anything that is universal．What's more，anthropology is based on fieldwork experiences，so it is difficult to exert certain concepts taken from the study on the modern developed countries on hunting-gathering groups and the tribes where people have been used to making a living by farming．Since society has formed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the single factor change will inevitably affect others．Thus，since nineteenth century，anthropologists have studied the whole society as a system frequently and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ot only the anthropologists but also many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political system and other aspects beyond Western society，then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joined the researching rank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lthough it has bee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since the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s one branch of anthropology，its own theoretical system is relatively weak and incomplete．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n't always been smoothly sailing．David Easton，a famou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wrote in a comment article that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didn't exist actually．Because it was impossible to study specifically by the way of separat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from other social systems，he insisted．

The research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covers a wide range，it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roughly，inclu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process，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political evolution．

Nowadays，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become a famous school abroad and gained more and more people's notice．The prospec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vast areas of our country will be very broad undoubtedly．Though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a traditional advantage on studying and analyzing the pre-industrial society in terms of its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more and more signs have been revealed tha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an provide some very valuable researching ideas as well as a novel researching perspective in the huge systems engineering of our country's political reform．With time flying，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insightful people who will devote themselves to this groundbreaking enterprise and achieve remarkabl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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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s a Discipline

DONG Jianhui

（Xiamen University，Xiamen，China）


Summary：
 As a branch of the subject，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derives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Its main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is that it studies varieties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behaviors using the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rul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and focusing on the status，achievements and trends of i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is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in twenty-first Century．Enlightenment think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uch as Montesquieu，Rousseau and Hume，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Bu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was directly emerged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Influenced by Darwin's Evolution Theory，early anthropologists regarded politics as a part of the social evolution．And they insisted that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was H．Maine coming from England and L．H．Morgan from America．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Evolution Theory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by various aspects．

In the 1930s，the functionalist scholars' filed work in Africa largely increased，methods and theories were also in fast development，it eventuall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In1940，M．Fortes E．E．Evans-Pritchard reclassified the political systems，this remarked the birth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s a new subject．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was that it also regarded social organization which existed before the nation and government as a kind of political system，and investi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thereby broadened the horizon of political research．Since then，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been distinguished from Politics and become a special field of research．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t，they insisted that society was a harmonious and a balanced system，each part of the system played a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the system．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occurrence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made the social balance theory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be questioned．In the context of“reflexive anthropology”，E．Leach and M．Gluckman made improvement on 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which injected fresh blood for Political Anthropology．On the one hand，they emphasized that society was an organic balanced system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they thought that there wer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inside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F．Barth made empirical analysis on political process in earlier times，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institutionalized form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as not a natural one，and it was not a prerequisite for political activity，but a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So he proposed that the aim of political research was not to find out and compare the political forms but to find an analytical system and use it to study the political change，transformation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In 1966，M．Schwartz and V．Turner clearly declared that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ransferred from structural function theory to process theory．

Both structural function theory and process theory have a serious fault，which regard people in political field as passive subject．In view of this fault，after the end of 1960s，some Political Anthropologists transferred their focus on individuals and small groups in political process，to study how they applied the nonpolitical cultural elements，such as religion，etiquette，symbols，marriage rules and so on，in order to maintain powers，protect powers and make decisions．This study trend is called“behavior theory”，so as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process theory．There is a same characteristic between process theory and behavior theory which advocate studying political process．The difference is that，process theory only pays attention to general political process and neglects the practitioners of political activities．However the behavior theory advocates researching on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individuals and small groups，emphasizes that individual is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behaviors and systems．As for researching objects，behavior theory is more concrete and specific．On the research method，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anthropology are kept，that is，laying emphasis on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object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But，behavior theory also has serious theoretical defects．First，it abandons the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Second，it overemphasizes the case analysis，while ignoring th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tudy．Third，the behaviorists increasingly tend to emphasize understanding，decision-making and motivation，rarely discuss individuals how to operate natural resources or how influenced by these resources．Transformation from process theory to behavior theor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especially from the 1960s，the great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world，which greatly changed the tradition of anthropology．As impacted by world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e，the past colonies became independent nation states，the traditional societies studied by anthropology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new national system，and lost their original soci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degree．To sum up，in this period，with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politics patter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as for the research object，Political Anthropology freed itself from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re and more scholars expanded their field of vision．Even when studying the regional political activities，they also put them in a larger space and time backgrounds to observe and ponder．

Researches on the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started from 1970s．Sociology emphasizes the social economic status，political support of the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and jurisprudenc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legitimate rights of vulnerable groups and the judicatory protection．However，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different from these disciplines．It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right and coping strategy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I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wer class and the political power，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dition which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early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informal political system of modern society．

Whe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it'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change of world political structure，the development pac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after 1960s，its search subject，theory and method show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iversification and continuous renewal．It reflects that this new discipline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prosperity and maturity．However，the research of Politial Anthropology also remains some fault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ing in lacking in systematicness and theory．Any way，Political Anthropology studies polit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which greatly broadens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esearch，as well as provides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or political science．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will achieve more fruitful results in 21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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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JI Aimin　Peng Yongqing

（Jishou University，Jishou，China）


Summary：
 As a branch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the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cultural phenomenon．From emergence to development，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its own discipline theory track，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lso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which fits social politics and culture．

Political theory research tendency of anthropolog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ier era of Aristotle，but there was no special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a of politics．People analysed primary social political phenomena in the early time under the lead of anthropology，and regarded politics as a par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e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because of the imbalanc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of western countries，new requirements of some countries were put forwar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and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s among countries were strengthen as well．It also becam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thropology theory in this age，at the same time，western anthropologists turned to“simple”and“primitive”life of“barbarians”，and hoped they could find the generation principle of community cohesion among i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a new set of independent nation-state appeared in Asia，Africa，and Latin America，many primitive tribes were integrated to the new national system．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new political system implementing，the number of tribes was reduced，state system was gradually improved，and socialist system which was rised in some countries made the third world undergo a huge and complex changes in aspects of 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life．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world，according to some scholars analysis，if we just follow the static and the ideal mode when facing these complex changes．Anthropology was imported in China as the spread of western modernity，consider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thropology，we might regard it as sinicization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and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practice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Meanwhile，scholars would like to pay much more attentions of studying on modern society than the traditional social political system．

In general，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The first one，scholars mainly used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to study China's political phenomena and essence，there were local practice of some Chinese anthropologists and western anthropologists' studies of China as well．In addition，they launched a number of influential and model significative academic achievements．The second one was a period when they tried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job was mainly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this age，followed by the introduction，domestic scholars also mad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third one was Chines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practice at present．On the view of Chinese anthropologists，China is still a rural society that has more than nine hundred million farmers now，the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s composition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erms of state sovereignty．The relationship focused on political behavior，system and organization between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seems to be core subjects of Chinese politic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oday．

For recent 20 years，Chines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gained great progress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On the research direction，the research about Chinese history and realpolitik has been emerged from different areas．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s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it gradually forms its own distinctive academic research group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What is noteworthy is that，in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localization research，there are a lot of shortcomings in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s，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As for an independent subjec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China，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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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tion：A Review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ANG Duoxian　Lijin

（Anhui University，Hefei，China）


Summary：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a new branch disciplin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Clarifying the latest research abou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Some scholars have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n some level．However，these researches are short of integral study and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and absence of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iscipline on Political Anthropology，even lack of mastery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consequently，there are some slightly insufficient in the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rospec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n the level of discipline concept and research object as well as methods by sorting out related literature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It also analys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even summarizes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China．In summary，this article not only reflects the problems，but als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this article，the discussions of the basic knowledg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re as follows．First，academia circles don't have formed formal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even exist certain differences on understanding．We defin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n the subject level that it i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which is aimed to study all political organization，political system，political activities of society through us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ranch discipline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Second，Political Anthropology subject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logy and puts emphasis on the political system，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process in marginal groups．Certainly，the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a gradual process，Political Anthropologists have been embracing more and more new social affairs and phenomena to enrich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is discipline．Third，scholars have certain differences abou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is the research method．If they learn the discipline through following the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all the time？Or creating a unique method？Or using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 ？Obviously，it follows the method of anthropology because of discipline attribute，at the same time，forms its own unique research methods．In addition to learning some appropriate methods from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rather than trapping in the past．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the most particularit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method i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holism which is the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anthropology method．Opposed to the literature research，Political Anthropology adopt positivism method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other methods．

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generally has the following process of development．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marked by the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which is coauthored by Evans-Pritchard and Mayer Fotes and published in 1940．It has been more than 70 years so far．Anthropologist initially put politics as a part of social culture，the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became an independent sub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and gained great progress when 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gets prosperity．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still has been in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until now．Nowadays，due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crisis of modernity，the research object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in 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The analysis object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ve been spread across the items of countries，government agencie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business institutions，etc．．These different research topics constitute more complex and complet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perspectives．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also undergone a series of localization process in our country：firstly the introduction，absorption and promo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heory method in China，then the process of domestic scholars' academic practice．

So far，plenty of accomplishment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basic discipline knowledge，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theory，as well as subject concept，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gradually become standardization，normalization and ordering．However，it has been almost 70 years sinc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emerged in 1940，and more than 30 years in our country since 1980s'，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First，the theory is not enough and lack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Second，applied research is still inadequate and have no depth．Third，Political Anthropologist lack of communication，it's difficult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to exchange their ideas each other．As a result，the prospect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are as follows．The first one is that expand research scop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aspects of time and space，then the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cation．In addition，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At last，increasing applied research is important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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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venting Marxism Anthropology

TAO Q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Summary：
 From perspective of subject features of Marxism Anthropology，its soul is practicing ethnography which has synchronic nature and historical ethnography which has diachronic nature，as well as the rudimen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above two kinds of ethnographies which is called scientific ethnography．Practicing ethnography and historical ethnography are the sprout forms 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scientific ethnography．From this point of view，Marxism Anthropology is the exploration and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which initiated later．So we should respect and renew the academic status of Marxism Anthrop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But Cultural Anthropology has one-sided view，that is“evolution theory”，of Marxism Anthropology which the core content is practice．This makes it separate from the mainstream 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and be treated unfairly．Given this，neither should we confine Marxism Anthropology within philosophy，making it lose the core feature“ethnography”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nor should we imprison it under the old frame of evolution theory，as this will make it lose the developing opportunity to integrate into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Previously，Marxism Anthropology focused on studying philosophical theory，and it was located in the speculation of“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or“Practical Anthropology Philosophy”，while ignor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As for Marxism Anthropology，the first priority is methodology，because it's empirical and positive，and secondly，it's research contents，which mean the focusing on the ultimate fate of human beings and exploring the“good”lifestyle of human beings．The vitality of Marxism Anthropology is not only reflected on knowing the world，but also in changing the world，so social practice is the foundation．What manifesting in the Marxism Anthropology is just practicing ethnography，which marks by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The first one of the original landmark achievements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5）by Engels．From the academic point of view，this is really the sprout 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racticing ethnography．

Marxsim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have relative uniformity．Firstly，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is social practice，which focuses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Participating and observing reality i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which they both have shared together．Secondly，the special literary style of them has improved classical ethnography which fabricated realit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s，or just took records from casual observation，which described as“deep description”of practicing ethnography．And thirdly，it has show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as sketching the integrality of community culture theoretically．

Marxism Anthropology is the embryonic form 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Scientific ethnography of soci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cludes two kinds of space-time categories，they are practicing ethnography（realistic ethnography）and historical ethnography．The classical writing form of practicing ethnography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While，as for historical ethnography，they are The Anthropology Notebook of Karl Marx
 （1972，by L．Krader）and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
 Although，these two kinds of writing forms weren't transferred into new scientific anthropology by the Marxism Anthropology scholars，this academic tradition was unified organically with scientific ethnography（including synchronic realistic ethnography and diachronic history ethnography）in the first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studies of Marxism Anthropology，on the one hand，should return to scientific ethnography，which is unified by practicing ethnography and historical ethnography．On the other hand，Cultural Anthropology has gone through scientific ethnography，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and many others entering an innovation era form，now it enters a new innovation era as“writing culture”．Marxism Anthropology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new background．On the base of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of post-modern anthropology，such as“writing culture”and“multi-voices”，reconstructing the writing culture of Marxism Anthropology，is reflecting the Marxism cultural perspective as“the educator must be educated”．This is also Marxism political leading method which respects the initiative spirit of the masses．What's more，it's a plurlist democratic path and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edged-dialog among comprehensiv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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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y Politics：Nationality and Stat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ZHOU Ping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China）


Summary：
 Since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globalization has been accelerating in depth and breadth，and extending its tentacles into each corner of the world．It has also totally reconstructed the world system，world pattern as well as regional structure，which had been built by national state since modern times．It seems lik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cities and the re-arrangement of urban pattern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Such tremendous and profound changes also happen on the nation and state issues，so that great contrast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concept was formed in the concept which we are familiar with and have deep feelings even in the theory and policy proposals．In such a situation，it's unable to reasonably explain the ever-changing realities of nation and state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recognition，concept and theory，not mention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reality．When facing the huge change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we must update our knowledge，construct a new interpretation system，change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and take adaptable measures on the basis of the real change of nation problems．In a word，the traditional ethnic view，national view and ethnic policy view，must adjust and innovat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When discussing the nation phenomenon，first，we must make clear that when certain group forms of human beings are defined as nation，or are described and discussed as a national phenomenon，it is on condition that the concept of“nationality”is formed and widely used in human history．However，the formation and extensive use of the concept of“nationality”has insepar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of national stat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not only does it put on a political coat for the emerging national community，but also builds a sturdy political roof for nation interests，thes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create advantages，and then produces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gradually influences the whole world．Thus，nation state gradually become the national form which have global significance．In this context，the concept of“nationality”ge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has been gradually widely used．In this sense，as an ethnic group of human being，nation is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We can even say that it is a production of state．

As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accelerates，both the ethnic types and phenomena are inevitably influenced．The form of the ethnic group also has a fundamental change．First，a special national change process has been formed．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economy and cultural exchanges，the number of flowing ethnic group members greatly grows，and they re-unite into family in the immigration country，and gradually become special national group．This has formed a new national change proces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igration．This is a typical leap．Second，national consciousness enhances rapidly．In the course of the extensive and rapid flow of the national members，the role of nation playing in realizing the interests of communit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and this promotes the members' acknowledgement of ethnic groups，resulting in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ity awareness．

In al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tructures，state gets the biggest impact of globalization．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the elements，organization structure，operation mode of state have taken place profound changes．In the globalization era，the changes of state are large and variou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the changes happened in national state are also very prominent．

The phenomenon that rapid advance of globalization impact nation and state is so profound，at the same time，that it also makes national state commonly face the problem of importance state identity．Actually，the problem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globalization，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In other words，the prominent problem of national identity reflects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phenomena of nationality and state．With the national identity probl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the discussion of it is elevated rapidly，and is forming a trend．However，some researchers expand this problem arbitrarily，making the research on national identity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Thus，many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are not on the same platform，so that it's totally unable to focu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at the national identity is specific problem in the specific situation，which is the premise of the discussion．

When national identity faces severe challenges，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national state and social governance．As for the possible elements which may erode the national identity，as well as the thinking and action that challenge it，we should keep r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necessary vigilance．

Globalization will make people acknowledge nation and state phenomenon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hole world，and also force people to view such problems from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By doing this，not only can we observe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evolution，but it's also possi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narrow field of view based on some certain ethnic groups and the endless debate in this field．What's more，it's also able to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form“state”，so we can abandon the rigid and outdated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 of nation and state，increase recognition and concept which can objectively reflect realistic changes，and updat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ty and state advance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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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政治人类学评论》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多方面的关照下“诞生”的。

目前，政治人类学在国内还是一门缺乏高度学术认同的学科，即便是在京畿重地，特别是在一些政治学与人类学都有高深造诣的名门学府，能够对于政治人类学给予足够学术重视者亦不多见；更何况在上海师范大学这样一个地方性高校，且其政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诸学科均尚不足以“独立门户”或甚雄踞一方，因此，它能够安然“顺产”，实在有幸。当知道我们有意创办《政治人类学评论》时，出身工科学术背景的新任校长朱自强先生一口道出，“政治人类学”是一门“接地气”的学科！这委实让我颇有一番知缘惜缘的感触。

还让我们感慨万分的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两个领域中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对于创办《政治人类学评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肯定，甚至有的学者说它是“恰逢其时”，有的称它是“时代的产儿”；远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施传刚（Chuan-kany Shih）教授还多次通过邮件“面授”机宜，提出了诸多好主张。我们设想，《政治人类学评论》第一辑主要集中刊发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既有成果，第二辑主要集中刊发“民族志中的权力与权利”等方面的既有成果，而这两方面既有成果的作者，几乎都是当前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得知《政治人类学评论》创办意图后，纷纷来稿并出谋划策，倾注了他们对政治人类学学科的满腔热情和不懈努力，表现出强烈的学术认同和共同体意识。

总之，在创办过程中，虽然遇到过重重困难，但我们深深感到，政治人类学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学术基础；在前行的路途上，我们并不孤单。

上海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和法政学院是支撑启动《政治人类学评论》的两个重要主办单位，校社科处陈恒处长和公磊副处长积极为《政治人类学评论》立项工作奔走张罗，法政学院蒋传光院长为创办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支持和办公条件。法政学院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若干硕士研究生同学担负起了重要的协助工作，学院办公室老师也给予了诸多工作方便，郑爱玲、尚凡力、姜晶、俞佳敏参与了全书的校稿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非常乐意长期支持《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出版与发行工作；该出版社副编审路征远博士对本书的策划、编辑和顺利出版等工作给予了实质性的全力支持，拙著的出版凝聚了他的心血、展现了他的智识。

总之，本书出版是政治人类学学科的从业者、爱好者与支持者的集体攻关和团队合作的结果。

陶　庆

2015年8月18日于师大新村



征稿与撰稿体例

《政治人类学评论》（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政治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以荟萃政治人类学理论研究和知识创新为主的专业评论，主旨在于为政治学与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学科对话与学术融合搭建新的平台，为中国学界日益丰富发展的学术文化增添一些新的元素。本评论创办得到了长期活跃在政治学与人类学等两个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的热情支持，并由徐勇教授、高丙中教授担任编委会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本评论主要刊登国内外政治人类学及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论文、评论、书评、学术讲演、会议综述等；它不仅关注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动向和成果，而且也密切关注我国政治学与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综合知识与前沿趋势。

热忱欢迎国内外政治学（包括公共管理学）与人类学（包括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学者赐稿；稿酬参照国家版权局、国家发改委2014年颁布通过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执行。

一、稿　　约

1．热忱欢迎国内外学者投稿。来稿由专家匿名评审，评审仅以学术价值为标准。稿件编辑严格实行“三审一读”定稿制度。

2．本评论主要刊登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书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以20000～30000字为宜，书评一般不少于10000字。

3．本评论所发文章均为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不代表本评论意见。凡涉及国内外版权问题，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国际法规执行。

二、撰稿体例

1．首页。中英文标题\中英文摘要（中文1200字左右）\中英文关键词（3～4个）\中英文作者信息\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基金（含基金号）。

2．中文标题为黑体、三号字体、加粗；作者名为宋体、四号字体、加粗。

3．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现供职单位全称及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4．中文摘要为楷体、五号字体，单倍行距；英文摘要为Times New Roman、五号字体，单倍行距；关键词不宜超过四个，以空格隔开。

5．各级标题。一级标题须用“一、”“二、”“三、”……；二级标题须用“（一）”“（二）”“（三）”……；三级标题须用“1．”“2．”“3．”……；四级标题须用“（1）”“（2）”“（3）”……（字体加粗）。

6．正文为宋体、小四字体，1.5倍行距；英文部分为Times New Roman、小四字体。

7．图表。应分别连续编号，并注明图名、表名；图号、图名置于图的正下方，表号、表名置于表的正上方；引用的图表或数据须在图、表下注明出处。

8．数字用法。执行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刻、各种记数与计量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清代及其以前纪年、星期几、数字作为语素构成的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临近两数字并列连用的概略语等用汉字数字。

9．译名。（1）正文中第一次出现重要的中译学术术语时（常用的除外），应用括号标明外文原文；（2）正文（不含夹注）中的外国人名应采用中文译名（除熟知的人名外，一般应用括号注出原外文姓名）；（3）译名须统一，以学术界的通用译法为准。

10．引用。文中凡采用他人研究成果或引述，须以“夹注＋参考文献”的形式予以说明。（1）引文后以夹注注明作者名、出版年份及页码【例：“引文内容……”（何国强，2000：17—20）】；（2）若引文之前已出现作者名，格式如下例【例：何国强（2000：50）认为“×××……”】；（3）引用文集中的文献，应直接注明该文献的作者姓名；（4）若引用相同作者同一年份内的不同文献，应在年份后以英文字母标出顺序【例：（何国强，2012a：52）】；（5）若同一夹注内引用同一作者不同年份的同一文献，则将较早年份至于“［］”之中【例：（何国强，［2000］2011）】；（6）若同一夹注内引用不同作者或者同一作者不同译名的文献，不同作者名之间用分号隔开【例：张谦，1998；特德·C．卢埃林，1998）】。

11．注释。（1）采用页下注，全文用①②③……每页重新编号；字体为仿宋、小五字体、单倍行距。（2）互联网上引用的文献不能作为正式参考文献列入文末参考文献栏中，一律作页下注处理。网络文献的页下注格式：作者名：“文献标题”，引自‘主页名称’（网页地址），年月日”。

12．参考文献。

（1）“参考文献”为宋体、小四号字体、加粗。文献为宋体、五号字体。

（2）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分别排列，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以作者姓氏英文字母A—Z为序排列，并以［］形式注明作者的国籍，中文译名以译名的首个字母为准。

（3）中文文献应标明文献类型（著作为［M］，期刊为［J］，汇编为［G］，学位论文为［D］，报纸为［N］）；外文文献中的论文用引号标明，著作（包括文集）及期刊用斜体标明；参考文献的格式为：“作者名．具体如下：出版年份．文献名称［文献类型］．文献出处（卷期次）．出版地：出版者．”；相同作者的多篇文章被引用时，则从第二篇起，用“——．”代替作者名。

例如：陈春声．2003．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G］//黄宗智，编．中国农村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董建辉．1999．政治人类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J］．国外社会科学（1）．

和少英．1989．政治人类学浅论［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4）．

（4）外文文献，作者（无论原名或译名）均须写出完整的姓和名，中间名可缩略表示；多位作者的，第一作者按照“姓，名”格式，其余作者按照外文姓名的正常顺序，即“名姓”，不同作者姓名之间用“，”隔开；外文著作类文献均为斜体，出版社前列出版地点。

例如：Fortes，M．，E．E．Evans-Pritchard．［1940］1970．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Oxford：Oxford．

Lewellen，Ted C．1992．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London：Bergin and Ga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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